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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学术前沿丛书概述（代序）


当前，社会科学领域正面临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理论界的证明和创新。上海社会科学院在“创新工程”的机制下，结合研究生教学和高端智库建设方向，于2015年初正式启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学术前沿丛书》项目（下称“丛书”）。本丛书力图反映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和理论探索前沿，为研究生理论积累和博士阶段学习提供引导，同时也为授课教师提供基础性材料。

此次组织出版的丛书为2015年院“创新工程”和研究生院共同资助的第一批集中成果。丛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四个全面”为根本指导思想，以我院首批38个创新团队为骨干编辑撰写。整个申报评审过程秉承了院“创新工程”公开竞争，择优选取、差额资助原则，所有立项申请均委托第三方组织评审，根据申报质量进行差额资助，确定通过名单向全院公示。为确保编撰质量，成立了院领导牵头、各研究所所长组织、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领衔、院部相关处室协同“四位一体”的组织框架和工作机制，为丛书的顺利出版提供了保障。

在此基础上，2015年到2018年期间，我院将组织编写出版60部左右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前沿重点教材，作为上海社科院“创新工程”建设中的重要成果展示平台，也为建院6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整个项目将分两阶段陆续完成。第一阶段，第二至四年，每年编辑、审定和正式出版学术前沿教材15本左右；第二阶段，后一至二年，结合院“创新工程”各团队标志性成果，新增若干部国内顶级、国际一流的重要系列成果，并对已经出版的前期学术前沿进行必要修订与再版。

本丛书得到王战院长、于信汇书记的全面指导，黄仁伟副院长和叶青副院长策划监督执行，参与本次组织工作的人员包括：朱平芳、佘凌、胡晓鹏、汤蕴懿、王晓丰、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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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世界经济起源于世界市场，分工与贸易所创造的利益不断地把世界经济推向前进。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与生产一体化使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今天在世人面前呈现的是一个正在快速形成中的全球化经济。近年来世界经济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全球化经济的形成机制及其新特征而展开的。作为一个利用全球化历史机遇发展起来的中国，开放型发展战略中的各种主题已经与全球化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经济的理论问题往往也正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围绕全球化经济，近年来世界经济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七个方面展开。

一、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发展理论与发展模式

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形成全球化经济，作为一个完整的独特的经济大系统，全球化经济不同于国民经济或此前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对全球化经济的研究应当从哪里出发？近年的研究表明，全球化经济的基础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即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以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从母国流向东道国，与东道国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相结合，形成了生产与贸易。要素流动比商品贸易更深刻地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在一起，是全球化经济的基础，也相应改变了当代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条件。发展经济学从各国发展的实践出发，比较了多样化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丰富的发展理论，回答了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当开放战略日益为各国所接受并取得成功以后，发展经济学理论更聚集于回答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问题，探索一个国家如何利用经济全球化历史条件实现发展，以及在这种发展模式下的各种新问题。

二、全球化经济中的国际贸易模式与贸易强国的道路

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最初形式，也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起点。近年来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日益关注全球化经济的特点。从贸易特征来看，产业内贸易与企业内贸易理论受到广泛关注，因为其反映了当代贸易的特点。这些新的贸易现象正是全球化经济的表现。正是要素流动使各国的现实要素结构差异减小，贸易不再只是生产力水平差异和要素结构差异的结果，而可能是同样生产力水平国家之间的贸易，是非本国要素基础上产生的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创造了国际化企业，使一个产品生产的不同价值链在不同国家进行，贸易由此而发生。贸易理论的创新是全球化经济深化的结果，而全球化经济下一个国家如何成为真正的贸易强国也有了新的内涵。要素流动使出口国不再仅仅基于本国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和贸易，出口规模与市场占有率已经不再是贸易竞争力的真实体现。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以后，如何建成贸易强国开始成为一个全新的理论与战略问题。微观意义上的要素基础、中观意义上的分工地位与宏观意义上的国际制度影响力都是贸易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国际直接投资与全球化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

投资超越贸易是全球化经济的最重要特征。国际直接投资不仅因跨越边境而替代贸易，也因增加要素投入、扩大分工规模、形成更高生产力而创造贸易。在这里，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经济的主角，是要素国际流动的决策者与组织者。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微观问题，却深刻全面地决定了当代世界经济的生产体系，在技术进步与各国更深参与全球化的时代推动下不断变革，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决定性因素。全球化经济不断深化体现在各国对全球化参与度的不断提升，这种参与不仅包括各国在投资政策上的协调，而且深刻地反映在一个适应国际直接投资不断发展的新的国际经济体制建设上。近年来，从双边到多边的国际投资协议是全球化经济向纵深发展的标志。

四、全球化下的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

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深刻影响是全球化经济时代的一个典型现象，全球化是它的基础，而它的影响也高度地全球化。对这场危机的成因及其影响的研究是近年世界经济研究的最大主题之一。危机的影响与特征使国际社会再次重新关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美元单一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美国一国危机损害全球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如何改革成为关键问题。在这一历史时刻，中国经济的崛起、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上升开始深刻影响世界货币结构，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一个相关主题。人民币国际化已经不再只是中国的发展主题，将成为世界货币体系如何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世界生产体系变革与全球化经济的产业格局

近年来，新一轮产业革命正深刻而广泛地改变着世界的生产格局，世界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是世界经济研究中的又一重要课题。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进行生产布局，发达国家传统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新兴产业不断创造世界新的增长点，这一切构成了世界生产体系的动态变化。研究这一变化，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寻求产业结构进步与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基础。当中国已经在世界生产体系中获得了历史性进步，当“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特征的时候，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现象是否会改变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是近年来摆在世界经济理念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六、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与亚太区域合作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是区域一体化，亚太区域合作是近年来不断呈现复杂现象，理论上受到高度关注的研究领域。亚太地区的广阔性，地区结构的复杂性、多样性，面对世界各地区区域合作发展挑战的严峻性，都要求我们强化对区域合作的研究。对中国来说，多层次的双边、诸边与区域合作已经广泛展开，推进的战略选择与其中的国家利益，都是近年来研究的中心课题。

七、开放战略的升级与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

对全球化经济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开放战略，开放战略的研究是中国世界经济研究的组成部分。随着开放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转型升级已经成为近年世界经济学界研究的一大重点。转型的主题是从此前的政策性开放向体制性开放升级，建设一个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政策性开放条件下，政策激励是扩大开放的基本手段，产生了要素引进和集聚的积极效应，也导致了政策引致性扭曲损失，消除扭曲成为转型升级的一条理论主线。中国要建设的这个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国内改革是什么关系，与国际经济体制发展趋势是什么关系，与国际发展战略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近年来学界的中心议题。





第一篇　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发展理论与发展模式





第一章　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与全球化经济的运行机制：世界经济学的分析起点与理论主线


对外开放以来，我国世界经济理论工作者为世界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这一学科的建设已经有了新的条件。从经济全球化的微观机理出发，分析这一微观机理如何形成世界经济的宏观表现，是世界经济学的理论范畴与研究对象，也决定了学科的分析起点与论述框架。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与世界经济学理论建设

世界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20世纪80年代初，以钱俊瑞、褚葆一为代表的老一代经济学家提出了建设世界经济学的课题。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理论需要的反映，中国迫切需要认识世界经济的特点与规律，为开放战略的推进提供理论指导。在老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下，我国不少高校建立了世界经济专业。以“世界经济学”为书名的教材的接连出版体现了我国世界经济专业的理论与教学工作者对这一学科体系所作的探索。

从总体上看，已有世界经济学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从国际分工或经济全球化出发，逐一分析国际贸易、投资、金融、跨国公司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现实世界经济中的各种现象。尽管各种教材并不完全一致，但总体特点是梳理和描述现实世界经济的基本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国际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又形成了与国际经济学体系与对象的显著差别。

尽管各种教材的叙述方式不同，但研究对象的清晰定位为学科的建立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国际分工或经济全球化理论被许多教材作为这一学科的基本理论。但是，与国际经济学丰富的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相比，世界经济学要显得苍白得多，以至于人们开始怀疑它存在的理由。一部分教材采用了“世界经济概论”或相似名称，反映了学界对世界经济学科建设尚难以建立完整体系和缺乏基础理论的现状。

理论是对现实的抽象与梳理，理论的发展应当建立在现实发展的基础之上，尤其像世界经济学这种以现实世界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这样。世界经济学是关于世界范围经济运行内在规律的学科，应反映世界经济的最新现实即经济全球化，揭示其形成机理与运行机制。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表现，从经济学抽象的思维方式讲，世界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也就是“全球化经济”——一个“全球化了”的经济体。这样的一个经济体其形成和运行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决定了世界经济学的理论切入点。

全球化经济的最重要基础是国际直接投资，而不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是各经济体相互间的产品交换，不论贸易自由化达到如何高的程度，各个经济体的运行是相对独立的。然而国际直接投资却不同。国际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向另一个国家的流动，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企业与生产过程，因而是两个国民经济的更深度的结合。

从投资与贸易两者的关系上看，今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贸易本身就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产物，由跨国公司投资创造的一国出口和公司内贸易日益超越各国在本国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基础上形成的贸易。投资成为贸易发展的原因，既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也是经济全球化更深刻的基础。

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是以资本为载体的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这里所说的生产要素包括货币资本、产品设计、技术、品牌、专利、经营管理、营销网络、高端人才等，这些要素从投资国转移到东道国，而东道国所提供的生产要素则是土地、劳动力、资源、产业配套、激励政策和经营环境等。

在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投资与贸易的重大区别：贸易是生产的国际分工，各国经济相对独立；投资是要素的国际合作，各国经济相互融合。FDI使不同国家的不同生产要素相结合，使生产的国际分工转变为要素的国际合作。这是世界经济运行特征的一个历史性变化，是全球化经济形成更重要的条件，超越贸易自由化。世界经济学理论分析要研究全球化就需要基于要素流动切入，并以此为主线展开对各个主题的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决定全球化经济运行的现象表明，经典贸易理论不再适用分析全球化经济。比较优势理论基于各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单一劳动要素观即使扩展到多要素，也仍然是基于两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差异决定贸易，不包含要素流动对生产率的影响。要素禀赋论基于要素不流动，各国生产和出口本国富裕要素密集型产品。要素流动可使一国改变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改变生产贸易结构。要素流动后形成的贸易不再是一国原有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的反映，这时一国的显性比较优势取决于要素流动情况。落后国家可以出口高技术产品，进口原材料。资本稀缺国家可能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出口结构已不能体现国家的发展特征。

国际直接投资的这一全球化经济的基础性现象也决定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概念要抛弃。要素流动下的世界经济是要素合作型的国际专业化。分工概念中的“工”侧重劳动力不确切，其中的“分”也不反映他国流入生产要素。国际直接投资下的世界经济不能再用传统国际分工概念来描述，各国经济的深度融合只能用“要素合作型的国际专业化”来定义——各国不同生产要素经流动而组合到同一生产过程，但由于各国提供的要素类型的不同，致使在产品价值链中的地位也不同。

国际直接投资在当今全球化经济中的基础性影响决定了世界经济学这一以全球化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理论切入点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或简称“要素流动”。

第二节　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成因与影响

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这是因为：第一，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既包含了要素的流动，也包含了产品的流动；要素流动使生产地发生变化，进而又导致最终产品贸易的扩大。第二，要素的国际流动从生产经营的源头起形成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其深度要超越以最终产品的国际贸易为内容的市场联系。第三，要素流动是广义的，它不仅包括货币资本，而且也包括技术、管理、市场营销网络等，正是其广义性深化了国际经济联系。第四，要素流动是产品流动的发展，因为跨境投资往往是为了跨越贸易障碍，包括关税等市场障碍和运输等自然地理障碍，从而发展了国际商品贸易关系。要素流动超越了商品流动，也主导了商品流动。世界贸易组织将关贸总协定从产品的自由贸易扩展到知识产权保护和投资政策等广泛领域，要求各成员方开放投资的市场准入，体现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不同要素有低级与高级之分，如专门技术与简单劳动；同种要素也有低级与高级之分，如不同的劳动力和不同的技术。要素的流动性是有差异的，有的要素流动性强，如货币资本、技术专利；有的流动性弱，甚至完全不流动，如自然资源、土地；有的流动性强弱受国家政策影响，如敏感技术。劳动力的流动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现象，但是在大多数国家政策中，往往鼓励高级劳动力的流入，限制低级劳动力的流入。要素流动性的这些差异决定了全球化条件下要素国际组合的特征，即流动性强的要素向流动性弱的要素所在国家流动而不是相反。这就决定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向以土地、自然资源和低端劳动力为主要要素的发展中国家流动。这是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特殊的机遇。在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中，跨国公司是主体，外资是载体，因此引进跨国公司以集聚高级要素成为发展中国家战略的核心，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约一半进入了发展中国家
[1]

 。如果政府能够创造适合于高级易流动生产要素向本国流动的经济社会环境，那么就会推动这种要素的集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能否真正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就在于能否使自己低级的低流动性的要素成为吸引高级的高流动性要素流入的有利条件。形成这些条件的关键，是政府创造有效有利的经营环境，以吸引外国高级要素
[2]

 。

要素流动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导致世界经济的一系列重要变化，从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念原理并不能直接找到答案。

（1）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变化。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格局取决于要素流动方向结构而非各国的现实比较优势。要素的流动性差异决定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而决定全球化经济发展的特点：易流动要素向不易流动要素方向集聚。要素流动的这一规律决定了国际产业布局及其分工贸易。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条件下更快发展正是取决于要素的净流入这一时代特征。

（2）国际贸易的数量与结构变化。数量上，要素流动对贸易的创造效应与替代效应并存。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创造了贸易，国内市场开放减少进口贸易。结构上，要素的流向决定了贸易的产业性质，使落后国家能够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

（3）国际贸易统计意义的变化。现行贸易统计体现了商品劳务的跨境流量，不反映生产主体即企业的国民属性，不反映提供产品的企业的投入要素结构。因此，与要素不流动条件下的性质不同，贸易不再是一国比较优势或某种意义上分工地位反映，贸易规模和贸易顺差也不能真实体现一国从贸易中的收益。近年来探索的增加值贸易方法避免了进口增加值的重复计算，使贸易更准确反映本地增加值，但是仍然没有反映增加值创造过程中要素的国民属性。

（4）国际分工收益分配的决定原理变化。垄断或不等价交换原理决定收入分配现象是在国际市场不完全条件下形成的，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仍然会长期存在，但并非全球化经济的主流收益分配原理。在全球化经济中，决定性的机制是：要素稀缺性决定要素价格，要素价格决定要素收益进而是国际收益分配。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国的引资激励政策产生于资本稀缺，导致部分收益转移；低工资在于劳动力过度供给，是要素价格决定原理的表现。

（5）经济增长的成因变化。要素流动致使国际分工扩大，企业规模经济与产业规模经济形成。要素流动导致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流入国集聚某类产业产品生产导致企业生产规模经济和国家的产业规模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经典增长理论说明增长来自于要素投入总量的变化，要素流动则改变了各国的要素结构，从而改变了增长的结构，东道国新产业因投资被创造，而不只是原产业因贸易而扩大。

（6）两类国家的增长机制变化。要素流入国要素总投入量的增加是增长的原因之一，同时国内闲置生产要素也因此被投入使用，从而导致了相对较快增长。要素流出国国内增长因资本流出而相对较慢，增长主要靠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但海外投资带来的资本增值又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回馈于国内经济增长。

（7）GDP统计内在意义变化。由于GDP统计的基础是国家或关税区，而创造GDP的则是来自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要素收益归要素所有者所有，因而GDP不再能真实反映经济增长对该国国民的福利意义。GDP是地理上的产出概念，产出中包含所有要素的报酬，且稀缺要素价格更高，报酬率更高，资本流入国GDP增长更快，但相对国民净收入增长却远不如GDP增长，甚至可能更低。流出国GDP增长相对较低，但未计算其在外资本增值带来的财富增长。GDP统计使两类国家实际的相对收入差距被掩盖。人均GDP则更加丧失其真实意义，因为在资本净流入的发展中国家，东道国GDP总量包括外资所创造的在内，但人口只是计算本国居民。资本流入国增长更快，但国外要素要求获得相应更高收入。国民财富差距事实上可能在扩大。未汇回利润和未撤出资本使这一点不易看清。同时在流入国更多要素投入中也包括本国闲置要素投入的增加，更快增长的GDP也会使人们忽略这一点。

（8）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标志变化。在全球化要素流动条件下形成的世界生产，使一国的贸易出口不再能准确反映该国的比较优势。出口规模和产品市场占有率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竞争优势，因为出口是所有投入要素的产出，包括流入要素。尤其是外资带来的以低端价值链分工产生的出口更不反映国家的竞争力，反映的只是劳动力低成本，实质上是低工资即国家发展低水平。但是，迄今通行的各种国家贸易竞争力的分析方法都是基于地理意义上国家的进出口进行的，是产品的“属地”方法，没有从当代国际贸易现实即要素合作创造贸易出发，没有“属权”基础上的竞争力或收益分析。

（9）国家竞争优势的内容发生变化。国家的竞争优势不在于产出和出口，而在于要素的拥有及其结构。在要素流动条件下，要素的集聚与培育能力是国家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集聚能力使国家集聚生产力，要素培育能力使国家创造生产力。综合起来是国家体制优势。这种体制优势上的差别决定了要素数量与结构的变化，是国家的核心能力。相应地，经济规模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的经济成就，本国要素收入的提高才是发展成就的真实表现。

（10）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状态变化。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于要素流动。以新兴经济体要素净流入为特征的要素流动的不平衡性导致全球化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要素流动导致世界经济不平衡是必然的，因为产业转移后生产集中必然导致要素流入国向流出国出口，如果投资国不能发展新兴产业，世界贸易就必然不平衡。这是今天新兴经济体顺差的基本原因。汇率水平不能也不应用于改变由此引起的贸易不平衡。对于这种不平衡的形成及其影响，今天国际社会缺乏观念、体制与机制准备，世界经济理论也有待回答。

不同的学科以研究对象的差异性相区别。国际经济学以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这些关系的高度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经济体即“全球化经济”。世界经济学从世界市场出发，研究各国市场不断全球化、一体化的过程，今天已经面对着一个因“化”而形成的新经济体。正如分子的化学性质不同于组成其的任何一种原子，对化合过程的研究不等于对化合物化学性质的研究一样，国际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学现有理论都不能直接回答全球化经济的问题，当然全球化经济学又必须高度借助这两门学科的成果，特别是从对象本身的变化中建立新理论。

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不同也构成了学科的差异。全球化经济学需要从生产要素出发，因为正是要素流动决定了全球化的深化及全部新运行机制。经济学从商品供求关系出发，国际经济学从商品贸易成因出发，其共同点是商品，而全球化经济学则向后退一步，即从构成商品的生产要素出发。当一商品生产的要素不再只来自一个所有者时，向后退的这一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关键的。

第三节　要素流动与世界经济理论建设的要点

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改变了世界经济运行的基础，因而必然深刻改变各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由此提出了世界经济理论建设的主题与要点。

一、要素流动下国际贸易理论面对的新现实

全球化经济以要素流动为基础的运行机制对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新主题。以要素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经济的形成使传统贸易理论所基于的条件发生变化，而各种新贸易理论正是在面对要素流动新现实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的。

（1）比较优势理论不再适用分析全球化经济。要素流动超越国际贸易成为当代世界经济主要和基础特征，是当代世界经济的最根本变化。这一变化使当代世界各国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比较优势不再是本国要素及生产率结构的表现。比较优势理论基于各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单一劳动要素观，不适合分析多要素跨国组合为基本特征的全球化经济；即使扩展到多要素两国模型，其核心思想也仍然是基于两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差异决定贸易，即比较优势论的精华“比例”，不包含要素流动对相对生产率进而对贸易的影响，即不分析造成这种比例的原因。当然，其“相对”即比例思想仍然是经典的，但现在这种比例正是产生于要素流动。要素流动后形成的贸易不再是一国原有的比较优势，显性比较优势取决于要素流动情况，落后国家可以出口高技术产品而进口原材料，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贸易模式。

（2）要素禀赋理论不能简单直接运用。经典要素禀赋论基于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流动，各国生产和出口本国富裕要素密集型产品。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的正是这一基础。要素流动可使一国改变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改变生产贸易结构。资本稀缺国家可能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进出口结构不再能说明一个国家发展的水平。

（3）要素价格均等化不再是贸易的趋势，而成为投资的趋势。国际分工与贸易会导致各国异质生产要素获得相同的相对与绝对收入。这一过程在理论逻辑上可成立，而在实践中是长期的。这一理论的结论是自由贸易导致各国贫富差别消除。事实则有所不同。原因一方面是完全竞争和自由贸易条件不完全存在，其假设前提各国技术水平相同不存在。今天世界发展差距减少的原因恰恰在于后进国家引进稀缺生产要素使充裕要素得到使用，从而增加了收入，而不是完全靠基于要素禀赋的国际贸易。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推论是“产品的国际流动可以代替要素的国际流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正好相反，在开放国内市场的情况下要素流动代替了产品流动，而在深化产品内价值链分工的情况下要素流动则扩大了产品流动。这就是要素流动创造贸易或替代贸易的二重性。

（4）国际间要素差异不只是贸易的成因，还是投资的成因。新贸易理论高度重视要素分析是正确的，包括自然资源要素论、技术要素论、人力资本说、研究与开发要素说、信息要素说。这些理论用要素的分析来说明贸易超越了前贸易理论。但是其并不追溯这些要素是在哪里形成的和怎样进入生产过程的，直接把它们作为生产出口国的条件，而忽略了国际流动这一路径，忽略了这种差异正是国际投资的成因，进而是新贸易格局的成因。

（5）产业内贸易现象扩大到发展中国家。新贸易理论基于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使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得到了解释，而今天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产业内贸易形成的基础是要素流动。产业内贸易可能是同样发达水平国家间企业的战略选择，但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间的产业贸易则是在跨国公司投资条件下形成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自身没有条件通过投资实现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内贸易，而跨国公司投资却可能将其产业扩张，形成产业内和企业内贸易。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解释了贸易及其结构形成的原因，但跨国公司投资才是形成这两个状态的最现实途径，而不是本国尤其不是发展中国家自身条件下的发展。公司内贸易即企业全球化生产模式，产生于国际投资即要素流动，即投资所决定的贸易，这解释了贸易发生的原因，证明了投资创造了贸易。产业组织理论与企业内贸易理论一般都被作为贸易理论，然而事实上这些理论恰恰证明了国际投资是贸易发生的原因。事实上，企业内贸易理论对两种劳动力的创设和对跨国公司决策的分析，已经表明贸易现象与要素差异及国际投资的关系，人们只是因其最终表现在贸易而把它作为贸易理论的发展。

（6）新新贸易理论分析现象的基础是企业的要素差异。21世纪初产生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企业边界模型分析企业选择出口而不是国内销售的原因，最终将其归结为企业的效率和成本。那么，决定一国不同企业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因为此前的贸易理论事实上假定了一国企业的同质性，差异只是国家间的，所以新新贸易理论又向前了一步。但是，企业能够开辟海外市场的原因正是其国际市场经营管理的优势要素，包括通过跨国投资形成这种经营销售网络。所以贸易还是投资的结果，而投资则取决于优势要素，与此前理论差别的是，这种优势要素因企业而异而非因国家而异。

可见，贸易理论的发展都在日益接近于跨国投资即要素国际流动的客观现实，其对现代贸易现象的解释既否定了，也许更确切地说是补充了传统贸易理论，却又证明了要素流动的基础性意义。这些理论作为贸易理论是对贸易现象的解释，而这些贸易现象的成因正是跨国投资即要素流动。因而我们不应当把这些理论再看作为贸易理论，而应当从这些理论所揭示的现象中看到要素流动在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基础性、决定性意义。

分工与贸易几乎是同义词。然而在要素流动的条件下分工已经很难确切反映当代世界经济的特征。当代世界经济是“要素合作型国际专业化”，国际分工概念要抛弃。要素流动下的世界经济是要素合作型的国际专业化。分工概念中的“工”侧重劳动力不确切，其中的“分”也不反映他国流入生产要素。国际直接投资下的世界经济不能再用传统国际分工概念来描述，而要提出“要素合作型的国际专业化”。

二、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载体，因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研究全球化经济中要素流动规律的基本理论。

（1）跨国公司的本质是全球要素流动的组织者与推动者。跨国公司的性质及其在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功能就是主导要素流动的国际投资。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表明了当代世界经济的性质是要素合作而不是国际贸易，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经济运行的主角，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决定了当代世界经济运行的特点。跨国公司要求各国扩大投资准入成为当代国际谈判的主题，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谈判诉求；跨国公司要求发达国家投资规则向发展中国家延伸决定了全球投资自由化体制建设的主题。

（2）跨国公司进行要素优化组合是全球资源配置的主题。寻求廉价劳动力是当代国际投资的主要动因。这一投资决策决定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劳动力成本的国际差异决定了跨国公司投资方向。运用价格原理同样可以看到土地、资源、环境和政府服务等要素对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国际投资直接影响了相关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和生产国分工。

（3）国际投资理论本质上是要素组合理论。各种不同的跨国投资理论都从企业决策的角度说明了投资的必要性和依据，其结果是不同意义上的要素国际流动，跨国公司的投资经营决策正是在全球范围配置要素，决定了当代世界要素合作型的国际专业化。垄断优势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论、产品生命周期论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等国际投资理论的共同点正是要素组合，其中包括经济要素与全球化经济要素。前者是一国的市场环境，包括市场化水平、产业配套能力、消费购买力等；后者是一国的开放水平，包括市场准入、制度规范与对外资外贸的政策激励等。

（4）要素流动的逆向模式国际并购。国际并购同属国际直接投资，然而其所形成的要素流动却是另一种逆向模式。在绿地投资型的直接投资中出现的是要素的空间流动而产权不流动，但在并购中所包含的则是要素的产权流动而空间不流动，并购者获得了企业的产权但企业的空间并不移动。并购对世界经济的重大意义在于新兴经济体可能通过这一途径迅速获得高级生产要素，由此形成提升发展水平的新的路径。新兴经济体可能利用前一阶段上发展的成果，发挥资金与外汇优势，通过国际并购获得发达国家的企业，以此实现高级要素，如知名品牌与国际市场销售网络，或实现技术、专利等向国内的回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提升地位。

（5）三大市场构成了世界经济的完整市场结构。目前世界经济分析一般按商品市场与服务市场划分（资源等初级产品市场经常被错误地看作要素市场），但事实上技术、人才等不同于商品与服务，往往为企业所持有而不进行交易，又从根本上决定了世界生产；企业的管理与市场网络等也不能按商品或服务进行交易，而要通过并购等进行产权转移。运用要素市场概念并建立相应理论是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学的重要主题。

三、要素流动与世界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要素流动不仅增加了流入国的要素供给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机制，提出了与增长与发展相关的新的理论问题。

（1）全球要素配置优化与投入增加。要素流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世界要素总投入量的增加。增加的原因一方面来自要素流出国企业投资的扩大，因为投资常常不是母国资本向东道国转移，而是相关投资的扩大，因而是资本的增量；另一方面产生于东道国闲置要素投入使用（如劳动力、土地），在缺乏跨国公司资本、技术与市场的情况下这些要素是闲置的或低效使用的。在传统理论上，往往把世界经济的增长归结为贸易分工的扩大提高了效率，却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决定增长的因素，即要素流动，正是要素流动使全球要素投入总量提高，配置优化。

（2）国际分工深化及其规模经济效应。由于要素流动导致生产相对集中，分工深化直到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片段，专业化水平更高，一国一地的生产供应世界市场，形成规模经济，创造增长效应。这种规模经济包括单个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也包括一个国家相配套的产业规模经济，一个最终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带动了一大批相关企业的供应链，提高了经济效率。这种由国际投资创造的分工扩大远远超过基于本国生产要素可能实现的分工水平。没有流入资本、技术与市场，许多发展中国家几乎无法依靠本国低端要素参与国际分工，这就是传统贸易模式与发展道路的困境，正是要素流动创造了发展可能。

（3）要素流入对东道国要素结构升级的影响。高级要素流入会增加东道国该要素的供给，从而降低东道国稀缺要素的价格与收益，不利于东道国稀缺要素的成长。高级要素流入为低级要素使用创造了机会，传统比较优势陷阱可能表现为要素结构陷阱，发挥本国低级要素优势战略使低级要素得到密集使用，而高级要素在外来竞争压力下难以成长，如果不能及时推进战略转型升级就可能导致这一结果。因此，基于要素流动的发展战略应是一种动态战略，随着发展成果的取得应及时从纯粹引进高级要素战略转变为注重对本国高级要素培育的战略。

（4）要素流动导致世界经济不平衡。当前危机产生于世界经济失衡，此失衡来自新兴经济体更快发展，贸易顺差，另一些国家则贸易逆差。这一结果正是产生于要素流动。由于过去几十年中全球要素流动的基本特点是发达国家高级要素向新兴经济体流动，并且因此深化了国际分工，使最终产品生产更多由新兴经济体承担并向发达国家出口，因而产生了贸易的不平衡。新兴国承担世界生产职责，供给全球消费，由于输出国没有发展起新兴产业，必然导致贸易不平衡。这种失衡不应当也不可能用汇率来调整。如果作这种调整，也就消除了要素流动的动力，因为流入国汇率升值会使出口收益下降降低资本与劳动收入。资本流入国是用两国要素生产，以出口供两国使用，所以出口必然大于进口。流入国开放国内市场，减少了进口需求，更增强了这一关系。可见，正是要素的单向流动，导致了产品的单向流动，产生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改变一要靠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投资与进口增长，二要靠发达国家新兴产业的发展以提升出口。

（5）适应要素流动的全球化体制建设。投资超越贸易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也对世界经济新体制提出了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贸易自由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旋律，由此产生了大量自由贸易区和世界贸易组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区域与双边自由贸易谈判越来越多地扩大到投资意义上的市场准入，双边投资协议谈判日益扩大，围绕着投资准入谈判越来越多地涉及成员国国内体制的透明、规范、国际化与法治化，这是更高水平上的全球化与一体化，即适应投资、要素流动或要素全球配置的国际经济体制。可以理解，高水平建立这样一个体制还有待时日，但与全球化经济相适应的必然是一个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

第四节　要素流动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

在考察了世界经济整体意义上的增长与发展问题后，需要进一步分析要素流动对一国发展道路的影响。

一、发展政策主题的变化：从发挥比较优势到吸引要素流入

要素流动的时代特征决定了要素流入激励政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题。全球化发展后激励资本流入成为发展政策的重点，是一国迅速提升贸易出口能力的路径。统计表明：新兴经济体普遍有较高的外资流入量，且外资是出口的主力。贸易发展与引进外资在现代发展中国家发展中作用的分析也相应地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题。

对比要素流入战略，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传统发展理论中比较优势战略的意义与局限。与要素流动创造贸易相比，比较优势战略具有一定局限性，因为比较优势战略是从本国现有产业结构及相应的比较优势出发的，或者是基于要素不流入条件下形成的比较优势出发的，这就使对本国比较优势的确定造成了很大的局限性。在全球化条件下，正是要素流动可以改变一国的比较优势结构，从而改变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

要素流入可以改变一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战略在概念上是混乱的，因为其所指的实际上是绝对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是要素优势而不是产业优势，缺乏其他要素，廉价劳动力是无法使用的。以政策激励引进高级要素的战略是发展初期的一种选择，在于启动发展，包含着增长与收入提高的效果，但不包含要素培育的效应，因而不能实现以要素结构进步为内容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展模式是规模扩张性的，不是要素结构进步性的，产业结构进步只是现象，因而不能带来高端要素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

二、要素流入政策的影响

要素激励与要素扭曲成为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激励要素流入政策正效应是增加一国经济发展中的要素投入总量，是经济增长的条件。用生产可能性曲线表示是外移。但激励政策必然同时导致扭曲，在这里首先是资本价格的扭曲，生产中资本与劳动比更多使用资本。同时内资与外资得到不同激励，内资有被挤出效应。扭曲导致国民经济实际福利降低。但是这种扭曲是在全球经济条件下，与一国的扭曲不同。在一国扭曲导致生产可能性曲线内移，但在全球条件下扭曲时是一国资本总量的增加，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但各国引资的竞争还是导致全球资本实际收入上升，劳动收入相对下降。

因此，扭曲的消除成为一定阶段上发展政策的主题。政策激励下的扭曲仍然对一国经济产生不利，比如激励政策对流入要素如资本及政策成本由东道国承担、劳动收入下降、社会支出增加等。因此，发展经济学面对的新课题是，要素流入的增长效益与激励成本的比较，激励政策如何产生增长效益，同时如何付出社会成本和降低本国低端要素收入。

除了全球国家间的引资竞争导致的全球资本价格扭曲，一国国内各地区间的引资竞争导致对资本的加倍激励。这就形成了国内的扭曲。

三、要素流入战略的转型与要素培育的道路

经济发展中的要素引进导致了全球经济中的要素竞争。世界经济初期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以成本为基础的产品竞争。工业化以后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产业竞争，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的区别在于产业等级。在全球化经济中，要素流动使国家间在产业上差别显著缩小，所有权意义上的要素结构差别才是国家间的本质差别，竞争转变为要素结构的竞争，即科学技术创新的竞争。创新后的生产特别是低端生产可以交给其他国家。

与要素流入战略相对应的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升级在于要素培育。对要素流入的激励政策向要素培育政策的转型，是开放经济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基于前一阶段的资本积累培育高级要素，实现本国先进产业发展的要素基础。

在转型的路径与要素培育关系上，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实现外资企业的本土化，即把引资获得的先进产业转化为本国所有，同时获得技术要素。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也是一种要素升级，这可使本国价值链的延长，是一种培育本国稀缺要素的激进过程。

要素流动原理也说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以要素结构升级战略替代产业结构升级战略。不能简单地提出产业结构升级战略，否则纯粹引进也达到了产业结构升级，但只是外部产业的转移，而不是自身发展。关键是获得稀缺高端要素的战略。人才、技术、专利、品牌等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获得高端要素有培育和购买两种基本方式。

发展战略的两个方面要实现并举。不能单纯依靠要素流入激励作为发展战略的全部，还需要素培育和要素购买。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要以获得稀缺要素为发展战略。以投资控制技术和全球销售网络，对内回流。当发展进入较高级阶段时，对外投资获得高级要素成为发展战略的新主题。新兴经济体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不是利用这些国家的低端劳动力，而是通过投资实现技术回流，获得品牌、国际市场网络等高级要素。

总之，从要素流动出发分析当代世界经济和建立全球化经济学并不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演，而是对现实世界新发展的解析；并不是纯粹建立理论体系的需要，而是基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实践的总结；并不是为了对历史进程进行回顾和说明，而是为了寻找基于现实逻辑的战略取向。


思考题


1．为什么要从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出发分析当代世界经济？

2．要素流动怎样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特征？

3．经典国际经济学理论能否充分回答当代世界经济面对的新现象？

4．要素流入是否当代正确的发展道路？这样的发展道路与全球化前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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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传统发展经济学分析及其理论反思


“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从一开始就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为导向开展研究，其主要的依据是全球划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为假设，在总结了战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的发展问题基础上，寻找解决的思路和方法。这种分析方法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范式。人们几乎已经习惯于认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这些问题，主要运用这个统一的发展范式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是，经济发展理论和分析框架自诞生到现在已经有将近70年。在这70年中，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出现了如下四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发展中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目前他们所面临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同样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发展程度各有不同，发展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很难用统一的发展标准和理论来加以解释；第三，许多发展中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各自探索出了一些适合于自己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发展道路的多样化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第四，一些建立于20世纪40—50年代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分析工具已经不能够完全或者很好地解释和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和需要，目前正在面临创新和发展的需要。根据上述新的变化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显然，需要对于某些传统的发展理论进行必要的反思，这有助于推动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第一节　发展要素变革与发展的反思

一、技术创新、知识进展与传统发展路径的反思
[1]



传统发展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强调经济发展中要素投入的驱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这个论点认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积累和要素投资的推动，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实现资本积累，进而通过投资大推进的方式，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就是认为，经济发展就是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只要加速资本积累，就可以赶超发达国家，实现发展的目标和任务。这种发展理念本质上是强调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决定作用；问题在于，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和作用，这样的发展最终会因为资源的稀缺性和收益递减而出现不可持续，甚至出现“零增长”和“停滞”状态。但是，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技术创新和进步不是简单的促进增长的外生因素，尤其是技术创新和知识进展完全可以内生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因此发展的收益“递减”趋势可以逆转，可以通过创新和知识进展实现收益递增型的增长。这一点已经被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增长理论所证明。因此，如何超越资本的“门槛”，更多地强调知识创新、进步和内生性的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巨大历史性课题，也是发展理论需要解决的重大创新。

二、信息化与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的转型

随着21世纪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传统工业化的道路和模式也会发生巨大变化。事实已经证明，信息化正在改变传统工业化的路径、方式和因素。传统工业化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改造和提升，大幅缩小了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和历程。目前需要研究和思考的是，传统的工业化如何与信息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形成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信息化改造、提升工业化，从而缩小传统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这显然是一个新的命题。我们可以称之为后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其含义就是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借助信息化革命和技术实现新型工业化发展。毫无疑问，信息化在两个方面改变了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一是信息化技术及其运用大幅提高了提高工业化的速度，大幅缩短了传统工业化的过程；二是信息化提高了工业化发展中的资源配置效率，使得整个工业化发展的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三、全球化发展趋势正在改造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

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比较优势往往由于劳动生产率差异以及资源禀赋条件等，使得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条件即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包括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因此这种比较优势有静态的特征，换句话说，各国生产效率的差异以及资源禀赋条件不变，由此决定的比较优势就不会发生变化。但是，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快，生产要素全球流动，尤其是资本、技术等要素实现跨国流动，人力资本在教育上的突破和发展，这些都可能会改变一国生产要素禀赋条件的内在结构以及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状况，因此传统的静态的比较优势可能会被动态的或者可转化的比较优势所代替，整个发展中国家资源流动和配置空间进一步扩展。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的外部性在信息扩散、技术转移等方面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结构发生影响，有些国家会在继续借助原有的比较优势实现发展的同时，充分利用全球化产生的知识外溢、技术扩散等强大的外部性和后发优势，通过赶超战略实现后来者居上的发展格局。因此，全球化通过外部性、后发优势等影响和改变传统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的条件和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正在融入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正视这个新的变化，改变传统资源配置空间和路径，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

四、人口流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

发展经济学认为，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的现象。因此城市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口的“乡—城”流动，而且认为这种流动是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的表现，可以从整体上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因此无论是劳动力供给无限假定条件下的刘易斯模式，还是拉尼斯—费模式，都主张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既是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一个非常复杂的现实则是，不仅城市工商业部门无法吸收如此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城市部门内部还存在许多城市失业，因此如何推进城市化、人口流动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尽管托达罗用城市就业概率以及农村迁移决策等说明了为什么要放慢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但发展中国家许多现实的城市化道路、工业化问题以及人口流动等当人们思考发展理论问题提供了非常鲜活的经验和启示。近几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践经验中，逐渐通过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进而实现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同时就地转移剩余劳动力，这个经验对于传统人口流动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提出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特别是许多大国发展的模式和经验已经表明，突破传统发展框架，探索新的人口流动模式，对于丰富发展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需要总结这些新的经验，充实和拓展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模式。

五、发展中的外部资源理论、“两缺口模型”与流动性过剩的冲突

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曾经认为，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源不足，因此国外资源可以弥补国内发展中的资源短缺问题。因此外部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为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工业化需要的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两个缺口：国内储蓄不足导致的储蓄缺口，以及外汇缺口，因此需要充分利用国外资源推动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增加出口、引进外资等方式解决了经济发展中的资本缺口问题。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自我积累，加上国际资本流动性加快，目前出现的流动性过剩等成为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困惑。按照两缺口模型理论，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不存在资本过剩问题，相反应该是资本短缺；但如何解释目前出现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则是传统发展理论难以解释和回答的问题。因此需要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加以了解，同时也需要对于传统的理论如两缺口模型进行反思和创新，特别是需要找到一个能够解释流动性过剩与经济发展的新的理论工具，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和分析。

第二节　制度变迁与发展的反思

一、增长极限理论、新增长理论与传统增长理论的突破

从早期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依靠物质资本投入驱动增长的物质资本决定增长的理论，到强调技术进步的增长理论，再到强调人力资本对增长的决定作用，等等，增长理论确实在创新中不断得到发展。但是在新增长理论出现以前，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探讨的是投入产出问题，而且基本上遵循要素边际收益递减和边际成本上升的这样一个基本规律，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曾经在发展理论中有一股思潮，提出所谓经济增长极限或者“零增长理论”的小插曲。但是随着80年代罗默等人提出的“内生技术变化”的新增长理论以后，人们开始研究经济增长的原因。应该说，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发展理论的融合。这个融合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即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内部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和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干边学、开放经济等。这样的分析框架，实际上跳出了传统增长问题的分析框架，凸显了当代发展中国家依靠创新推动发展的这样的现实情况。其实，现代经济增长的实践和前沿理论也已经证明，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从根本上说不能依靠对于资源依赖和生产要素的高投入来维系；建立在高投入、高耗能和高环境成本的代价基础上，这样的增长无论多高，说到底是没有可持续性和高质量的。一个追求长期、稳定并且极具活力和效益的经济体，最终是要依靠创新来提升竞争优势，依靠教育和人力资本以及技术进步，从而实现收益递增型的经济增长，这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要求和真正意义，也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崛起和真正奇迹。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发展分析框架中的增长理论还遵循斯密的传统，即分工产生效率，增长源于分工（知识和技术进步），但是分工取决于市场容量，分工受市场所限。从这个意义上说，分工与市场完全竞争不相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探索全球经济增长的实践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基础上，罗默提出了分工演进应当运用垄断竞争性分析框架的观点。他指出决定分工的水平不是市场容量，而是生产新知识需要的固定成本，固定成本越低，经济分工水平越高；他的研究发现，社会知识存量越高，新知识生产需要的固定成本越低。因此，分工水平取决于将工人结合起来所需要的协调成本和社会知识水平，但是由于分工越细，交易成本越高，因此制度设计和安排便成为必然。可见，在分析增长理论过程中，制度的因素及其分析框架被引入发展理论中，这使得传统发展框架更富有新的生命力和活力。

就发展问题而言，现在人们更关注的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哈佛大学教授赫尔普曼（Helpman）深刻地指出，全生产要素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是现代增长的真正源泉。为此，他认为有四个基本的条件是决定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将其归纳为四个“I”，即Innovation（创新，即推动技术创新和进步）；Independence（相互依赖性，主要是讲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Inequality（不平等，主要是说要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最后一个是Institution（制度，即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制度架构对于经济增长也至关重要）。四个“I”实际上分别指出了技术创新、贸易和全球化、制度变革、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对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扩大市场分工和份额、选择最优制度、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具有非常关键的积极作用。

二、制度经济学与传统发展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发展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工业化、城市化等模式推进，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人口流动，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即可实现减贫、均等化等发展的目标。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许多“制度性”缺陷和不足，如金融制度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完善，土地制度不健全等诸多问题。这些制度问题成为制约发展的关键和瓶颈。因此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一个健全的市场制度、政府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才能够实现有效的发展目标。这样的理论事实上也印证了90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改革、转型和发展的历史。例如中国转型、东欧国家以及苏联转型等；这些转型从经验上证明了传统发展理论对制度分析的缺失这个事实。实践会证明，大国发展中“制度确实重要”。发展的框架不能够没有制度分析。

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惑与新古典主义发展思路的不足及其创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谋求摆脱贫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但是长时期以来，在经济发展的几个基本思路中，尽管结构主义发展思路源远流长，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主张的“市场—价格机制”即新古典主义发展思路却十分深刻地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的新古典主义思路认为，经济发展是以边际调节来实现的，均衡状态是稳定的，价格机制是一切调节的原动力，从而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显然，这种关于经济发展的思路认定经济增长必然会遵循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不受干涉的市场体系必将对经济发展做出有益的自动调节，因此主张资加速本积累和资本深化，实现自由贸易，且经济增长将产生“涓滴效应”，自动实现收入分配平衡等；其背后的经济学思路逻辑仍然是“单一经济学”分析思路，即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原理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但事实上，新古典主义分析框架忽视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资本市场不完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与经济赶超任务二元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等。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无法按照“市场—价格机制”进行自动调节，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另一方面也因为结构性矛盾、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亟待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增长，遵循比较优势，制定发展战略，推动经济赶超——这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事实来看，单一主张“市场—价格机制”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分析框架确实也未能指导发展中国家走向经济起飞和成功赶超的道路，许多发展中国家至今仍然处在低收入水平或者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少数实现赶超的国家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国家，恰恰是在遵循市场机制的同时，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协调交易成本、减少诸多外部性，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2008年世界银行增长委员会通过分析二战以来持续高增长的13个经济体的成功经验以后，非常精确地指出，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性特征和事实之一就是精明的政府遵循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条件，就可以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政府积极干预方式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且事实也表明，这些国家收入会达到最大，经济增长的竞争力也会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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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尽管无法从理论上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但是有一点令我们非常坚信，就是这些成功的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其政府的确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不是像曾经占据发展经济学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析框架那样单一信奉“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

第三节　市场机制分析框架与发展的反思

一、单一的市场—价格机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资源配置

自马歇尔创立的均衡价格理论以后，经济学中在所谓“市场出清”假定支持和观念下，人们对经济均衡问题的看法是，只要允许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一切经济活动就可以达到自动均衡；同样，经济发展也可以在自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下，通过生产要素市场以及商品市场的竞争作用实现自由流动，形成均衡的利益关系；所以从长期看，任何收入和生产能力方面存在的不平衡都会走向趋同和均衡。这些研究，简单说来就是认为在市场—价格机制作用下，市场要素自由流动会逐渐使得收入增长趋向长期均衡和平等。这里，基本的假设就是完全的市场竞争论和生产要素完全自由流动理论。显然，这样的假设并非具有“完全性”和“唯一性”，因为事实上，首先假设市场具有完全的竞争性是不现实的，由于市场信息非对称性所产生的客观存在的大量的交易成本，造成市场竞争往往是不充分的。其次，假定生产要素完全自由流动实际上同样具有一定的“困难”和现实“摩擦”。市场竞争以及市场要素自由流动会导致收入趋同和差距平衡的观点，目前正在越来越受到现实的挑战以及经济学家的怀疑。这样的依靠“市场—价格机制作用”刺激和引导发展的理念实际上不完全科学。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社会结构的刚性以及技术刚性等问题，使得自由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正在崛起的金砖四国、VISTA五国等新兴经济体，他们的经验表明，适宜的政府干预和行为可以弥补经济发展中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诸如混合经济的发展模式值得传统发展经济学家的思考和借鉴。

二、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分析与发展中的实践反思

随着发展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配变化理论逐渐成为发展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其中最著名的论点直到目前仍然是Kuznets猜想：经济增长会首先导致收入不平等增加，然后导致其下降，即著名的Kuznets倒U形曲线。这个曲线的分析实际上是建立在经验分析的背景和基础上的，即Kuznets通过对英国、德国以及美国的不平等指数进行长时期观察得到的一个实证分析和假设。Kuznets曲线几乎在40年的时间内一直成为研究收入分配理论的基本依据之一。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发展经济学家通过观察发展中国家的有关资料分析，对这个倒U形曲线提出了公开质疑。如托达罗、S．安南德、坎勃等人分别运用不发达国家的资料，“公开展示了与公认的倒U形假说相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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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90年代末期有关研究文献来看，许多经济学家运用多国经验数据以及单个国家的不同时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也对这个猜想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检验和争论。这些研究在1995—1996年Deininger-Squire编辑出版的《国际不平等数据库》有充分反映。该数据库包括了108个国家682份有关基尼系数和五等分法在内的高质量的数据。在这些分析中，1998年Deininger-Squire提出：“以单个国家为基础进行检验时，我们的数据分析对表达收入和不平等的倒U形关系理论仅仅提供了非常微不足道的支持；而且大约90%的被调查国家不存在倒U形曲线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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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分析表明，有关Kuznets倒U形假说目前正在受到来自对经济发展经验分析的质疑和挑战。

三、发展分析框架、资源配置与市场竞争的有效性问题

发展经济学长期坚持微观经济学的市场配置资源有效性假说。但是，微观经济学从稀缺性资源如何得到有效配置这一经济学的基本目标出发，微观经济学认为只有市场完全竞争才是有效的。由此分析引出了经典的马歇尔交叉法即均衡价格理论。均衡价格理论最初提出，市场只要完全自由竞争就可以实现稀缺性的经济资源得到最佳配置。这作为一种纯粹经济学理论分析假设，无疑奠定了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分析的理论基础，长期以来占据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的地位。

但是，问题和缺陷在于：首先，该分析框架假定完全竞争可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最佳配置，就可以让“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等问题得到满意的解决；但是没有回答“完全竞争”是否就一定是“有效竞争”，即有什么是起好的作用的竞争。显然，今天我们观察到的大量的经济现象和事实表明，完全竞争尽管可以满足稀缺性资源得到最佳配置，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却产生了不好的外部性甚至负外部性问题，因此完全竞争不一定是好事。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既要关注市场竞争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更要关心完全竞争与有效竞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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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该分析框架很难判断实际的市场竞争情况。实际上只有从每个具体情况出发，依据该市场或该行业的结构，以及其中每个企业的行为和成效来决定竞争的有效性。

众所周知，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很快就被张伯伦和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分析框架所替代。不完全竞争理论认为，除了理论上的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假说以外，还可以把市场结构大致分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完全垄断市场结构和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理论下的市场结构分析框架确实比完全竞争理论更加接近经济现实，因此也成为微观经济学分析厂商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相比较而言，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更能解释大量的现实市场竞争格局，即由于大量市场竞争存在由差异性决定的垄断性，同时又由于存在替代性而产生竞争性，因此竞争垄断市场结构可能是较为有效的市场竞争模式。

需要分析和指出的是，不管是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模式，还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包括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等，所有理论分析都是解决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回答稀缺性资源如何得到最有效配置。二是回答如何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全社会实现福利最大化。显然这些问题从微观经济增长和效率来说，都很重要。但是，也许另一些问题更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和回答。充分竞争型的市场在实现稀缺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目标时，是否会同时带来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以及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实现？当稀缺性资源完全按照市场竞争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是否会避免因此而导致其他方面的经济社会问题的发生
[6]

 ？市场竞争能否完全实现消费者、厂商生产者以及全社会都能“令人满意”的目标？也许不仅仅是数量最大化的目标方式，而是要遵循“令人满意”的原则（Satisfying Criteria）。显然，我们看到的现实经济社会是，往往很难满足所有问题得到解决，所有目标同时得到实现。因此，在我们考虑完全按照市场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更要关注稀缺性资源配置的行业结构差异、规模经济效益、社会福利函数，充分考虑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效率以及发展意义（而非单纯的经济增长）上社会公平、正义等价值目标。这是有效的市场模式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四、发展中的“政府失灵”矛盾与凯恩斯主义“干预市场假说”

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发生彻底颠覆了市场自动均衡和市场出清的假说，凯恩斯主义主张弥补市场失灵而引入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积极干预。凯恩斯宏观经济干预理论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从“三大心理规律”出发提出了有效需求假说，分析投资乘数效应理论，提出了政府进行积极的逆风向调节的干预学说。应当说，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思想为现代宏观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有几点需要加以分析和说明。第一，从有效市场经济模式来说，自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学实际上不再强调是传统概念里面的单一市场自动均衡和自由竞争机制，凯恩斯革命的实质是政府应当干预经济，弥补市场失灵问题。尽管这个分析具有短期特点，但是说明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在宏观经济学意义上已经非常关注政府的作用。第二，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理论主要是在宏观经济层面主张政府积极干预市场经济。但是，这样的干预与微观经济市场和市场价格机制之间是什么关系？政府是否应当干预微观要素市场？这些仍然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曾经因为缺乏微观基础而饱受批评和责难；后来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即理性预期学派的诞生，被认为是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张政府干预的重要依据就是市场失灵，这当然是一个足够充分的依据；但是，政府干预本身是否完善？是否会出现“政府失灵”？如果存在政府失灵，应当如何来避免呢？公共选择理论等分析框架表明，政府也具有“经济人”特征，本质上也存在“利己”的可能，因此必然会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政府失灵也会造成更多的市场扭曲现象。这显然对于政府如何更好地干预经济，确保有效的市场经济模式是一个新的挑战。也许，一个亟待解决和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这也许是今天我们分析有效市场模式的出发点。


思考题


1．简述1945年以来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及其分析框架的主要特点。

2．结合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分析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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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际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克拉克（J.M.Clark）就提出了有效竞争的概念，认为既然完全竞争不存在，那么还有什么样的竞争能作为判断经济成效的标准呢？因此，应当有一个介于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之间的市场，即有效竞争，主要应该回答“竞争力量在什么条件下是行得通的和有效的”（参见克拉克《论起作用的竞争概念》，《美国经济评论》1940年6月号）。但是，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已经本能地接受了这样一个概念即“完全竞争即是有效的”，认为越是体现完全竞争，就越是一个有效的市场。


[6]
 　也许更应该深入思考：为什么我们不把出租车市场变成一个完全竞争型市场，而要通过组建不同的出租车公司即适度竞争又适度垄断？为什么一些拍卖市场在按照竞争价格机制决定车牌价格时，政府需要有个提醒价格机制？等等。这些案例都值得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经济学传统信条和概念。





第三章　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多样化与发展经济学创新


从经济增长分析范式到发展分析框架是经济学的一次理论革命和创新。发展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经过70年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实和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重新认识传统的发展分析框架，以及如何推动发展理论和方法、研究范式的创新，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1]

 。


第一节　从经济增长到发展：发展理论的兴起与创新

科学发展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传统经济理论曾经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一回事，所谓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发展就是资本积累或者技术进步，并把资本的范畴扩大到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知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人们把经济增长问题等同于要素积累，尤其是资本积累，认为只要充足的资本积累，就会保持一个源源不断的要素投资和经济增长。这个发展的理念在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时代尤其被重视。新古典主义强调资本、要素等，只要在“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就能够对于资本、劳动等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从而获得经济增长。

但是，经济增长的实践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存在许多结构性矛盾和制度上的缺陷，例如城乡二元结构的刚性、农村发展中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教育问题、城市化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金融制度、政府体制等仍然存在不完善等问题。此外，当时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十分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谋求经济发展（而不仅仅是纯粹意义上的GDP增长问题）？什么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什么是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变迁？这些问题显然不是仅仅依靠经济增长就能够解决的，需要从更加广泛和全面的视角审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出路。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发展经济学家重新思考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首先，关于经济学的单一性和多元化问题的争论也成为经济学家们讨论的热点。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学中单一的经济学，即以实现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为目标的西方经济学，是否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全部问题；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是否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旨在推动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落后面貌，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新的经济学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他们的理论是无所不包的体系，可以用来解释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一切问题；另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则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静态的，只适用于解决既定的资源配置问题，而无法解决经济发展的动态化问题，不能够解决在发展过程中，如何促进促进落后国家摆脱贫困，走向繁荣富裕这个问题。在这样的学术研究和争论过程中，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的应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诞生了。其次，随着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演变，发展经济学家逐渐认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并不是一回事。经济增长是指国民收入或者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或者人均量的上升，主要用GDP来衡量。但是经济发展不仅包括人均GDP增长，还意味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农业份额的缩小和工业化份额的增长，人口结构的变化，即农业人口的下降和城市人口的上升，即一般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同时，经济发展还包括社会结构的变迁、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社会参与程度提高以及政治文明的提升，等等。与经济增长比较，经济发展具有更加深刻的内容和意义，包括投入增长、投入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结构、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等内在变化。因此，增长是手段，发展是目的，增长是发展的基础，发展则是增长的结果。发展的中心和意义是社会和个人的福利增进，发展至少应当包括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量上升、收入增长和分配的均等化、识字率提高、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充分就业，等等。由此可见，增长确实与发展不是一回事，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实现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要实现经济发展。

根据上面的分析，科学发展首先需要实现从经济增长转向追求自由发展，转向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经济结构升级、社会福利改进、收入分配公平、经济社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医疗卫生改善和人类发展指数的进步，等等。也正因为这样，“发展”一词渐渐重新纳入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更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是人们可行能力（自由）的扩展，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类全面自由的发展”。
[2]

 ，森指出，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众多方面的一个综合过程，意味着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这个定义不仅从内涵上将发展与增长概念区分，也为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第二节　传统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概述

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主要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从诞生以来就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我们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几方面的理论要点
[3]

 ：

（1）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包括发展的资源和要素动员与配置等；

（2）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式，包括各种不同的经济增长道路和路径；

（3）资本积累理论，包括“大推进”理论；

（4）技术进步与创新理论，包括创新与发展的动力等；

（5）劳动力市场与就业理论，包括人口流动、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等；

（6）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理论，包括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城市化模式选择；

（7）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理论，包括收入分配变化的规律和趋势等；

（8）平衡与不平衡发展理论，包括联系效应理论等；

（9）外部资源理论，包括两缺口模型等；

（10）制度、政策与发展，包括战略、政策以及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等。

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从单一的“增长经济学”到“发展经济学”，发展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上述十个方面的内容为支撑的发展理论框架。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内，发展经济学家始终围绕经济发展问题，从发展的理论分析入手，密切联系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关注发展问题，破解发展难题，为探索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理论指导意义。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想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走向繁荣富裕。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是否也一样呢？实际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早期曾经认为，应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尤其是通过赶超的方式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发展的目标。但是，纵观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经验，在实际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上，每个国家所走的道路，所选择的战略，所采取的措施等都不一样。部分发展较好的国家没有选择统一的发展模式，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借鉴别国经验，选择适合自己发展要求的战略和措施发展自己。因此，发展模式的多元化似乎成为近几十年来发展的基本经验和规律。

其实，无论从发展视角还是从改革来看，最近几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了多样化的模式。从世界区域发展的模式来看，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成功的模式之一，东亚奇迹创造了整个人类发展史上的成功奇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增长同样创造了世界增长史上“持续高速”的奇迹；随后出现的“金砖四国”、“展望五国”或者“金钻十一国”同样展示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当然也有发展不成功的案例，如拉美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类发展史上“沦陷”的警示和象征。

一、改革与转轨模式的多样化问题

从改革模式来看，同样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方式和思路。首先是被称之为“休克疗法”的具有大爆炸特点的苏联、东欧激进式的改革道路和战略，这种改革的基本依据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也有被称之为渐进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改革的所谓“北京模式”；还有被称之为具有“印度教徒式”特点的印度式改革；等等。这些国家改革模式不一样，在以改革促进发展的战略思路上，所产生的效果不一样。

历史从反面还证明，试图照搬照抄别国发展模式，往往是以失败而结束。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照搬照抄苏联模式，结果在历经28年发展而取得相当进步和成就以后，终于选择了放弃，转而对于传统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在最近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内部的发展模式也不是一刀切或者统一模式，而是选择了不同的区域发展路线和模式。例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四个特区模式、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环渤海经济圈模式、东部沿海率先发展模式、中部崛起之路、振兴东北战略、西部大开发以及北部湾经济区、正在推进的长江经济带战略等。可以说这些不同的模式、不同的发展方式，对于促进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无论从世界发展还是个别大国发展经验来看，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发展道路的多样化、发展战略的多样化等已经相当普遍；因此很难运用统一的发展理论，或者统一的发展战略来指导多样化的发展经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需要通过比较发展的研究方法，将各种不同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进行比较，从而总结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经验，这既符合和适应各国发展模式多样化的现实需要和规律，也对于丰富和拓展发展理论，创新发展模式，实现发展方式转换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从东亚奇迹到中国奇迹与传统发展经济学的重建

从20世纪50—80年代到21世纪以来，同样有几个重大事件需要我们进行新的理论思考。一是东亚经济的崛起和奇迹。东亚崛起发生于20世纪的后半期，属于人类发展中为数不多的小部分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长时期的赶超型高速增长，赶上了先进和发达国家。日本崛起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9.6%的长时期高增长，其间日本成功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后来的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均在20世纪60—90年代同样取得了7%的持续高增长。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面先后赶上了发达型经济体，实现了国家经济赶超的战略任务，表明了落后国家只要采用正确的“发展战略”是可以实现赶超和成功崛起的目标的。二是中国崛起和中国奇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同样进入快速赶超的新阶段，持续赶超速度达到9.6%，且持续30多年。中国经济崛起和中国经济奇迹是人类近30多年来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不仅因为中国经济崛起，解决了中国长期以来的贫困和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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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也因为中国经济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动力。在所有金砖国家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始终是高增长的领头羊。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比较，同样是中国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根据IMF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7.7%，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长9%以上，2013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近30%，2012年则高达60.9%。不仅如此，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成功发展的故事，正在被演绎成为一种“发展模式”引起全世界关注。“中国模式”在国际上正在成为具有影响力的话题之一。

与此同时，有两个相反的事件也需要我们进行反思。一是曾经在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都比中国等经济体要高很多，但是却遵循“华盛顿共识”而推进的大爆炸式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其结果已是人人皆知，至今大部分国家仍然在转型后的体制阵痛，个别甚至处在深重的地缘政治冲突中。二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从1960—2009年，仅仅约1／3的低收入国家达到了中等收入及其以上的水平，其中近乎3／4的国家仍然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甚至退回到低收入国家行列，至今仍然面临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东亚和中国能够崛起？并且能够创造长时期高增长的奇迹？这方面其实学界和理论已经有很多研究和结论，在诸多比较一致的看法中，有一个解释就是认为东亚奇迹、中国崛起均成功地发挥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引导作用。同样都是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和中国模式与西方市场经济理念下主导的模式不一样。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尽管也强调（尤其是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影响）政府干预，但是基本上属于二次调节，即一次调节由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如果一次调节发生市场失灵，则由政府进行二次调节；但是东亚和中国经济崛起的故事背后，则是具有二元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即同时发挥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双重作用。另一方面，无论是东亚奇迹，还是中国奇迹，在过程中都特别注意制度建设、体制转换以及结构性改革和变迁。这些成功的经验和方法显然在新古典经济学甚至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中是没有得到重视的。相反，至今仍然在中等收入陷阱里面挣扎的经济体，如拉美国家、南美以及南亚等经济体却并未像早期的东亚国家或者中国经济发展那样，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一般被视为这些国家至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

显然，无论是东亚奇迹、中国奇迹，或者拉美现象、南亚现象等都会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期待从东亚奇迹、中国奇迹和拉美陷阱等出发，重新思考和重建经济学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现有经济学分析框架。

三、金砖模式、展望五国、金钻11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理论创新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持续陷入低迷，近乎无法挣脱。世界经济艰难复苏的进程表明，原有的世界经济分工体系已经被打破；传统的南北关系、南南合作、发达—发展中国家、中心—外围等全球经济概念、分工体系和思维方式正在因为20国集团（G20）、金砖国家、展望五国、金钻11国、非洲一体化等新兴经济体崛起而被打破；世界经济结构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全球经济格局正在重新塑造，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正在形成中。此外，在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发展进程中，人类开始越来越多地面对一些需要共同治理与合作应对的共同问题，如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增长问题、全球气候问题、国际安全与恐怖主义、全球资源环境与食品安全问题等，因此，全球共同治理成为全球化发展至今的一个新的时代课题。全球稳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亟待世界各国共同合作、携手、参与，共同实现应对全球问题，共同治理全球经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2013年南非德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峰会时指出，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必将推动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这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时代潮流。毫无疑问，金砖国家作为多极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如何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随着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共同治理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些值得讨论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在全球金融危机与欧美债务危机双重打击下，世界经济增长进入持续低迷增长阶段。这也意味着全球经济共同治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全球经济的新挑战给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全球经济共同治理呼吁金砖国家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美日欧债务危机形势纷繁复杂，全球经济低迷增长仍未从根本上得到缓解。进入2013年，世界经济低增长、高风险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美国经济虽逐步启动温和复苏，但苦痛相伴的低增长速度将是其在新阶段的长期状态
[5]

 ，总需求疲弱以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施行，加剧了金融领域新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和要求下，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将与传统发达国家携手参与全球经济共同治理议程，共同应对全球经济低迷增长，责无旁贷。其次，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进一步彰显，传统国际经济规则已经严重制约了新形势下的全球经济稳定发展，也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利益。传统的国际经济市场规则，多为欧美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制定，长期以来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必须参与到全球经济新秩序、新规则的调整和制定中来。再次，全球资源环境问题严峻，绿色经济低碳环保发展成为时代新要求。全球资源与环境问题，需要全球共同治理，需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共同合作，合理利用好现有的地球资源，发展绿色环保可持续经济。第四，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已经从边缘向中心迅速迈进。伴随占据全球主要人口以及GDP增速前几位的重要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出现从西方向亚洲、非洲、拉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作为一支迅速崛起的全球经济重要力量和因素，金砖国家必然要面对全球经济共同问题，必然要参与到全球经济共同治理中来。

因此，创新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所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和政治方向。从2012年金砖国家新德里峰会提出建立“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到2013年南非德班第五届金砖国家峰会共同商榷决定筹备建立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等具体措施，金砖国家已经启动合作发展模式，开始通过务实合作，积极参与平衡世界经济，重构全球经济共同治理新格局的战略进程中。显然，金砖国家的经济模式及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要求，客观上推动传统发展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无论从世界发展还是个别大国发展经验来看，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发展道路的多样化，发展战略的多样化等已经相当普遍；因此很难运用统一的发展理论，或者统一的发展战略来指导多样化的发展经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需要通过比较发展的研究方法，将各种不同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进行比较，从而总结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经验。这既符合和适应各国发展模式多样化的现实需要和规律，也对于丰富和拓展发展理论、创新发展模式、实现发展方式转换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四节　比较发展经济学的初步框架

把不同的发展经验和模式通过比较发展的研究方法加以分析，这本身需要新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我们试图提出“比较发展经济学”这样一个概念，对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加以科学分析和理论研究。比较发展经济学是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于发展经济学所涉及的“发展”问题的方方面面加以分析，对于多样化发展的模式进行比较，总结发展的多样性规律和个性，目的在于找出不同发展模式的各自成功因素和特点，促进各种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相互借鉴和相互学习，从而更好地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比较发展经济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发展起点和条件比较。主要涉及发展的资源与潜力、条件，包括对资源与发展、劳动力、教育资源、科学技术与发展等进行的比较研究。

第二，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发展过程与结构变迁的比较。主要包括对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总量与经济结构、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的特点与差异的比较；农业经济增长、土地所有制、粮食问题、农业政策与发展的比较；大国崛起与制造业发展的比较；服务业发展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比较等。

第三，不同国家或者地区发展的机会公平与发展能力的比较。包括人类发展比较；健康、营养、教育和能力比较；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与不平等比较；经济发展与贫困比较；社会保障与机会均等比较；就业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以及社会救助制度比较等。

第四，不同国家或者地区发展的发展与制度的反思。包括经济改革比较；市场经济比较；其他制度与发展的比较等。

第五，不同国家或者地区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比较。包括分权化与发展、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的比较；资本流动与国际贸易、外部资源、全球化与发展、世界市场与贸易等的比较。

总之，未来应当要跳出传统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通过对于发展问题的比较研究，运用比较发展研究的方法，构建比较发展经济学这样一门新的学科。当然，这里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框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加以继续深化研究。


思考题


1．简要评述近20年来发展经济学的若干前沿理论及其发展方向。

2．简要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新特点、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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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展经济学理论前沿与包容性发展理论进展


发展经济学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理论性革命和实践创新。近20多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不仅发达国家经济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革，而且发展中国家也正在经历实践和模式的多样化态势。传统的发展模式和单一的发展经济学越来越难以解释丰富多样的发展实践。从发展的理念来看，发展经济学从早期的关注“增长”到把增长与发展区别，提出并关注“发展”，从纯粹的要素投入驱动增长到发出“增长极限论”的警示，再到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包容性发展、绿色发展等，都是发展理念正在经历一系列变化的一个重要明证，需要我们从更加系统的视角分析发展问题，探究发展理念的变化，提出新的发展观点和命题。


第一节　发展分析框架的理论前沿

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发展的理论，还是发展问题的研究方法，都一直处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

从发展问题的几大思路和演变可以看出，发展经济学家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思路先后提出过大致三种不同的思想和观点。这些思路和观点是发展理论不断创新的结果。

首先，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思路，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发展理念和思想，即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特殊刚性、滞后性和制度缺陷，从根本上制约了“供求—价格”中心机制对于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使得新古典主义价格调节机制失去了应有的作用。结构主义者提出要从实现二元结构一体化、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等出发解决发展问题。但是，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又提出必须对早期的发展思想进行反思和评估，特别提出政府和市场各自在经济发展中都会起到积极作用，尤其应该把“市场—价格机制”重新引入经济发展过程中。由此看来，他们认为发展中的问题主要是市场机制的不完善。

其次，经济发展的激进主义思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在于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不对等的“依附”地位以及所谓的“中心—外围”关系，因此必须通过克服自身的制度缺陷，走自我主导型的发展道路。到了80年代，由于相关的发展理论不能够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做出很好的解释，因此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进行反思以后，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市场经济制度尤其是金融制度不完善、公共权力不规范、政府职能不到位等才导致经济发展落后，因此需要从制度层面上理解和思考发展问题。由此，经济发展的另一种思路，即第三种观点——发展的制度学派产生了。

从发展经济学产生的那一天起，发展的理论和理念就一直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除了上述围绕市场、政府、二元结构、制度等进行的一系列创新和发展以外，最近几年，发展问题的讨论和创新再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新经济地理学出发，研究地理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地理、开放和制度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第二层因素。这方面比较著名的是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近几年诸多文献中提出的著名观点
[1]

 。他认为经济活动在地理上集聚着两种力量，即推进地理集聚的向心力和阻碍其形成的离心力。正是由于市场规模效应、密集型劳动力市场和纯外部经济等集聚因素而形成的向心力，与由于生产要素非流动性、地租以及外部不经济等因素而形成的离心力，对于世界经济分布、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大城市的形成等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保罗·克鲁格曼通过建立“两力分析”框架将地理因素引入发展问题的分析，对发展理论的创新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二是围绕发展问题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最近几年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讨论的焦点问题就是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在发展的分析框架中，它们是什么样的关系。有的学者指出，近十年来，实证和政策问题成为研究的主要动力，而发展的理论研究却有所忽略；从发展经济学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来看，其理论的研究经历了实证分析、理论构建、验证和估计以及预测和政策问题，因此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在不同的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2]

 。所以，从发展问题所面临的现实来看，仍然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研究和思考。也有学者指出近几年流行的实证研究方法虽然对发展经济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有过分关注精确的量化分析，却导致了对经济现象和原因分析的偏离，因此实证分析不可极端化
[3]

 。但是发展经济学家拉维·坎贝尔却指出，发展经济学中的理论和实证并不是对立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应该运用15年来实证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继续研究尚未解决的问题
[4]

 。巴苏教授同样指出，关于发展经济学中的实证和理论分析，问题不在于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关键是实证和理论两个方面都要正确，这样我们的分析才能够对于政策有用
[5]

 。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前沿，除了关于新的发展理论和观点等以外，还有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方面的创新和发展。这些创新一方面是发展理论研究自身的创新和进展，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最近几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各自不同的模式。

第二节　包容性发展理论：发展问题前沿与战略议题

一、包容性发展理论的研究议题与现实背景

首先，从国际发展和背景来看，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关于贫困减除以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为使各国经济尽快实现复苏和摆脱萧条，各项旨在促进“包容性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为促进机会均等的增长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广泛支撑。世界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益贫式增长”（pro -poor growth）理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能使穷人也能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战略。2008年5月，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发表《增长报告：持续增长与包容性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提出要维持长期及“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并通过建立包容性、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中国无疑要顺应这一国际发展趋势并以新兴经济体身份率先实践包容性发展的理念，这有助于加强中国在发展问题上进行更有效的国际对话和交流。

其次，就国内背景而言，包容性发展是中国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实践和探索方式。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年均约10%的“增长奇迹”，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排斥性体制客观上造成了“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分化日趋突出。近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民生问题集中凸显，转型过程中市场机制、公共政策与法律规范的不完善，使得社会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无法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多次在国际国内会议上倡导“包容性增长”，既向世界表明中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诉求，也进一步阐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的目标模式。

再次，城市化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矛盾，需要对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和实践进行反思并探索新的城市化转型方向。城市化是一个外来移民与本地市民之间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社会融合过程，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这可以从刘易斯（Lewis，1954）、拉尼斯和费（Rainis and Fei，1961）等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经典的二元结构主义理论框架可以得到证实。

然而，中国自1984年出现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以来，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城乡差异并未消失。当时世界银行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基本判断是，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一致（王慧炯、杨光辉，1984）；但考虑到中国工业比重特别是重工业比重远高于低收入国家，因此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不同步性成为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化的鲜明特征与真实写照。随着人口流动规模的不断增加，2000年以后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所伴随着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协调问题日益突出。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表明，在这两个年份中，城市人口比重从36.6%提高到44.7%。而与此同时，被统计在城市的人口中，仍然为农业户口的比重则从40.3%提高到46.8%。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增量中，71.8%是持农业户籍的人口。这表明，城市化进程在相当程度上是没有改变户口性质的农民，包括由于区划变动被划入城区的农民和进城打工超过6个月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蔡昉，2010），从而造成中国城市化运动的特殊性，即大量的城乡人口流动，不仅没有消除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而且还将这种二元结构不断地移植、复制并延伸到城市内部，在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居住条件、劳动就业等公共服务方面，产生了城市内部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本地市民与外来移民之间、城市内部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福利与社会融合问题。

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排斥而不是社会融合，收入差距扩大而不是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发展不平衡而不是城乡统筹发展，城市内部人口、产业与空间布局的不协调而不是均衡发展，城市对外来人口与观念的排斥而不是包容，最终导致现有的城市化模式不可持续等诸多问题和挑战。因此，中国必须转变现有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从社会、经济、空间、制度等多个维度实现城市包容性发展。

二、包容性发展理论创新与政策实践的现实意义

从上述国际和现实背景出发，我们必须立足于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现实及存在的问题，在提炼和总结中国特色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城市包容性发展的重大命题和研究议题。这个研究议题本质上是对包容性发展理论的具体应用和分析，是包容性发展理论在中国城市化发展和实践问题上的拓展与应用。这个研究议题的理论意义在于，阐释包容性发展与科学发展观之间的理论和逻辑关系，并为修正传统城市化发展道路、构建城市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提供指导。

具体而言，研究包容性城市发展和实践，具有如下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一是有助于真正落实和深化科学发展观，倡导机会平等的经济发展，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总的带有纲领性的指导思想和理念、理论，而提出包容性发展则是科学发展观在中观甚至微观层面上的理论体现，研究城市包容性发展又是包容性理论在实践层面上的一种具体应用；包容性发展也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统筹发展的一种有效的、具体的整合方式，本质上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和理念一脉相承，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价值。

二是有助于丰富与深化新兴经济体经验对发展概念及其理论体系的理解。在发展经济学里，经济增长只是量的扩张，而经济发展还包括结构调整；发展社会学则进一步把发展的概念，延展到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与重构。“包容性发展”中的包容，有着“兼容并蓄”的含义，明确“社会包容”或“社会融合”，强调只有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和“分享”的经济增长，才具有积极意义。为此，需要立足新兴经济体增长实践，研究包容性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指出包容性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是对原有的公平与效率互相排斥而不可包容观点的扬弃，有助于从实践上提炼转型经济体发展经验，从理论上丰富和创新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框架。

三是从城市化视角出发，通过把包容性发展理论与中国城市化实践相结合，有助于构建一种新的包容性发展的城市化理论和模式，创建中国特色的包容性发展理论，也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城市化发展转型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启示。城市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最主要的力量之一，也是推动中国农村和城市二元结构一体化发展的桥梁与纽带。从城市的视角出发，研究包容性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将城市视为在经济、社会与空间方面具有包容性结构特征的地理集聚，从而摈弃传统意义上过分强调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动机效能；而且还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城市化质量，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土地扩张和人口转移的“浅度城市化”模式，在构建包容性城市的过程中，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促进社会融合与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从实践与政策的意义来看，这个重大议题有助于构建公平与效率互相包容的经济制度模式。“包容性发展”理念对公平与效率的诠释是，只有包容性的制度公平才可能激发各种发展潜力，创造出持久的增长与繁荣；同时，也只有持久性的效率增长才能确保发展中国家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共同富裕的真正公平。为此，未来的研究将以解决中国城市化发展悖论与城市不包容发展等现实问题为导向，建设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互相包容的经济制度，通过有效配置城市资源，实现城市包容性发展，促进社会融合，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助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第三节　从包容性发展到城市包容性发展实践：前沿研究成果梳理

一、“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与内涵研究


（一）“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这一概念来自国外。20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的认识不断深化，增长理念由单纯强调增长（涓滴增长）向更深层面演进。“包容性增长”概念是在2007年由亚洲银行（简称亚行）首先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基本核心是追求机会公平和权利公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具有包容性。世界银行（简称世行）在2008年5月的《增长报告：持续增长与包容性发展战略》中提出，“包容性增长”应确保增长的效益能被大众所共享，即应“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


（二）“包容性增长”内涵的讨论


“包容性增长”方面的一些代表学者有如下观点：Ali等（2007）认为“具有平等机会式的增长”才是“包容性增长”，这种增长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能提高生产率，是可持续的、均衡的、改善民生的增长；Ali（2007）认为“包容性增长”能保证社会所有阶层的人群均等地获得机会，在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同时，社会的机会不均等得以减少和消除；Ravi等（2009）认为，如果分配上的不平等能够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那么这种增长就是“包容性增长”。世行在“包容性增长”方面进行研究的代表学者有如下观点：林毅夫（2009）在共享式增长一文中提到，“包容性增长”需要关注穷人；Elena等（2009）认为“包容性增长”采取的是一种长期视角，既关注增长的速度也关注增长的模式，意味着在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扩大经济规模的同时能增加生产性就业机会，迅速而又持续地减少贫困，在微观领域强调经济的多元化和竞争，在宏观领域强调经济结构的转变。还有其他学者也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进行过研究，如让·皮埃尔·莱曼（2008）指出“包容性增长”强调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必须充分参与，尤其是企业界和企业家的参与；Lin等（2008）指出，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和谐社会”概念非常接近“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

国内学者对“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的重视起于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所做的致辞。胡锦涛（2009）指出，中国强调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本身就具有“包容性增长”的含义。国内的绝大多数学者都强调“包容性增长”必须是经济的迅速增长及经济规模的扩大，如刘松（2010）、陈柳钦（2011）、黄刚（2011）、李本松（2011）、张峰等（2011）、陈洪娜等（2011）等。很多国内学者将“包容性增长”的特点（尤其是公平性和共享性）综合起来界定“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如：蔡荣鑫（2009）认为“包容性增长”应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并且能实现平等的机会、公共品与服务、社会安全保障等，核心要义是实现机会平等和公平参与；李本松（2011）认为“包容性增长”是公平合理分享发展的增长，是通过发展实现人的发展的增长，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增长，是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是强调实现全体人民利益的增长，是强调解决好民生问题的增长；张峰等（2011）强调“包容性增长”是人民群众享有权利的实质性增长、社会建设的多维度展开、和平与发展、参与与共享的国际诉求；庄健等（2010）、黄志刚（2011）认为“包容性增长”倡导机会平等、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寻求的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陈柳钦（2011）认为“包容性增长”强调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人人都应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张梦涛（2011）认为“包容性增长”的本质是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核心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重点是倡导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包容性增长”的共享性被很多国内学者所强调，如：唐钧（2010）、刘松（2010）认为“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应侧重于强调“包容性增长”的“参与”和“分享”两个方面；胡鞍钢（2010）认为“包容性增长”即“共享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坚持将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黄刚（2011）、周文等（2011）认为“包容性增长”应确保在一国之内和国际范围内的每一个成员能够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郭洪仙（2011）更强调“包容性增长”必须使各地区、各行业、各阶层的人群都能够共享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成果。“包容性增长”的机会平等性或公平性也被许多学者强调，如孙翎（2010）、葛笑如等（2011）、陈华等（2011）等。

学者们还强调“包容性增长”的减贫性，如：蔡荣鑫（2009）认为“包容性增长”能消除贫困人口在机会、公共品与服务、社保等领域的相关权利方面的贫困，使贫困人口也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陈一舟（2010）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一种“权利增长”，解决的是权利贫困问题；黄志刚（2011）认为“包容性增长”应注重缩小贫富差距，强调对穷人和中低收入阶层有利的增长。另外一些国内学者强调“包容性增长”的全球性，如：陈宪（2010）认为“包容性增长”要包容本土化和全球化，要让低收入人群在增长过程中更多受益，让低收入国家在增长过程中更多受益；汤敏（2010）认为“包容性增长”对全球有借鉴意义，发展中国家虽然发展比较快，但更应关注广大的老百姓是否能够从发展的成果中受益；黄铁苗（2010）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只有携手共进、包容发展，才能互惠互利、实现共赢；汝绪华（2011）认为“包容性增长”应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还有少数学者强调“包容性增长”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性，如陈华等（2011）、张峰等（2011）等。

二、“包容性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一）“包容性发展”的内涵


“包容性发展”的概念比“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提出更早。林毅夫（2003）阐述了包容性发展的思想，并从理论探讨引入了公共政策和政府施政策略的讨论，在2004年亚行的“杰出学者演说”会上，林毅夫指出“亚洲发展中国家应该遵循比较优势，利用后发优势，采取包容性发展，以实现向动态发展路径的依赖，从而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世行的报告（2004、2006、2008）也非常强调包容性发展理念中的公平、机会均等、共享增长收益、减贫和可持续增长。“包容性发展”的内涵与前述的“包容性增长”的内涵非常相似，杜志雄等（2010）认为，多数学者均认同机会平等和成果共享是包容性发展的核心内涵，包容性发展就是要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的学者则刻意强调“包容性发展”的某个方面，如黄子平（2011）认为包容性发展的本质是发展权的公平与平等。


（二）“包容性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实践路径


政府引导与制度安排的影响：Chaudhuri等（2007）、俞宪忠（2010）、方大春（2011）、邱耕田（2011）强调包容性制度建设可以用来消除一些恶性不平等，有利于包容性发展；Elena等（2009）认为“包容性增长”战略必须根据各国国情量身定做，政府应起到引导作用；余闻（2010）指出中国必须调整官员政绩的考核方式，在经济发展中去除片面强调GDP观念，才有利于保证民生和民权，实现“包容性发展”；王亚光（2010）指出“包容性发展”强调每个人在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参与，所以应积极扩大基层民主；汝绪华（2011）认为二元户籍制度强制性地区别开农民和市民，造成不公平，束缚“包容性发展”。

社保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影响：Roemer（2006）、周文等（2011）、郭洪仙（2011）指出包容性的核心是公共政策致力于帮助弱势群体，保证其能获得较充分的公共品和服务，并持续地参与到经济增长之中，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Ali（2007）指出社会保护能保证最低水平的经济福利，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加强人们的能力，保证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公平；林毅夫（2007）认为收入不均等导致受教育和卫生医疗服务方面的机会不均等，已成为影响经济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因素；赵晔（2010）、刘松（2010）强调应通过优先开发人力资本、真正“以人为本”的战略来实现“包容性发展”；陆岷峰（2010）、罗诗钿（2011）认为建设多样化、多层次的公共服务保障与改善民生是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包容性发展”理念应体现在“发展关注民生”、“发展为了民生”的具体行动中；高鉴国（2011）指出社会保险待遇的多元结构和较大差距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实践“包容性发展”的一大障碍；孙亚忠（2011）指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包容的有力体现，应努力减少“权利贫困”。

收入分配与就业机会公平：Ali（2007）指出充分的、生产性的和体面的就业能保证经济机会最大化，是促进“包容性增长”的三个支柱之一；李震（2010）认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激化了各收入阶层间的对立情绪，容易诱发社会矛盾和冲突，不利于“包容性发展”的实现；徐锋（2010）指出应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劳动弱势要素地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包容性发展”；陈家付（2011）认为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性和平等性是衡量经济增长有无包容性的重要标志；陈柳钦（2011）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包容性发展”，应增加投资和生产型就业机会、促进人人获得平等发展机会来促进“包容性增长”；冷淑莲（2011）认为“包容性发展”应强调更充分的就业和更和谐的劳资关系。

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Lin（2004）认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通过鼓励企业应用生产技术去从事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来促进“包容性增长”；Flipe（2006）、Hasan（2007）认为应努力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郭洪仙（2011）认为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实现“包容性增长”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刘松（2010）认为为实现“包容性发展”应促进充分就业，并发展较高附加值的产业，并促使劳动者向单位人力资本需求更高的就业岗位流动。

三、“包容性城市”或者“城市包容性发展”的探索性研究

目前尚未形成“包容性城市”的统一概念，但有一部分学者基于城市本身所具有的包容性特征做过一些研究。一些学者认同城市具有包容性，如：国内的张鸿雁（2003）认为城市本身就是具有包容性的，在不断地吸收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童海华（2010）认为世界城市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我国在发展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时，应降低入户门槛，并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和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能力，进一步包容外来人口；张宇钟（2010）认为现代文明的和谐城市必定是包容的城市，包容性在城市的变迁与发展历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包容不当或失度都会影响城市的发展。张文宏、雷开春（2008）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以上海为例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及其现状进行了探讨，指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包含着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四个因子，其中相对较高的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程度，反映了作为新移民聚居地的上海为新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而相对较低的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状况，则反映“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和宽容性以及城市生活成本迅速增长带来的社会融合障碍。

一些学者重视“包容性城市”的人口融合能力：任远（2005、2006、2010）强调区域内部的人口整合与人口的自由流动，城市应引导流动人口的“进城”，而外来人口可以在城市中不断累积和沉淀，最终通过长时间的定居和增加个人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来融入城市；王春光（2006，2009）认为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存在较严重的“半城市化”现象，应通过改进农民工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建立更公平的城市就业制度、增加民间组织、号召城市常住人口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等来加强和谐社会的建设。许锋等（2010）重视城市的区域融合能力，认为“大区级和省区级综合性城市”应以扩大内需为着力点，积极发展城市群；胡艺华（2009）重视城市的文化融合能力，认为文化融合将对长株潭区域发展产生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即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并有助于塑造特色经济。还有些学者重视城市的持续和全面发展能力：周一星（2006）认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应和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保持相对平衡，避免“过度城镇化”，注重城市化的质量；栾金昶（2009）认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应在经济、科技、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生态四个维度上均衡发展，通过建立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对中国的10个副省级城市进行了计算，发现深圳、广州、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最好。

田凯（1995）指出，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实际上是再社会化的过程，社会融合包括三个层面，即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以及心理或文化层面。马西恒（2001）通过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问题的质性研究，发现新移民与城市社区的“二元关系”从相互隔离、排斥与对立转向理性、兼容与合作的“新二元关系”的三个阶段，分别是“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和“同质认同”，其中“敦睦他者”是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的关键阶段，在此期间需要政府、社区和新移民共同做出努力。朱力（2002）认为社会融合的经济、社会和心理或文化层面是依次递进的，分别反映了城市社会融入的基础、广度和深度，而只有心理和文化的适应，才能使流动人口完全融入于城市社会。

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包容性城市”受城市规划设计的影响：如：Greed（2003）、Vandenberg（2008）、Iacofano（2008）等就城市应如何更合理地对剧院、公共厕所、绿地等城市公共空间进行合理规划，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进行了研究；冯健（2003、2008）认为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很重要，应重视对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注重受制度、市场和文化的变迁影响的“规模重构”和“空间效应”的交互作用；许学强（2008）发现广州的城市贫困空间分布受社会空间结构、内城衰落和选择性更新、住房分配制度和住房改革、城市规划宏微观导向等因素影响；任远等（2006）认为城市的包容性受制度影响，比如户籍制度及一系列与户口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都会对流动人口起到限制与排斥的作用，影响城市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第四节　包容性发展理论与包容性城市化发展：未来研究议题展望

从目前研究来看，学者们对“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发展”的内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多数研究是从“包容性增长”入手展开分析，一些国外学者提出了对“包容性增长”的科学测度，如Ali等（2007）、Pasha（2007）。这些研究为深化和系统研究包容性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重要基础。

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思考的是，如何对于“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给出系统的理论解释和科学的衡量标准，进一步对“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发展”的本土化进行全面的理论构建和实证探索，从而在理论上进一步分析科学发展观与包容性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比较系统、深入地构建和探索中国特色的包容性发展理论体系。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和研究议题，需要学术界做大量的努力和探索。

从实践层面上来看，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如何在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得到集中体现？尤其需要回答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正在快速推进的中国城市化如何实现包容性发展？中国如何走包容性城市化发展的道路？为此，十分有必要在阐述与理解包容性发展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提出“包容性城市”并进行系统的理论和实践分析，探索中国城市包容性发展的最佳实践路线，为中国城市化模式转型提供现实的政策导向和建议。

目前，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对城市包容性发展的理论框架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是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理论：从要素充分流动的角度，论证城市资源配置效率与包容性发展之间的联系，实现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各类要素包容性发展即自由流动及其有效配置。

二是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理论：从公平与效率统一的角度，论证城市社会公平与包容性发展之间的联系，创造与维护适宜生产要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三是增长与发展的理论：从增长与发展相区别的角度，论证城市包容性增长与城市包容性发展的异同，指出适度增长基础上的机会均等和共享参与是城市发展的目标，而社会融合和自由发展则是城市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延伸与特有内涵。

四是机会均等与能力拓展的理论：从机会均等和能力拓展的角度，论证城市包容性发展对提升人的自由发展的重要作用，强调“发展能力拓展”是城市包容性发展的根本属性和基本出发点。

五是经济增长与涓滴效应理论：从增长的涓滴效应和缩小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角度，论证城市包容性发展对于城市贫困人群的积极意义，旨在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与促进社会和谐。

六是社会融合与社会包容理论：从社会融合与社会包容的角度，论证城市包容性发展对于促进弱势群体共享及参与社会发展成果的积极意义，表明弱势群体的共享参与是一个城市是否具有包容性的价值判断。

七是城市空间结构理论：从城市空间结构和规模经济的角度，论证城市包容性发展的多中心空间结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引导城市的合理规划开发与对外开放。

八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从政府政策与市场机制的角度，论证城市包容性发展的制度结构特点以及城市包容性发展对于政府职能转型的具体要求，规范与提升政府行政效率。

总之，通过研究包容性发展和包容性城市实践这个重大发展议题，一方面可以深入探索和分析包容性发展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城市包容性发展的理论体系、实践路径和战略意义，在此基础上，从中国城市化发展实践所面临的问题和“悖论”出发，提出城市包容性发展是中国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城市化发展模式转型的目标方向和战略选择；另一方面，也丰富和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为总结中国发展模式和经验提供重要的理论内涵和意义。


思考题


1．分析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城市化对传统发展经济学中的城市化理论的贡献和意义。

2．分析比较发展经济学研究框架的理论内涵、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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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全球化经济中的国际贸易模式与贸易强国的道路





第五章　产业内贸易与企业内贸易：从新贸易理论到新新贸易理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全球价值链在国家之间的分工从最终产品层面深入到产品内部。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从跨国经营到全球经营的发展，国际贸易进一步深化，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不断增长。本章将重点放在新新贸易理论的文献综述方面。


第一节　新贸易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可以解释国家之间在不同产业按照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进行贸易，却无法解释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化国家在同一产业内进行贸易即产业内贸易的现象。很多学者认为，其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进行分析的，且忽略了规模经济的作用。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企业的定价行为和竞争行为是不相同的。此外，在现实中，规模经济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经济力量。新贸易理论正是基于这两个思想对产业内贸易进行了解释。新国际贸易理论，最初由Dixit、Norman、Lancaster、Krugman、Helpman、Ethier等在一系列论文中提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发生是由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下产品差异性带来的。即使两国的偏好、禀赋和技术相同，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以及消费者对产品多样性的偏好也可能是企业进行贸易的动力，比较优势不再是驱动贸易的唯一原因。新贸易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的现象，其规模经济的思想也被应用到一国战略性产业的指导上（Krugman & Helpman，1985；Krugman，1979，1980）。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Brander & Krugman，1983； Dixit，1984； Spencer & Brander，1983； Eaton & Grossman，1986），即在一定的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下，国家可以通过特定的贸易政策如补贴、关税来获得最大收益。战略性贸易的发展为国家提高贸易利益给出了一种参考，它也说明了补贴、关税等措施的经济合理性。其分析结果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相呼应。他也认为，国家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来提高本国产业竞争力。他的理论促使一国贸易发展从注重比较优势转向对自身竞争优势的发展。新贸易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解释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当时贸易的主流。

第二节　新新贸易理论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如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在规模报酬不变、完全市场竞争、同质产品和同质企业等假设下，解释了产业间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新贸易理论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和代表性企业等假设下，解释了产业内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然而，无论是传统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贸易的主体在其中都被认为是国家，企业在其中没有什么地位，企业的全球组织的问题更少有人关注。

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参与国际化活动的深入以及跨国公司内部的国际贸易与日俱增，出现了国际贸易新格局，其主要特点是：多数企业只以国内市场为服务半径，少数企业采用出口贸易的形式服务国际市场，极少数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服务国际市场；在生产组织模式上，大多数企业采取内部化和一体化的组织模式，将产品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都纳入企业内部，以获得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降低的好处，少数企业主要是跨国公司把部分生产环节外包给国内企业甚至国外企业。例如，在美国，1992年大约有34.2%的出口和43.3%的进口发生在美国的企业及其海外的分支机构之间。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生产在世界生产中占据了相当大一部分的份额。在美国，1/2以上的总出口发生在跨国公司之间（Slaughter，2000）。在制造业中，这些出口的大部分都是中间品贸易。1999年，美国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其国外分支机构出口的93%是用于进一步加工的中间投入品（U.S.BEA，2002）
[1]

 。除了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世界还存在一部分发生在不同跨国企业之间的贸易，这些企业之间存在特定的关系——一个企业可能会将其一部分生产过程交给本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其他企业生产，这种现象称为外包
[2]

 。

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无法充分解释这些新的现象。近年来的一些研究突破了新贸易理论以产业为对象的研究范畴，将分析变量进一步细化到企业，以异质企业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形成了被Baldwin（2005）和Qiu（2006）等学者称为“新新贸易理论”的贸易理论。该理论包括两大方向：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和企业内生边界理论。异质企业贸易模型解释了现实中只有部分企业选择出口和对外投资的原因，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将产业组织理论和不完全合同理论放入国际贸易模型分析框架中，较好地解释了企业内贸易模式，并在企业全球化生产的事实。新新贸易理论与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区别是：无论是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以国家或产业作为研究对象，而新新贸易理论则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层面变量（firm-level variations）的行为选择，从而开拓了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新前沿，能够较好地解释当前国际贸易现实。

一、异质企业贸易理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的国际贸易和FDI迅速增长，且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主要的表现有二：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的增长速度快于其对外出口的速度，且服务贸易和服务方面的FDI比货物贸易和货物方面的FDI增长更快；公司内和公司间的中间品贸易增长迅速，这意味着国际垂直专业化或者生产分段化迅速增长。对贸易和FDI的这些新的特点，我们需要新的理论对其进行解释。

Bernard和Jensen（1995，BPEAM）利用美国1976—1987年制造业的年度调查的56000家企业的数据（包括绩效信息、出口信息、工厂水平的信息等）对同一国家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的出口行为及其绩效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即使在同一国家同一产业，不同企业的出口行为是大不相同的：（1）大部分企业并不出口，只有极少数的企业出口；在出口企业中，出口量和出口金额集中于少数的企业。这意味着出口在企业中的分布是极端不平衡的
[3]

 。（2）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其以就业量和产量衡量的生产规模更大、更有生产效率、资本密集度更高、工资更高且企业产值增长速度更快。

他们的这一开创性文章给贸易理论提出了如下问题：（1）为什么同一国家同一行业的企业出口行为会如此不同？它受什么因素的影响？（2）同一国家同一行业的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业绩为什么具有如此差异，它们同出口的关系是什么？（3）贸易政策（包括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区、关税联盟等）对同一国家同一行业的企业的出口行为具有何种影响？

Bernard和Jensen（1999）进一步对以下问题进行了考察：（1）业绩好的非出口企业是否会转为出口企业?（2）出口是否会提高企业的业绩？为此，他们利用美国统计局的长期研究数据库1984—1992年每年50000—60000家企业的实际数据对企业出口之前和出口之后的业绩和结构进行了考察，发现进入出口市场同最好的业绩呈正向相关，退出出口市场同业绩呈负向相关，同时出口和内销介于两者之间，但同业绩呈正向相关。类似的结果在Bernard & Jensen（2004）中进一步得到了确认：进入成本对出口影响显著，而过去从事出口的企业在未来出口的概率更高。此外，出口主要是企业本身的选择行为，政府对出口的激励或者其他企业对其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Bernard和Jensen（2005）进一步考察了如下问题：（1）企业贸易多少种产品；（2）企业同多少国家进行贸易；（3）企业与之贸易的国家的特征是什么？（4）企业是如何逐渐转向只对外进行贸易的？（5）是否所有的企业都同时进行进口和出口。

Bernard和Jensen（1995，1999，2005）以及Bernard、Eaton、Jensen和Kortum（2003），Bernard、Jenson & Schott（2003，2005），Bernard、Jensen & Lawrence（1999），Bernard和Wagner（1998），Pavcnik（2002），Alvarez和Lucas（2005），Eaton、Eslava、Kugler和Tybout（2008），Tybout（2001）等与之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1）即使在同一国家同一行业内部企业的出口行为存在差异，其中出口企业的比重较小；（2）对出口企业和非出口的生产率、规模、工资进行比较发现出口企业的规模更大、生产率更高、工资更高；（3）大部分出口企业的出口只占其销售额的一小部分；（4）企业出口面临出口固定成本，从而使得企业的出口行为存在差异；（5）出口会伴随企业在如生产率、规模、工资等方面有更好的表现；

有关这方面的一个文献综述，可参见Tybout（2003）。

关于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这些特征的比较对于进行FDI和不进行FDI的企业来说大部分都成立。传统的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难以对这些典型事实进行解释。传统的贸易理论主要考察国家之间的技术差异或者禀赋差异对国家之间贸易模式的影响。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假定下，它能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即国家之间在不同的产业之间的产品上发生贸易，但不能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会在同一个行业的产品上发生贸易即产业内贸易。Brander和Spencer（1984，1985），Dixit（1977，1980），Eaton、Either、Grossman、Helpman（1984），Krugman（1979，1980），Lancaster（1976，1980），Markusen、Norman（1980）等通过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引入贸易均衡模型的分析中，新贸易理论能解释首先由Grubel和LIoyed（1975）年观察到的产业内贸易的事实。但是，由于在这些理论中都假定了每个国家同一行业的所有企业在大小、生产率、组织结构、外部市场环境等各个方面都是均质的，因而它们的出口行为和业绩应该相同，且是否出口不会造成企业业绩的差异，因而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些事实。

解释企业贸易行为存在差异的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垄断竞争下的异质企业模型、伯川德竞争下的异质企业模型和大企业和寡头垄断下的异质企业模型。

第一类，垄断竞争下的异质企业模型。在Dixit和Stiglitz（1977）垄断竞争框架下对企业异质贸易行为进行解释的首推Montagna（2001）。其从生产的边际成本差异和存在出口固定成本角度，利用Montagna（1995）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理论框架对异质性企业贸易行为的差异给出了一个理论上的解释，但由于未引入出口固定成本，该理论未能解释为什么有的企业出口，有的企业不出口这一现象。Jean（2002）利用Montagna（2001）的基本分析框架给出了不同情形下贸易自由化对产业生产率的影响，其模型结构和所得结果与Melitz（2003）的十分类似。而Melitz（2003）在Hopenhayn（1992）动态产业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垄断竞争模型，在一般均衡框架内和Krugman（1980）模型基础上考虑企业生产率水平差异，对异质性企业建立了一个动态产业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的产业内影响。该模型最重要的创新在于通过引入企业异质性生产率和进入出口市场存在固定成本。在该模型中，企业在进入之前观测不到自己的生产率，只有在支付进入各种不同市场的固定成本之后才了解到自身的生产率，然后根据预期利润和进入成本决定是否要生产。由于企业的生产率差异使得不同企业在面临外生市场冲击、贸易成本时出口行为存在差异，只有生产率高于临界（国内或出口）生产率的企业才能进入市场。

该模型说明了贸易开放将如何导致更有效率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而不那么有效率的企业将只在国内销售，最无效率的企业将退出市场
[4]

 ；说明了产业内贸易开放程度的增强将如何导致企业间再配置倾向于更有效率的企业；还说明了再配置是如何导致加总产业生产率从而福利的提高，从而说明了以前未考察过的贸易收益。

此外，根据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一国的贸易增长主要是沿着贸易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贸易边际实现的。其中，集约边际主要体现为现有产品种类的市场份额增加或减少，扩展边际主要体现为产品数量或出口目的国数量的变化，贸易增长可看做是这种出口结构分类下的变化。较多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研究，发现一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源于集约边际（Amurgo-Pachecoand Pierola，2008； Amiti and Freund，2007；钱学锋和熊平，2010），现有产品的出口是导致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然而当一国的出口过于依赖集约边际，会导致贸易结构固化，容易遭受外部冲击从而使得经济面临较高风险（Hausmann and Klinger，2006）。而出口增长来源于扩展边际会同时增加贸易量和范围，则有利于提升出口国的产品结构。因此，一国在维持现有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增长时，增加新产品种类或开拓新的市场将成为出口增长得以长期持续的重要动力。

Melitz（2003）的缺点在于，贸易自由化不会对企业定价行为和企业产品价格加成造成任何影响，因此企业之间的竞争是间接的。但在现实中企业的价格加成和定价行为会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进行而发生变化。为此，Melitz & Ottaviano（2008）综合Melitz（2003）和Ottaviano等人（2002）的建模方法，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企业和国家间竞争强度内生差异的垄断竞争国际贸易模型。在该模型中，企业在制定进入和支付不可逆投资决策前并不知道其生产率，这同Melitz（2003）的设定相同，但不同于Melitz（2003），他们采取了Ottaviano等人（2002）的需求函数，从而企业的需求函数是反映水平产品差异的线性需求函数，因而企业的利润率是内生的。它反映了市场竞争强度即市场中竞争企业的数目和平均生产率。作者分析了贸易是如何导致这些特征随着未完全一体化的市场的规模而变化的，然后分析了不同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影响。在该模型中，市场规模和贸易影响了竞争强度，而这又反过来影响该市场中异质性生产者和出口者的选择。产业加总生产率和平均利润率随着市场规模和贸易一体化的程度而变化（市场规模越大、一体化程度越高，产业加总生产率越高，平均利润率越低）。如作者所说，其模型十分简单，可以推广到存在一体化程度和规模大小不同、存在非对称贸易成本的多个国家的情形。该模型对于分析异质性企业和内生利润率的贸易和区域一体化政策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

Zhelobodko等人（2011）则参考Krugman（1979）在Melitz（2003）中引入更为一般的可加、可分效用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贸易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其中主要贡献是包含了产品替代弹性随着消费量下降的情形。Chaney（2008）则通过引入全球基金的概念将Melitz（2003）的分析框架推广到了非对称多国情形，并分析了贸易成本对于一国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这些模型构成了基于垄断竞争模型进行异质性企业贸易建模的主要理论文献群。其他很多文献的分析基本上是在此框架下进行的。

第二类，伯川德竞争下的异质企业模型。在伯川德竞争下对企业异质贸易行为进行解释的第一个模型为Bernard等人（2003）提出的，通常简称为BEJK模型。该模型也可以解释不同企业出口行为的差异（如有的企业只在国内销售，有的企业同时在国内和国外销售，有的企业只在国外销售）及其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为了说明上述问题，作者引入了国家和企业的技术效率差异（用生产率差异衡量）、出口成本（用出口到目的地的冰山成本衡量），并在伯川德不完全竞争模型下考虑问题。作者用该模型和美国同46个贸易伙伴的数据，解释了美国企业的若干基本事实，包括：（1）生产率异质性；（2）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优势；（3）出口企业在所有企业中占比较小;（4）出口企业规模一般更大；（5）出口的利润在出口企业总利润中占比较小。作者还对生产率全球转移、企业进入和退出以及美国制造业劳动就业变换进行了反事实分析。

与Melitz（2003）所不同的是，该模型使用的是伯川德寡头模型而非垄断竞争模型。这两种模型都是具有价格竞争模型的特点，但后者还有数量竞争模型的特点。一个自然的推广是否可用古诺模型、Hotelling模型等其他模型对企业异质性和出口的关系进行分析。另外，将其推广到多产品框架可能会得到一些新的结果。目前已经有不少文献就此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第三类，大企业和寡头垄断下的异质企业模型。前文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的缺点是企业间没有策略互动。其前提假设条件是所有的企业都是小企业，对整个市场以及其他公司的决定不产生影响。但在实际中，行业的生产率和贸易都取决于一小部分有战略互动的大企业。除了高度集中性，产业结构及企业价格加成对开放程度十分敏感，而开放对企业价格加成和产业集中度的影响也依赖于市场规模。因此，异质大企业的贸易行为就可能会影响行业中其他企业的贸易行为。Bekker和Francois（2011）考察了在大的异质性企业能影响市场结构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进入退出动态、企业贸易份额以及行业生产率的影响。作者建立了一个企业异质性及寡头垄断模型，其中企业间存在战略互动。作者得到了一系列与Bertr和Chamberlinian成本异质性下的垄断竞争模型相似的结论。当贸易成本下降时，市场价格下降，最低生产率企业被挤出市场，高生产率企业才会出口。这些结论对自由进入和非自由进入情况都成立。在自由进入条件下，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表现出一些有趣的现象：市场价格下降，但并不平滑；有些点上价格可能跳跃上升，进入企业数下降。另外，该模型还产生了对零贸易流以及出口价格作为距离和进口国市场规模函数的预测，并且发现零贸易流由于企业进入退出时是会随时间内生变化的。本模型的拓展可运用了两国工资差异的情形和多国及多部门情形。

Bekker和Francois（2011）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不同于Montagna（2001）、Melitz（2003）、Bernard等人（2003）、Melitz和Ottaviano（2008）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其消除了这些文献中高生产率企业对行业价格指数和其他企业定价行为无影响的缺点，也消除了Bernard等人（2003）中只有生产率最高企业才能存活于市场中的过于严格的假定。该模型将异质性企业与古诺价格竞争相结合，在企业进入退出动态环境下考察了均衡的稳定性、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贸易行为、产业结构和行业生产率的影响，因而对于分析大企业情形的异质企业贸易行为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当前异质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通过拓展市场结构、修正生产技术、修正个体偏好、引入更多的企业异质性等方式以解释更多现象的出现。但其中也存在各种问题，如企业异质性的引入非常随意，异质性可讨论但无法或者难以测度，理论赖以成立的市场结构等基本假定无法识别，因而在方法论上存在各种问题。

第三节　异质企业内生边界理论

一、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

为了介绍异质企业内生边界理论，我们有必要回溯并对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有所了解。传统的处理跨国公司的方法是将其视为一种无形资产（有关生产过程的知识），这种知识能使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具有某方面的优势。跨国公司必须决定是出口产品到海外市场、是通过制定在海外市场进行生产和销售的计划并在海外市场进行直接投资，还是通过与外国企业建立合资公司或者是其他契约如外包安排以生产某种产品。跨国公司并不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但其中包含了这些有关企业所有权和企业区位选择的问题。

一些学者通过各种计量方法考察了跨国公司全球经济活动的特征（Carbo，1982; Hanson et al.，2001; Alfaro & Charlton，2007; Horst，1972; Blostrom & Lipsey，1986，1987; Blostrom & Zajan，1989）、FDI与出口的关系（Lipsey，1984; Lipsey & Yahr，1976a，1976b; Markusen，1997; Hanson et al.，2001; Blonigen，2001）、跨国公司FDI的影响因素（Kravis & Lipsey，1980; Grubert & Joel, 1994）等。这些研究对于我们理解跨国公司活动、跨国公司FDI与贸易的关系等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要从本质上理解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还需从跨国公司全球经济活动的动因和组织形式方面进行考察。

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先解释来自Hymer（1976）。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垄断优势论，指出跨国公司并非国际资本套利者，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一是通过控制不同国家的企业以消除它们之间的竞争，二是更充分地实现自身在生产技术、管理技巧或产品分销渠道等方面的优势以获取更大的利益。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解释跨国公司的出口导向型投资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根据该理论，成本竞争趋势产品生产技术标准化。在最开始，跨国公司的生产转移到其他工业化国家以服务本国和第三国市场；最后，跨国公司的生产将转移到可能为跨国公司提供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不但服务当地市场也服务其他国家包括跨国公司母国的市场，因此出口导向型投资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成熟而产生。Kojima（1978）则基于比较成本准则提出了国际劳动分工理论以解释日本的FDI模式。根据该模型，工业化国家尤其是日本在东道（发展中）国家的FDI是出口导向型的，最开始是用来满足本国需求的。例如，日本的FDI即是在自然资源以及各种传统产业如纺织、服装和钢铁加工产业上。

跨国公司国际经济活动的另一著名理论为内部化理论。FDI的内部化理论最开始由Buckley和Casson（1976）提出，它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解释了企业进行跨国生产的原因。该理论认为由于市场不完全，外部交易可能会由于市场信息不完全、道德风险、时滞等因素使得商品交换不能正常完成，因此企业将生产活动内部化可以降低外部交易成本。当企业的内部化超越国界时，跨国公司就产生了。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才导致了跨国公司的产生（Buckley和Casson，1976; Casson，1987; Rugman，1980，1981）。因此，这一理论只能用来解释跨国公司生产区位的调整是伴随着FDI还是分包（外包）。Dunning（1979； 1993，ch.4）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则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框架来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认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的所有权、区位和内部化优势共同决定的，不同的组合和关系决定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特点。进行出口导向型FDI的所有权优势包括为进行跨国生产活动所需的资本、技术、信息、管理和组织技能、市场进入、范围经济、地理分散性和生产投入的国际分包。区位优势包括劳动力成本、东道国政府对本地生产的激励、产品专业化分工和集聚等。区位优势决定了东道国对出口导向型FDI的选择。内部化优势则指内部化生产的信息成本、购买者的不确定性、监督成本较低、商业机密不容易泄露、产品质量有保证等优势。跨国公司生产区位的调整通常是由这三者共同决定的。

Frobel、Heinrichs和Kreye（1980）则试图利用新国际分工理论解释国家之间的产业内分工现象。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跨国公司将某些制造业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原因乃是利用这些国家的富余技能和低工资劳动力。产品标准化程度越高，这种转移就越容易；而通信和交通技术的改进则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生产转移的进行。因此，分段化生产是资本和劳动力在国际间有效利用的必然结果。国际分段生产使跨国公司即使在工业化国家处于经济萧条时也保持了连续的增长（Frobel等，1980）。由于生产仅为部分转移，因此本国和东道国的生产单位垂直一体化，从而导致了彼此之间的中间品贸易。有时在跨国公司和他国非分支机构之间还会发生外包。世界贸易中（公司内）中间品贸易和外包所占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

Moxon（1975）、Kirkpatrick和Yamin（1981）、Lee（1986）以及Clarketal（1989）分析了美国不同产业的跨国公司出口导向型投资或离岸生产程度的决定性因素。这些研究表明，离岸生产程度受到劳动力密集度的正向影响，而与资本密集度反向相关。Woodward和Rolfe（1993）分析了Caribbean盆地国家选择对外资的影响。他们发现国家选择的概率与工资率反向相关，而与制度环境质量、出口加工区规模、免税时间长度等因素正向相关。这些发现表明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离岸投资的目标是利用东道国的劳动力优势。Helleiner和Lavergne（1979）、Lall（1981）、Cho（1990）以及Siddharthan和Kumar（1990）考察了同美国跨国公司公司内贸易相关的产业特征。他们发现，知识密集度是其主要决定性因素。Casson等人（1986）进一步提出了新国际劳动分工的概念，并对7个产业的国际专业化程度和公司内贸易进行了研究。所有上述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启发了本文后面将介绍的有关跨国公司组织的各种研究。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未能用数理模型来表述其思想。此外，由于在当时的时代通信技术、运输技术以及各国的政策都未足够开放，外包尚未普遍，因此这些理论基本上只分析了贸易和FDI以及FDI的区位选择，而未能将外包纳入分析之中。这些理论虽然已经蕴含了企业异质性的思想，但由于当时新贸易理论尚未产生或者刚刚产生，且产业组织理论仍处于传统的SCP模式，因此尚缺乏条件将企业异质性、新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的相关理论进行综合，从而产生本文后面将要介绍的丰富多彩的结果。此外，这些理论也缺乏对合资企业、并购等方面的分析。

还有一部分文献解释跨国公司企业内贸易、垂直型或者水平型FDI产生的原因。Helpman（1984）在HO框架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中提出了一个两部门（同质产品部门和异质性产品部门）、两要素（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存在规模经济包含垂直型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同质产品部门规模报酬不变且市场完全竞争，异质性产品规模报酬递增且市场垄断竞争。同质性产品可用两种要素同时生产，且产出效率相同，而异质性产品需要使用两种要素，即高技能劳动力作为固定成本投入使用，而低技能劳动力作为可变要素使用。高技能劳动力只能在本国雇佣，而低技能劳动力可在两国雇佣。两国偏好相同，都为CES偏好，且进行自由贸易。这一模型能同时解释产业内贸易和跨国公司的存在，因此是跨国公司理论的一个重要进展。

但是，在Helpman（1984）的模型中，跨国公司不会同时在两个国家设立生产机构。其原因是在自由贸易下，这样做没有任何多余的收益。但当存在贸易壁垒或者（冰山）运输成本，且建立每个工厂存在专用的固定成本（区位专用固定成本，只能在特定的国家才能设立工厂）时，在多个国家同时设立生产机构的水平型跨国公司就可能出现，其中每一个国家的工厂只能在该国销售产品。水平型跨国公司的出现意味着在一国设立工厂的收益抵消了运输成本和工厂专用性固定成本。这样的研究在Markusen（1984）开始到Markusen（2002）达到顶峰的一系列研究中得到了体现。这一系列的文献考虑了所有的使用低技能和高技能且比例可变的水平型和垂直型跨国公司。Markusen和Venables（1998，2000）以及Markusen（2002）发现水平型跨国公司在下述情形更可能出现：（1）运输成本较高；（2）工厂设立专用性成本较低；（3）设立分支结构的国家的GDP较高或者其GDP较接近。Markusen和Venables（1998）和Markusen（2002，ch.5）利用一个古诺—纳什竞争模型说明了上述定理，其中的企业生产同质产品。而Markusen和Venables（2000）及Markusen（2002，ch.6）利用效用函数为CES形式的垄断竞争模型证明了上述定理。在他们的模型中，跨国公司同时雇佣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除了上述结果，他们还证明了水平型跨国公司在两国的劳动力技能结构（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禀赋之比）越类似时越可能出现。这与Helpman（1984）的结果相反：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禀赋差异越大，垂直型跨国公司越可能出现。

上面所述的文献要么能解释垂直型跨国公司的存在，要么能解释水平型跨国公司的存在，但不能同时解释两种情形。为此，Markusen（2002，ch.7，8）对垂直型和水平型跨国公司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称为知识—资本模型。在该模型中，跨国公司的总部知识在企业内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它一旦生产出来，就可以在多个国家的分支机构使用。该模型假定跨国公司生产差异性产品，所在国服务的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比率大于其他任何分支机构的对应比率，而后者又大于同质产品的对应比率。在这样的设定下，Markusen（2002，ch.8）发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将提高高技能劳动力丰裕国的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比率，也可能提高其他国家的对应比率。其原因在于高技能劳动力丰裕国越可能专业化生产跨国公司的总部服务，而其他国家则因为跨国公司的投资更多地从事实际产品的生产，从而增加了对两类国家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该结果适用于垂直型和水平型跨国公司。Carr、Markusen和Maskus（2001）对知识—资本模型进行了估计。Markusen和Maskus（2001）以及Blonigen、Davies和Head（2003）进一步区分了垂直型和水平型跨国公司并对模型进行了估计。Brainard（1997）也建立了一个分垂直型和水平型跨国公司的模型并对跨国公司的市场邻近性行为和在一个地方进行生产的权衡进行了估计。

前面考察水平型或者垂直型跨国公司的模型探讨了一个企业是否在国外开设一个新的且有，而没有考察在外国设立的这个新的企业是否由该跨国公司拥有所有权。什么因素会使跨国公司不建立合资企业或者通过与外国公司建立某些契约安排而拥有外国企业的所有权呢？为什么同一国家同一行业的不同跨国公司的组织行为（所有权和区位决策）的行为如此不同呢？理解这一点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践。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引入企业异质性和产业组织的相关理论。下一节我们将对企业异质性在跨国公司组织中的引入进行介绍。

二、异质企业出口、FDI及区位选择

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由于假设企业是同质的，因而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组织问题，但却没法解释为什么一国内不同的跨国公司的组织行为不同。由于同一国家同一行业企业的FDI行为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有的进行FDI，有的不进行FDI；在进行FDI的企业中，FDI的目的国也不一样。同一国家同一行业企业FDI的模式同企业的业绩也表现出类似于出口同企业业绩的关系，因而将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应用于企业FDI行为差异的分析就成为必然。且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企业出口或FDI的行为就可以统一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分析。

Weinblatt（1980）以及Weinblatt和Lipsey（1980）对跨国公司在出口和国外生产区位选择之间进行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作者发现，国外生产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东道国市场的规模、东道国工资水平以及生产的劳动力密集度密切相关。所有的这些共同确定了跨国公司在出口和国外生产的区位选择。Ethier和Markusen（1991）则在一个两国开放经济的两阶段动态模型下考察了跨国公司在出口、专利许可以及FDI之间的决策选择。在本文的模型中有两个国家A和B，跨国公司在A国，它们在竞争环境中连续进行产品创新，可以将产品出口给B国，也可以在B国投资办厂，还可以将生产产品所需的知识以专利许可的方式授予B国的企业生产。专利许可是产品专用的，而FDI是企业专用的。在这样的设定下，作者考察了技术参数和市场结构对均衡结果的影响。作者发现，对给定的产品，存在5种可能的均衡结果：（1）A国企业在两阶段都出口；（2）A国企业在两阶段内都对B国相同的企业进行专利许可；（3）A国企业在两阶段内都对B国进行FDI；（4）A国企业在第一阶段出口而在第二阶段进行专利许可；（5）A国企业在每一个阶段都对不同的企业进行专利许可。这些均衡结果与海外生产的固定成本、B国相对于A国的工资水平、两国的市场规模、出口的运输成本以及A国相互竞争的企业数有关。

在异质性企业框架下考察跨国公司出口、FDI及其区位选择首先在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AER）中得到了分析。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的主要贡献在于，在Melitz（2003）的企业生产率异质贸易分析模型中同时又考察了FDI行为，并将其同标准的市场临近性—集聚模型结合起来，分析了企业出口、FDI行为同生产率和各种沉没成本之间的关系。其基本模型结构如下：（1）世界存在两个国家（H，F）和M
 +1个部门，其中一个部门生产同质性产品Z
 （设为基准产品），而另外的M
 个部门生产连续多种异质性产品，同质性产品的生产规模报酬不变，而异质性产品的生产规模报酬递增。（2）所有产品的生产只用到劳动要素，国家i
 的要素禀赋分别为Li

 。（3）每个国家都可以生产同质性产品，且生产一单位同质产品都需要一单位的本国劳动力。（4）两国都可以生产差异性产品。为进入差异性产品生产，企业需投入fE

 的固定成本；除此之外，当生产正的数量的差异性产品时，企业需投入fD

 的固定成本。（5）同质产品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差异性产品市场结构垄断竞争。（6）两国消费者偏好相同，都是位似偏好。（7）企业可以进行出口或者FDI。若进入出口市场，企业需支付fX

 单位的固定成本，为进行FDI，企业需支付fI

 单位的固定成本。所有的这些固定成本都以本国劳动力为单位。（8）异质性企业的生产率为ρ
 ，它表示生产一单位的差异性产品所需投入的本国劳动力。每个异质性企业在进行固定投资以进入差异性产品的生产之前并不知道ρ
 的具体数值，只知道其分布。当进行固定投资之后，企业的生产率从分布函数G（ρ）
 中随机产生。（9）当投资fE

 后，企业观察到ρ
 ，由此再决定是否投入fD
 ，fX

 和fI
 。
 （10）对所有的差异性产品部门来说，固定成本fE
 ，fD
 ，fX
 和fI

 是不同的。（11）出口产品承担冰山融化成本τij
 >1（从国家i出口到j），即销售一单位的产品需要运输τij

 单位的产品。（12）fI
 >（τij
 ）σ－1
 fX
 >fD
 ，这里作者假设σm

 对所有的部门m
 都是一样的。在上述假定下，作者对企业从生产率和固定成本的交互作用分析了企业进行FDI和出口的行为。研究发现，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会选择FDI，次有效率的企业进行出口，而最无效率的企业进行内销。作者还计算了出口相对于FDI的比例，发现该比例随着运输成本的上升而下降，随着fI
 －fX

 （定义为工厂水平的规模经济）的上升而上升，随着生产率分散程度的上升而下降。他对美国制造企业的实证分析支持了其理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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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ple（2008a）利用Melitz（2003）以及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的基本思想分析了企业异质性和跨国活动区域地理分布的关系。在一多国、存在垂直和水平一体化跨国公司模型中，跨国公司在国外市场上组装其最终产品有三种可选策略：（1）本国组装和区域间贸易；（2）在国外中心区域组装和区域内贸易；（3）在国外每个区域都组装和无贸易发生。一旦跨国公司确定了最终产品的组装地点，它必须确定中间产品的生产地点。中间产品的运输成本很高且不同的中间产品的运输成本存在差异，因而中间产品的生产区位的选择也存在差异。作者的分析表明，国外市场份额大的企业相对于国外市场份额小的企业其生产组织模式很不相同。国外市场份额小的企业在国外中心区域生产最终组装和生产中间产品，而份额大的企业在国外许多国家都组装产品并在国外中心区域生产中间产品。

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的这一模型具有广泛的应用，如Helpman（2006，JEL）所言，这一模型在贸易自由化（Helpman et al.，2008，Helpman，2006）、产品技术采用（Acemoglu et al.，2007）、企业的复杂一体化策略（Grossman，Helpman & Szeidl，2003b）、贸易流动的引力模型（Helpman，Melitz & Rubinstein，2005，2007）等方面都得到了应用。但是，这一模型的缺点在于，它只考虑了最终产品的贸易和FDI，而没有考虑中间产品上的贸易、FDI和外包。

三、异质企业内生边界

在过去的几十年，无论是国内还是在国外，中间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猛。可以说，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之所以高于各国GDP的增长速度，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中间产品贸易的迅速增长（Feenstra，1998; Yi，2003）。中间产品作为生产最终产品企业的中间投入，其贸易引发了所谓的外包问题。当中间产品可进行贸易时，企业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获得中间产品（投入）：（1）自己生产中间产品；（2）将中间产品外包给本企业之外的其他企业生产；（3）直接在市场上购买中间产品。企业如果自己生产中间产品，既可以通过本身生产，也可以将其交给本企业的分支机构生产。企业如果将中间产品外包给本企业之外的其他企业生产，既可以通过定制（customization）的方式（即要求接包方严格按照本企业的中间投入要求进行生产）进行，也可以通过非定制的方式（即只同接包方签订一个一般的合约，接包方按其产品生产标准进行生产即可）进行。我们将前者称为合同外包，而后者称为一般外包（Feenstra & Spencer，2006）。在区位的选择上，企业即可以在本土生产或者外包中间产品，也可以在国外生产或者外包中间产品。这样，在实际中，企业全球的组织模式及跨国企业的内生边界问题就自然产生了。这样的问题的解决，仅用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和固定成本的差异是难以完全解释的。

这种跨国企业全球生产组织模式的选择问题，本质上是企业何时将生产放在企业内部进行、何时将生产放在企业外部进行即企业内部化决策问题。如果将服务（包括生产、销售、专利或者商标许可等）也看做中间产品，则我们可以将最终产品也看做中间产品，因而企业为实现最终利润，其必然要完成包括中间投入的生产，最终产品的生产，运输、销售、结算等一系列的中间环节，这些环节可称为任务（task）（Grossman & Rossi-Hansberg，2008a，2008b; Holmstom & Milgrom，1991）。

综上，我们可以将跨国公司的组织决策分为如下几类：（1）在本国企业内生产所有任务；（2）在外国本企业的分支机构进行生产某些或全部任务（FDI）；（3）合同外包给本国其他企业生产某些任务（本国合同外包）；（4）一般外包给本国其他企业生产某些任务（本国一般外包）；（5）合同外包给外国本企业分支机构外的企业生产某些任务（合同离岸外包）；（6）一般外包给外国本企业分支机构外的企业生产某些任务（一般离岸外包）；（7）在本国即期市场购买某些任务；（8）在外国即期市场上购买某些任务。

我们将（1）和（2）称为企业的一体化策略，（3）、（4）、（5）、（6）称为企业的分离化策略，（3）、（4）、（5）、（6）、（7）、（8）又可统称为企业的外部化策略。如果（2）中外国本企业的分支机构生产所有任务，则（2）称为企业的水平一体化策略，相对应的FDI称为水平型FDI；如果涉及的只是部分任务，则（2）可称为企业的垂直一体化策略，相对应的FDI称为垂直型FDI。而（8）则涉及企业的进口问题（当然与之对应的为出口）。（3）、（4）、（5）和（6）中本企业分支结构外的企业同本企业可以有也可以没有股权关系，它们之间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关系网络将它们联系起来（Qiu & Spencer，2002； Spencer & Qiu，2001）。因此，上述归类基本上囊括了跨国企业的全球组织决策。所有这些决策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跨国企业在贸易、FDI、外包上的所有权决策和区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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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全球组织决策问题显然是与企业边界问题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一个构成部分。显然，跨国企业在全球组织决策的目标是为了获取专业化的利益。通过在全球进行组织决策，各国的不同行业的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专注于某些任务的生产并生产恰当数量的任务。它同全球市场一体化相结合，即可使得全球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因此，本质上来说，跨国企业全球组织决策有助于解决全球市场失灵问题。

尽管上述问题十分有趣，但不幸的是，上述问题并不能在传统贸易理论框架内得到解决。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产业组织和合约理论来考察跨国公司的全球组织问题，由此得到了很多具有洞见的结果。跨国公司全球组织问题的核心概念乃是关系专用型投资、不完全合约和搜寻与匹配。这一领域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利用企业边界理论来解释跨国公司的垂直一体化、外包和市场交易行为。第二类考察跨国公司在一般外包、合同外包和市场交易之间的选择。第三类主要着眼于国际外包是由成本推动还是国家其他方面的差异如制度质量差异所推动。所有这三类文献的分析方法大都来源于产业组织理论和合约理论，包括交易成本经济学、不完全合约理论、激励系统理论、授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本节将主要对基于上述理论的跨国组织的相关研究进行介绍，同时也介绍一些利用其他理论对其进行的研究。


（一）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方法的相关研究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最先来源于Coase（1937），而后由Williamson（1975，1985）对其进行了重要的拓展。交易成本经济学将企业和市场看做具有平等地位的配置资源的方式。根据该理论，企业的存在和企业的边界问题都由市场的交易成本所决定。当市场交易成本太高时，有些生产和交易活动将在企业内部进行。在极端情形，一体化通过消除交易成本而达到企业内投资的有效水平。Williamson（1975，1985）通过将交易和交易成本具体化Coase（1937），形成了所谓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在他看来，资产专用性、机会主义、有限理性、交易频率、不确定性等共同影响和决定了企业的一体化策略。特别地，Williamson说明了当交易双方需要承担关系专用性投资或关系专用性资产时合约黏性（包括再谈判和合约调整）是如何导致投资不足的。资产专用性意味着在再谈判阶段，交易双方不能无成本地同合约之外的交易方进行交易，而部分地或者完全地被锁定在双边关系中。双边讨价还价和沉没成本由此导致了事后的非有效性。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个不足之处是没有考察公司内交易的成本。它没有解释，当市场体制不完全时，为什么市场上不只有一个一体化的企业。交易成本经济学只是简单地假定实行一体化时仅存在外生治理成本。

Ethier（1986）首先在Dunning折衷生产理论基础上对跨国公司的内部化决策进行了内生建模分析。根据Ethier（1986）的观点，跨国公司公司内部交易和公司外部交易的区别在于，在跨国公司外部交易中，跨国公司总部不能通过同下游生产者或者分销商一个完全的保证事后有效合约从而在他们身上抽取所有剩余。在这样的情形下，总部的境况可能从一体化下游生产者中得到改善。有趣的是，Ethier（1986）发现，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内，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相差越小，一体化对跨国公司来说越有吸引力。这一结果同Helpman（1984）的结果相反。这说明在不完全合约的世界中，一体化决策和国际生产组织的模型的结果可能不同。

Mclaren（2000）以及Grossman和Helpman（2002a）利用交易成本方法建立了另外的一般均衡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他们强调了事前非有效性或者敲竹杠非有效性。在模型中，供应商承担关系专用投资，该投资能提高最终产品生产者销售的产品的价值。这些模型中关键的交易成本假定是当最终产品生产者一体化供应商时，它必须在合约中规定中间产品的购买价格，而在外包情形则有激励在事后讨价还价阶段压低中间产品的购买价格（对供应商的酬劳），从而对供应商敲竹杠。预料到最终产品生产商的事后敲竹杠，供应商事前将减少投资水平，从而导致投资不足。虽然一体化存在成本，但当敲竹杠问题很严重时，一体化可能是最优的。跨国公司是否对供应商进行一体化的组织决策影响了中间投入到最终产品的生产。

Mclaren（2000）、Grossman和Helpman（2002a）发现，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决策对剩下的非一体化的双边关系呈现负的外部性，原因在于一体化减少了中间投入市场的供给。前者的机制为缩小的中间投入市场减少了供应商的时候收益，加剧了敲竹杠的可能；而后者的机制是缩小的中间投入市场减少了供应商获得（匹配黏性）匹配的可能。由于这种外部性，即使对相同的国家和产业也可能存在不同的（多重）均衡。他们的模型解释了为什么贸易开放可以通过扩大中间投入市场的范围而导致在世界范围内FDI向十分不同的产业流动，从而提高了世界福利，使各国从贸易中受益。这同传统贸易理论的观点是不同的。（Mclaren（2000）明显地给出了这一结果，而Grossman和Helpman则在其后续工作Grossman和Helpman（2003b，2005a）中得到了拓展。Grossman和Helpman（2005a）在类似框架下考察了跨国公司在中间投入的国内和国外外包之间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而Grossman和Helpman（2003a）则比较了跨国公司在中间投入的FDI或者国外外包之间的选择。Helpman（2006）则对这些论文的结果给出了一个总结。换句话说，跨国公司的内生组织决策对一国的贸易自由化过程具有重要影响。Mclaren（2000）以及Grossman和Helpman（2002）还分析了跨国公司的另一种组织决策，即供应商在多大程度上修正自己生产的中间产品并提供给潜在的购买者。Spencer和Qiu（2001）、Qiu和Spencer（2002）、Chen和Feenstra（2008）也利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方法对跨国公司的组织行为进行了相关研究。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交易成本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市场容量。市场容量越大，最终产品生产商与中间投入品相互匹配的概率就越大，因而外包相对来说将比垂直一体化更有优势。这方面的研究很少。Hubbard（2001）对一国内部市场运输业制造或购买的企业组织问题与市场容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而Grossman和Helpman（2005b）则将其拓展到跨国公司组织。

另一可能富于成果的研究方向是考察知识的非专用性对跨国公司内部化决策的影响。过去若干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敲竹杠问题对内部化决策的影响。而英特尔公司的例子说明企业担心技术扩散而非双边敲竹杠问题是一体化的主要原因。Ethier和Markusen（1996）首先应用交易成本方法试图将知识的非专用性嵌入进跨国公司一般均衡模型，其中FDI的动机在于防止知识扩散。


（二）基于不完全合约理论的相关研究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如果两个企业存在高度专用性的投资，则通过一体化就可以减少潜在的敲竹杠或者机会主义行为的危害。但一体化并不能减少机会主义，且交易成本经济学也没有分析一体化的产权结构：如果两个企业都投入专用性资产，那么一体化应该由谁来拥有各种权力如企业的所有权呢？Grossman和Hart（1986）、Hart和Moore（1990，1999）、Hart（1995）以及Segal（1999）所发展的新产权理论（也称GHM理论）认为，交易成本经济学具有上述缺陷的基本原因在于没有考察企业一体化的成本和收益，因而难以解释企业的边界（规模）问题。为此，GHM理论将企业一体化的成本和收益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它假定所有权是不完全合约世界中企业权力的来源。更具体地，当合约未规定的偶然事件发生时，持有企业实物资产（机器、建筑、发明、专利、版权等）所有权的一方拥有剩余控制权，且能决定这些资产的使用以最大化其收益。Grossman和Hart（1986）表明，在这一假定和存在关系专用性投资的假定下，企业的边界是内生决定的，一体化的成本和收益是内生的。在GHM分析框架之下，交易的各方在收益实现后实行收益分配的讨价还价。然而由于合约的不完全性，卖方或供应商有激励降低质量来节约成本或因收益不足导致投资不足，从而使得买方效率受损。而对于卖方或供应商来说，由于资产专用性，中间产品在生产后不能用于其他用途，面临被买方或最终产品生产商“敲竹杠”的问题进而导致企业投资不足。因此，双方必须设计出一种最佳的产权结构来保证双方收益联合最大化，不同的产权分配会通过平均投资收益来影响投资水平。根据GHM框架，在一体化情形下，有剩余控制权的企业为获得事后更大的剩余会投资过度，而被控制的企业会投资不足。在非一体化情形下，双方的收益分配相对比较均等，因此双方的投资在某种程度上不存在过度或不足的情形。因而当一个企业相对于另外一个企业更加重要时，一体化是最优选择；而当双方同等重要，双方应该都拥有所有权。在另外一种情形下，如果双方的人力资本都是不可或缺的，则产权结构将不重要。

首先将不完全合约理论应用于国际贸易的研究的应归功于Grossman和Helpma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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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产业结构均衡框架下从不完全合约和资产专用型的角度考察了企业外包和一体化决定。在该模型中，差异性产品可以由一体化企业完全生产或者是由一对最终产品生产商和中间产品供应商联合生产。进行一体化的企业会因为专业化程度不高和较高的管理成本从而面临较高的生产成本，而利用专业供应商的中间投入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虽然面临较低的生产成本，但是会因为资产专用型和不完全合约面临生产不足的问题。一体化过高的管理成本和外包事后议价导致的效率不足问题使得企业在一体化和外包之间进行选择。因而作者还分析了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其他参数对企业均衡组织模式的影响，以及这些均衡同有效配置模式的差异。然而上述的研究没有考虑企业异质性对不同组织模式的影响。随着企业异质性在理论和实证上的作用凸显，Antras和Helpman（2004）在Antras（2003）不完全合约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Melitz（2003）模型中的不完全竞争和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以此来分析跨国企业在外包和一体化上的决策。在模型中，作者假定：（1）经济中存在两个国家（N和S）和两个产业，每个产业的最终产品的生产需要两种专用投入h和m
 。每个国家只有一种要素即劳动要素。（2）两国代表性消费者的偏好相同。（3）最终产品和总部服务h
 只能在北方生产，而中间投入品m
 可在南方也可在北方生产。每个最终产品生产商为生产最终产品需要投入中间产品m
 。中间产品的生产可通过选择该四种组织模式来进行：北方一体化，北方外包，南方一体化，南方外包。（4）选择这些组织模式的固定成本分别为[image: ]
 ，k
 ∈{V，O
 }，l
 ∈{N，S
 }。其中，k
 表示组织模式，l
 表示生产区位，V
 和O
 分别表示一体化和外包，N和S分别表示国家N和S。且有[image: ]
 >[image: ]
 。在企业投入固定成本后，它观察到自身生产率θ
 。（5）南方的要素工资低于北方的要素工资。（6）最终产品生产商和中间产品m
 生产商所签订的外包合约是不完全的，因而存在敲竹杠问题。（7）最终产品生产商和中间产品m
 生产商首选选择组织模式，然后进行h
 和m
 的专用要素投资。在中间产品生产出来后，双方进行纳什谈判，以确定最终产品销售实现的利润的分配份额。如果谈判成功，双方将中间产品结合生产处最终产品并实现利润。如果谈判破裂，双方各自在市场上选择其他合作伙伴。在这样的设定下，Antras和Helpman（2004）考察了最终产品生产商的外包和一体化及其区位决策。他们发现，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在国家S选择一体化生产，生产率其次的企业在南方进行外包，生产率再次效率的企业选择在国家N进行一体化，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在国家N外包，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退出市场。因此，企业组织模式的选择是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平衡的结果。一体化能提高可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但却带来了固定成本的提高。Antras和Helpman（2004）还分析了外包同要素价格（工资）、生产率分散度和总部服务密集度以及运输成本的关系。在生产率分散度大、工资较低、总部服务密集度低的国家，离岸外包更为普遍。此外，当运输成本降低时，离岸外包程度将上升。Antras（2005a）的模型结构基本类似Antras（2003）、Antras和Helpman（2004），只是在该模型中考虑了一个产业的资本密集度随着时间推移时最终产品生产商在国家N一体化、在国家N外包、在国家S一体化、在国家S外包和与国家S的中间产品供应商直接发生市场交易五种情形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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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这样的设定下，Antras（2005a）拓展了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其基本结论是，由于不完全合约的存在和低技术要素产出弹性的增加（资本密集度降低），最终产品生产商将依次采取在国家N一体化、在国家N外包、在国家S一体化、在国家S外包以及与国家S的中间产品供应商直接发生市场交易五种组织形式在全世界组织生产。因此，跨国公司的组织决策是合约不完全性和技术进步（产品标准化程度增加）的必然结果。

Grossman等人（2003b）在三个国家的世界中利用上述分析框架分析了跨国公司的最优组织决策问题。在其模型中，每个跨国公司的最终产品是由总部服务和中间产品联合生产的，其中总部服务必须在本国提供，而中间投入产品可以在三个国家进行生产。企业根据生产率、各种进入和生产固定成本、运输成本、可变成本等决定企业的最优组织模式：是选择FDI、外包还是出口。类似于Grossman等人（2003b）、Antras和Helpman（2006，2008）在Antras和Helpman（2004）的分析框架下引入合约黏性分析了跨国公司组织决策的问题。模型假设最终产品生产需要用到总部服务和中间产品组件。企业对于中间产品的生产既可以选择进行一体化生产，也可以选择外包。如果选择外包，则需要选择是在国内外包还是国外外包。不同总部服务和中间产品的合约黏性是不同的，部分中间投入是完全合约的，部分要素是非完全合约的，最终产品生产商和中间产品供应商需要就不完全合约的中间产品进行特定投资。国家在合约制度质量也是有差别的，会影响产品的合约黏性对企业组织模式的选择。作者发现在给定最终产品生产商的生产率异质性和国家的合约制度质量不同的情况下，一国的合约制度质量越好，合约程度越高，离岸外包越普遍，但相对会减少FDI和国外外包的活动。在这样的设定下，作者得到了最终产品生产商的全球组织与生产率和合约黏性的关系。这一结果应用与交易成本方法得到的结果不同。Acemoglu、Antras和Helpman（2005，2007）又进一步在Antras和Helpman（2006）的基础上引进了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技术互补性，并利用合作博弈的方法对企业组织同生产率的关系等一系列主题进行分析，得到了类似结果。

在GHM理论框架下，Feenstra和Hanson（2005a）考虑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加工贸易企业上的决策问题（FDI或是外包）。但除了企业的所有权之外，他们认为影响跨国公司外包和FDI的因素还有原材料的采购权，合约的不完全性和跨国公司的讨价还价能力会影响这两种权力在跨国公司和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管理者之间的配置。这意味着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跨国公司的一体化和外包决策的所考虑的权力配置不仅仅是一种（所有权）而有两种（采购权和所有权），从而拓展了跨国公司组织的分析。文章表明，跨国公司和中国加工贸易管理者倾向于分治两种权力：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跨国公司持有所有权而中方持有原材料采购权。作者还论证这一权力配置模式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尤其普遍，原因在于其市场厚度大，合约成本（合约不完全性）程度较低。他们还利用中国分省产业水平的加总数据估计了中国不同区域的合约不完全程度和跨国公司的讨价还价能力。基于类似的分析方法，Feenstra和Hanson（2005b）还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合同外包（供应商在跨国公司所在国）、一般外包（供应商不在跨国公司所在国，即国内外包和国际外包，只是国内供应商可以在本国生产也可以在外国进行FDI以生产中间品）和出口（即国内外包和国际外包）上的决策，其中，供应商为了生产跨国公司所合同约定的产品时需要投入关系（专用）投资然后进行中间产品的生产。临近性和外国工人的技能使国外合同外包产品数量和种类比一般外包增长得快。作者利用距离来测度临近性，利用中国各省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加工贸易出口的数据实证分析了这一关系，发现上述结论是成立的。在上面的模型中，中外方对最终总剩余的讨价还价能力仍然是外生给定的，但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可能受到双方在签订采购权和所有权配置合约之前的投资影响。因为双方在合约签订之前的投资会增加双方的保留支付。如果它增加了一方的保留支付，则其在最终利润分配中的讨价还价能力可能就越强。基于此观点，Zhang（2008a）进一步考察了事前的专用投资对双方讨价还价能力的影响。他假定在双方签订加工贸易合约之前需要决定是否要投入数量为k
 和f
 的固定（沉没）成本，其中k
 用以增强投资方的采购（学习）能力，而f
 用以增强投资方的加工能力。如果一方投资了k
 而另一方未投资k
 ，则采购权归投资方所有；如果双方都投资了k
 ，则双方各持有50%的采购权；如果双方都不投资k
 （投资量为零），则作者假定双方将不签订加工贸易合约而转向市场交易。类似的假定对固定成本f
 的投资也成立。这样，双方的博弈策略组合有16种。不同的策略组合分别对应了一体化、外包、策略联盟、合资企业和市场交易。他论证了：（1）资产专用性越高，加工贸易企业一体化程度越高，即企业原材料采购权和所有权将越可能归一方所有；（2）资产专用性越小，加工贸易越可能实行外包；（3）对某些资产专用性水平，加工贸易一体化和外包会同时存在，但随着资产专用性的降低，一体化将消失。这一结果与Antras（2003）、Antras和Helpman（2004，2006，2008）以及Acemoglu等人（2007）关于一体化和外包与资产专用性之间的刀锋性质的结果是不同的。Zhang（2008b，2008c）以及Zhang和Zhang（2008）在其他方面进一步对跨国公司在中国加工贸易的组织性质进行了分析。

Grossman和Helpman（2005a）在不完全合约框架下考察了跨国公司外包的区位选择问题。同Antras（2003）不同的是，作者考虑了跨国公司搜寻外包伙伴的活动（成本）、外包伙伴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以满足跨国公司的专用化要求以及双方都需进行专用化投资。作者发现，国际规模会影响市场厚度，从而跨国公司更愿意在规模较大的国家搜寻供应商，搜寻技术影响成本和匹配成功的概率，专用化生产技术决定了外包伙伴关系专用投资，合同环境（合约不完全程度）影响专用投资。这一模型同Grossman和Helpman（2002a）不同的是，后者仅考虑了制造和购买而没有分析制造和外包的区位问题。

在不完全合约环境中跨国公司组织决策和各国贸易政策的关系方面，Antras和Staiger（2008）首先沿该方向做了一些工作。他们考察了事前产品定制、事后合约再谈判是如何通过双边讨价还价而非市场出清条件确定产品价格的。分析结果表明，即使国际价格不变，当地产品（或要素）价格变动导致的贸易政策变动对其他国家具有溢出效应，因此得出了与传统的贸易协定的贸易条件理论不同的结论。此外，Antras和Foley（2009）进一步在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下分析了跨国公司的FDI和外包问题。他们分析了ASEAN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跨国公司活动影响并建立了一个简单模型。模型包含三个国家，其中两个国家可能达成区域贸易协定，而跨国公司在第三国。作者发现，当两国达成区域贸易协定贸易成本下降时，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在这两区域的净进入增加了，跨国公司在这里并提高了原有在这两国的分支机构的FDI规模。此外，Antras和Rossi-Hansberg（2009）、Altomonte（2007）、Narula（2001）、Montout和Zitouna（2005）等也对区域贸易协定对跨国公司组织决策的影响方面进行了研究。

其他在不完全合约框架下考察跨国公司组织的相关研究还有Schwartz和Assche（2005）、Assche和Schwartz（2008b）、Hauswald和Hege（2006）、Qiu和Yu（2007）等。最近一些研究对基于产权理论所建立的理论模型得到的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除了Feenstra和Hanson（2005a）之外，还有Yeaple（2006）、Defever和Toubal（2007）、Tomiura（2007）、Bernard等人（2008）以及Nunn和Trefler（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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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些研究只是对产权理论框架下组织和贸易模型的某些特殊预测或者变形的模型进行检验，而非检验结构模型。而且这些检验使用的是产业水平的数据，而非公司水平的数据，因此这些检验存在计量模型设定方面的偏差。未来的研究努力应该集中于此方向。


（三）基于激励系统理论的相关研究


激励系统理论的基本思想可溯源于Alchian和Demsetz（1972）。根据他们的观点，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必然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Holmstrom（1982，1999）、Holmstrom和Tirole（1989）、Holmstrom和Milgrom（1991，1994）、Holmstrom以及John（1998）进一步将这一思想模型化并发展了所谓的激励系统理论。该理论将企业视为一系列激励所构成的系统，在其中委托人设计最优合同以便在低成本监督下诱使代理人或者管理者付出努力。而企业的规模（边界）即由监督成本最小化所确定。一般来说，根据该理论，在企业外（如外包）的监督成本高于企业内（如一体化）的监督成本。

Grossman和Helpman（2002b，2004）对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和外包及其区位选择进行了考察。他们假设企业委托人受其与供应商达成的合约的特征约束，其主要结论是企业组织模式同生产率有关，且作者还对不同的组织模式同生产率的对应给出了详细说明。作者还考察了贸易成本对外包和FDI的影响。其结果同Antras和Helpman（2004）的结果有所不同。根据他们的结果，最有效率的企业在国家S一体化，次有效率的企业在国家N一体化，再次有效率的企业在国家N或者S外包，最无效率的企业退出生产。这一结果同Antras和Helpman（2004）不同的原因在于，在Grossman和Helpman（2002b，2004）中，企业组织模式是由管理可变成本和要素可变成本的平衡所决定的。

在某些情况下，管理者可能很容易激励工人。例如，当工人的酬劳根据可观测或者可检验的变量确定，而这些变量受工人的努力决策影响。激励系统理论强调了偶然性因素对工人激励的影响。为什么贸易自由化会影响激励的强度（工资合约的斜率）以及激励强度的内生变动是如何影响经济体对贸易开放的响应这一问题目前仍理解较少。Grossman和Helpman（2004）以及Vogel（2007）首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解答，但这一领域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四）基于授权理论的相关研究


另一类企业组织决策与决策权在雇员之间的配置有关。当合约不能规定雇员（努力投资决策）时，管理者必须在将决策权授予雇员和自己控制决策权之间作权衡。前者的优点在于能激发雇员的工作积极性，因而支付更高的努力，但管理者也可能认为授权并不必然导致最优结果；而后者的优点在于能够对生产过程进行全程控制，但缺点是可能抑制雇员的工作主动性。因此，决策权在雇员与管理者之间的配置会影响要素投入和最终产出。这一问题首先由Aghion和Tirole（1997）进行分析（称为授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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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分析垂直一体化组织模式的信息和知识创新在企业中的作用以及企业内部权力在中间投入品生产中的作用时尤其有用。该理论后由Puga和Trefler（2002）以及Marin和Verdier（2008a，2008b）应用于一般均衡模型中。相关的研究还有Marin和Verdier（2002，2003a，2003b，2008a，2008b，2008c），Rajan和Zingales（2000，2001），Rajan和Wulf（2006），Bloom、Garicano、Sadun和Reeden（2009）。在方法上稍有不同但思想基本相似的研究还有Antras、Garicano和Rossi-Hansberg（2006a，2006b），Garicano和Rossi-Hansberg（2003，2004，2006），Garicano（2000），Garicano和Santos（2004）。这些文献在各个方面考察了授权、层级、团队生产等主题，得到了有关全球经济中跨国公司组织许多有意思的结果。

Puga和Trefler（2002）在不完全合约框架下考察了知识创新和组织控制的关系。在本章的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率。他可以自己创新，也可以通过选择代理人参与创新，创新实现后，他可以自己选择利用何种创新来生产，也可以让代理人选择利用创新来生产。在利润实现后，双方都可以通过诉讼来获得较大的利润份额。在这样的模型设定框架下，作者分析了委托人和代理人在创新、选择创新的组织选择，还分析了波恩飞机公司的区位选择和阴极射线管产业的创新模式。

Marin和Verdier（2003a）则考察了贸易一体化在企业特征变动中的地位。作者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导致了人才战，从而使一体化世界经济中的组织均衡表现为企业控制降至需要更低人力资本管理的企业的水平。此外，贸易一体化将导致外包浪潮，而各国的公司文化将趋同。Marin和Verdier（2008a）在Krugman（1980）贸易模型的框架下引入异质性企业和内部层级，建立了一个分析国内外企业差异和国家以及企业所面临的贸易环境与企业特征之间的关系的模型，其出发点是在一国内部和不同规模的国家间的公司组织存在显著差异。大国的企业相对于小国的来说一般较大但公司层级更为分散，大国的企业相对于小国的企业其层级调整得更快。此外，一国内公司的差异性同公司规模和生产率的差异的结构正向相关。这一模型能同时确定企业的组织选择和企业规模及生产率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以及企业内部各种力量平衡的结果最终导致企业层级的分散化。贸易进一步使企业间再配置偏向更有生产率的企业，在这些企业中，CEO具有更大的权力。基于660家澳大利亚和德国公司的唯一数据集，作者对前面的结论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强烈地支持这些结论。Marin和Verdier（2008c）考察了企业公司组织的选择是如何影响企业业绩和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特点的。作者建立了一个企业组织选择影响企业规模和生产率差异的模型。通过将企业组织选择引入Krugman-Melitz-Ottaviano国际贸易模型分析框架，发现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取决于谁（总部或者中层管理者）在企业中拥有权力。作者还进一步考察了两种贸易调整的边际收益——监督和组织边际收益。作者还发现，国际贸易是否会提高产业加总生产率取决于何种边际收益占主要地位。此外，贸易还可能使企业选择鼓励知识创新和较少采用价格及成本竞争的组织模式。

Bloom、Garicano、Sadun和Reeden（2009）在Garicano（2000）的模型的基础上对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企业组织（雇员禀赋和工资不平等）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作者认为，如果管理层级用于获得和转移知识和信息，则降低信息成本的技术使个体获得更多的知识并传递给低水平的个体；反之，降低通信成本的技术则将导致个体知识与管理者之间的替代，从而导致企业更加集中。作者利用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的原始数据考察了信息通信技术对工人自治、厂商管理者自治和控制范围的影响。结果发现更好的信息技术的确与自治和控制范围正向相关，而更好的通信技术则与工人和管理者的自治负向相关。该结果关于不同规制制度所导致的跨国无线通信成本的外生变动是稳健的。

其他的相关研究也在各个层面考察了跨国企业组织和授权等问题，但由于其方向十分分散，因此略去介绍。


（五）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研究


还有一种对企业所有权决策进行建模的方法是将在两国的企业之间引入不完全信息。如Markusen（2002，ch.13—15），建立了几个不完全信息的企业所有权决策模型。其中一种情形（Horstmann & Markusen，1987），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的质量被假定为不能为消费者完全观测，因此跨国公司必须使用某些资源以维持质量声誉。如果跨国公司与一个外国企业签订生产合约，则后者将有激励在生产活动中偷懒，因而跨国公司必须与后者分享一部分租金以防止这种偷懒。如果这种租金过高，则跨国公司将在该国设立自己的分支机构。在另外的模型中（Ethier，1986; Ethier & Markusen，1996； Markusen，2001），信息的不完全性来自跨国公司外国分支结构管理者的学习生产技术并离开企业。同样，跨国公司需与管理者分享一部分租金以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如果租金过高，则跨国公司将设立自己的分支机构并自己进行管理。

上述两类模型都建立在道德风险模型的基础上，其中外国企业管理者或者企业会采取不为跨国公司所观察到的行动，而跨国公司需支付一部分租金以防止这类行动。第三类模型（Horstmann & Markusen，1996）基于逆向选择模型建立了一个模型。其中，外国代理人具有外部（本国）市场条件的信息，而跨国公司没有。如果跨国公司同外国代理人签订一份专利使用权转让协定，则跨国公司必须让出一部分租金给代理人，以诱使代理人报告外部市场条件的真实信息。如果租金过高，则跨国公司将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Rauch和Trindade（2000）基于Casella和Rauch（2002）的工作提出了另一个逆向选择模型。该模型允许实行一体化的企业之间分享彼此关于本国市场的信息。例如，不同国家的企业形成的合资企业使得合资的每一方都能分享在对方国家内有关供应商和分销网络的相关知识以及参与合资的各方所拥有的无形资产。但寻找好的合资伙伴存在内在的不确定性。形成匹配的效率决定了市场实现一体化的程度，即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程度。该模型没有在道德风险或者不对称信息框架内求解，但依赖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匹配。


（六）其他相关研究


很多学者利用各种方法对跨国公司组织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利用委托代理模型的相关研究有Baggs和Bettignies（2006）以及Antras、Desai和Foley（2007）。Garetto（2008），Gangnes和Assche（2004），Assche（2003，2004，2008a）等分析了定制生产和弹性生产（对应于Feenstra & Spencer（2005）的合同外包和一般外包）中间产品情形下产业的组织模式，得到了关于跨国公司组织十分有趣的结果。这些结果有些与前面所述的各种结果不同。例如，Assche（2004，2008a）在垄断竞争模型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分析模块化生产网络的理论模型。在此模型中，消费者消费差异性最终产品，每种差异性最终产品的生产需要中间投入。中间投入既可以使用完全理想的专用投入（完全产品设计），也可以使用非理想的中间投入，再借助本土的劳动力完成最终产品生产（模块产品设计）。企业需要同时决定采用哪种方式进行中间产品生产，以一体化或理想外包或一般外包的组织模式在北方或南方进行生产。

在这一框架下，模型存在三种成本的平衡：（1）外包导致的边际成本的下降，而一体化导致建立分支机构的固定成本增加；（2）理想专用化生产的中间产品虽无修改成本但具有较高的平均成本，而标准投入产品则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收益（具有较低平均成本单需支付定制成本）；（3）生产标准化产品具有广泛的市场但生产定制化产品则具有较高的单位附加值。此外，Rossini、Lambertini和Maggiore（2003），Qiu（2006）也对定制生产和弹性生产进行了有趣的分析。Grossman & Rossi-Hansberg（2008a）则在HO框架下分析了跨国公司的分段生产及其区位选择问题。

上述分析大多在比较静态分析框架内考察问题。在跨国公司的动态组织上，Costantini & Melitz（2007）采用动态规划方法考察了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之前创新的选择及企业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进入、推出和创新选择的调整。作者还分析了企业水平生产率的演化状况及其创新在成本和收益间的平衡动态。而Rebitzer & Taylor（2006）对以知识作为主要资产的大型法律企业的两种组织模式（业绩突出的律师变为合伙人以及赢得官司的律师获得企业剩余）进行了理论上的考察和实证分析，他们建立了一个动态合约模型，给出了资产为知识的企业组织模式的一种分析框架。Friedman & Fung（1996，JIE）则利用演化博弈的方法分析了美国雇员制和日本终身制两种代表性企业内部组织模式与企业利润率的关系。作者发现，企业利润率同企业间模式的分布和外部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作者发现，一国企业组织模式一般是单一的。作者还分析了两国之间贸易对国家产出和要素投入的影响。作者发现，当贸易壁垒充分低时，非有效的组织模式会替代有效的组织模式。

在实际中，很多跨国公司同时生产多种产品而非单一产品。这样的企业成为多产品跨国公司。有关多产品企业的竞争分析的文献十分丰富。在国际贸易方面，Baldwin & Ottaviano（1998）在多产品跨国公司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框架下分析了跨国公司在FDI和贸易之间的决策。多产品公司要决定是否在两个国家进行FDI或进行贸易，它首先要决定在每个国家生产多少种产品，然后决定每种产品的销售数量。由于FDI存在贸易增进效应，FDI与贸易结构将非常相似。

Feenstra & Ma（2008）在垄断竞争模型和异质性且有框架下考察了企业在产品范围（多产品）、市场力量和贸易开放的关系。当企业成本相同时，贸易开放使每个国家幸存的企业数减少但每个企业的产品范围将扩大。当企业成本不同时，每个国家幸存的企业数关于市场规模的敏感性很大。当贸易开放时，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但市场规模的扩大将减少企业在不同国家调拨产品（销售）的行为，并使每个企业的最优产品范围扩张。其结果，效率低的企业将退出，效率高的企业则留在市场内，在平均意义上，它们将生产更多种类的产品。Ma（2009）则利用Feenstra & Ma（2007，2008）的模型考察了多产品企业产品范围和组织模式的选择。一旦实现其生产率，企业需决定是否直接出口或者是与外国企业形成合资企业后再出口或者是在国内销售产品，然后企业再决定其最优的产品范围。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水平的数据，作者考察了企业组织决策同生产率的关系。作者发现，最有效率的企业与外国企业形成合资企业然后出口，次有效率的企业直接出口，而最无效率的企业不出口。效率越高的企业产品种类越多。

当跨国公司进行FDI、外包或者出口需要投入成本时，在不确定经济条件下，外包就可能成为一种风险分担机制。Kou（2004）从需求不确定性的角度对一国企业外包的原因提供这样的一个解释。在他的一国一企业模型中，企业面临不确定的需求。他发现，即在厂商的生产成本低于外包成本的情况下，外包依然可能出现，且企业可能会出现部分外包行为。另外一个基于相同思想但方法完全不同的分析是Alvarez & Stenbacka（2007），采用实物期权的方法，在一国模型中，假定企业的利润流服从几何布朗运动，但其生产需要投入沉没成本。在这样的设定下，发现企业利润流的不确定性（波动率）越大，企业生产中外包的比例就越大。这些结果和方法显然不同于现有文献的结论，他们指出了部分外包的存在以及即使企业自身生产成本高于外包成本，外包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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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这一思想拓展到多国包含所有权和区位决策且包含市场结构的分析中将会得到许多有意思的结果。而Desai et al.（2006）就政治风险对跨国企业在FDI、出口和建立合资企业的选择进行了分析和估计。

最后，Grossman & Helpman（2009）考察了工资外部性（相对工资差异对不同技能工人的效用造成影响）对企业资源配置和生产组织决策的影响。这一思想十分有意思，它第一次考察了外部性对于企业组织决策的影响。这一分析可能将对跨国公司组织的研究甚至是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拓展起着重要影响。

关于这些方面的分析结果的综述性文献，可见Antras（2005b）、Antras & Rossi-Hansberg（2008）、Spencer（2005）。Helpman（2006a，2006b）和Helpman et. al.（2008）。


思考题


1．简述国家比较优势与企业内贸易之间的关系？

2．简述企业内贸易的理论依据？

3．企业贸易行为差异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4．异质企业、FDI及区位选择是如何影响一国贸易的？

5．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内贸易的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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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国在多个国家经营的企业称为跨国公司，而由本国企业在外国的投资称为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可分为水平型跨国公司和垂直型跨国公司。垂直型跨国公司是指在一个国家设立总部但在另一个国家设立生产（分支）机构（工厂）的跨国公司，而水平型跨国公司是指在一个国家设立总部而同时在多个国家设立生产（分支）机构（工厂）的跨国公司。


[2]
 　在很多文献中，如Audet（1996），Campa和Goldberg（1997），Feenstra（1998），Hummels等（2001）以及Yeats（2001），都对跨国公司从产品设计、中间投入组装生产、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等一系列活动的外包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3]
 　他们以企业出口量在销售额中的比例作为横轴、企业数量在行业企业总数中的比例为纵轴作图，这一图形近似呈对数正态分布。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其数据分析是否统计上呈现这一分布，并计算出其均值和方差，并分析不同行业的均值和方差有何不同、不同国家同一行业的均值和方差有何不同。


[4]
 　Ghironi & Melitz（2004）发展了一个随机一般均衡包含贸易的模型。在该模型中，个人和企业的生产率都不同。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企业无论是否在国内外销售产品均存在沉没成本，从事贸易则有固定和可变成本。作者发现，只有最优效率的企业出口，生产率、沉没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外生冲击将导致企业在国内或者国际市场上的进入退出，从而消费者的消费产品也将变化。作者还用该模型分析了美国和国际经济周期问题。


[5]
 　Yeaple（2008b）在Helpman， Melitz & Yeaple（2004）的基础上推导出了结构计量模型，并利用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的美国跨国公司1994年的相关数据对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国家特征和跨国公司特征进行了分析。


[6]
 　Feenstra和Hanson（2005）甚至还考虑了跨国企业对其他控制权如采购权的决策。


[7]
 　在一国市场上，Baker & Hubbard（2003）在不完全合约的框架下考察了运输行业的组织同不完全合约和工作设计的关系。运输行业可能的组织有：（1）运输部门拥有汽车所有权和运输计划制定权；（2）客户拥有汽车所有权而运输部门有运输计划制定权；（3）客户拥有汽车所有权和运输计划制定权而运输部门提供运输服务（如搬运服务等）。


[8]
 　Puga和Trefler（2007）对合约不完全性和产品生命周期的联系给出了另一种解释。


[9]
 　分别对Antras（2003）、Antras & Helpman（2004， 2008）的相关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


[10]
 　类似的思想已经蕴含于Rosen（1982）以及Lucas（1978）之中。


[11]
 　但Aizenman & Marion（2001）也从不确定性的角度考察了FDI。Aizenman & Marion（2001）认为不确定性是影响企业更多地选择水平型FDI而非垂直型FDI的原因。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面临两种不确定性，即生产率随机冲击和东道国没收其FDI企业的资产，而水平型FDI更可能流向成熟市场、垂直型FDI更可能流向新兴国家。生产率冲击将导致水平型FDI企业生产率更高，而东道国政治风险冲击将更大地影响流向新兴市场的FDI。





第六章　从成本比较优势到制度比较优势：国家、企业组织与贸易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重大进步，目前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要对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进行完整的回答，需回答以下问题：第一，我国当前和未来贸易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如何，我国是否在理论上可能实现贸易的转型升级？第二，加快实现贸易转型升级的最佳政策设计是什么，它会带来什么样的贸易发展动态？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从中发现规律，获得参考。本章从重农主义的贸易理论开始，对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的文献进行介绍，重点介绍新新贸易理论的相关文献及对国家贸易发展的启示。


第一节　传统的贸易理论

一、重商主义

传统贸易理论体系下对贸易强国的评判最早是从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开始的。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一国富强的基础和财富的来源，农业既能够生产物质产品，又体现在物质财富的增加上，而工业只是更改资本的物质形态，并不生产任何物质财富，因而在这一时期，对一国强盛的评判是基于农业生产来衡量的。随着西欧封建主义瓦解和资本主义兴起，商业资本在促进国家发展和贸易起重要作用。围绕财富的评价以及相应的经济政策的变化产生了重商主义，它是早期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依据。该理论认为金银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一国拥有的金银越多，国家越富有；对外贸易是获得财富的唯一途径，政策应当鼓励出口，减少进口，促进金银的净流入。因此在该时期一国发展为贸易强国的路径是发展本国产业，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在成为贸易强国过程中都遵循了重商主义的思想，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二、绝对优势理论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其很多商品的生产都比他国更具有绝对优势，但很多原材料和低端商品则比其他国家具有绝对劣势，因此继续维护贸易保护政策越来越不符合其贸易利益。为此，亚当·斯密发展了贸易的绝对优势理论。该理论是基于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原则，认为各国可根据本国的有利条件即在某种产品上绝对低的生产成本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和生产，然后再进行交换，这样各国的资源都得到了充分利用且节省了成本，贸易使得各国的财富和生产率得到大幅提高。基于这样的思想以及英国工业产品的强大竞争力，英国开始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以其他国家为原材料来源地和工业品市场，从中获得了大量的贸易利益。然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认为这一理论有利于工业化国家利益最大化，却不利于落后国家的发展，原因是落后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很低，在和发达国家竞争时没有竞争力，因此，对于一些重要的但本国处于发展初期的行业，有必要实行“幼稚产业”保护政策，保护本国市场，以使其获得发展。在本国企业具有充分竞争力之后，即可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美国的汉密尔顿在美国的贸易发展过程中也提出了这一观点。而德国和美国也正是在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下顺利发展为贸易强国。

三、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

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论有其局限性，它不能解释当一国在各方面都比另一国家存在绝对成本优势时，贸易如何发生。

随着美国的独立，英国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原材料来源地和重要的工业产品市场。而德国、美国、法国的工业发展也对英国的工业产品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力。世界工业品供给的扩大和需求市场的相对缩小，使得一国不可能完全生产本国所需的所有产品。因此，除了加强对亚洲、非洲、南美洲等殖民地的掠夺外，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保证本国福利最大化成为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该理论认为贸易的产生不一定基于两国生产成本的绝对优势，当两国的劳动成本存在相对优势差别时，国际分工和贸易将成为可能，两国分别获得比较利益。

因此，英国只需发展其最具比较优势的产品即可获得最大利益。类似地，在瑞典，赫克歇尔和俄林则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放松了技术是决定劳动力成本的唯一因素，从各国在各要素资源如资本和劳动禀赋上的丰裕程度解释了各国生产成本的差异。根据这一理论，根据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来发展贸易，对参与贸易的国家都是有利的，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都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实施自由贸易。

四、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要素禀赋理论从静态角度解释了一国贸易发生的原因及其模式，因而通常也被称为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然而，这些理论在指导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当一国完全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和生产。在短期，这种贸易模式会带来部分贸易利益；然而在长期，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一国的经济可能会被锁定在低端环节，陷入贫困化增长。为此，一些学者提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综合考虑一国的贸易利得和经济增长，研究长期比较优势变化的决定因素以及其福利影响。该理论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是由其初始的要素禀赋条件决定的，然而也可以通过后天的要素禀赋积累、干中学、创新或技术进步等渠道人为地进行塑造。一国可以通过增加资本在要素禀赋中比例，使得其要素禀赋结构与发达国家类似，进而实现比较优势的转换（林毅夫、孙希芳，2003）。一国也可通过干中学积累学习经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Krugman、Gomory & Baumol（2000）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行业进入固定成本低的产业，通过干中学和低劳动力成本获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从而发展这些行业，进而提升本国的贸易结构（Brezis、Krugman & Tsiddon，1993； Brezis & Tsiddon，1998； Desmet，2002）。该理论解释了很大一部分现实例子，如日本、韩国的国际贸易发展。一国还能通过创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从而改变初始处于劣势地位的情况。这样，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就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结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可能的路径，即一国可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选择性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鼓励创新促进技术进步，实现贸易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增长。

第二节　国家、企业组织与贸易发展

跨国公司全球组织决策的经济蕴含是什么、它的宏观表现是什么、它将通过何种渠道来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从而影响国际贸易？当不同的企业组织行为存在差异时，我们可以通过更为综合的角度将国家制度、企业组织行为与国家在贸易上的比较优势进行统一分析，并得到国家贸易发展的若干洞见。

一、制度、比较优势与跨国企业组织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要么强调技术比较优势，要么强调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而几乎没有意识到一国的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等也可能是比较优势的来源。当我们从交易成本理论、不完全合约理论、激励系统理论、授权理论在跨国公司组织中的应用以及相关结果来看，一国的制度（包括法律、金融等制度）环境、基础设施和市场完全性也能成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

许多文献对国家制度质量和国家比较优势来源及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如Acemoglu、Johnson & Robinson（2001），Berkowitz、Moenius & Pistor（2006），Bloom、Sadun & Reeden（2009），Anderson James E： & Marcouiller（2002），Costinot（2009），deGroot、Dollar & Kraay（2003），Linders、Rietveld & Subramanian（2004），Khaled（2004），Leung（1995），Nunn（2007），Levchenko（2007），Ottaviano（2008），Rodrik、Subramanian & Trebbi（2004）等。

Acemoglu、Johnson & Robinson（2001）利用曾是欧洲各国海外殖民地的国家的道德水平的差异来考察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欧洲各国对在不同的殖民地采取不同的殖民政策，因而不同的殖民地的制度存在差异。许多这样的政策对这些殖民地国家的制度的影响持续至今。他们估计了非洲等殖民地国家的制度对每单位资本收入的影响，发现结果十分显著。因此，制度可能是一国优势的来源。Rodrik、Subramanian和Trebbi（2004）利用不同的方法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他们考察了制度、贸易和地理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发现制度比贸易和地理对收入水平具有更大的影响。

在制度比较优势的宏观研究层面，Feinberg & Phillips（2002）对Maksimovic & Phillips（2002）的模型的基本结论进行了计量分析。通过对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对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862家跨国公司在41个国家8106个分支机构总共34384个年度观测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分析，作者发现，影响跨国公司组织决策的主要因素是东道国市场规模、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制度）和签约有效性（合约环境）。Fierson & Marcouiller（2002）利用引力模型估计了拉美国家合同强制执行的不完全性及其效应，论证了不完全合同强制执行所带来的高昂的交易成本阻碍了拉美国家的贸易发展。合约强制执行的不完全性的效应类似税收。de Groot、Linders、Rietveld和Subramanian（2004）也利用引力模型对制度和贸易的关系进行了估计，发现国家之间的制度效率差异越大，双边贸易量越小。此外，Berkowitz、Moenius & Pistor（2006）发现，良好的法律制度使生产和出口复杂产品的出口者更具有比较优势，因而使生产和出口简单产品的出口者具有比较劣势。Dollar & Kraay（2003）则发现贸易开放和法律规则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但谁因谁果难以区分。在金融制度方面，Manova（2008）建立了一个企业异质性信用约束模型来解释国际贸易流动存在三个典型事实，即双边贸易净流动非零、跨国间出口产品数差异很大以及国家出口产品构成随时间变动。在该模型中，国家间和一国的不同部门间金融发展水平不同。实证结果支持了模型的预测：（1）金融系统发达的国家间双边出口的可能性更大，贸易量更大。这一结果在更需外部金融或者更少抵押资产的部门更可能出现。公司选择出口解释了信用约束对出口量影响的1/3，剩下的2/3可归结于公司水平出口的影响。（2）在金融敏感的部门，金融发达的国家出口的产品种类更多，且随时间的变化其出口结构变动较小。（3）信用约束导致了贸易秩序。当所有的国家都出口到大的经济体时，金融发达的国家贸易伙伴更多，它们同时也会出口到规模较小的市场，在金融敏感的部门尤其如此。所有这些研究都意味着一国的制度环境可能是比较优势的来源。

在制度、国家比较优势和跨国公司的微观研究方面，Costinot（2007）、Levchenko（2007）、Do & Levchenko（2007）、Nunn（2007）以及Smarzynska & Wei（2000）等对国家合约环境、跨国公司生产区位选择和国际贸易流动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即使没有分段化生产，生产区位和贸易流结构的形成也可能因合约黏性的不同而不同。特别地，当合约黏性所导致的跨国公司组织决策影响投入产出关系时，合约的不完全性可能成为比较优势的来源：具有良好合约质量（合约不完全性程度低）的国家将出口合约密集型产品。

Costinot（2007）建立了一个企业生产率由劳动分工决定，而劳动分工受合约环境和生产复杂性的影响的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具有更好的签约制度的国家在技术复杂的部门具有比较优势，其实证分析验证了该结论。Levchenko（2007）和Nunn（2007）也在不完全合约（新产权理论）的框架下考察了国家比较优势同合约制度环境的关系并进行实证研究，提出了将上游和下游生产者联系起来的测量合约依赖性的方法。Levchenko（2007）还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来考察合约不完全性是如何影响贸易一般均衡模型的。他发现发达国家要比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制度比较优势，因而会生产更多的制度依赖性产品。当制度不完全时，即使部门间要素流动是完全的，部门间的要素回报也可能存在差异。Do & Levchenko（2007）则考察了比较优势是如何影响金融发展的，认为前者主要通过影响国家的生产专业化和对外部融资的需求而影响金融发展。Nunn（2007）认为，Do & Levchenko（2007）的结论对于合约强制执行也是成立的。他认为，在合约密集型产业上进行专业化分工（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更有动机提高和维护良好的合约执行的环境，这一结果基于对合约不能强制执行或者关系专用投资不足将发生的理解。在需要关系专用投资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具有更好的合约执行环境，因而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对来说不严重。Nunn（2007）的实证结果表明，合约执行比资本禀赋和技能劳动力禀赋在贸易模式上更具有解释力。这些研究建立在跨国公司组织的微观基础上，但在一般均衡下分析问题，因而又能得到有关制度比较优势的相关结果。从这些研究来看，国家制度质量影响跨国公司全球组织决策，而跨国公司组织则决定了国际贸易流向和流量。因此，制度、国家比较优势、跨国公司组织和国际贸易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一国官员腐败程度是制度的一个体现，因此对腐败与跨国公司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制度对跨国公司组织的影响。Smarzynska & Wei（2000）就腐败对跨国公司在进行FDI时到底是选择合资企业还是独资企业的所有权决策的影响的分析，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制度环境对跨国公司组织决策的影响。合资企业使跨国公司可通过当地企业的关系减少运行成本，但它却使跨国公司的无形资产所能得到的有效保护程度减弱。他们发现，一国腐败程度越高，跨国公司在该国的FDI更可能选择合资企业的形式。技术复杂性越高的跨国公司越不愿意采取合资企业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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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制度对企业内部组织的研究方面，Bloom、Sadun和Reeden（2009）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社会资本（以区域信任和法律规则作为代理变量）通过提高企业分散化程度从而能提高企业加总生产率的结论。作者搜集了美国、欧洲和亚洲4000家企业有关投资、雇佣、生产和销售决策的分散化的相关数据并进行了分析，发现盎格鲁-撒克逊和北欧企业比南欧和亚洲企业决策上更为分散化。信任和法律规则可能通过提高合作而促进授权的进行，即使对跨国公司母公司及其外国分支机构也是如此。作者的实证结果表明，信任程度更高和法律规则更完备的地区的企业分散化程度更高，且规模成长更快，即使给定规模和所在产业，信任和法律规则也同分散化正向相关，而后者则使得能从信息技术中获得更高的回报。此外，无层级的（宗教，religion）和产品市场竞争同分散化程度正向相关。最后，文化、法律和经济因素解释了企业内权力分散的跨国差异的4/5。Bloom等人（2009）则在Garicano（2000）的模型基础上对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企业组织（雇员禀赋和工资不平等）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作者认为，如果管理层级用于获得和转移知识和信息，则降低信息成本的技术使个体获得更多的知识并传递给低水平的个体；反之，降低通信成本的技术则将导致个体知识与管理者之间的替代，从而导致企业更加集中。作者利用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的原始数据考察了信息通信技术对工人自治、厂商管理者自治和控制范围的影响。结果发现更好的信息技术的确与自治和控制范围正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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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更好的通信技术则与工人和管理者的自治负向相关。该结果关于不同规制制度所导致的跨国无线通信成本的外生变动是稳健的。这些研究说明制度对于企业内部组织也起着重要影响。

由于制度决定跨国公司组织、跨国公司组织决定国际贸易流向和流量、国际贸易又影响一国经济增长（和制度改善），因此将它们放在统一的框架内就变得十分自然。Ottaviano（2008）在两国动态李嘉图模型框架下将不完全合约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分析了制度质量对经济发展和比较优势的影响。在这一模型中，贸易模式和增长率由影响企业组织决策的合约执行环境的国际差异联合决定。在这一存在内生创新和敲竹杠问题的两国动态李嘉图模型中，价值链由两部分组成，即创新和生产。企业通过R&D进入市场，进入者面临两种决策，即R&D实验室和工厂的区位选择，以及创新和生产是否在同一企业内进行的所有权选择。在这一框架中，合约执行质量影响了所有权选择，而后者影响了R&D回报、研究密度和增长。国际收支调整导致了相对工资的波动，而这影响了企业区位决策，从而影响了部门专业化模式和国际贸易。这一分析有助于加强我们对于制度、跨国企业组织和国家经济增长以及国际贸易模式的相互关系的理解。在更一般的构架下拓展其研究是未来应该注意的研究方向。

二、跨国企业组织与国家竞争

从我们前面的介绍和分析来看，合约环境如法制、金融制度（金融发展包括资本市场和银行系统发展水平）、各种其他的基础设施以及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完备性也可能是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从这一观点来看，一国可以通过改善本国合约环境、加大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完全性来吸引FDI、外包和促进对外贸易来获得自身的比较优势。由于合约环境、基础设施和产品要素市场的完全性一般可由一国政府通过各种努力得到改善，因此如果一国发现这种努力所带来的成本可以通过吸引跨国公司的FDI、外包等经济活动得到弥补时，就可能会通过改进本国合约环境、基础设施和产品要素市场的完全性来对跨国公司的FDI、外包等经济活动进行竞争以争取国家自身的发展。由于跨国公司有逃避税收的天然冲动，这样一种典型的竞争行为是各国为吸引跨国公司FDI而进行的税收竞争。反过来，当跨国公司发现各国会为吸引自身的FDI、外包等经济活动相互竞争时，跨国公司就可以通过自身在所有权和区位等组织决策的选择来获取更大的利益。各国为吸引跨国公司活动之间的相互竞争会影响跨国公司的全球组织决策，而跨国公司的全球组织决策又反过来影响各国的竞争，这种反馈互动使得跨国公司组织的研究内容将更加丰富有趣。在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的今天，跨国公司全球组织、国家相互竞争以及跨国公司同各国之间的博弈及其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各国的影响的研究也将变得日益重要。

这方面的研究应该集中于如下问题：（1）跨国公司组织是如何影响国家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及其福利的？（2）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将如何影响跨国公司全球组织决策？（3）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博弈将如何影响世界劳动分工？这种竞争意味着随着跨国公司全球组织的发展，各国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将越来越低。

但不幸的是，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较少，大部分研究都只停留在国家税收对跨国公司FDI或者出口的影响以及国家税收竞争对跨国公司FDI的影响层面，前者有Hartman（1981）、Head和Ries（1994a，1994b）、Rodrik（1995）、Desai和Hines（2001）、Fisman等人（2007）、Foley等人（2006）、Desai等人（2002）、Blonigen和Davies（2000）以及Hanson等人（2003），而后者可追溯于Harberger（1962）、Hall和Jorgensen（1967），后续研究有Furusawa、Hori和Wooton（2009），Ferrett和Wooton（2008）、Fumagalli（2003）、Bjorvatn和Eckel（2006）、Haal和Wooton（1999）、Haaparanta（1996）、Haufler和Wooton（1999）、Olsen和Osmundsen（2003）、Razin和Sadka（2006）以及Razin、Rubinstein和Sadka（2003，2004），等等。

在国家税收对跨国公司FDI或者出口的影响方面，Hartman（1981）认为，一国税收政策对国内和国外投资存在相互反向的影响。其实证结果表明，如果税收变化使得国内投资每增加1美元将会减少国外投资0.2美元。Head、Ries和Swenson（1994a）对1980年751个日本制造业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数据利用logit回归方法分析了其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其分析结果表明，市场临近性造成的积聚经济是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估计发现，一个地方的积聚经济每增加10%，则日本企业选择该地区进行投资的概率将增加5%—7%，这一结果是十分稳健的。而自然资源和专用劳动力并非驱动日本企业区位选择的显著原因。Head、Ries和Swenson（1994b）则进一步利用美国1980年和1992年各州日本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数据分析了在积聚经济下各州财政和税收政策对日本制造业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他们发现，各种财政和税收激励对于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十分显著。Rodrik（1995）通过对韩国和中国台湾出口繁荣的背后因素的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他认为，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出口繁荣主要是由于他们所吸收的FDI所导致的，而其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战略和鼓励外资政策则是推动FDI流入的重要原因。Desai和HinesJr.（2001）则利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所搜集的1982年、1989年和1994年美国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数据对东道国的公司税（直接税）和非直接税（包括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和增加值税）、对跨国公司生产区位选择和其他经济活动特征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其估计结果表明，直接税和非直接税彼此之间存在高度相关。非直接税每增加10%，美国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在东道国的收入申报将减少9.2%，其资本劳动比率将降低8.6%。在其稍后的一篇文章中，Desai、Foley和Hines（2002a）考察了各国（相互竞争的）税收对美国跨国公司FDI区位选择及其报告的税前收入的影响进行了估计。他们发现，在控制母公司和可观测到的本地经济因素之后，税收每提高10%，将导致FDI下降5%，而资产回报率降低0.9%。这一效应对在欧洲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影响尤其大，其中税收每提高10%，将导致FDI水平下降12.0%，而其资产回报率下降1.4%。非直接拥有的美国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税收效应更强，其中税收每提高10%，将导致FDI水平下降7.7%，而其资产回报率下降1.4%。由于来自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同美国的跨国公司所面临的环境相同，因此作者估计相似的结果对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也成立。Razin和Sadka（2007）也对东道国和母国的企业税对跨国公司的FDI的影响做了分析，结果和直觉相符。Fisman、Moustakerski和Wei（2007）通过对中国加工贸易与香港地区转口贸易的比较分析，发现跨国公司在这些加工区的贸易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避开关税壁垒。这些结果都说明了国家政策对于跨国公司经济行为和组织决策的影响。上述分析都只是针对一国的税收政策对跨国公司FDI的影响进行了估计。双边限制FDI性税收对跨国公司FDI的影响，从直觉和理论上来说，结果将非常类似于单一国家税收政策对FDI影响的结果。Blonigen和Davies（2000）利用美国跨国公司的数据对此得到了一个估计。他们发现，总体上来说，双边FDI限制型税收削减协定达成后，每年FDI的流量将增加2%—8%，具体数值取决于估计方法和FDI活动的测量方式。这就证实了上述推论。Hanson、Mataloni和Slaughter（2003）对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对母公司的中间产品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估计，发现影响此需求即公司内贸易的主要因素是东道国劳动力成本、贸易成本和企业所得税。这意味着东道国的企业所得税将会影响跨国公司FDI的形式。对此的一个解释，根据Foley等人（2006），是因为跨国公司为了躲避母国对其国外收入征税，将让其国外分支机构持有大量现金。这种解释可能蕴含了跨国公司为避税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由于国际生产越来越多地依赖无形资产，跨国公司的生产区位变得越来越模糊，而税收扭曲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Lipsey（2008）通过对几个地方的美国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税收的估计，发现在这些地方增加值被夸大了4%，而销售额被夸大了10%。这说明政府的税收政策的确会影响跨国公司的生产区位决策。这些研究大多只是直接估计国家税收对跨国公司FDI或者出口及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并没直接对国家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博弈进行建模。

在国家之间竞争以吸引跨国企业经济活动方面，Haufler和Wooton（1999）对两国竞争一个跨国公司在自己的国家开设分支机构的行为进行了分析。在其模型中，跨国公司在其中一个国家，它生产一种产品并在两国销售。两国通过税收竞争的方法来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在这样的设定下，他们发现，如果两个国家完全相同，在均衡时跨国公司获得生产的所有收益，两个国家的收益都为零；如果两个国家除规模不同外其他情况相同，则大国将获得跨国公司投资。在这种情形，两个国家都能获得正的收益。Ferrett和Wooton（2008）利用相同的分析方法考察了跨国公司不在两国中任一国家情形的两国税收竞争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影响。在其模型中，两国同时进行完全信息竞标。他们发现，最终博弈结果（包括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以及两国均衡时的税率）与跨国公司所有权在两国间如何配置无关。这一结果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十分重要，因为它说明了企业所有权对国家利益来说并不重要。Furusawa、Hori和Wooton（2009）采用类似的思想考察了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以吸引FDI）对跨国公司生产区位选择的影响。作者在完全和不完全信息密封一阶价格和英式拍卖模型下分析了国家对企业价值的评估，发现当该国的国民持有一部分跨国公司的股份时，国家可能会给出超出其对企业价值估计的价格（税收优惠）。Fumagalli（2003）、Bjorvatn和Eckel（2006），Haal和Wooton（1999）、Haaparanta（1996）、Olsen和Osmundsen（2003）等也在类似的框架内考察了国家竞争对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影响和国家的福利。这方面一个比较有趣的结果来自Eichengreen和Tong（2005）、Mercereau（2005）、Chantasasawat、Fung、Iizaka和Siu（2004）等。他们利用相关数据估计了中国吸引FDI的增长对其他国家吸收FDI的影响。他们发现中国吸收FDI对亚洲其他国家吸收FDI来说呈正向的影响。不同于前面这些学者的分析，Razin和Sadka（2006），Razin、Rubinstein和Sadka（2003，2004，2005）认为由于固定成本的存在，跨国公司在进行FDI时首先做是否进行FDI的决策、然后做多少FDI的决策，而这导致了许多国家之间并没有FDI发生。这一点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没有考虑。他们认为，FDI源国的企业税率首先决定跨国公司是否进行FDI，而东道国的企业税率决定了跨国公司进行多少FDI，而各国将决定采用多少企业税率以吸引更多的FDI。在此思想下，他们利用OECD 1981—199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Heckman估计法估计了各国税收竞争对跨国公司FDI的流向和流量的影响，发现其影响为正。Eichengreen和Tong（2005）还发现中国吸收FDI可能会导致FDI从OECD国家转移出去。这一结果说明国家之间在吸收FDI方面可能的确存在相互竞争，但也说明国家之间吸收FDI方面由于市场临近性以及全球生产分段化，可能还有相互促进和补充的作用。在某些国家，FDI在产业布局时可能还要考虑全球供应链的区位分布，从而导致FDI在流动时呈现一种国家群流动的方式。

也有研究对本国企业而非国家和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时的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了分析。Rodrik和Yoon（1989）考察了本国企业同其国内跨国公司垂直一体化分支机构进行竞争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其模型设定中，本国企业可以选择发展自己的中间产品生产能力，也可以选择进口国外企业设定价格的中间产品。在恰当的成本假定下，外国企业总是将中间产品出口给本国企业，只要其不能通过中间产品的垄断来垄断最终产品市场。因此，本国政府将对外国企业的中间产品出口施加关税从而改善本国福利。如果本国政府补贴本国企业以发展中间产品生产能力，则最优补贴额将超过发展中间产品生产能力所需的总固定成本。对最终产品施加关税不但可以通过增加外国企业的成本，而且可以通过减少本国企业的中间投入成本来提高本国企业的利润。

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的确会影响跨国公司在水平或垂直型以及内向或外向型FDI的决策。这让我们自然想到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必然影响到跨国公司在出口、外包等其他方面的决策。如Razin & Sadka（2006）构建了一个国家公共品和税收竞争对FDI流向和流量的影响。其基本结论是，高税收和高公共品提供水平国以及低税收和低公共品提供水平国家都是FDI的流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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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明国家之间还可能在公共品而非仅仅税收方面进行竞争已吸引FDI的流入。这意味着国家在跨国公司全球组织的过程中应该占据重要地位。但据作者所知，除了上述文献之外，作者尚未见到考察政府在其他方面竞争及其对跨国公司所有权和区位选择同时进行考察的研究，也没有见到同时考察政府和跨国公司进行博弈对跨国公司全球组织的研究。这些方面对于我们完整地理解跨国公司组织的方式、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影响来说都是很大的遗憾。

三、产品链分工、企业组织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升级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各国贸易壁垒的削减，跨国公司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将产品生产分段化在全球配置其生产和贸易，将分工细化到产品内部，构建全球生产体系，各国以其不同的比较优势切入全球价值链中，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联系比以往更加深入。以产品链分工为特点的跨国生产形成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Gereffi，1999； Gereffi & Memodovic，2001）。产品链全球化具有如下特点：（1）随着产品生产分工的细化，以往需要在企业内部进行完全生产的产品现在可以按照工序进行分段化，产品的可分性是产品链全球化的重要前提；（2）在地理上，原来集中在一个国家公司内部的生产现在分散在多个国家，其中产品段在全球的分配取决于各国在各工序中的比较优势；（3）产业链中的企业数目大幅增加，各自专业化其产品，贸易的方式从商品交换转换为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优势互补，企业间分工导致得到产品生产的效率进一步提升；（4）产业链中价值和利润分配在各环节有较大差别，对价值创造有重要贡献的环节，如产品研发或关键技术正在集中大部分的利润，对价值创造较少的环节，如组装加工利润微薄；（5）跨国公司在主导产品内分工占主导作用，决定了产业链的分工模式和利润分配

Feenstra（1998）用垂直分离化来表述这一过程。垂直分离化实际上是跨国公司根据产品链的分解、治理和控制、比较优势、规模经济等获得长期利润最大和风险最小的一种手段。跨国公司通过这种手段大幅降低了其专用投资，极大地扩展了生产的范围，使全球很多国家的企业都卷入了产品内分工。据统计，世界有2/3的贸易为产品内贸易（Feenstra，1998）。

很多学者在比较优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下对产品链的全球分工给出了解释。根据这些理论，由于在产品的每个生产链条上存在规模经济，且产品上的低端生产链条的进入固定成本比较低，其技术学习较为容易，因此劳动丰裕、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参与产品链条上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分工来获得技术提升和改进贸易结构。20世纪亚洲60—80年代亚洲四小龙以及亚洲四小虎的崛起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来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加工工业所取得的贸易发展，就是在这个理论下进行的。

最近，一些学者对产品链全球分工构建模型进行了考察（Costinot，Vogel & Wang，2011； Antras & Chor，2012）。这些模型发现，国家的制度和合约环境越好、技术水平越高，一国更可能生产产品链价值高端的环节（Costinot，Vogel & Wang，2011），企业议价水平也越高。而Antras & Chor（2012）发现，产品链上最终产品生成商和众多的供应商的合约关系以及控制权的分配会影响生产的效率以及产品加工的组织方式。然而，这些研究是在给定产品链上市场结构的条件下进行的。但在现实中，产品链的市场结构是受到国家制度、政策、禀赋结构等外部因素由企业的进入退出决策和相互博弈内生形成的。然而，据我们所知，目前国内尚无文献来分析国家的制度、政策、禀赋结构等对产品链市场结构和利益分配的影响。

产品链的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要进一步开展贸易升级变得越来越困难。（1）由于随着产品链全球化，产品中间生产环节会在国家间出口再进口很多次，这会导致重复计算，使得贸易统计的结果不可靠（Koopmans，Wang & Wei，2013），因此贸易量大的国家并不一定是贸易强国。大量的贸易会被发达国家归结到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其借机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汇率、补贴等政策进行声讨，导致大量的贸易摩擦、反倾销、反补贴案件，并采取系列的特加条款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对其进行贸易限制。（2）产品链的全球化以及跨国公司在全球产品链分工的主导作用，使得国家在贸易、投资和全球生产中的作用日益降低（张旭宏，2004；张亚斌，易红星，林金开，2002）。跨国公司在技术变革、政策自由化以及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不断通过全球公司治理、全球产品链的组织和分配以及地理分布的调整，控制和提升产品链的核心环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2； Gereffi & Memodovic，2001； Memedovic，2000），以控制核心利益。因此，产品链的全球化使得一国的贸易转型升级变得十分困难，卷入全球产品链分工的深度并不一定能保证从这种分工中获得大量利益。这是因为，促使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以代工形式切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关键联结者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既希望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来获取尽可能多的分工利润，同时又紧紧提防着发展中国家发展出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能力，而成为其既得利益的竞争对手（周彩红，2009）。一旦当跨国公司面临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挑战其在产品链上的核心地位时，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其品牌、国际营销网络以及先进的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遏制这种可能性，或者开发出替代性的新产品，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面临巨大的沉没成本。因此，完全依赖于国外市场的产品链分工使得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受到“锁定效应”的影响（唐海燕、张会清，2009；张杰、刘志彪、郑江淮，2008；等等），即长期处于产品链的低端价值环节的分工无法提升，从而只是获得微薄的利益。事实上，Gomory和Baumol（2000）对1970—1993年14个OECD国家的33个行业竞争力的排名，发现16个行业没有变化，14个行业中只有两个国家的相对排名发生变化。这一结果意味着一国很难通过在成熟产品链上的分工来获得产业升级。同时，在生产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为了吸引外资纷纷制定各种优惠措施，展开了残酷的国际竞争，这进一步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处境。加入WTO以及其他的全球经济规则，使得国家无法通过贸易保护措施来独立发展本国产业或企业，因而在现有产品链下提升本国产业和贸易结构就更为困难。因此，理解我国贸易转型升级是否可能和可行，一个关键是要对产品链的形成、演化和全球分布规律进行考察（吴金明、邵昶，2006）。

一些学者对给定产品链市场结构下的价值提升进行了分析（吴金明、张磐、赵曾琪，2005；唐海燕、张会清，2009；邱斌、叶龙凤、孙少勤，2012）。这些研究发现，参与产品链企业技术创新、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技术溢出、扩散和转移有可能使得它们能够提升在全球产品链中的地位，从而实现其利益分配向高端提升，但这种作用建立在一定的前提下，其中要素结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服务业发展水平、区域分工水平和制度环境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然而，由于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在给定市场结构的情况下采用局部均衡和实证分析的方法来考察一国企业是否获得了价值提升，却忽略了产品链上其他企业的策略反应，因而所得到的结论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例如，Etro（2004）证明，在外生市场结构下，创新通常由行业领导者推动，从而其他企业难以提升到产业链的高端。当产品链上企业之间进行互动时，产品链上的市场结构就内生决定了。但基于此思想考察国家产业和贸易升级的研究还很少见到，这些研究因而不能直接用于我国在产品生产链全球化情形下的贸易升级问题。

在内生市场结构下，一些学者对贸易开放的利益进行了分析，如Horstmann & Markusen（1992）、Etro（2010，2011，2012a，2012b）等。这些研究都是对产品之间竞争的内生市场结构进行分析，而没有分析产品链上市场结构的内生问题及其效应，因而也就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是否可以在产品链上升级没有进行分析。因此，将内生市场结构的分析方法应用于产品链上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是本课题的入手点。

企业能否通过进入产品链条的高端从而获得更大的分工利益，这与企业的特性有很大的关系。企业特征的不同意味着企业的组织行为也不一样（Helpman等，2004； Helpman，2006； Antras & Helpman，2004，2006； Melitz，2003； Melitz & Ottaviano，2008；等等）。一般而言，高生产率的企业更可能会在国外外包产品的中间环节生产，而低生产率的企业更可能在国内一体化生产（Antras & Helpman，2004； 2006； Helpman，2006）。新新贸易理论恰好是以微观企业为分析视角考察企业组织模式的理论。因此，新新贸易理论给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产品链高端提供了一种理论可能性。在该理论模型中，每个国家都会有高生产率企业，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高生产率企业更少一些。但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创建产品链，那么它们一样能够控制产品链高端环节，并通过各种组织策略来控制和协调产品链上的利益分配。因此，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转型和升级就有了微观理论支持。

但是，上面的研究都是在产品链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做出的。即使高生产率的企业可能从事产品链上的高端环节的分工，但依据Bernard等人（2003）的结果进行推理，由于发展中国家整体技术水平较低，因此其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高端环节的市场份额会比较小。这一结果意味着两点：第一，发展中国家要在高端环节获得更多份额，就需要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这可以通过制度变革、人力资本投资、资本积累、技术创新、政策支持等方式达到（Grossman & Helpman，1989）。第二，由于在现有产品链上提升到高端环节很困难，因此开发新产品并在新产品上占据竞争优势，是另外一个提升产品链分工地位的方式。对于后者，根据消费者行为学的理论，特定国家具有特定的消费偏好，而大的市场容量更可能出现更多的异质性消费偏好。这些异质性消费偏好会引发出更多的不同于其他市场的需求。如果企业能够捕捉到这些需求，进行新的产品开发，就能够上升到产品链的高端，而且大的国家更可能出现更多的产品。随着产品需求的成熟，消费者偏好也会逐渐成熟，这些偏好会通过消费示范效应溢出到其他国家，从而增加其他国家对本国的消费需求，在贸易成本低廉和贸易政策自由化的格局下，这将使产品链全球化，从而形成发展中国家为基础的产品生命周期（Vernon，1966； Antras，2005）。这启发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能基于本国市场进行产品开发，进而上升到产品链的高端环节。但相关文献非常少。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现有贸易理论不足以回答“在生产分段化和贸易投资一体化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国家的贸易如何发展”这一问题。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自然资源和要素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这一理论很难解释日本、韩国这些资源和要素并不充裕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理论强调技术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这一理论是静态的，难以用来说明国家的贸易发展。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以及后发优势理论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要素积累和技术学习获得贸易升级，但已经有一些文献说明在发达国家可以进行技术创新和动态要素积累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不能实现贸易升级，反而可能会福利恶化。这一理论也难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未能从后发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下实现贸易发展。新贸易理论强调规模经济、进入固定成本和不完全竞争的作用，认为国家可以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贸易保护来获得产业竞争优势，然而在我国已经加入WTO、世界各国都在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大趋势下，采用贸易保护政策来保护本国行业、培育竞争优势已经不大可能。而且，Gomory & Baumol（2000）的研究也表明，在过去几十年，很少有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保护来获得贸易提升。韩国和日本因为是美国的盟友，有美国的大市场作支持，且在其发展初期通过模仿和抄袭获得技术，实现某些产业的升级和贸易发展，并不适用于对世界经济具有较大影响的我国的实际。而且，在全球生产体系下，一国企业参与的分工是产品链上的分工，在产品链上，跨国公司把持了重要的环节，主导利益分配，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难以向高端环节提升。新新贸易理论强调解释异质性企业的贸易和组织行为，很难为国家的贸易发展提供整体性洞见。这一理论的宏观推断是国家技术差异是国家贸易结构的重要因素，从而回归到李嘉图比较优势（Eaton & Kortum，2011）。而且，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相对落后，因此发展中国家在高端产业上的市场份额是很小的，其份额依赖于国家整体技术水平。但Krugman（1979）年的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不大可能通过技术学习来获得产业和贸易升级。全球产品链（Gereffi，1999; Gereffi & Memodovic，2001； Antras & Chor，2012； Costinot，Vogel & Wang，2011）的研究表明，在市场结构给定的情况下，企业很难实现产品链节分工的提升，这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难以在产品链分工下实现产业和贸易升级。

第三节　结　　论

本章对从重农主义的贸易理论开始，对传统贸易理论及其最新发展进行了系统梳理，重点介绍了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基本结论及其对于国家贸易发展的启示。

从本章的文献梳理中我们还可以得到什么洞见呢？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贸易理论主要研究贸易产生的原因、贸易模式的决定和贸易利益的分配三大主题。但这样的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可能会有些片面，而且会让人难以跳出这些术语带来的局限，从而难以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贸易的蕴含。从亚当·斯密开始，贸易本质上是分工和交换的一部分。国内贸易体现的是国内交换和分工，而国际贸易则将这种交换和分工推广到了国家边界之外。如果我们从分工和交换的角度来看问题，则我们对目前有关跨国企业组织的相关研究的理解可能会更深刻一些。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分工的主体、方式和空间范围来看待国际贸易。从分工主体来看，我们可以从国家角度、企业角度和个人角度考察国际贸易；从分工的方式来看，我们可以从产业角度、产品角度、任务（生产环节或者某种服务）角度考察问题；从空间范围来看，我们可以从区域角度、国家角度和全球角度考察问题。这三者是统一由当时的生产力所决定的。以此来看古典、新古典、新贸易理论和目前所谓的新新国际贸易理论，我们可以看到贸易的主体逐渐由国家转向企业；从分工的技术手段来看，贸易逐渐从产业转向产品（产业内贸易）和任务（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而从空间角度来看，贸易逐渐从区域、国家转向全球贸易。一个时代的生产力决定了分工方式、主体和空间范围，而分工方式又反过来影响生产技术的发展，这即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从这一角度来看，跨国企业组织是分工转向企业为主体、任务为方式以及全球为范围的全球分工的必然结果。从这点来看，以生产力（生产技术、研发创新等）为切入点，以适合生产力的分工方式为考察角度来考察国际贸易，可能为我们把握国际贸易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一些参考。从对这些文献的梳理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视角、方法和结论为国家贸易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微观基础。


思考题


1．如何认识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制度质量？

2．国家制度质量是如何影响企业贸易行为的？

3．全球性外包中如何体现国家比较优势？

4．国家异质的体现及对贸易产生哪些影响？

5．不完全合约理论是如何解释产品生命周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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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sai等（2002b）利用美国1982—1995年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相关数据考察了这段时间内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分支机构越来越少采用合资企业的组织形式的原因。作者发现，由于企业的运行和企业所有权是联合决定的，为协调全球生产、进行税收规划和在跨国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转移技术，越来越需要控制所有权。而东道国在对外商投资的合资限制越来越少或是对非合资企业的税收惩罚越来越小时，跨国公司越来越偏好采用独资企业的形式组织生产并扩张企业内贸易。估计发现，美国跨国公司所有权每增加4%，其企业内贸易将增加3%。这说明企业内贸易同分支机构所有权是互补的。


[2]
 　Guadalupe & Wulf（2008）利用1986—1999年美国企业层级的数据集考察了贸易自由化所导致的竞争对美国企业内部组织设计的影响。他们发现，日益加剧的竞争使得美国企业变得日益扁平化，主要表现为：（1）在CEO和部门管理者之间的职位数减少；（2）向CEO直接报告的职位数增加；（3）部门管理者的绩效工资和总工资增加。这些结果同企业为适应日益剧烈的竞争环境而通过一系列互补选择重新设计其组织模式的解释相吻合。


[3]
 　他们这一结果同2004年欧盟15国和欧盟10国事实相符合。





第七章　要素流入型贸易发展的收益与升级道路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加入WTO后1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巨大的经济规模与外向度在对世界产生日益重大影响的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一方面，美欧等中国主要出口市场对中国出口规模出现了强烈的反响，一些政客还把这与由其自身造成的高失业率联系起来，声称是中国的出口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就业水平下降，中国大规模且高速增长的出口正面临日益增大的外部压力。制造业中日益增强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也形成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作为贸易大国，中国的进口规模相对较小，贸易长期保持较高顺差，一些国家同样反响强烈。对外贸易如何进一步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整个国际战略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从国内来看，出口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面对外部市场日益显现的政治压力，特别是自经济危机发生后这些市场收缩以来，中国需要重新规划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战略地位。作为进口大国事实上主要进口的是加工贸易零部件、资源产品和消费品，不仅进口对国内结构进步的作用有限，而且巨大的贸易顺差还引起国际指责和人民币升值压力。



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内对出口规模持续提升中的实际经济效益开始提出疑问：中国究竟从贸易的迅速增长中获得了多大的收益？中国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的出口是否应当和可能持续？中国应如何实现在价值链分工中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从一个贸易大国走向一个贸易强国？



因此，作为出口贸易大国中国不但有一个自身如何提高贸易收益的问题，而且有一个对外如何应对国际压力的问题。贸易发展不但需要探索如何由大变强，而且需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方式的关切。出口战略的调整不仅是国内经济发展总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需要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体制建设与正在高速发展的区域一体化等趋势出发寻求对策。



当前，我们需要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对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及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提出国际贸易收益评估思路和贸易强国目标体系，并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探索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路径与政策选择。在这些问题上，国内外学者已进行了广泛研究。


第一节　国际贸易相关理论分析

一、FDI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

Markusen（1983）在要素流动对国际贸易的创造作用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其基本模型建立在赫克歇尔—俄林的分析框架上，认为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在产业间促进了商品的国际贸易。Markusen假定两个国家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将生产函数设为：[image: ]
 。其中，Y
 和X
 分别代表两种商品；上标i=f，h
 代表两个国家；αh
 >αf

 。以上设定意味着两国在生产Y
 产品上拥有相同的生产技术，但h
 国相比f
 国在生产X
 产品上具有希克斯技术优势。因而，两国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收益率不同，生产两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也不同，一国出口其技术领先的产品，进口本国相对自身技术劣势的产品。但是由于两国生产技术上存在希克斯技术差异，所以即使商品贸易使得两国间产品的相对价格趋同，也不能让两国同类要素价格均等，相反会加大两国同类要素收益间的差距。由此，要素的国际流动随之展开，生产要素大量流入两国的出口部门；生产要素的流动又会改变两国各自的要素禀赋，进一步强化各自国家出口部门的比较优势，带动商品贸易，最终形成其中至少一国进行专业化生产。因此，Markusen认为国外要素流入与本国生产要素相结合共同生产，扩大了贸易规模。

Helpman（1984）从产业内贸易的角度探讨了要素流动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从FDI不同的类型出发讨论了要素流动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将有助于贸易的创造。Helpman（1984）的工作建立在一个两国两类商品两要素模型的基础上，假定两国之间的要素禀赋存在差异；两种生产要素均不能跨境流动，一种要素为劳动力（L），另一种要素为一般用途投入品（H）。这里需要指出的是，H本身不可流动，但由H所形成的特殊资产，例如管理、研发、营销网络等，作为以中间品形态存在的生产要素却能进行跨境流动。Helpman将承载此类跨境服务的载体称为垂直型FDI；两类商品中一类商品（Y）为劳动密集型的同质化产品，而另一类为H密集型的差异化商品（X）；差异化商品部门的市场特征为垄断竞争并且存在工厂层面的规模经济；最后假定两国间不存在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基于以上假设，赫尔普曼指出不同于以往的H-O模型，公司不仅会根据两国不同要素禀赋所形成的不同要素价格在两类商品间进行国际分工，形成产业间贸易，而且会依据要素价格的相对差将公司内的两类生产要素分别配置在要素禀赋不同的两个国家，与东道国生产要素合作生产，形成产业内贸易或者公司内贸易。由于存在差异化产品的市场结构特征和公司自身的规模经济效应，在要素流动所形成的内部化优势作用下，不同于H-O模型中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公司，跨国公司的经济利润为正。这一点也正是为什么本土公司愿意通过要素流动成为跨国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Helpman的模型告诉我们，只要两国间的要素禀赋差距越大，那么垂直型FDI对贸易所起的促进作用也会越明显。

Markusen和Helpman的工作给出了要素流动下贸易理论的研究方向。在接下来的30年间，国际经济学家在这两大理论基石上，分别将规模经济理论、不完全市场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企业内生边界理论和异质性企业理论纳入分析体系。但无论Markusen还是Helpman，他们研究的范围始终集中在传统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上，进而讨论贸易的成因、结构、流向以及贸易利益的分配。但是伴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到来，对于传统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研究已经难以满足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广义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成了当今世界经济研究的新主题。广义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深化了商品贸易，使得一国原本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入了世界流动体系，改变了原来的国际竞争方式、分工模式以及国际贸易结构，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让当今世界各国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

Head和Ries（2001）通过分析933家日本企业1966—1990年的数据，发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贸易的发展。他们的计算结果是每增加10%的海外FDI，日本的对外出口将增加1.5%。Blonigen（2001）运用日本汽车行业的产品数据同样验证了FDI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Clausing（2000）基于美国跨国公司向其所投资的29国家的进口和出口两组面板数据对于FDI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美国跨国公司的FDI对于贸易有很强的促进作用，特别是产业内贸易。

二、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Lee等（2004）选择了近100个国家这样的大样本，时间跨度1961—2000年，他们选择了真实人均GDP增长率作为研究对象，选择进出口总额占GDP之比、关税指数和黑市溢价作为解释变量。在模型中，他们还考虑了初始人均GDP、投资占GDP之比、通胀率、M2占GDP之比、人口、教育水平以及年龄构成等社会经济因素对模型的影响，采用GMM、OLS等方法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控制增长对开放性作用的情形下，开放依然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相关关系。

Awokuse和Christopoulos（2009）选择了5个工业化国家的真实出口总额和真实GDP数据作为时间序列，同时还考虑了真实贸易条件、制造业就业率、工业生产指数等因素，采用线性VAR模型、非线性多变量STAR（LSTAR和ESTAR）模型，并对它们作格兰杰因果检验。其中非线性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在一些国家中，出口导向增长假说成立，而在另一些国家，检验结果则支持增长导向出口假说。

王坤、张书云（2004）运用协整理论对1978—2002年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

林毅夫、李永军（2003）认为出口增长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之外，出口增长还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进口造成影响，从而间接刺激经济增长。通过实证分析，他们得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出口每增长10%，基本上能够推动GDP增长1%的结论。

吴振宇、沈利生（2004）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分别从供给和需求的两个角度推导出了进口和出口对GDP贡献的计算公式，并在中国1997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计算了1997年商品进出口对各部门增加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文章认为即使对外贸易顺差下降，1997—2001年，进口对GDP的贡献率平均为10.2%，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平均为14.2%，对外贸易依然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

范柏乃，王益兵（2004）运用1952—2001的年度统计数据对中国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我国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关系；1952—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对进口贸易有较强的促进作用，GDP每增加1个单位将增加0.16个单位进口量，进口量每增加1个单位会相应地增加5.44个单位的GDP。

三、国际分工理论与全球化生产

为了更好地描述当今要素流动下的世界经济，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经济学者开始试图提出不同的概念来刻画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征。Jones和Keirzkowski（1990）将世界经济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片段化生产”，意为产品的生产过程可被分割成不同的片段并被散布在不同的空间区位。“片段化生产”概念的提出第一次将国际分工的研究视角切入了产品内，他们认为“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是推动生产过程片段化的两大动力。Katz和Murphy（1992）、Krugman（1995）、Leamer（1996）分别从生产主体，产品附加值和生产区位角度对“片段化生产”进行了拓展。Arndt（1997）通过分析outsourcing与sub-outsourcing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产品内专业化的概念。Hummels等人（1998）对产品内专业化的概念进一步细化，指出一国在具体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并将最终产品出口的产品内专业化为垂直专业化。他们对OECD国家的投入—产出表进行分析得出垂直专业化占世界贸易的30%。

以上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经济的生产格局，从不同的侧面证明了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对于全球化生产的重要影响，说明了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对于当今世界经济的重要作用。

四、从经典贸易理论到要素流动理论

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一直是经济学家们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贸易理论一直伴随着贸易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就注意到分工导致的贸易能促进各国福利的增长。大卫·李嘉图运用比较优势原理探讨了国别贸易带来的福利增加。俄林、赫克歇尔揭示了各国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的产业间贸易分工模式。国别分工与产业间分工的贸易理论主要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经济，由于当时各国之间贸易壁垒森严，要素在各国间也很难自由流动，各国的经贸联系主要是商品贸易。这些理论揭示的是在商品自由流动、要素不能流动条件下的贸易增长机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高级要素开始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国际贸易实践出现了许多与传统贸易理论描述相悖的新倾向。这时，产业间贸易理论开始发展。其中，迪西特等人（Dixit，Avinash and Victor Norman，1980）、兰卡斯特（Lancaster，1980）、克鲁格曼（Krugman，1979，1980）等人对产业内贸易现象作了开创性、系统性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跨国公司有可能在全球进行生产布局，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进一步增强，国际贸易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出表现为中间品贸易迅猛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要素的视角来审视贸易大国的机制与特征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必然要求。佟家栋（2005）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它影响国际经济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因此在国际贸易分析的逻辑安排中应该放松原有的严格假定，将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流动考虑进来，使理论分析更接近实际经济运行。在要素流动条件下，一国范围内的企业利益与国家总体上的贸易利益已经出现了脱节。针对不断变化的国际贸易实践，张二震（2005）进一步提出了“要素分工”理论，认为一件最终产品的全部价值已不再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本土要素独自创造，而是多国优势要素共同创造的结果。张幼文（2005）将这种各国要素共同参与同一产品制造过程中的现象称为“要素合作型”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国别分工、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要素分工的演进和发展过程。

第二节　中国贸易大国地位的形成机制、主要特征及主要问题

一、中国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经过多个不同阶段的发展与升级，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江小涓，2008；李计广等，2008；裴长洪，2009b；薛荣久，2009）。早在2004年，世界贸易组织就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世贸组织，2004）。

二、贸易大国的特征与形成机制

在中国贸易大国地位得到广泛确认的同时，国内外专家对于中国贸易大国的特征和形成机制进行了广泛研究。Amiti & Freund（2010）分析了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机理及对世界贸易的重要作用。陈继勇、雷欣（2008）运用协整分析法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从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结构、方式、地区分布以及参与对外贸易的企业性质五个方面，分析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之间表现为以互补为主、替代与互补交织的关系。张幼文（2006）认为，以FDI为载体的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从生产经营的源头起形成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带动了全球范围内的要素合作型国际专业化，其深度和广度要超越以最终品贸易为内容的国际联系，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优化了全球要素结构，带动了中间品贸易，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三、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脆弱性及中国贸易转型发展的必要性

国内外很多专家在肯定中国贸易发展成就的同时，对于中国贸易发展形态的特殊性和贸易大国地位的脆弱性进行了分析（Rodrik，2006；柴华，2009）。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是建立在粗放式发展模式基础上的，具有低附加值、低收益等特征（沈玉良等，2007）。金芳（2008）从国际分工地位视角分析了中国贸易大国的脆弱性，主要是自主性、收益性以及可持续性面临挑战。同时，很多专家提出了中国贸易转型升级的思路，黎国林（2012）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了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许南、李建军（2010）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分析了危机后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出路。李钢等（2010）、李健等（2012）对于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的转型升级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外贸发展需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高转变、从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的思路与建议。马章良（2012）、朱启荣（2012）等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贸易增长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贸易发展质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正相关性，中国贸易发展模式转型升级将会直接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三节　中国贸易大国收益分析与贸易强国的目标体系

一、贸易收益评估的理论分析

亚当·斯密认为，按绝对成本的差异进行国际分工和贸易，各国都会发挥自己的绝对优势而从贸易中获益。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表明，贸易双方互利的程度取决于双方的优劣势比较。古典贸易理论的缺陷在于从一国绝对收益的角度分析贸易双方的收益问题，而没有考虑进出口价格对贸易两国的实际利益的影响。在约翰·穆勒等新古典主义贸易理论看来，贸易条件是衡量贸易利益的标准，而相互需求程度是衡量贸易条件的重要标准，同时指出比较成本确定贸易条件的上下限。

根据相互需求的原理，普雷维什与辛格（1950）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差额问题提出了贸易条件恶化论，巴格瓦蒂（1958）、格里利和杨（1988）等证明了“贫困化增长”现象，这些不平等交换理论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有长期恶化的趋势，国际贸易利益实际上大部分为发达国家所有。

传统贸易理论关于贸易的国民收益理论建立在几个基本假设前提下：一是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二是不存在要素的国际间流动，三是没有交易成本，而其隐含的条件是国际贸易交易的都是最终产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形成了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核心的全球生产网络，传统贸易中国家间要素不流动的假设消失，外国直接投资参与了贸易国出口产品的生产。克鲁格曼（1994）认为国际贸易通过扩大市场使厂商更好地发挥内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成本，通过贸易交换获取贸易利益，各国规模经济的差异程度会影响国家的贸易收益差距，这种差距越大，各国的贸易收益就越不平衡。Feenstra和Hanson（1995）指出，如果存在向南方国家的生产转移，那么南方资本相对存量的增加或者中性技术进步，将会增加两国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同时北方工人的相对价格也会得到改善。Arndt（1997）通过将离散化生产引入常规贸易分析框架，指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外包将会增加该进口部门的就业和工资；并且如果同时伴随有产品内分工，那么劳动稀缺国和劳动充裕国之间的外包生产将会同时改善两国的就业和工资率。

国内研究中，施振荣基于价值链理论提出“微笑曲线”理论，发达国家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获利最大，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获利最小。曾铮、张亚斌（2005）用成本法在经济学框架下重新定义了价值链，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一国的要素禀赋、技术能力和分工迂回度对该国价值链成本面变动的影响。袁国良、张磊（1997）认为，贸易利益分配的机制主要有四种，即国际转移支付、准国际转移支付、自由贸易、规模经济产业和相关技术的国际转移。后两种机制在调节贸易利益的公平分配起着重要作用，而前两种存在内在缺陷。

以上研究对国家间贸易收益问题做了很好的解说，但遗憾的是，现有的研究大多只是针对工资、就业等具体的方面，对于国家间贸易收益问题，尤其是产品内分工及要素全球流动通过什么渠道影响国家的贸易收益、产生何种影响等问题，尚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论述。

二、贸易收益的评估方法

在传统产品间分工体系下，衡量贸易收益的方法一般是计算一个国家出口和进口产品的数量及其价值。当出现贸易顺差时，该国能够得到更多的贸易利益。普雷维什与辛格认为衡量贸易双方的利益分配应要考虑双方交易价格的影响，并提出了以贸易条件为基本指标界定各国贸易利得，当贸易双方的贸易条件均等时，其贸易利益在两国间公平分配；当一国贸易条件相对另一国改善时，贸易利益的分配则向该国倾斜。这一方法建立在贸易双方不出现资本等要素流动的假设下，主要适用于贸易各方间不存在相互直接投资时的贸易利得评估，因而只是衡量贸易各方静态收益大小的一种方法，无法评估各方的实际动态贸易利得。

产品内分工使得资本等要素不断地在国家间流动，生产产品所投入的要素既来源于本国也来源于其他国家。所以，一国获得贸易利益中的一部分要必须补偿其他国家投入的要素收益。此时，贸易条件已经无法衡量贸易利益的分配。如何重新核定贸易的利益是未来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

张幼文（2005）认为，更有意义的是增加价值的分析方法，即比较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增加价值水平，才能更加真实地反映中国贸易的相对利益大小。周玮、方勇、张二震（2005）认为，应对计算贸易条件所使用的进出口价格进行有选择的改进，消除外国直接投资因素对进出口价格的影响，按照要素分工原则将属于他国要素提供所分配的利益剔除。陈继勇、刘威（2008）认为，衡量贸易收益的标准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出口贸易中的绝对获益大小、一国的贸易条件、贸易附加值收益大小，其中贸易附加值收益大小是衡量当前贸易收益的相对合理的标准。曾铮等（2008）提出了以贸易附加值指标为标准衡量各国贸易收益的方法，贸易附加值增加意味着该国获得的贸易利益也在不断地增加。

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测算中间产品到最终产品的国内增值部分，增加值的衡量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和视角。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最终产品出口收入减去中间产品进口支出，扣除的仅是为出口而付出的中间产品采购成本，而忽略了为生产最终品而支付的劳动、资本、技术及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成本；其次，仅仅反映了进口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的国外配套情况，而不能涵盖中间产品国内生产、国内配套的情况。

三、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国民收益现状及问题

面对全球贸易失衡，国内外学者更多地是围绕中美贸易的贸易收益问题。美国前经贸部长Mickey Kanto（1996）认为，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是因为中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竞争，通过低价倾销、侵犯美国产品知识产权，以及限制美国产品进入市场等手段造成的；并认为这种经济的人为扭曲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中美贸易的利益绝大部分为中国拿走。Samuelson（2004）运用传统的李嘉图自由贸易模型分析了中美两国的贸易收益，认为在需求缺乏弹性的前提下，中国的技术创新将动摇美国在经济上的领先地位，使美国不能从中国产品的扩大出口中获利。

与此相反，罗伯茨（2001）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美国国内各种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相反任何试图消除贸易逆差的政策都会弊大于利。宋玉华（2002）提出，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是一种补偿性逆差，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进口，满足了美国国内对这些商品的需求。这种逆差不仅不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发展，相反还有利于美国整体经济的运行。尹翔硕（2001）认为，贸易逆差使美国获得了大量外国资金，有利于调节美国的经济周期，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的同时，就业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在中美贸易中，双方都得益，逆差方（美国）的得益并不一定比顺差方（中国）小。王苍峰等（2009）、黄满盈等（2008）认为，近些年来中美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中方得自贸易的相对利益不是增加反而是减小。林玲等（2008）则认为，中国从对美贸易中获得是短期利益，并以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损失为代价。刘光溪等（2006）认为，中美之间经济结构的差异决定了中美贸易失衡的最大得益者是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郭其友、王春雷（2011）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方获得相当于0.33倍美国人均GDP的总利益，但低于美方获得的0.61倍的总利益，双方也分别为此付出了人均消费减小186%和人均产出减少8%的损失。而美国人均产出将因个人消费的增加而增长0.69，大幅超过其产出损失，中国人均消费因产出增长而增加130%，低于其消费损失。因此，美方是中美贸易的最大受益者。刘建江、杨细珍（2011）以产品内分工理论为基础，构造了双边贸易利益分配的理论模型，对中美两国主要制造业部门的贸易利益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美贸易失衡背后的贸易收益与贸易差额的方向是相反的，美国获得了巨额的利益，而中国获利微薄。

四、中国贸易大国地位的成本与代价

近年来，中国FDI流入与国际贸易发展的生态效益、环境影响等越来越受关注，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与国际比较分析。薛伟贤、刘静（2010）对在华FDI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彭水军、刘安平（2010）通过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对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还有些研究对于内资与外资（张成，2011；王奇、汪清，2013）、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刘婧，2009）对于环境的影响程度进行了比较研究。丘兆逸（2012）等对国际垂直专业化中污染工序的转移问题进行了案例分析，指出国际垂直专业化中研发和营销的污染强度比较低，生产的污染强度比较高，从而形成倒U形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通过省级面板数据和行业面板数据，验证了国际垂直专业化中污染工序向我国转移的存在。

五、中国建设贸易强国的目标与战略

随着中国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对于中国建设贸易强国的目标与战略的讨论越来越深入，出版了一批关于中国贸易强国战略的著作（宋全成，2004；陈丽丽，2006；李钢、李俊，2006；刘旭，2007；黄锦明，2010；杨圣明，2011；陈文敬、赵玉敏，2012；李汉君，2012；钟山，2012），对中国建设贸易强国的目标、路径、战略、对策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比如，杨圣明（2011）提出了贸易强国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总量、贸易品科技含量以及本土跨国公司等方面的战略目标，并在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基础上，提出了“五外”（外贸、外资、外汇、外债和外援）和谐新战略以及科技兴贸战略、“两洋”战略等思路与建议。

六、贸易竞争力及贸易强国指标体系

对于中国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综合评价，有的学者通过构建贸易竞争力角度进行评估（魏浩、毛日昇，2003；毛群英，2008），有的学者构建了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评价指标体系（霍强、罗卫，2008），有的学者建立了进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杨丽华，2010），还有的学者建立了贸易强国综合指标体系（孙杭生，2006；张亚斌，李峰，曾铮，2007）。张亚斌等（2007）基于全球生产网络构建了贸易强国的指标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进行了实证分析，将贸易效益因子、贸易环境因子和贸易结构因子作为贸易强国的判别标准，结果证明了中国是贸易大国而不是贸易强国，目前尚处于第三阶梯（中低端）。

第四节　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微观层面的战略与政策分析

一、要素引进激励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

激励政策的使用就意味着对于经济要素价格的扭曲，如果没有外部要素的流入，扭曲本身是对社会福利存在负面作用的。当代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扭曲理论通过对扭曲存在的证明从而分析研究了其对贸易福利的不利影响。

从实证上，经济学家们已经对贸易进程中存在的各类扭曲进行了定量研究，从而证实了“贫困化增长”的现实性。以20世纪90年代后的几项研究为例，Papagergiou（1991）通过定量分析证明，贸易自由化本身并未导致生产结构上的显著改变和要素跨行业的再分配，严重的要素市场扭曲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其通过贸易自由化改善自身福利的效果。Rodrik（1995）通过测度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比较了东亚和东欧各国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Kwon等人（1995）运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计算了韩国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中扭曲导致的福利损失，证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可提高基年的GDP水平将近1%，消除资本市场的扭曲可提高基年的GDP约3.2%，消除这两种扭曲可提高国民福利5.6%。Lindbeck（1997）通过对瑞典的案例分析，度量了其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要素市场的扭曲对经济绩效的影响。Seddon等（2002）发现，贸易自由化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引起的要素跨行业再分配效果是不显著的。Currie & Harrison（1997）发现国有企业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对要素使用的市场调整远远低于私营企业，说明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的扭曲在很大程度上受制度安排影响。Krishna等（2002）证明了要素市场扭曲在不同体制条件下贸易效益的差异，认为贸易既有影响贸易条件的价格效应，又有产出效应，在无扭曲的经济中，两者都提高了福利；而在一个有扭曲的经济体中，价格效应有助于改善福利，而产出效应却减少了福利。一个扭曲大的经济体还会因为有利的价格效应较低而在贸易中实际受损。Krishna等（2005）证明了在工资与能力关系被切断的劳动力市场扭曲情况下，尽管成本提高但扭曲部门的产出仍可能提高，这种扭曲会导致一国经济在贸易扩大中受损。如果没有结构改革，贸易自由化会在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中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可见，在特定的条件下，激励政策的使用有可能使得要素价格发生扭曲，从而影响开放效益的提升。

二、要素结构与要素收益

在经济生产过程中，由于资源是有限的，因此，生产过程中投入要素往往出现稀缺性特征。对于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和收益提升，李嘉图用各国劳动生产率长期存在的差别解释了世界贸易的商品构成；根据相对商品价格随相对劳动成本变动而变化的假定，他表明了自由贸易将导致每个国家出口那些具有相对价格优势的物品，而这种贸易的结果将是各国都从中得到比自给自足状态下更多的好处。而在现代赫克谢尔—俄林理论中，这些生产率差异本身被归因于各国初级要素拥有量的差异，这种初级要素拥有量的差异实际上被用于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全部原因，而比较明显的对外贸易商品构成的原因，如要素质量的国际差异以及同一产品生产函数的差异等，都通过假设前提而精心排除了。赫克谢尔—俄林理论最终形成了现在众所周知的国际贸易模型的赫克谢尔—俄林定理：一个国家出口用其相对富足的要素密集生产的那些物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的要素密集生产的那些物品。

早在1941年，萨缪尔森和W．斯托尔佩（Stolper）就致力于确立这样一个定理，即保护性关税无论从绝对意义上还是从相对意义上都有利于相对稀缺的要素。这个定理不失为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主要是证明在一个存在多要素和多物品的分割而又相联系的世界市场上，商品价格和对应的要素价格之间——对应关系的特性。在一般均衡框架中，李嘉图模型和俄林模型都只看作是特例，前者根据给定的要素价格论证商品价格问题，后者则反过来从给定的商品价格出发，论证要素价格问题。但无论怎样，要素质量与商品价格是呈正比例关系的，同时也反映了同比例的要素价格和要素一定范围的稀缺性。但基于H—O理论的要素稀缺性却是静止独立的，与要素质量基本没有关系。要素稀缺性并不反映要素质量的高低，因此需要我们引进动态要素质量演进的稀缺性报酬收益律。

综上可知，要素稀缺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要素质量概念。速水、拉坦等提出的以技术变化来提高要素产出能力的途径其实质就是基于广义知识主导要素的要素质量演进过程。用技术进步来提高要素质量，在一定意义上而言，也是追求更高要素质量稀缺性的过程。

从产业链分工的微笑曲线中我们知道，一国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而要素质量的收益原理决定了拥有稀缺高质量要素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优势的位置；而拥有大量、廉价丰裕低质量要素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往往处于劣势，在分配收益上由于要素稀缺性的不对称而带来了经济福利的不对称。丹尼斯、菲尔德根据Rybczynski定理，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稀缺高质量要素的培育或增长会导致进口竞争品产出的增加和出口品产出的减少。在不考虑任何抵消性消费效应的情况下，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而言，由于增长是超逆贸易偏向的，因此这将导致经济发展中国家为进口而愿意提供出口交换产品的减少（在原有的贸易分工层次上）。

对要素质量与要素收益问题，需要明确的是，要素报酬递减和要素报酬递增应在要素质量分析框架下并行不悖，即同质要素拥有要素报酬递减或不变的特征仍然成立，异质要素则拥有要素报酬递增特征。其原因在于，同质要素具有规模性特征，而异质要素具有稀缺性特征。

三、高级要素培育的路径探索与规律研究

要素培育思想体现了开放经济战略的动态演进思想。对于动态演进思想，经济学理论早已有所洞见。以德国古典经济学家李斯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最早提出了“动态演进”的经济学思想。李斯特所处的历史时期，本国的“工业生产力”即是当时的高级要素，具有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获取高收益的能力。其理论衍生出来的保护政策，其实就是一种国家发展新阶段下的高级要素保护与培育战略。至于各发展阶段何以依次递进？换言之，是哪些因素在各发展阶段的演进中发生作用？对此，李斯特列举了三个要素，即对外贸易、关税制度和工业进步。其中，工业进步在李斯特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中，不仅成了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而且也是驱动各个阶段更替的动态要素。因此可以说，他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是一种以工业进步为中心内容的理论。

在现有的研究方法中，CDM模型可以作为用来分析创新的有效工具。典型的CDM模型是由R&D方程（包括R&D决策和R&D投入两个方程）、创新函数和生产函数所组成的递归模型系统。它刻画创新过程并考虑了R&D和创新产出变量的内生性，但是未考虑企业最终产出对创新的反作用。企业最终产出作为企业规模的代理变量，其对创新的影响是广为人知的“熊彼特假说”（Schumpeter，1942）。在随后基于CDM模型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考虑了最终产出对创新投入的反作用（Van Leeuwen和Klomp，2006），另一些研究则考虑了生产率对创新的反作用（Janz等，2003； Loof和Heshmati，2002、2006）。Jefferson等（2006）在研究中分别对三个方程独立进行估计。在国内学者中，吴延兵（2012）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组的方法，将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最终产出纳入方程的分析框架中，使之成为方程组内生变量，从而将要素培育的两个“跳跃”过程有机地串联了起来。

已有的研究还通过区分不同要素所有权来考察企业的创新绩效。吴延兵（2006）对中国1993—2002年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国有产权对创新效率具有负面影响。Chen等（2008）利用2004—2006年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发现，国有控股企业的创新效率要低于非国有控股企业。Jefferson等（2006）在Crepon等（1998）开创的CDM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由研发强度、知识函数和生产函数组成的三方程联立模型，并利用中国1997—1999年大中型制造企业的数据发现外资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研发强度，外资企业的创新效率也要比国有企业高出将近80%。另外，也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外资企业与创新之间的关系，Cheung和Lin（2004）采用1995—200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有正面促进作用，特别是对“外观设计”申请数量的影响更为显著；Choi等（2011）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发现外资份额对专利注册数量有显著正效应。

在当代学者中，迈克尔·波特提出的“竞争战略”理论，也对国家的发展阶段做了明确的区分。迈克尔·波特将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财富导向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中，国家都会具备不同的要素条件即“钻石体系”。国家需要根据每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对“钻石体系”进行维护或者创造。需要指出的是，“竞争战略”理论体系中的四个阶段具有逐步递进的逻辑含义，但并不代表在现实中一国能够自动从前一个阶段上升到后一个阶段。许多没有采用正确的发展战略的国家往往长期陷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即“生产要素导向”阶段。

国内学者张幼文（2007）也提出了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的思想。张幼文认为，一国从起步发展到实现现代发达国家高水平的发展，对于当代经济体特别是一个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其发展需要经历“规模扩张”、“结构提升”和“要素优化”三个阶段。“规模扩张”是指以GDP增长为特征的经济在总量上的扩大，其中忽略这种扩大以什么方式实现、以怎样的结构扩大和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后果。“结构提升”是指经济在产业结构上获得的进步，其中关注产业进步由本国资本投入和本土企业实现，减少不良后果以提高增长的真实福利效应，但忽略其他主导性生产要素的来源。“要素优化”是指在本土企业和本国国民拥有当代高级生产要素和经济要素条件下的发展，现代条件下尤其是指专利品牌知识产权和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经营网络等主导性要素。

第五节　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中观层面的战略与政策分析

一、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速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未来5—1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模式将发生重大变革，经济增长的动力构成将出现较大变动：一方面，全球总需求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面临严峻考验，出口将不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呈现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发达国家进入“再工业化”过程，这在短期内不利于对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二是产业分工向产品内分工形态演进，这导致产业转移从原来的生产环节转移为主体的形态发展为生产、流通、服务等多环节同时转移的形态。三是产业转移的“服务成分”日趋加重，导致传统制造产业的转移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服务“附加”，而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内以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生产者服务环节也开始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2009）。

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全球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模式也将发生调整，原来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设备生产链，已经不足以支持以新兴经济体为主要增长动力的全球总需求，新兴经济体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大规模地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设备领域，积极向制造业的高端价值链延伸，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在新兴经济体内的“自我完成”，同时将技术含量低的低技术制造业向低收入经济体转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2011）。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加紧培育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激励相关产业的研发和运行投资，谋求在“绿色”经济中的制高点。特别是发达国家出台了应对危机的长期复苏计划，积极培育新能源领域的新兴产业，使之取代金融和房地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之一，发达国家寄希望于在新能源产业上拔得头筹，从而一定程度上遏止发展中国家（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2009；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2011）。

在虚拟经济领域，金融创新产品在危机后成为“众矢之的”，控制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成为政策主流，预示着以杠杆化、混业化和大型化为突出标志的金融业发展方式面临严格的制度束缚。这个趋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影响发达国家际金融产业的创新能力（金芳，2010）。欧洲国家近年来陷入巨额债务的泥潭，成为欧洲经济增长和一体化最大的挑战，债务危机从希腊和爱尔兰，迅速蔓延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至今未能真正回到经济增长的正常轨道，严重地威胁着相关国家的经济平稳发展（吴正龙，2011）。

二、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嵌入国产业升级的探讨

产业升级从宏观视角分析，主要是探讨一国产业之间的经济技术联系、各产业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因此，从宏观上主要表现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的上升。而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产业内部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区段环节上的价值增值，从形式上表现为产品制造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功能升级，最终实现跨产业的链条升级（Humphrey，2002）。

三、全球价值链对嵌入经济体的产业影响效应

一方面，价值链的全球延伸为后发经济体能够融入世界经济、实现产业的技术进步并提升本土价值链地位提供了契机，亚洲“四小龙”在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的案例能够有效说明后发嵌入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后发经济体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也不得不面临“贫困化增长”的低端锁定风险。Lall（2005）曾指出，孟加拉等国相比东亚国家、拉美国家，则对外资的出口依赖程度极高，尤其在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行业始终停留在全球价值链底端。

四、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实地位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最主要的特征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超过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黄永明，2012）。伴随着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近年来国内外文献对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的研究重点从贸易规模转向了出口贸易的结构与产品质量研究。

从现有研究来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变化。Rodrik（2006）对中国在1992—2003年的出口产品复杂度进行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经历了稳步上升的阶段。出口复杂度的理论研究最早始于Michaely（1984），贸易专业化指标（TSI）是用某种出口产品中的技术含量除以该产品所在国的人均收入水平。Hausmann（2005）在TSI的基础上提出了出口复杂度这个新指标，用来衡量一国出口产业中的技术含量，该指标越高，说明该国出口产品的复杂程度越高，同时出口技术含金量越高。中国出口复杂度从1992年的0.54上升至2005年的0.73，说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邱斌（2012）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制造业提升国际地位最高的6个行业依次是：医药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造纸业、化学品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以及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五、全球价值链中嵌入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

（1）技术学习与技术扩散。Pack和Sagge（2001）通过建立三阶段模型从微观视角分析了后发经济体的上游企业如何转移技术，并且研究探讨了发达经济体产业的领导企业对后发经济体转移技术的动因。他同时指出，后发经济即使未能从技术转移过程中直接获益，也能从技术转移的外部性中获得技术进步机会。嵌入国的企业技术学习能力是产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逻辑起点。

（2）贸易中间品进口。Coe和Helpman（1995）在对研发投入、中间品进口量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基础上，提出在发达国家之间，研发投入、中间品进口与贸易伙伴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后发经济体进口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并通过自身的劳动力要素禀赋嵌入全球合作份额，中间进口品的投入产出效应能够刺激进口国本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中间品的购买有助于后发经济体以较低的学习成本，模仿吸收已有的成熟技术。进一步来看，中间制成品的进口还有为后发经济体带来劳动资源配置效应。Coe（1997）曾指出，中间品进口在促进国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能够促使后发经济体不断培养高级熟练劳动力，提升技术学习能力为本土产业升级提供基础。

（3）嵌入国的本土市场效应。Krugman（2000）曾指出，具有较大市场需求的经济体更易成为净出口国，并且能够迅速融入全球市场。在技术学习能力既定条件下，产品需求的扩张有利于拓展产业内企业的市场规模，从而带来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从实践层面来看，本土企业相比全球价值链领导企业而言，更了解当地市场需求动向，价值链嵌入企业更容易获悉并且引导本土消费者的偏好（Egger，2006）。而需求发现对一国本土产业的升级至关重要，新需求会引致新产品开发，能够通过开发新产品占据细分市场，推动本土创新能力。

六、新兴经济体实现价值链升级的可行路径

Amsden曾指出，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发经济体在实现跨越式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攀升路径在于技术学习，而不是发明创造。尽管技术创新越来越受到后发经济体的重视，但是这种创新主要是通过学习先进知识的渠道实现的。Humphrey，Schmitz则提出了后发经济体从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到功能升级、跨产业链条升级四种方式，而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普遍采取从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到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再转向OBM（Own Brand Manufacturing）的功能性升级模式。OEM的本质是委托加工之间的代理关系，OBM则是企业拥有价值链两端研发、营销能力的最终体现，从ODM到OBM这是一种模式上的飞跃。

通过收购OBM品牌等战略性资产以实现跨越式升级的模式也越来越被学者关注。战略性资产涵盖了技术资源、品牌、管理服务能力等，后发经济体通过并购品牌等战略性资产，使得本土产业研发能力得以提升。但这种路径的实现需要后发经济体本土企业具有充裕的资本积累，并且具有十分清晰的企业战略目标（毛蕴诗，2012）。

七、产业升级与主导产业

Kim（1997）从后发经济体视角出发，以韩国电子通信技术产业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讨论了韩国如何在该产业实现由模仿到创新的升级过程，认为行业原始技术积累、企业学习吸收能力对外资技术溢出作用有显著影响。尤其分析了行业内领军企业三星公司的技术学习路径，这对其他后发经济体如何实现本土产业升级有重要借鉴意义。

蒋殿春和夏良科（2005）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主要用模型分析的方法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路径。已有的文献在这方面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外资溢出效应存在与否，对其作用机制和路径探讨停留在理论层面。该文献针对具体行业展开实证分析，认为FDI引发的竞争加剧并未激发国内企业创新动力，但会通过示范效应、人员流动效应促进国内企业的研发活动。文中针对高技术产业不同细分行业加以实证分析的方法，为本课题区别产业的不同特征展开相应的战略升级提供了思路。

黄先海和杨高举（2010）提出了一个分析一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新框架，即通过衡量“加权增加值—生产率”指数进行跨国比较分析，有效解决了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仅关注出口总量指标导致“统计假象”的现实问题。该研究指出了当前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为研判中国开放型产业的现实分工地位提供了实证支撑。

第六节　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宏观层面的战略与政策分析

一、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诸多变数

国内学者认为全球化经济发展不平衡具有长期性，国际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的过程是不同国家的利益调整过程，合作型的创新和互利性的调整是国际经济体制完善的基本要求（张幼文等，2011）。后危机时期新兴经济体前景看好，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全球“新”与“旧”力量（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与“金砖国家”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与亚洲）之间激烈碰撞，加速重组，深刻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促进国际经济秩序重塑（陈凤英，2011）。对于中国未来的国际影响力，国内外学者都持肯定态度，同时也指出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关注对中国应对能力提出了要求。作为经济规模世界第二的新兴经济体，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在迅速增强，中国应付这些挑战的国际竞争能力在迅速增加，中国的人民币影响力在快速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在迅速上升（李天德，2011）。蒙代尔（2009）认为需要改变中国等钉住美元的国家通过保持美元—欧元的稳定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这样一来，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将会增强。斯蒂文思（2011）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生产与消费格局都将发生变化。

危机虽然给予中国提升国际地位的机遇，但同时也暴露出中国存在的不合理经济发展方式和面临的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环境，中国应多方面积极调整参与国际分工的思路、方式和途径（安毅等，2009）。在当前世界经济整体低迷的背景下，外部市场需求的萎缩势必对维持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带来冲击，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速度的调低无法避免，GDP增长率从2011—2015年均8.6%逐渐降低为2026—2030年的5.0%；经济结构中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11—2015年均42%逐渐降低为2026—2030年的34%，消费占比从56%上升为66%，工业占比从43.8%降低到34.6%，服务占比从47.6%上升到61.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2012）。

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后危机时代中美之间的贸易与投资的失衡将趋于缓解，从长期来看，中美投资关系失衡的调整将慢于贸易关系失衡的调整，但两者最终都将向均衡水平回归（王达和项卫星等，2011）。在国际金融方面，金融危机迫使中国利率政策频繁调整，并造成中国外汇储备巨额损失；贸易方面，美国频频举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必将影响中美贸易关系，增加了中美贸易摩擦频率；投资方面，美国对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通常将其放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以及外交政策的框架内讨论，将对中国的对外投资造成了极大的阻力（李永刚，2012）。

二、关于世界经济失衡问题

关于世界经济失衡主要有两方面的观点：IMF前总裁Rato（2005）认为世界经济失衡主要是指美国出现巨额经常账户赤字，而与美国巨额赤字相对的是其他一些新兴国家的经常账户顺差；欧央行前首席经济学家Issing（2005）认为失衡主要体现在贸易失衡和金融失衡两个方面。李若谷（2006）认为世界经济失衡应该包括所有方面的失衡，具体为：南北发展不平衡；贸易不平衡；资本流动和收益不平衡；国际货币体制不平衡。张幼文（2007）认为世界经济失衡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贸易的不平衡。以美国为首的多数发达国家持续贸易逆差和以中国为首的多数发展中国家贸易持续顺差；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全球虚拟经济发展迅速，通过金融扩张拉动实体经济发展被扩大化，虚拟经济量和实体经济量以及两者的增长速度存在明显的失衡；三是经济增长与资源不足。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追逐有限的资源，造成了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的失衡。

针对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种看法：（1）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rnanke，2005）为代表，认为失衡是由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高储蓄造成的，这些过剩储蓄流入到美国的资本市场。（2）以张幼文（2007、2008）为代表的认为世界经济失衡根源在于要素流动下的国际合作分工体系的重组。（3）以Cooper（2005，2006）和Dooley（2005）为代表的认为失衡是由于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霸权地位导致大量资金流向美国。

关于世界经济失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国内外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Cooper，Dooley等认为美国的资产回报率高，失衡具有持续性。而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不具有持续性，需要调整。在中国如何参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中，徐洪才（2011）认为可以采取渐进式增加工资和提高汇率相结合，再配合其他措施。高莉（2008）认为通过“新”贸易模式有利于解决世界经济失衡。刘秀兰、尹继志（2011）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增加进口、对外投资、扩大内需、调整贸易结构等措施参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调整中。

三、外贸及开放战略的政策选择

外贸发展战略升级的必要性问题在国内学术界有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成果。例如，姚洋、张晔（2008）对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问题进行了研究，刘德学、苏桂富、卜国勤（2009）基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对中国加工贸易升级的对策进行研究，崔玮（2010）从产品内分工视角对中国的加工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这些论文和著作着重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进程中存在的贸易模式单一、技术效益低下等问题，提出了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和延长国内产业链等主张。

外资战略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整个开放战略研究中的重要方面。近年来，进入中国外资数量激增，研究重点已经从此前探索数量激励为主转变为如何提高外资的质量与水平问题，即探索如何通过引进外资实现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防止外资垄断我国市场，促进技术的本土化的政策选择等。裴长洪（2006），周斌、唐云（2006），邾慧、董芳（2009）、赵蓓文（2009）等对引进外资、产业集群与产业升级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总体上都着眼于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开放效益和开放水平。

近年来国外转型经济学界及一批转型国家问题学者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和政策选择也作出了理论阐释。如Gérard Roland（2000）从改革和开放战略上对华盛顿共识以及如何对大规模改革做出动态决策进行了探讨；Joseph Stiglitz（1999）从微观经济改革的宏观支持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践进行了研究；R.Hayner和S.S. Han（1998）从开放政策带来的外资溢出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Jene K.Kwon和Hoon Paik（1995）、Papagergiou（1991）和Krueger（1974）等对开放经济中的扭曲效应进行了制度性分析。


思考题


1．国内外学者是从什么角度分析国际贸易收益的？

2．中国从成为贸易大国中获得了哪些收益？

3．什么是贸易强国的主要标志？

4．中国建设贸易强国的战略要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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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国际直接投资与全球化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





第八章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与世界生产体系的变革


跨国公司是生产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产物。如果说企业是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细胞，那么跨国公司就是世界经济活动的细胞。实施全球化经营战略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控制并协调价值增值活动，在内部化市场中处理价值增值所需的跨国界生产和交易活动，从而对当代国际分工和世界生产体系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行为和战略布局的分析不仅有助于认识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微观基础，更有助于理解当代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形成机理（动力机制）。


第一节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及其特征

一、跨国公司的经营属性

全球化经营是指企业以利用地区或全球规模经济并实现更高程度的专业化职能分工为战略目标，在全球范围配置其经济资产，协调多国或多区域的生产、营销、科研和组织活动，形成企业内部一体化的一种经营模式。

对当代跨国公司是否正成为全球性经营企业，学术界争议不断。日本学者大前研一（Kenichi Ohma）在《无界的世界》（The Borderless World
 ）中指出，国家是公司的基地还是特性来源已经不再重要，廉价的电脑通信、日益降低的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关税壁垒、更相似的口味的传播、跨越国界的潮流和标准迫使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而不再是局限于某一个国家。于是，在一个主要经济体中拥有母公司、在一批海外市场拥有全资分支机构的跨国公司旧理论已经过时，而代之以“无国籍的世界公民”和独立于母国的“全球竞争者”。大前研一认为全球性公司是脱离了母国身份，且基本上是全球规模经营的非国家实体。依此观点，国家成为全球性企业取得最大效益的主要障碍，政府管制权反映了狭隘的地方利益，并形成堡垒，从而阻碍了全球性企业所努力实现的成本最小化和消费者选择最大化
[1]

 。

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则坚持公司要在世界范围内竞争必须首先在激烈的国内竞争中胜出。他用“全球化企业”和“多国企业”区别定义实施不同经营战略的跨国公司。多国公司是在许多国家拥有关联企业和商业活动，但很少或完全没有战略性地联结其经营。而全球性公司则追求统一战略，并用此战略协调在不同国家的经营。当全球性经营企业的战略运转良好，整个公司就将从有效协作中获得比各个点效益之和更大的整体效益。与其相近，伊夫·多兹和帕拉哈拉德用跨国公司全球活动的一体化（Global Integration）区别于当地化经营（Local Responsiveness）
[2]

 。

格莱汉姆认为波特所说的多国公司在现实中实际是很难确认的，而大前研一的观点似乎更为超前，“在我们仍不完全一体化的世界里，企业仍然是具有不同引力的中心，这些引力给予企业一个可定义的国民身份。尽管通用汽车公司和本田公司都是在几个国家生产的企业，但从企业利益和经济利害关系的权数来看，通用汽车公司显然是美国公司，而本田公司则是日本公司”
[3]

 。

霍恩比等英国学者则提出了界定全球性企业的三个标准
[4]

 ：第一，对全球性企业来说，世界就是它的市场所在。它基本上销售一个世界性的产品，只是根据当地国家环境进行少许改动，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就是在全球按照一定的标准销售全球性产品。福特在全球范围内推出MONDEO车型也属此列。第二，对全球性企业来说，世界就是它的生产机构。它在世界任何地方建立生产设施，而不与任何特定国家联系在一起，因而没有显著的民族特色。第三，对全球性企业来说，世界就是它经营运作的地方。它的主要业务不再完全由总部完成，主要功能都分散了，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融资、营销和研发。

二、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演变

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更迭反映了生产国际化的运行阶段。在生产国际化的最初阶段，国际化生产只是国内企业在国外生产部分的代名词，分散在各东道国的子公司大多只以当地市场为目标，跨国公司母公司则控制着分散在不同市场上的多个子公司，即实行多国经营战略。此时，尽管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因跨越国界而具有国际性，甚至因跨越多国而具有世界性，但是因为其散布在世界各国的分子公司在海外各分支点所生产的产品主要供应当地市场或返销母国，世界各国的生产过程之间并不具有内在的生产关联性。

随着现代技术所带来的跨国协调成本的降低、投资政策壁垒的消除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加强，跨国公司使其地理上分散的国外分支机构和不完整的生产体系转向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一体化生产和分销体系，从而形成了区域化经营战略和全球化经营战略。当跨国公司进入区域一体化，甚至全球一体化经营阶段，分散在海外各地的子公司不再是独立运作或仅与母公司发生联系，而是保持着与母公司及其他分子公司间高度一体化的联系。每一个海外投资企业所服务的对象不再是分散、独立的海外某个市场，而是整个跨国公司体系所占据的区域市场，甚至全球市场。

20世纪90年代初，欧共体宣布于1992年建成欧洲统一大市场之后，刺激了许多跨国公司在欧洲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英荷尤尼莱佛（Unilerve）公司将分散在欧洲的16个分支组合为的“欧洲LERVE”，统一负责整个区域的产品开发、销售和分销；法国汤姆逊（Thomson）公司则在区域范围内调整生产布局，其分布在德国、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的分厂各负责一类产品的生产，各装配厂不再单独向零售商出售，而是将产品交由区域性营销分支统一负责，相应地，这些分厂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也在区域基础上统一安排。与此同时，非欧洲的跨国公司也加速了在欧洲的区域一体化，美国宝洁公司（P&G）通过建立欧洲商标组群来协调它在欧洲的各个分支；奎克公司（Quaker）在布鲁塞尔建立欧洲总部，将财务、采购的功能集中于此，并负责地区范围的战略协调。

90年代中期后，全球化因素不断被引入跨国公司，尤其是大型规模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之中。海外各生产点互为独立的传统组织方式经历巨大变革，集中的研究与开发、集中的中间投入品筹供、集中的财务和金融安排等，形成了公司职能跨地区的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比如，在研究与开发方面，丰田公司在美国进行研究与开发，在美国设计全球销售的汽车模型；福特公司则由欧洲福特牵头，把分散在欧洲和北美多个点的研究、开发与设计联网集中。在筹供与采购方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将主要投入品——纸张的全球采购功能集中在比利时的子公司，有效利用国际价格波动来规划全公司的采购及库存；在财务与融资方面，瑞士航空公司的收益会计由印度孟买的一家子公司统一负责，后者运用母公司的技术，按照每天经营的附单，对公司全球范围的收益和应收款追踪处理；西门子则由德国总部负责对各地子公司或地区总部进行统一的制度化金融管理。跨国公司体系内的职能分工从最初的国内与国外之分，转变为地区范围内增值链上下或水平之分，并向全球范围内增值链上下或水平间的分工过渡。于是，跨国公司通过内部控制体系将不同国家的经济活动进行分工并有机结合，使分布于不同国家和区域的生产过程之间建立起高度依存的关系。现在，不仅跨国公司的国别属性难以确定，其产品的生产国属性也难以辨别，一种以价值增值链为纽带的跨国生产体系由此形成。

各类总部的形成及其职能的提升也是跨国公司不断适应分布更趋广泛、资源流动更趋密集多向的国际化经营需要，最大限度挖掘价值增值潜能，强化竞争力的内部组织创新。跨国公司对总部的组织设计不受国家界限的约束，没有国内与国外的割裂。现存的三种跨国公司总部分别对应者当代生产一体化的几个特点。

地区性总部是跨国公司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特点的一种组织设计，它的权限是处理地区范围内的决策与协调，是一种给跨国公司地区经营以更大自主权及更大协调能力的组织机制，常为特定市场或当地市场导向性跨国公司所采用。产品或生产性总部是跨国公司适应全球化生产布局特点的一种组织设计，它的职责权限涉及全球范围内的特定产品或特定生产线，多为目标市场多样化的跨国公司所采用。功能或职能性总部是跨国公司适应全球化经营特点的一种组织设计，它的职责权限同样涉及全球，但目标是特定功能或职能，如国际采购、国际营销和售后服务、国际研究与开发等。

三、全球化经营的三个维度

与传统多国经营不同的是，全球化经营的跨国公司不仅通过海外布点在同一股权下实现生产各环节的全球分工，也通过非股权的海外分包实现全球分工，从而突破股权联系这一必要边界，更为广泛地介入各国的生产体系。全球化经营的现实复杂性需要用一个包含空间布局、所有权安排和交易机制的三棱镜加以观察，才能准确透视其形成原因和发展规律。运用空间区位（Locational dimension）、所有权（Propetary ownership dimension）、交易机制（Transactional dimension）三维框架分析全球化经营旨在突破从贸易、投资或管理理论单一视角予以分析的现有范式，从多个视角揭示跨国分环节生产的决定机理和发展影响。

图8-1是对全球化经营进行分析的一个三维框架。其中，区位维度显示从高度当地化的国内单一区位到高度国际化的国际多区位的不同生产布局特征，是衡量产品生产的地理集中度是高度当地化还是高度国际化的一个维度。事实上，这一维度同时还可以判断资源供给的来源是当地化的还是全球化成分的。但与传统国际投资中的区位分析不同，这里的区位点既可以是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也可以是非跨国公司系统内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分包商。因此，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区位广度实际是突破传统企业边界的，但又因与分包商之间相对固定的联系和相对充分的信息交流而与一般的国际贸易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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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三维分析框架



所有权维度显示从全资控股到非股权联系的不同所有权安排，是衡量跨国分环节生产中各类资产的产权集中度是股权联系下的生产链（chain of production）国际分段设置，还是非股权联系下的国际化外包的一个维度。对跨国生产的传统分析隐含着一个基本前提，即生产一体化的控制权来源于所有权，跨国公司进行的是股权投资，是以控制所有权、参与经营为根本目的，跨国公司总是倾向于保持对整个生产链的控制，以保护产权技术和专利。但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跨国公司在以股权方式建立海外分子公司之外，又延伸出横向和纵向的非股权的海外分包或称外包安排，从而推动了与以往企业内贸易并非完全一致的产品内贸易和供应链管理交易。

交易机制维度显示从内部化到完全市场竞争的不同交易机制特征，是衡量跨国分环节生产的协调与定价是企业内部的还是外部市场决定的一个维度。依照经典的跨国公司理论，跨国生产中交易内部化的动机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克服技术外溢引致的损失；二是降低市场不完全引致的交易成本增加
[5]

 。但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跨国公司放松了内部化要求，特别是在制造性环节大量采用中等程度的控制模式
[6]

 ，谋求全球广度扩张中的交易收益。

三维分析框架不仅揭示了各个维度的作用点和影响因素，而且有助于清晰认识三个维度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最简单的标准来区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三个环节
[7]

 ，即研究开发环节、生产制造环节和销售及售后环节后，我们会发现这三个环节在三个维度上的选择及决定因素并非一致。比如，生产性制造环节更容易受规模经济和成本的影响，对控制权和交易机制的选择趋向灵活；而技术性研究开发环节更容易受保护技术专利的动机影响，为了防止技术泄露风险，对所有权和交易机制的选择更具控制性。



表8-1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三维选择







	产品内各环节
	区位维度
	所有权维度
	交易机制维度



	研究开发环节
	高度集中（创新要素的供给能力）
	高度控制（保护技术专利，获取垄断利润）
	内部协调（防止技术溢出风险）



	生产制造环节
	高度分散（降低成本、规模经济）
	中等程度控制（开发合作能力，降低协调成本）
	准内部，非完全市场交易



	销售及售后环节
	相对集中（贴近市场）
	高度控制（转移利润）
	内部协调






因此，各环节的要素密集度虽然是一个决定因素，但协调成本构成了国际生产分工的另一个重要决定变量，即当通过外部市场的谈判和交易成本大于内部协调成本时，内部化分工占据主导；当通过外部市场的谈判与交易成本小于内部协调成本时，则外部化分工占据主流。因此，将生产过程更为细化地分别安置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区位，其获利的机会不仅来自对各个区位密集要素的充分利用，更来自协调成本减少所提供的收益
[8]

 。

此外，产品生产每个阶段或价值链不同环节不仅存在要素密集度差异，而且其对应的技术外溢风险及市场交易成本也并不相同。价值链两端的技术含量较高，前端为硬技术含量，后端为软技术含量，溢出的风险远高于中间的制造环节，特别是最低端的加工环节。于是，技术密集环节的高度集中和内部化动力远高于生产性环节。同时，考虑到管理协调成本，研究开发资源通常集中在少数地区，比如硅谷、新竹等若干个高技术集群区域，因此研究开发环节面临较少的协调成本；而低端制造活动因配套性制造或服务在公开市场上可得性的增强，其选择余地很大，分散生产后的协调成本将远大于收益，导致内部化生产和外部采购可能具有同样的效率。而在技术密集环节，这一情况却正好相反。

第二节　影响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因素与环境

很少有企业在创立初期就具有清晰的全球化战略。全球化经营战略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取决于跨国投资企业的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一、垄断优势、不完全市场与寻求效率

垄断优势、不完全市场和交易成本是以往跨国经营决定因素分析中最核心的三个微观概念。如果说不完全市场是企业选择跨国直接投资的外部因素、外在动因，那么垄断优势就是企业跨国经营的内部因素和内在条件。这种不完全性可能发生在要素或中间品市场，也可能是信息或技术市场，甚至是金融或货币市场
[9]

 。

跨国公司理论的开创者海默在他的论文中将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分析国际化生产，认为由于要素流动市场上的不完全性，某些拥有垄断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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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企业具有通过地理上的扩张，并且是跨国界的扩张，充分利用或培植垄断优势的能力。海默认为存在着四种类型的市场不完全：（1）产品和要素流动市场上的不完全。在要素市场上，这种不完全性的主要表现是在特殊的管理技能、获得资本市场的便利和受专利制度保护的技术差异；在商品市场上，这种不完全性来源于产品特异、商标、特殊的市场技能或价格联盟。（2）由内部或外部规模经济导致的市场不完全。（3）由政府干预经济而导致的市场不完全。（4）由税赋和关税导致的市场不完全。跨国公司是提升垄断能力、绕过市场缺陷以改善国际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但是他并未论及效率。

彼德·巴克莱（Peter Buckley）、马克·卡森（Mark Casson）和阿兰·拉格曼（Alan M.Rugman）仍以不完全市场为跨国经营的前提，但他们强调的是技术、产品质量和技能等信息市场上的缺陷，强调直接投资的真实动机是寻求效率，而不是寻求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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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正是由于技术和信息市场上的不完全性使企业在让渡其中间产品时难以保障自身权益，也无法通过市场来合理配置其资源，以确保最大经济效益。为此，企业需要从内部化市场上寻求效率，需要将市场建立在公司内部，以内部市场取代外部市场，以克服由失效和不完全性导致的外部市场高昂的交易成本。

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分析了企业选择建立跨国生产分支，而不是出口产品、出售专利或许可权等其他国际商业活动形式的决定因素。随产品周期的运动，企业的优势渐次降低，当企业的产品降至非优势阶段时，跨国生产比其他方式更为有利。这一理论的动态研究法极有价值，但实证检验却只适用于它所产生的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制造业企业。

邓宁认为上述每种理论都提示了对跨国生产中某个部分或某个问题的解释，但没有一种理论能对截至20世纪70年代时的跨国公司的全部活动和特征作出全面解释。这不仅是因为各理论的出发点及关照点有限，而且也是因为跨国公司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使然
[12]

 。邓宁提出，在国际要素的流动中存在着两组市场不完全：一是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它来源于国际化生产企业因所有权优势而获得的市场垄断地位，以及政府干预所形成的竞争性障碍。这组分析基本上秉承了海默、金德伯格对市场不完全的论述：二是交易性市场不完全。它来源于国际化生产企业因内部化优势而获得的特殊效率，外部市场的成本越大，国际化生产企业协调分散活动的相对效率越高。因为许多所有权优势是无法分割、无法在公开的外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这一分析与巴克莱、卡森、拉格曼的论述相仿。

跨国经营三要素论实际是综合垄断优势论和内部化论的产物，在折衷论三要素中，垄断优势（Ownership-specific advantage）和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直接来源于直接投资的垄断优势论和内部化论，而区位优势（Location-specific advantage）则并无先论
[13]

 。当然，邓宁无疑是从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将区位因素与比较优势相结合的论述中得到启示，邓宁将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分解为自然禀赋优势和投资环境优势。前者就是自然赋予的区位资源，邓宁把它称作“李嘉图式禀赋”（Ricardian type endowments）
[14]

 ；后者则是人为创造的区位资源，包括文化、法律、政治及制度环境、市场结构、政府规章和政府政策。区位因素（Location-specific assets）是邓宁折衷体系中的一个亮色，也因此突破了将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仅基于厂商理论的基本范式。对政府作用的忽视在约翰·邓宁（John Dunning）的折衷论中得到了根本的扭转，从而确立了一种能对各种扩张动机的跨国公司有所解释的国际投资理论范式（Paradigm）。但折衷论创立后的20多年中，跨国公司发展的外部环境不断变化，企业结构也经历了相应的转型，这期间，邓宁不断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加入新的内容，包括对政策因素的分析、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等。

二、竞争优势、规模经济与开放式创新

对跨国公司的传统分析隐含着两大基本前提：一是跨国公司进行的是股权投资，是以控制所有权、参与经营为根本目的，而区别于间接投资；其二，跨国公司通过内部化交易机制可以克服市场不完善所引致的交易成本，实现效率最大化。但现实是，今日的跨国公司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内部一体化，在以股权方式建立海外分子公司之外，又延伸出横向的非股权形式的跨国战略联盟、跨国战略协作，纵向的非股权式海外分包，或称外包。

在管理学者看来，经济学家对企业跨国经营行为的解释至少存在着三个漏洞：一是经济学家关注研究开发和服务贸易，但很少关注分销、营销，尽管后者的成本占生产总成本的比例事实上很大；二是经济学家通常视协调是无成本的，而现实中管理协调的技能和知识不仅稀缺，且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三是经济学家通常视国家为市场、产品和技术的最优约束，但企业的战略目标实际上正不断改善着市场、产品和技术，企业边界之外的合作关系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内生而非外生因素。

在跨国公司向区域和全球一体化经营体系转变的进程中，企业的传统边界日益模糊，甚至被打破，企业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发生巨大的转变，包括：20世纪80年代前盛行的依照世界地理区域组织的企业被依照全球生产基地组织的企业所取代；僵硬的巨量生产日益为灵活的全球化分散生产所取代，一些小型企业专门服务于跨国公司，成为准系统内企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仍然存在，但其组织形式趋于灵活，非股权方式的企业间合作日益盛行；永久全时工人随着生产区位的变换，越来越为临时工或远程就业所取代；一些海外生产点只是公司系统内部分中间品的消费者和另一部分中间品的生产者，不再具有独立的功能。

于是，在对跨国经营新战略、新动机和新进展的分析中，竞争优势、规模经济和协调成本等概念被不断引入。波特把产业分析模式引入企业竞争力研究，将企业竞争力归因于企业之外的市场力量及市场因素。波特认为，企业全球性竞争优势的来源广泛地根植于四个因素，即：（1）传统的比较优势；（2）规模经济或超出单一国家市场所能达到的规模或累计产量的学习曲线；（3）产品歧异化；（4）市场信息与技术的公共品特性（一旦初始成本投入后，能被无成本地重复使用的产品，如技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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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比较优势看，当一个国家在制造某一产品中拥有显著的要素成本或要素质量优势时，这些国家将成为这类产品的生产基地，而这些国家中生产这类产品的企业将具有极为有利的国际竞争地位。以规模经济看，如果企业具有超出主要国家性市场规模的产品或服务的规模经济能力（包括后勤规模经济、营销规模经济），就能通过集聚的生产和全球扩张来实现其成本优势。以产品歧异性看，生产成本的优势通常不如产品差异有价值，因为任何新而低廉的资源、更简单的生产方式都会削弱原有的成本优势，而拥有某些独创性和品牌声誉的产品则更能维持其市场优势。

其实，当我们注意到与一般国内企业相比，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特别是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企业不仅是在多国组织和协调多项价值增值活动，而且是在内部化市场中处理价值增值所需的跨国界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这一特征，我们就可以发现，尤其是在要素趋于自由流动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内外部资源的分工能力是这些企业持续增长、盈利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全球化运作成为企业获取并维持国际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而全球化运作的核心在于进行全球化分工。古典的企业理论早就揭示了，企业之于一般手工生产和家庭作坊的全部意义在于社会化分工，而现实的意义是将分工的范围跃出国界，将分工的环节深入到价值增值的各个连接点上。

但更多的学者则将企业竞争力归因于企业的内部能力。内部能力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在市场上所表现出来的直接来源：产品成本、质量、差异化和品牌形象；二是决定直接来源的间接来源：人才优势、管理优势、技术优势和创新优势。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加里·哈麦尔（Gary Hamel）用“核心能力”定义企业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有关如何协调不同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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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认为，与企业外部条件相比，企业内部条件对于企业占据市场竞争优势具有决定性作用；企业内部能力、资源和知识的积累是解释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和保持市场地位的根基，是企业生存成长的最基本单元及企业生命体的基因。

企业拥有特殊资源被认为是企业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进行投资或经营活动的最基本要件。这种特殊性不仅是相对于本国其他企业，而且必须是相对于投资当地企业的。马库森（James R.Markusen）把它称之为“企业特定资产”（Firm-specific Assets），是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的，而东道国国内企业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及所有权。这些资产主要是无形资产，包括技术优势、企业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和融资便利优势等；并且这些企业同时具有在遍及全球的分支公司网络内转移上述优势，以减少外部交易成本的“战略性资产”。

巴雷特和古肖（Bartlett and Ghoshal）从效率（规模和专业化）和效力（对市场需求的反应）两个维度分析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图尔曼和林德奎斯特（Tallman and Lindquist）则在他们的“产能驱动模式”中提出了一个“产能的发挥/建设”和“国际化/全球化”两维矩阵。虽然这两种理论运用了不同的方法对全球化战略加以分析，但是两者的“理想”模式中存在着共同点，也就是掌握本土知识并提高市场反应能力，同时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成本效益。同时，两者也都提出了同样的告诫：必须具有高度的组织架构能力，保证有效稳定的全球化组织结构；维持这样的组织结构是昂贵的，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的前提下方才可行，所以这对于依靠成本优势的行业来说可能并不适合。适合采用这种模式的公司包括高科技行业，或是以创新为核心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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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桑多斯、多兹和威廉姆森（Santos，Doz and Williamson）指出在这个已形成创新链或者说开放式创新的时代，企业可以通过外包和整合其他地区的知识，以更低的成本进行更多、更高价值的创新。他们把这样的公司称为“超国家创新者”。它的挑战是如何运用不同来源的知识，然后将它们加以整合。一个成功的例子是著名跨国企业诺基亚。另一个成功实施全球化战略的重要因素则在于“软性”方面，包括文化和公司结构的建造能力，也就是说设计能够有效地整合全球运作的公司结构的能力。正是这些软性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决定了一个全球化战略的成败。

第三节　跨国公司经营战略变化对当代世界生产体系的影响

世界生产体系是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各国商品与服务的生产联系及组织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世界生产体系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一方面，跨国公司及其遍及全球的分支机构，加上为其服务的分包商和当地供应商共同构成了当今国际化大生产的主体；另一方面，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渗透各国生产体系内部，构成了各国产业联动发展的全球化生产新格局，带动世界生产体系经历了组织关系、空间布局、股权结构、治理模式和交易机制等的一系列变革，也因此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和国际机构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世界生产体系变革动因的主流解释及其评述

学术界对于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动因存在着三大类解释。

第一类解释认为技术发展和技术创新是本原的推动力，并且尤以信息、通信和网络技术的革命为核心力量，尽管在解释信息技术如何作用于世界生产体系的变革过程时，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之间仍存在差异。大部分技术本原论的支持者认同，信息革命和互联网的运用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来推动全球化生产体系的建立。如卡森（Cassen，1991）、邓宁（Dunning，1992）和坎特维尔（Cantewell，2003）等都认为，信息革命和技术创新大幅降低了跨国生产的协调成本，从而使得生产的世界性布局不断扩大。曼纽尔·卡斯泰尔（Castells，1989）指出，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数字化排除了生产和服务之间的障碍，服务的提供和消费能在任一时间点和空间点上进行，从而催生了模块化生产的组织结构，促进了在地理上分散经营的一体化，网络上的协调合作取代了原始的产权等级式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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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技术派学者中也有人认为，信息革命是通过扩大技术规模和增加创新风险作用于全球生产体系和分工格局而建立的。如柯布林（Kobrin，1997）就认为，在诸如半导体、空间技术、通信和制药等领域，是因为成本、风险和技术复杂程度日益增加，令局限于单个国家、单个企业的研发活动无力承受，而导致今天的资本主义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在密集网络组成的企业管理架构下对生产和消费的所有阶段进行分解，并且企业的产品只有在全世界销售才能使其巨额研发成本得以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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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类解释认为，制度因素尤其是市场管理制度和政府干预制度的变化与调整，才是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主要决定力量。比如，阿明和特里福特（Amin and Thrift，1994）是从制度环境和政策调整角度解释变革的成因。米利亚（Mirza，2000）在讨论东亚生产网络形成时，强调东亚各国外向型发展战略及其政策设计的作用。米特卡（Mytelka，2000）以汽车业和电子业为例，论证了地区外资政策竞争对生产模式和跨国公司投资布点的动力作用。恩赖特（Enright，2000）强调以公司和工业区域性集群为基础的区域性发展政策是跨国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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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类解释认为，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更迭是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推动力。比如钱德勒（Chandler，1998）从企业微观运作模式转化的角度解释当代生产过程的全球分工结构。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提出跨国公司从简单一体化到复合一体化战略的转变才是加深各国生产者之间联系的趋动力，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或全球公司的全球一体化生产和分销体系，对各国生产者之间的组织和分工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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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综上可见，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动因进行了众多的研究，但一般偏重于一个或多个影响因素的论述、解释和分析。技术本原论揭示了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基础条件，但忽视了将条件转化为现实的动力主体的作用，没能回答由谁去利用这种条件或由谁去实现这种转换的问题。制度本原论揭示了动力主体有效作用的环境因素，但忽视了这些政策的形成恰恰是源于作为世界生产的组织者——跨国公司及其与母国和东道国政府间相互博弈的结果。

当然，对于跨国公司与母国和东道国政府间的谈判或博弈关系，以往也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弗农（Vernon，1971）、弗兰科（Franko，1971）、斯托普福德（Stopford，1972）、刘易斯（Lousi，1972）和莫兰（Moran，1974）等一批跨国公司研究者都曾将组织间的谈判模型引入政府与跨国公司关系的分析之中，开创了政府对跨国公司干预理论的研究新视角。20世纪80—90年代，国际商业学者格拉德文和沃尔特（Gladwin and Walt，1980）、贝尔曼和格娄斯（Behrman and Grosse，1990）、莱克雷和莫里森（Lecrew and Morrison，1991）、柯布林（Kobrin，1997）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东道国与跨国公司谈判地位的影响因素与决策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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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些研究主要揭示政府与跨国公司力量对比的决定因素和变化趋势，由于其所处的并非是全球化时代，或由于其只是分别考察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关系和跨国公司与母国关系，因而并未能对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及其与母国政府、东道国政府，乃至多边机构间多层次、多阶段相互作用和多角博弈的关系进行系统论证。

二、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动力主体与动力因素

技术、制度和企业对当代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作用关系如图8-2所示。


[image: ]


图8-2　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动力主体与动力因素



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创新从降低成本、便利网络构成、服务远程提供和生产切割多个方面为生产体系的变革与重组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一方面，移动通信、电视会议、电子信件和因特网技术的普及应用使协调地理上非常遥远的世界分散生产活动变得可行且有效；借助于互联网，企业从产品设计、生产投入的在线定购到外部采购、市场营销，再到财务管理的全过程都可以通过网上传送以实现更有效率的跨国界联系。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信息进行管理和传递，生产流程得以被数字化编码，被分解成独立的步骤，模块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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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运而生，令整合全球制造的专业化机会增加，而成本则降低。以往由纵向一体化公司亲自执行的许多非核心业务，得以由世界各地的小规模弹性专业化公司和大型分包商来完成。这些具有不同国别属性的企业，虽与发包公司没有股权联系，却具有生产联系上的从属性。

而从外资政策自由化到特殊目标的政策支持性计划或项目为区域及全球生产网的形成无疑提供了重要的体制基础和制度条件。如美欧发达国家分别实行的鼓励企业将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转移到国外进行的“生产分享计划”（production sharing scheme）和“海外组装计划”（offshore assembly provision），对20世纪80年代美欧企业向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转移纺织服装加工和电子产品加工活动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24]

 。而发展中国家为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所启动的开发区计划和产业联系项目等，也对特定生产环节在特定区位的集聚式发展产生有效的推动和激励。比如，爱尔兰1998年启动的致力于扶持一个生产和创新网络的“国家联系项目”（National Linkage Programme），就直接导致了国际软件业跨国外包活动在爱尔兰的快速聚集
[25]

 ；而80—90年代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的加工贸易区建设大潮更是中国快速崛起为世界加工基地的政策动力。

尽管技术和制度因素对世界生产体系变革产生了催化剂作用，但是就变革发生和发展的动力主体而言，受逐利本能和扩张本能驱使的企业才是关键的推动者，实施全球化经营战略的跨国公司更是其中的主角。正是这类企业在新技术和新政策背景下，积极进行经营模式和竞争关系的创新，才根本性地改变了各国企业间组织和生产的传统关系，引发了世界生产体系的多重变革。这种创新的形态和方向有时甚至超越了各国政府在以往年代所能接受的底线。比如，从制造到服务的大范围跨国外包活动已成为美国国会争议的焦点，甚至引发新的立法限制动议。而且也正是这种创新激发了对信息技术更为充分深入的探索和运用，比如为了降低成本，加强在国外建厂和密切注意整个价值链上各种要素节约方面的努力，区域甚至全球性的集中采购由此应运而生；又比如，实行即时供货（just-in-time）管理和质量控制目标，加强与供货商和分包商及生产与装配间联系，以形成技术创新的双向流动；再比如，寻求效率和市场扩张还导致企业间一些更具战略性的全球协调——借助因特网所建立的24小时不间断运作的全球研发模式，对全球范围内不同顾客的定价进行协调，以及促进技术从总部向子公司转移或者在子公司间转移；等等。

三、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的特征

传统的世界生产体系运行在一个由国家和地区构成的国际市场内，是基于民族国家生产过程之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结合体。伴随着全球化经营成为世界范围跨国公司微观运作的主流模式，并且将越来越多的地方性公司卷入其全球协调网时，当代世界生产体系运行在一个地区与国土边界日益弱化的全球市场内，从生产主体的组织方式到所有权联系、从空间分布到治理结构，无不呈现脱离传统的国际分工模式，而具有紧密一体化的特性。


（一）层级制生产组织体系取代公司独立的组织体系


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的组织方式经历了从市场到分级结构体系、从贸易到跨国公司组织架构范围内国际性生产组织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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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特汽车欧洲公司的出现不仅打破了空间高度集中的流水线作业式“福特主义”经典模式，而且开创了产品生产体系国际化的先河，其结果不仅诞生了在欧洲许多国家生产零部件，然后集中在德国、英国和西班牙进行整车组装的“世界汽车”，而且也形成了后来为众多公司效仿的企业内部跨地区、跨国家的垂直一体化生产组织体系。

20世纪90年代，内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组织关系尽管仍然存在，但生产体系的国际化同时还超越了企业的边界，以往纵向一体化公司亲自执行的许多活动，现在正由小规模的、弹性专业化公司和分包商来完成。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不同企业间的层级制关系。在电子产业，从产品定义者、标准制定者、核心技术开发及掌控者到生产主导者、加工制造者，再到产品组装者，这些原本独立的企业之间尽管没有股权联系，却具有“领导”和“从属”的关系。在汽车产业，品牌制造商控制和管理庞大而复杂的生产流通网络，处于整个产业价值链的中心，而其他非核心的零部件或子系统组件如汽车玻璃、仪器仪表、轮胎、变速器等上万个部件的生产则分散给众多的联系厂商，各个联系厂商专注于价值链环节的特定职能，处于从属地位。这些联系厂商可能是独立的企业，也可能是从属性子公司，但都受到不同程度核心企业的控制，具有“受控制的供货商”属性，企业间的组织联系表现为分层次的金字塔形结构。

在其他产业，居于上层的“领导企业”不一定是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的制造商，甚至不一定参与最终产品的制造。他们可能处于制造的上游或下游（例如服装业中的时尚设计商或自有品牌零售商），也可能是关键部件的供给者（如计算机行业像英特尔一样的微处理器公司和像微软一样的软件公司）。领导公司区别于跟随企业或从属企业的标志就是他们对主要资源的控制（如产品设计、新技术、品牌或消费者需求），这些资源是该产业大部分利润的源泉。


（二）以价值链为纽带的世界生产体系取代以股权为纽带的国际生产体系


跨国生产的传统战略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股权控制战略。国际化经营的基本模式总是倾向于通过控制所有权，保持对整个生产链的控制，实施对产权技术和专利的保护，以谋求垄断利润。但当代世界生产网络已经超越了股权连接这一纽带，演变为专业化于价值链上特定环节的跨国公司，由遍布于各东道国的子公司和作为供应商与分包商的非跨国公司系统的其他公司交织构成。分布于不同国别和区域的生产过程之间的高度依存关系更多来源于共处于某一产业或某一产品的价值链，而不是共处于某一股权体系，从而形成了由价值增值链为纽带的世界生产体系。

非股权式离岸外包成为国际生产体系加速向世界生产体系转移的重要承接形式。这不仅是指外包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外包的环节和项目不断增加，而且，在全球价值链布局中，跨国公司与不存在股权联系的零部件供应商之间建立起较之于一般市场联系更加密切和更为长久的关系。通过对承接其分包业务的主要供应商的技术转让、培训供方工作人员、提供与业务有关的信息和给予资助，跨国公司使原本非系统内的生产商变成了准系统内企业，使得原本处在国家边界内的一般厂商无需跨国却已实现了生产的国际化（就其生产标准、服务对象、利润实现而言）。

处理世界范围外包业务的合同制造商和合同服务供应商的兴起从两个方面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变革：其一，与一般外包企业不同的是，合同制造商本身也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安排研发和生产，为不同的客户提供产品，从而成为外包扩展的重要推力；其二，虽然合同制造商以生产其他公司的产品著称，但与普通贴牌企业不同的是，合同制造商还为其主要客户开发新产品，并承担与产品制造相关的其他业务，如物流和订购以及产品的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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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使面向全球的供应链得以形成。


（三）依据功能性布局的全球分散生产取代以世界地理区域布局的集中式生产


企业的职能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生产资源的筹供、零部件的加工、营销、售后服务，以及行政职能等。与以往企业保持所有职能，并且在国际化过程中在不同投资地平行复制所有职能不同，如今，以产业发展周期为模式的世界生产转移演变为在新产业发展或新产品研制的初期就在国际范围布局。价值链分解带动了生产分离和各生产点专业化于价值链上特定环节的功能性布局特征，取代了以往依照国别或地区投资布局，各国或各地区的投资点相互独立，自成一体的集中生产格局。随之而来，一些海外生产点只是公司系统内一部分中间品的消费者和另一部分中间品的生产者。例如，IBM根据各地性质相异的需求及其比较优势，将研究（R）、开发（D）、制造（M）和服务（S）广布在不同国家。英特尔将半导体成本结构中高附加值部分（硅片生产与加工）留在美国，而将制造设施放在以色列和爱尔兰，将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装配和测试活动安排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哥斯达黎加和中国。

随着功能性投资布局的集聚，早先的地理体系被产品价值链三大功能体系所取代，形成了服务于世界市场的区域或全球加工基地、制造基地、研发基地和采购或营销基地。比如在电子制造业，技术创新活动比较集中的西欧和北美往往成为设计和工程中心，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则作为加工和制造基地。在建筑陶瓷业，意大利Sassuolo建筑陶瓷集群控制着全球陶瓷产业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建筑陶瓷的研发设计、机械装备和流通环节的品牌化；中上端釉材和瓷砖设计由西班牙Castello集群和巴西SC陶瓷集群控制；中国佛山的陶瓷集群则处在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在马达行业，日本京都的马达集群控制着超过马达总价值50%的高增值环节——PC板研发和生产；大阪轴承集群控制液压轴承；在高增值零部件生产中，依此为新加坡—测试；泰国—产品研制和加工；马来西亚—板壳；菲律宾—组装和板壳；中国平湖—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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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高端主导式治理结构取代产权控制式治理结构


层级制体系、功能性布局和跨国外包制度不仅打破了跨国公司多国分散经营的传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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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赋予跨国公司对于更广泛的多国生产体系的治理权力，造就了世界生产体系中治理结构的演变。全球化之前，跨国公司基于产权优势的国际化生产治理结构演变为占据价值链高端的企业基于增值优势的高端主导式治理结构。各行业的价值链构成并非完全相同，因而居于高端的企业属性不尽相同，但其治理的模式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借助行业标准和规范，跨国界组织与协调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创造，并控制价值在各厂商间的分配。

在汽车、飞机、计算机、半导体及重型机械等传统所谓的资本技术密集行业，生产的进入壁垒很高，寡头型的大制造商居于价值链高端，他们在协调生产网络中居于中心地位，向前控制原材料和配件供应商，向后与分销零售密切联系，对整个产业的价值链实施控制。比如汽车产业，6大整车企业在全球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为60%，前16家零部件企业在全球市场所占有的销售额为40%。一个全球性的汽车工业大体系正处在这些品牌制造商的直接控制之下，并按照他们的意愿向前推进。

而在服装、鞋、玩具、手工艺品等传统所谓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的进入壁垒很低，造成高度竞争和全球分散的工厂体系。而设计及市场营销方面的进入壁垒却很高，因而品牌设计者（如耐克）和大型零售商（如沃尔玛）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着高端地位。品牌持有者并不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而是利用合约进行生产，包括借助零售商来监管国际分包过程中的一些环节，如采购投入、组装、质量控制、从不同供应商处接货等，从而对全球生产体系实施治理。


思考题


1．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变化是如何影响当代世界生产体系的?

2．跨国公司经营战略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和影响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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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国际投资政策协调与体制建构的新发展及新特征


当今世界，尽管迅猛发展的国际投资活动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纽带和主要驱动力，但与同为全球化支柱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相比，国际投资领域的政策协调和体制建构明显落后，既没有一套统一的国际规则，又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监督机构。金融危机后，多哈回合停滞不前，在WTO框架下由贸易问题扩展至投资议题谈判的机会渺茫，但随着国际投资来源和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对国际投资政策协调与体制建构的需求却日益增加。面对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变化和以社会和环境挑战为核心的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政策制定者开始思考新的发展范式，不仅催生了新一代国际投资政策的诞生，也使得国际投资体制的建构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和特征。


第一节　国际投资体制与政策协调的研究综述

国际投资体制是规范国际投资行为的法律、规则、政策及执行机制的总称。国外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国际投资法学界和国际商务学界，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如何界定和认识当今的国际投资体制？如何定义外国“投资”及“投资者”？投资保护标准的具体内容应该有哪些？如何解决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国际投资协调体系和机制等问题。对于是否存在着国际范围的投资体制或机制安排，学术界在理论上存在分歧。一派观点认为，与世贸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G）等领域具有法律上的多边国际法体制相比，国际投资法仍然是一个不完全的法律体制，国际投资法仍然以双边投资条约为基础，双边投资条约只是特定缔约国相互之间的国际法，而不是多数国家之间的普遍国际法。A.A.Fatouros（1995）提出，有关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只是由各种各样的国内法规范以及国际法规范所组成的网状体，具体内容相互重复，相互之间并不协调，因而无法将之视为一个完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投资法律体系。Jeswald W.Salacuse（2010）也认为，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尚没有一个全面的多边投资条约，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多边国际组织管理国际投资法；投资条约仲裁规范主要体现为一个个以双边投资条约为基础的相互独立的个案判例。因此，目前达成的3000多个投资条约（包括贸易协定等的专门投资章节）和300多个已知的投资条约仲裁判例只不过是适用于特定条约当事方之间的特别法，它们在整体上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

但另一派观点则认为，尽管形式上没有统一法律、没有统一机构执行，但存在着基于双边投资条约及其仲裁判例构成的事实条约。David Schneiderman（2008）指出：“一系列双边、区域和多边促进和保护外国直接投资的协定总体上生成了一个规则和规制实施结构的连锁网络，并能对国家行动施加重大的限制。”Jeswald W.Salacuse（2010）则认为，尽管3000个投资条约在法律上是分立的和不同的，而且只约束条约缔约方，但是，作为组群，这些条约在结构、目的、原则和用语上极其相似甚或一致，每个投资条约仲裁案件中的法律顾问和仲裁员经常援引其他投资条约仲裁裁决来解释相似条款，因此，可以认为，这些投资条约尽管在文本上存在个别差异，但却构成了一个单一的多边国际投资机制。Andreas F.Lowenfeld（2003）、Stephen M.Schwebel（2004）等认为，尽管迄今为止全面综合的多边投资条约的谈判一个都没能够成功，但是，包含了相同或相似的结构和内容、包含了最惠国待遇条款，生成了相同或相似的决定和裁决，已经或者至少正在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多边投资体制，甚至可以说，已经或者正在形成一个多边习惯国际投资法体制，而且，国际投资争端中心（ICSID）
[1]

 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CTAD）也发挥了事实上推动多边投资体制发展的多边国际组织的功能。金融危机后，加强国际投资体制建设成为学界研究的新热点，但在具体的建构路径上却存在分歧。Axel Berger（2013）提出双边投资协定已经包含了保护和规范投资行为的元素，因而降低了达成其他正式协定的需求
[2]

 。Sauvant and Ortino（2013）则提出应鼓励在区域和跨区域多个层次上建构起对多边投资框架的共识
[3]

 。Graugnard（2013）更倾向于应在危机后崛起的如G20峰会这样的多边论坛上，构建一个促进政府之间，政府、企业和民间团体之间相互理解、共同对话的国际投资框架
[4]

 。联合国贸发组织认为，随着国际投资新条约的缔结和仲裁裁决的不断增多，国际投资制度正在快速演变，不仅其范围和规模有所扩大，而且正在出现一种系统性演进，即一种更好地兼顾国家和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的制度趋于形成
[5]

 。促进国际投资协定的一致性并在其中反映更广泛的政策考虑的需要将为建立更加一致、平衡、有益发展、切实有效的国际投资制度带来了机会
[6]

 。

近年来，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国际投资协议的发展动态及其特征等方面。詹晓宁（2007）、陈书凯（2010）发现近期的国际投资协议具有数量上持续大幅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国际投资规则方面的作用不断提升，一部分国际投资协定对各种实质性的约定义务的表述方式进行了重要修改和投资者——国家争端继续增加等特点。同时，国际投资协定体系呈现高度分散化、多层化、多面性和动态性等特征。王彦志（2011）用2001—2010年的数据说明，相对于传统自由主义国际投资机制而言，新自由主义国际投资机制已经兴起，并且具有双边构造、私人执行和仲裁驱动式国际投资机制的特征。

综上可见，国内外学者对当代国际投资体制的性质、特征和危机后的发展动态已展开众多分析，但尚缺乏以国际投资体制建构路径为主题的较系统研究。而以往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贸易和金融政策领域，认为“国际经济协调”或“政策协调”是指以各国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为主体，就汇率、贸易、货币和财政等宏观经济政策展开磋商、协调，或适当修改现行的经济政策，或联合采取干预市场的政策行动
[7]

 ，而国际投资领域的各国政策协调问题则较少被触及。

第二节　国际投资体制建构与政策协调的发展演化

总体而言，国际投资领域的体制建构和政策协调涉及双边、区域和多边不同层次。一国的国际投资政策主要由三方面组成，即约束外国投资者的进入和经营的规则和法规、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标准，以及外国投资者在其中运作的市场规范。在各国国际投资政策基础上通过国际谈判和政策协调达成的双边投资协定、地区投资协定以及多边投资协定，构成了对国际投资加以规范的基本原则，传统上这些原则的目的是保护和促进国际投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在酝酿形成国际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哈瓦那宪章》中就曾有过建立多边国际投资组织的设想，并探讨过订立国际投资多边规则的问题。然而，由于各国对待国际投资的看法分歧太大，无法达成共识，即使作为工业化国家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部就此议题也未能获得任何结果
[8]

 。20世纪50和60年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新兴独立的国家，出现了东道国政府对关键部门的外国投资实行国有化或征收措施的情况。这一背景导致了1965年的关于解决东道国政府与外国私人之间投资争端的《华盛顿公约》的签订，并根据此设立了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心（ICSID）。这一至今仍在运行的华盛顿公约体制，反映了早期国际投资法的主流内容。

20世纪70年代，地区一体化较为发达的西欧在谋求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共同遵守政府及跨国公司各自的行为准则，促进国际直接投资方面有所成就。《罗马条约》首次在地区层面上确立保护和促进海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原则。此后，这一地区原则又被进一步扩大至地区外，成为跨地区投资政策合作的先驱。同期，多边和国际性商业组织——国际工商组织、不结盟国家会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等——的努力主要集中在规范跨国投资者的行为上。由联合国发起的围绕跨国公司经营规则与技术转让规则展开的“跨国公司行为准则”的多边谈判旷日持久，但终未能有所成就，既没能组织起一个可行使全球投资体系管理职能的机构，也没能确立起一套全球统一的投资行为准则。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国际投资谈判的主题从规范直接投资者的行为标准转向规范政府尤其是东道国政府对国际直接投资者的待遇标准。80年代末，终于有三项与建立全球投资机制有关的谈判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体系下获得了成功，它们分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ade -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TRIM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议题》（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TRIPs）和《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这些协定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全球投资保障机制的形成和确立所作长期努力的结果。《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列举了对贸易具有扭曲作用的投资措施，要求成员方不得违背GATT 1994年第3条和第11条的规定；《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商业存在方式提供服务必须遵守的多边规则，与服务业国际投资有密切联系；《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对各成员方的外资立法具有重大影响。但是，一般认为这些协定的实际意义距离最初的目标还很远，只是在有限的方面弥补了直接投资领域国际制度的空白。

将投资措施纳入多边贸易谈判是乌拉圭回合的重大突破，也成为GATT为全球投资保障机制的形成和确立所作长期努力后的首项成果。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问题的根源在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发展中国家东道国，而且发达国家东道国政府都对外国投资者规定了各种各样的条件，作为允许其进入国内（或购买东道国国内企业）的先决条件，或者作为给予补贴或其他激励措施的回报。这些条件可能与企业结构（本国股权规定）、经营方式（技术转让规定）或生产和商业情况（当地成分和出口规定）有关。这些规定在不同程度上对贸易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乌拉圭回合协议中的投资措施只是资本输入国（东道国）政府对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或企业所采取的各种法律和行政措施，而未涉及资本输出国（母国）政府的投资措施，事实上正是发达国家母国发起了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抑制行动。协议中列出了对贸易有限制及扭曲作用的14项投资措施，这些措施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投资激励措施，包括国内税的减让、关税减让、投资补贴和投资转让；另一类是经营业绩要求，包括利润汇回限制、外汇限制、制造限制、当地股权要求、当地成分要求、制造要求、国内销售要求、贸易平衡要求、许可证要求、技术转移要求、产品规定要求、出口要求和进口替代要求，等等。最后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规定，上述措施应适用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所确立的国民待遇、禁止数量限制和透明度原则。也就是说，东道国政府应取消不合理的违反国民待遇和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的措施，东道国政府也应及时公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法律和政策。协议还规定了各缔约方的过渡期安排，即发达国家在WTO协定生效后两年内取消一切与协定不符合的投资措施，发展中国家为5年，最不发达国家为7年。

而《服务贸易总协定》并未把国民待遇原则和市场准入原则作为基本原则，而是作为具体义务，也就是说该两种原则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并非强制性的，各成员方可以按实际情况作具体的承担义务。市场准入（主要涉及商业企业的开业权和享受的待遇）是各成员方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承诺的基本内容。GATS列明了各成员方应该在其承诺减让表中明确规定的市场准入限制的具体形式，即对服务和服务贸易提供者的数量、总额、雇佣人数、企业形式、外资比例等方面的数量限制。逐步自由化要求各缔约方在尊重各成员方整体和个别服务部门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在保证权利和义务总体平衡的前提下，通过多边谈判，逐步取消限制措施，提供更为有效的市场准入机会，实现更高水平的自由化。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没有直接涉及投资问题，但是，协议涉及到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环境内容，即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该协议囊括了版权与相关权利、商标、工业设计、专利、集成电路设计、非公开信息或商业秘密，对知识密集产业尤为重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认为某些限制性商业惯例和反竞争行为会阻碍技术的转让和扩散，对贸易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GATT成员方必须采取与“协议”相符的措施，以阻止或制止那些排斥竞争的行为。

修订的《政府采购协定》（The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与国际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联系。在东京回合于1981年达成《政府采购协定》的基础上，乌拉圭回合又于1988年修订并达成了新的《政府采购协定》，其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修改：（1）扩大了适用范围，将建筑服务业也包括在内；（2）中央政府级以下的政府采购，如州、省、部、县政府的采购行为也被纳入协议；（3）明确规定其所包括政府采购的一切法律、规定、程序和做法，应立即无条件遵守国民待遇和非歧视待遇。新的《政府采购协定》不仅要求政府采购所包含的内容不得对其他签约国的产品、服务和供应有所歧视，而且要求不得对当地外国分支机构或外资企业有所歧视。

20世纪9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的自由化进程在地区层面上通过地区经济集团或次区域集团内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原则的签署、自由化时间表的确立而有所进展。与双边层次相比，区域层次上所涉及的投资问题更为广泛，各地区所采取的方法也更为多样。在地区一体化谈判中，以贸易为基础的政策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政策转变的迹象已露端倪。1992年欧共体统一大市场计划、1989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以及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都是以寻求更加自由的贸易体制开始的，但最终都发展为投资自由协定，包括逐步取消对国际直接投资现有的准入与开业限制、取消歧视性经营限制、公布现有的国际直接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变动状况，以保证政策与管理措施的透明度和进一步实施自由化计划，一些区域投资协定中甚至还包括了投资保护及争端解决的内容。比如，欧共体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为投资于欧盟成员国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单一的母国（欧盟）基地，欧盟同发展中国家，或相关集团（北非、海湾合作委员会、东盟、安第斯条约组织）的谈判均以欧盟的投资保障与促进原则为准则。在政策措施方面，欧盟还成功地确定了各成员国可实施的对外国投资者的激励上限，从而抑制了成员国间为争夺流入统一大市场的外国直接投资展开的政策战。

而1994年生效的NAFTA第11章是专门的投资章节，该章所确立的投资规则，集中反映了美国在投资保护和投资自由化方面的主张，实现了美国在投资领域的目标。该章对投资者和投资的定义范围非常广泛，规定东道国需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禁止多种业绩要求，允许自由的与投资有关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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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了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根据该机制，投资者因缔约国违反协定A节的有关规定而致使其投资遭受损失时，可直接提起国际仲裁。在美国看来，这是第11章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NAFTA最具创新性和合理性特征的部分之一。由于美国对于国际仲裁机构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一争端解决机制实际上更有利于美国。

这一时期，两大国际组织的努力曾经令国际投资体制建设朝向一个光明的前景。1995年9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启动了多边投资协定（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MAI）谈判，试图在全球范围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国际直接投资的管理机制，而不是在其他国际多边协定、谈判或组织的框架之下添加部分国际直接投资的内容；并通过建立自由化和投资保护的高标准，以确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投资规则，从而鼓励及保护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自由流动。WTO也在1997年的新加坡回合中提出了投资和竞争议题，积极准备建立一个开放的、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内的、将投资和贸易紧密结合的理想的多边体系规则。在WTO框架下协商投资协议的最大特点是，它可以与世贸组织其他多边协议和世贸组织各类机制间加强协调，有利于国际直接投资规范的建立与实施，而投资协议一旦成为世贸组织协定的组成部分，对所有世贸组织缔约方均具有约束力。世贸组织可能采取的有关投资问题的行动将会以投资与贸易密不可分为基准，涉及政策范围、影响准入和外国投资者经营、待遇标准、投资保护和争端解决等问题，涉及贸易政策措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等问题。

“多边投资协定”谈判原定在1997年年中结束成员方内部的谈判，并期望随后吸收与非成员方的谈判，使之最终成为全球的投资规范。但是，由于投资问题的复杂性和谈判各方的利益分歧而宣告失败。而21世纪以来的WTO多哈回合因纠结于农产品和环境产品等议题，并未能真正开启多边投资规则的谈判进程。

第三节　国际投资体制建构与政策协调的新特征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从多个方向上对国际投资政策协调和体制建构产生重要影响。一是伴随着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强权遭到削弱，国际影响力日益分散。以多哈回合谈判迟迟未果为标记，在各国优先利益不同且各国对屈从于外部制定的规则极为谨慎的背景下，多边体制建设和达成多边协定的困难有增无减。二是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引发了许多国家正在重新评估自身的国际投资政策、修订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审查各自的条约网络及其对发展的影响，从而努力形成投资规则制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良性互动的正确机制。三是以往发达国家处在既为直接投资输出国，又是直接投资输入国的双重身份，而发展中国家只是处在输入国地位的国际投资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一些新兴经济体跻身于投资输出大国行列，国有跨国公司数量不断增长，主权财富基金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新来源，令国际投资政策协调与体制建构的需求日益增强，而利益诉求则更趋多样化。在这些推力影响下，当前国际投资体制的建构呈现与危机前不同的路径和特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国际投资体制的建构格局从统一转向分散，呈碎片化之势

尽管金融危机前，国际投资领域的制度建设已在双边、区域和次区域经贸谈判中得以展开，但通过协商建立一个综合性多边直接投资协定才是国际投资体制建构的终极目标。这一协定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协定（如MAI），也可以是在全球性国际组织的结构中协商确立的多边规则（如WTO下的投资议题）。倡议者相信即使谈判的发起者有限，但其目标却是全球性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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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一方向符合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的形成需要一种全球性制度保障的要求。如今，伴随着MAI的失败和危机后WTO框架下的多边谈判停滞不前，多边路径显遭搁置，危机后，更多的国家转向缔结双边和区域一体化贸易协定及优惠协议，不仅淡化了推进多边谈判以达成国际投资协议的积极性，而且客观上使得双边或地区经济政策协调与全球性政策协调间呈现互为竞争的格局。比如，层出不穷的各类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及各类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谈判中几乎都涉及服务业开放和市场准入等投资问题，但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呈重叠化、碎片化和复杂化倾向，令当今国际投资协议体制以无条理、差异和重复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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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使国际投资体制建构呈现非一体化的碎片化制度建构倾向。

二、国际投资体制的建构基础从双边化转向跨区域诸边化

自20世纪60年代在欧共体一些直接投资母国倡议下，与非洲的东道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以来，国际投资协定体系主要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免征双重税协定实施。典型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非股权投资和各种类型的股权投资，以及投资周期各阶段的主要问题，有些协定还将证券投资也包括在内。多数投资保护协定均明确规定所有权限制和控制方面的内容，但却含有一些经营性限制内容；多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都规定分别或混合提供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公平公正待遇和国际法规定的待遇；此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还对资金转移、征收与国有化、签约方和投资者与东道国争议解决等具体投资保护标准作了规定。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通过投资保护来促进签约国间的投资流动，常常被视为衡量东道国投资环境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外，一旦在一个以上的征税辖地投资及经营所得被认为应在多个辖地纳税，双重税问题就产生了。为了避免此类矛盾，世界各国及有关集团间签订了许多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在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中，缔约双方同意遵守某些税收收入分配原则，以保证应税收入不会在两个税收辖地被重复征税。

截至2013年底，国际投资协定共计有3236项，包含2902项双边投资协定（不含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和334项其他国际投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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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就数量而言，双边投资协定仍占据国际投资协定的主导地位，但就谈判内容和标准而言，区域和跨区域谈判的重要性则显著增加。

与20世纪90年代以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东盟（ASEAN）等地区内贸易自由化协定不同的是，目前展开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欧盟—美国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TTIP）、《服务贸易协定》（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TiSA）、亚太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谈判均具有跨区域和诸边化的特征，即：一方面，其谈判成员并非局限于同一地理区域，具有跨区域、跨洲的特点。如TPP跨太平洋两岸的美洲、亚洲和大洋洲，TTIP跨欧美两大洲，TiSA更是跨欧洲、美洲、亚洲和大洋洲；另一方面，谈判协定呈现开放式特点，其谈判成员或经济体的数量动态变化，并不是一个排他或者稳定的状态。如生效于2006年的TPP第1条第2款就规定，经缔约方协商同意，协定可以扩大到其他地区。2008年以来TPP快速扩容，目前谈判成员方已从最初的4国扩展至12国。而2012年由美国和澳大利亚发起的TiSA，目前谈判成员也扩展至23个WTO成员（将欧盟算作一个整体）。

尽管理论上而言，跨区域谈判可能为全球投资规则制定提供了一种阶段性跨进的基础，有助于创建更为连贯、可控和一致性的国际投资政策框架。但目前各种区域性、诸边性国际投资协定的实践却采用不同方式，对现存双边投资协定采用不同的调节标准，从而在已经复杂脆弱的投资协定体系中增加了一个层次，使得国际投资体制建构更趋繁复。早期BITs和近期包括投资条款的跨区域协议或谈判并存具有系统性影响并带来了一些法律和政策问题。例如，如何处理由于两者并存所引起的潜在条款不一致问题；在国际仲裁背景下，同一外国投资者可以按两个不同的法律条款起诉一国政策两次。与此同时，无论是国际投资母国还是东道国，掌控杂乱无章的协议和追求统一集中的国际投资协议战略将更加困难。



表9-1　部分投资相关的跨区域谈判和谈判各方现存BITs数量




	地　区　倡　议
	谈判方现存BITs数量



	亚太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
	68



	全面经济和贸易协议（CETA）
	23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
	21



	欧盟—印度自由贸易协议
	20



	欧盟—新加坡自由贸易协议
	12



	欧盟—美国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TTIP）
	8




资料来源：选自联合国贸发大会.2013世界投资报告——全球价值链：促进发展的投资与贸易［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



三、国际投资体制的建构理念从放任的自由主义转向内嵌的自由主义

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投资体制建构突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高涨的单向自由化的理念范式，转向寻求投资自由化与政府管制间的平衡，即在保护投资者以及保证政府寻求合法公共政策的目标权利之间达成一个均衡。由此，一方面，出现了选择性开放、东道国政府对国家安全影响高度关注、投资审查制度回潮、投资审查的可追溯性加强等一系列投资监管加强的新动向。危机以来，新出台的投资相关政策中趋向自由化、便利化和鼓励类的政策占比趋于下降，2010年曾经跌至70%以下，2011年虽回复到75%，但仍大幅低于20世纪90年代时期的93%和2000年的81%。2012年全球范围54个国家新出台的86项投资相关政策中，有25项是加强管制和规范的，占比29%。



表9-2　选定年份国家投资政策变化数量（2003—2013年）


[image: ]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大会.2014世界投资报告——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项行动计划［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



另一方面，拓展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空间正日益受到重视。以往企业承担在环境保护、劳工标准、人权等方面的社会责任标准是在传统的监管框架之外制定的，其遵守和履行均出于企业自发行为，受社会道德和舆论的监督，并无强制性。但近年来，众多修订和更新的国际贸易投资准则和规则正试图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国内和国际投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具体措施和机制当中，显示了将投资自由化内嵌于基于国内稳定利益的公共管制框架的体制理念
[13]

 。这一理念旨在确保投资保护和投资自由化协定不会阻碍东道国的发展；不会阻碍政府代表公众利益（如环境、公众健康和安全目的）进行监管；并倡导投资者开展负责任的商务活动。比如，2012年修订的美国BIT模板保证不放松国内环境和劳动法律，并使其成为有约束力的义务；同时还明确承认环境法律和政策、多边环境协定的重要性。近期一些国际组织修订的国际投资准则和指南中也更多增加可持续责任（见表9-3）。



表9-3　近期国际投资准则中的可持续发展责任




	投资相关准则
	可持续发展责任



	2011年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建议国际投资协定保留各国保护人权的能力；建议企业评估其人权影响，预防和缓和不利影响



	2011年OECD修订的《跨国企业准则》1976
	侧重于人权、就业和环境的公共政策问题；加强关于贿赂和税收的原则



	2012年修订的《国际商会国际投资指南》1972
	要求进行负责任的投资；鼓励投资者在开业、设施废止或撤离前均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2012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多哈宣言》
	强调将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作为其对投资和企业工作的两项指导性原则



	2012年6月G20洛斯卡沃斯峰会宣言
	支持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强调致力于“提升价值链中的负责任投资标准”报告的工作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大会.2012世界投资报告——建立新一代投资政策框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



四、国际投资体制的建构目标从投资保护转向系统治理，酝酿主导权之争

长期以来国际投资领域的系统治理严重缺乏，国际投资保护、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和国际投资监管三大机制发展极不平衡。国际投资保护机制通过无数双边和区域性投资协定中的投资保护条款组成；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由ICSID统一机构执行；投资促进则由分散的国家促进政策组成；而国际投资监管则严重缺位，并无统一监管规则和组织。

以往国际投资协定谈判的焦点是投资保护及设立后的监管。如今国际投资相关协定的谈判内容已大幅超越投资保护议题，不仅扩充了新问题和跨领域问题，如监管透明度、国有企业和环境与劳工等议题，而且提高了自由化规则的水平和标准，如竞争中立原则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等。这些扩展的议题构成了新一代全球投资规则制定的重要内容，从谈判发起到议题界定再到标准确立，无疑成为国际投资治理主导权争夺的制高点。这一争夺使得目前包括TPP、TTIP和TiSA在内的跨区域谈判进程中存在诸多分歧，并直接影响到一些谈判无法如期达成。

比如，在美国主导的高标准服务贸易谈判TiSA推进路径上，欧盟主张协议需紧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条款；而美国则主张用负面清单方式来确定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将作为原则适用于所有12大服务贸易部门和所有4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例外情况则需在各方承诺表中列出，协议签署后将不被允许增加例外。在被认为是欧美共同构造全球新一代贸易投资黄金标准的TTIP谈判中，欧盟希望基于已经同加拿大达成的双边投资保护协议，将海运业市场准入等带入谈判，以确立比TiSA更高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标准。

在并非由美国最初发起的TPP推进方式上，美国与其他谈判成员间也存在重大分歧。首先，美国提出扩大后的TPP不能沿用原先由TPP创立4国（P4）达成的协定，而需要通过谈判缔结新的协定。事实上，P4协定本来是一个高标准的、内容全面的FTA。但是美国认为P4协定不符合美国的标准，坚持TPP协定的条款必须符合其对劳工、环境保护等议题的要求。其次，美国主张TPP协定要与现存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并存，也就是说成员加入TPP后，其原先同有关国家签订的双边FTA仍然有效。美国主张这一点的原因在于，有关国家在同美国签订双边FTA时，在其施压下，被迫同意美国为保护其某些产业而提出的市场准入条款。但是其他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不同意将P4签署的TPP协议推倒重来和让TPP协定与各国的双边FTA同时并存，认为这样会在TPP内产生一系列不同的市场准入协议，以及不同的关税规定，从而造成混乱，使各成员无法统一和有效行动。这些矛盾和分歧直接阻碍了TPP原定于2013年底达成协议的预期进程。



表9-4　BIT、TPP和TTIP谈判文本共同关注的议题







	议　　题
	BIT
	TPP
	TTIP



	竞争中立
	Y
	Y
	Y



	国有企业
	Y
	Y
	Y



	准入前国民待遇
	Y
	Y
	Y



	监管透明度
	Y
	Y
	Y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Y
	Y
	



	劳动法规
	Y
	Y
	Y



	环境保护
	Y
	Y
	Y



	金融服务
	Y
	Y
	



	知识产权（TRIPS）
	
	Y
	Y



	关税壁垒
	
	Y
	Y



	非关税壁垒（SPS TBT）
	
	Y
	Y



	海关和贸易便利化
	
	Y
	Y




注：表中BIT谈判文本专指美国2012年BIT范本。



第四节　新一代国际投资政策的发展框架

一、新一代国际投资政策形成的背景

新一代国际投资政策的形成背景既来自于对当代国际投资现实挑战的反应，又是可持续发展思想融入国家发展进程的延续。当今世界，伴随着投资主体多元化，国际投资政策环境日益复杂，一方面各国政府的单边投资政策措施不断增加，如何协调投资与金融、贸易等相关政策，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这些投资政策，对一国的投资管理者形成挑战；另一方面，一旦签订国际投资协议，如何合理履行协议义务，以及如何确保协议与国家政策的一致性，成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特别关注的政策挑战。

（1）国际投资领域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就是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东道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等国际投资利益相关方的立场存在分歧且难以调和。国际直接投资规制框架的目标具有多元性，一是投资保护，二是投资自由化，三是东道国利益保障。发达国家为了确保本国私人海外投资的利益与安全，力图在条约中突出投资者的权利和资本输入国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主张确立东道国对外国投资实行管制的权利，尤其要包含对跨国公司的限制性商业行为惯例等行为的约束性条款。在建立多边投资协定的问题上，许多国家面临两难的选择，作为直接投资母国，他们希望建立优先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投资保护机制，但作为外资吸收国，他们又希望保持外资管理政策的灵活性。

民间团体、企业和政府官员开始表达他们对国际投资协定的成本、收益和未来取向的担忧。他们关于国际投资协定的未来走向和如何使其更好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讨论变得日益激烈。以欧洲为例，许多非政府组织投资者认为，国际投资协定是对公共利益的一个威胁，并认为是提出一个彻底全新的方案的时候了。与此相反，许多产业界人士则强调双边投资协定在增强欧洲产业竞争力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2）缺乏投资领域的国际协调对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效果起着不利影响。目前，双边或其他国际投资协定涵盖了约全球FDI存量的2/3，但要涵盖所有双边投资关系还需要14100个双边投资协定才能完成。可想而知，要完成数量如此众多的双边谈判各国势必要付出巨额的谈判成本，同时谈判的难度也在增加。双边投资协定如今日益面临两方面的难题：一方面，这14100个协定应包括许多具有较小投资倾向或较弱保护倾向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应该包括一些拥有大量FDI存量却没有被任何投资协定所涵盖的双边关系（例如中国和美国、中国和巴西）。

（3）国内政策与国际投资协定及各类国际投资协定之间很难保持一致性。鉴于近来国际投资协议内容可能涵盖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多元内容，也使缔约方可藉由国际投资协议，达到促进科技、能力建构等多方政策目标的同时实现。相对地，国际投资协议的复杂性，也使缔约国的政策必须随之复杂化。换言之，一项政策无法仅有单一目标的考虑。不过，多目标性也导致若干问题。首先，国内法规与国际投资协议间的一致性问题值得关注。一般而言，中央政府对其缔结国际投资协议而产生的协议义务虽有较好的理解，但区域或地方的若干法规在执行中却常会有所出入，毕竟区域或地方的政策与国家整体的发展政策并非总是相互呼应的，故缔约方为维持其国内整体政策与国际投资协议义务的一致性，应针对国内法规制度做出适当的调整。其次，一国与不同国家所缔结的国际投资协议间之一致性也应予关注。例如，目前至少有570个双边投资协定部分复制了其他协定的保护性规定，如果两类协定对提供保护和赋予灵活性方面的表述存在矛盾之处，那么就会造成条款间的相互矛盾，并影响国际投资协定的有效性。另外，还有630个双边协定和包括投资条款的“其他国际投资协定”内容有重叠之处，如果对同样的投资行为的规定存在不一致，那么就将引发缔约方在履行不同约定时产生困扰，以及国内政策法规在执行和调整时相互干扰。

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国际投资行为具有动态性特征，投资目标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因而很难在事先加以明确约束，而目前的国际协定框架并不完全适应这一特征，所以一个完善的多边投资框架所提供的保护和约束也应该是动态的。

二、新一代国际投资政策的核心原则与国家政策指南

为应对上述挑战，联合国贸发大会（UNCTAD）在《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IPFSD），包括一组投资政策制定的核心原则、国家投资政策指引，以及关于政策制定者如何设计和运用国际投资协议（IIAs）的政策选择参与国际投资政策体系的指导。这些内容基于UNCTAD和其他组织在设计推动发展的投资政策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IPSFD认识到单一的政策框架无法解决各国面临的特定投资政策挑战，因而试图基于经验建立评估一国外资政策环境的标准。

与现有国际投资协定体系不同的是，首先，IPFSD是处理国内投资政策和国际投资政策制定所有问题的综合性工具。其次，它特别强调外资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倡导在投资自由化和促进经济增长与保护居民和环境之间取得平衡。同时，它也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投资政策制定中的利益。最为重要的是，IPFSD并非通过谈判和签署生效，它既没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也不是各国自愿遵守的文件，而是国际组织的专家指导，用于投资政策讨论并指导该领域的投资合作，以便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正和采用”
[14]

 。



表9-5　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制定的核心原则




	原　　则
	内　　　　　容



	
1．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投资


	投资政策制定的首要目标是使投资推动包容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2．政策一致性


	投资政策应当基于一国的整体发展战略；所有与投资有关的政策都应当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保持一致和协调



	
3．公共管理和体制


	投资政策应当涵盖所有利益相关者，基于符合法规及高标准社会管理的体制框架，并保证投资过程可预测、高效和透明



	
4．动态化政策制定


	投资政策应进行有效性和相关性的定期检查，并根据情况变化进行调整



	
5．平衡权利和义务


	投资政策应当在政府和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之间寻求平衡，以谋求共同发展的目标



	
6．监管的权力


	一国有权设立外资进入和运营的条件，这种条件应符合国际承诺考虑公共利益，并使潜在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7．对投资开放


	投资政策应与国家发展战略向统一，为投资设立开放、稳定和可预测的进入条件



	
8．投资保护和待遇


	投资政策应当为投资者提供恰当的保护和实质上无歧视的待遇



	
9．投资促进和便利化


	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政策应当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最小化吸引投资的不正当竞争风险



	
10．公司治理和公司责任


	投资政策应当鼓励和支持公司遵守社会责任的国际惯例并实现良好的公司治理



	
11．国际协作


	国际社会应当协作应对共同的投资和发展政策挑战，应采取集体行动防止投资保护主义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大会.2012世界投资报告——建立新一代投资政策框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



IPFSD的国家政策指南着重指导如何将投资政策与发展战略有机结合，如何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和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该指南由四部分组成，一是战略层面，旨在确保投资政策与总体发展战略的一致性；二是严格意义上的投资政策；三是与投资相关的贸易、税收、劳动力和环境规则及知识产权等政策领域；四是投资政策的有效性评估。



表9-6　国家投资政策指南的构成


[image: ]





思考题


1．区域主义倾向对国际投资体制建设有何影响？

2．目前是构建国际投资领域多边制度的有利时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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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全球化与国际直接投资

第一节　全球化的内涵

全球化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个时期，英美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开始谈论全球化。更确切地说，全球化一词诞生于以跨国公司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里。随后，这一术语被用来指政治界限的开放和旨在促进全球经济活动进展的自由贸易现象。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罗贝尔·布瓦耶区分了其中的四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即拉维特提出的经济全球化。1985年，美国经济学家提奥多尔·拉维特（Theodre Levitt）在《市场全球化》一文中提出，全球化只是涉及国际贸易，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管理以及它们在世界各地建立工厂并销售自己的产品的能力问题。因此，拉维特在这里表述的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领域出现的新现象，即市场的融合以及跨国企业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以同一方式销售自己的产品。第二层含义来源于凯尼什·奥玛1990年出版的《三权力量》一书。奥玛认为，全球化的参照对象既不是企业对市场的占领，也非实施完全一体化的全球战略和管理形式，而是引入一种总体目光，使出口企业走向企业行为的全球化，并完全控制整个创造过程，包括研究与开发、工程、生产、市场、财务与服务。第三层含义强调的是跨国企业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重新界定国际体系规则的努力，布瓦耶将其总结为是最具国际色彩的企业引导国家──民族规则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转化的进程。第四层含义强调愈来愈走向全球化的经济的存在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建立在民族基础之上的国家管理问题
[1]

 。

1995年，里斯本小组合作撰写了《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将全球化的范畴定义为：（1）金融与资本占有的全球化；（2）市场与市场战略的全球化；（3）技术和与其相联系的研究和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以及知识的全球化；（4）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以及文化生活的全球化；（5）调控能力与政治控制的全球化；（6）作为世界政治统一的全球化；（7）观察与意识的全球化
[2]

 。进一步扩大了全球化的范围。

1996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召开一次题为“全球化与自由化”的讨论会，会议认为，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跨国界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强的过程，运输、通信和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有利地促进了这一过程；1997年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则明确指出：“全球化的概念既指货物和资源日益加强的跨国界流动，也指一套管理不断扩大的国际经济活动和交易网络的组织结构的出现”；“但今天的世界经济与超国家范式相距还很远，对现状较为恰当的描述是全球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市场、生产和金融活动的跨国界联系已加强到如此地步，以致任何一国的经济都不能不受到国界以外的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3]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一书中也对全球化作如下定义：“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和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4]

 由于联合国贸发会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比较接近，两者又都是全球认可的国际性组织，因此，它们的解释被世界上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是当前最具权威性的定义。

第二节　跨国公司与全球化的关联性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全球化？是否存在着推动全球化扩展的因素呢？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以下四种推动力是最重要的因素，即科技进步、贸易扩大、更多的资本流动和劳动力流动，这些因素都使得全球化程度加速。但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它同样影响着这四种推动力。尤其重要的是，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跨国公司的作用不容小觑。

一、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作为市场寻求者和资源寻求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载体。因为“企业内贸易”可以使得公司充分利用国与国之间的汇差、税差、利差来获利，而不依赖供给与需求的外部市场机制。这种现象被称为国际商务内部化。事实上，这种国际商务内部化是跨国公司的一个特点。最通常的解释指出了内部化的四个明显优势：更紧密的活动控制；保持企业的专业技术不外漏所引致的效率；在地点选择方面的自由，允许企业充分利用每个国家所提供的区位优势；更有利地利用各国间的汇率、利率、税率之间的差别和进行价格转移。

二、经济全球化对跨国公司产生重要影响

关于全球化对跨国公司的影响，国际上存在颇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跨国公司有益于全球发展，主要观点包括：（1）跨国公司使每个国家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2）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与销售能通过增加工作机会和更高的世界购买力来促进经济繁荣。（3）跨国公司具有空前的能力去革新和传播发展对环境有利的技术。（4）跨国公司能够投资对环境有利的技术来支持可持续性的发展。（5）跨国公司能够推动东道国实行更好的管理。

另一种观点认为：跨国公司会对全球发展造成损害，主要观点包括：（1）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与经济全球化使工作机会出口，逃避了税收和加速了收入差距。（2）技术的全球化创造了一个数字分离的世界，巩固了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否认了公众创新和分享科技成果的途径和权利，忽视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3）跨国公司的市场开发活动鼓励了文化帝国主义和西方化或者美国化，剥削了易受欺骗的无知的消费者，宣传了对环境不利的产品。（4）跨国公司的全球力量创造了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威胁了国家主权和民主
[5]

 。

第三节　外商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与环境问题

一、关于环境规则对产业转移影响的研究

有关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影响的研究主要为实证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检验FDI的区位选择是否受环境规则影响，环境规则较宽松的国家是否成为污染产业的“天堂”。一些研究支持“污染天堂假说”，但也有一些研究表明环境规则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几乎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二是检验一国在污染产品生产、消费和贸易的动态变化。如果在一定时期内，一国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相对于国内消费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则说明其他国家向该国转移了污染产业。这方面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一些研究发现环境规则会影响贸易模式，环境规则较宽松的国家更多地出口排放密集型的产品；也有一些研究则没有发现此类证据（Janicke et al.，1997； Cole，2004），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则没有降低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反而提高了部分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陆旸，2009）。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联性

经济全球化带动了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促进了资本流动，形成了全球生产格局。目前，国际上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新兴发展中东道国环境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污染避难所说、污染光环说和污染增加说。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虽然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污染产业转移倾向，但外商通过直接投资向发展中东道国转移污染产业是客观存在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环境污染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主要原因在于：

（1）外资企业的逐利本性导致其将污染严重、资源消耗较多的产业向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从而加重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原先已经存在的环境污染现象，恶化了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以中国为例，由于对环境保护重视不够，吸引了一些高污染企业进入中国，导致中国有成为外资污染避难所的趋势。环保总局的一份年报显示，在中国有10多个省份存在外资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这些外资企业多数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涉及食品、电子、化工、机械制造等诸多行业，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2）由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法规的严格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于环境标准的执行也不够严格，一些发达国家的污染密集型企业为了逃避本国严格的环境法规，降低环保成本，纷纷将生产基地转往新兴发展中国家，这类外资企业将会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最为典型的就是NAFTA实施以后，美国和墨西哥在环境规则实施方面的差异推动污染较重的纺织业从美国向墨西哥转移，与此同时还造成数千美国工人丧失了就业机会。

（3）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使得原本产生在一国国内的环境问题可以借助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跨越国境成为国际性环境问题。在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不公平竞争”。为了与低标准的对手展开竞争，原先发达国家所处的较高的环境标准会被破坏，从而损害全球环境保护的标准，使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因为“奔向最低点的竞赛”而再次受到损害（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为了吸收外资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环境为代价）。

三、关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内对外商在华投资的环境问题也展开了广泛研究。夏友富（1999）、赵细康（2002）和杨海生、贾佳等（2005）从不同的角度，选取中国吸收FDI不同阶段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提出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污染产业转移倾向，但外商通过直接投资向中国转移污染产业是客观存在的。潘申彪、余妙志（2005年）选取1987—2004年苏浙沪三省市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与三省市各年度的工业废气排放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废气排放）之间的因果关系。说明三省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的确是导致该区域环境污染加剧的原因之一。田东文等（2006年）运用条件Logit模型及我国的FDI数据，对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了评价。结果发现，政府环境管制、产业聚集效应、企业所有制结构及地区特征等因素均不同程度地作用于污染密集型产业对华转移的区位选择倾向，且在诸多因素中，政府环境管制具有很明显的抑制作用。沙文兵、石涛（2006年）利用我国30个省份1999—2004年度的面板数据，对FDI的环境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就全国的总体情况而言，三资工业企业总资产每增加1%，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0.358%。赵蓓文（2012）通过构建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对中国工业废水排放量、中国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大的三个行业2005—2009年的数据进行测算，发现中国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外资增长率，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外资增长率过快，外商投资企业进入污染排放行业进行产业转移的趋势比较明显，存在严重的不安全倾向。

第四节　关于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理论研究

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和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的结果，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的趋势逐渐显现，从而导致更复杂的国际利益分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理论逐渐出现融合趋势，对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贸易效应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一、关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整合模型


（一）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


关于FDI的贸易效应在理论界一直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以蒙代尔（Mundell，1957）为代表的传统理论认为贸易与投资是相互替代的，并建立了以H-O模型为基础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B．斯威顿伯格（B.Swedenborg，2000，1985，1979）通过对瑞典出口与FDI的研究、R．拜尔德鲍斯和L．斯留尾贞（R.Beldelbos和L.Sleuwaegen，1998）关于FDI与东道国进口贸易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观点；S.L．布莱纳德（S.L.Brainard，1997）通过要素禀赋影响跨国公司国内外生产的趋同性，托马斯·赫斯特（Thomas Horst，1974）通过对美国跨国公司在加拿大市场上不同行业的出口份额、当地子公司的生产份额以及不同行业关税水平的研究，弗农（Vernon，1966）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跨国公司的长期研究，从跨国公司的角度再次证明了贸易与投资的替代现象，并建立了投资替代贸易的赫斯特模型（Horst，1974）以及投资替代贸易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Vernon，1966）。


（二）贸易与投资互补模型


1985年，以马库森和斯文森（Markuson和Svensson，1985）为代表的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贸易与投资可以同时存在，即存在互补效应的观点，并通过对要素比例的分析建立了贸易与投资互补模型。相关的代表性成果还有拉斐尔·罗布和尼古拉斯·威塔斯（Rafael Rob和Nikolaos Vettas，2003）关于东道国市场需求与FDI的研究；赫尔普曼和保罗·R．克鲁格曼（Helpman和Paul R.Krugman，1985）、吉恩·M．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ene M.Grossman和Helpman，1989）、詹姆斯·R．马库森和安东尼·J．范讷鲍斯（James R.Markusen和Anthony J.Venables，2000，1998，1995）等从跨国公司和产业组织的角度，S.F．斯通和B.N．全（S.F.Stone和B.N.Jeon，2000，1999）、罗伯特·E.B．卢卡斯（Robert E.B.Lucas，1993）、迈克尔·E．波特（Michael E.Porter，1990）等从不同国家实证分析的角度也证明了上述观点。


（三）贸易与投资不确定模型


1995年，J.P．尼尔里通过建立一个3×2的特定要素模型，发现贸易与投资要素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2001年，布鲁斯·A．布尼根（Bruce A. Blonigen）利用日本对美国汽车制造业投资的实证分析所得出的垂直型FDI与国际贸易是互补关系、水平型FDI与国际贸易是替代关系的结论。以巴格瓦蒂和迪诺普洛斯（Bhagwati和Dinopoulos）的补偿投资模型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也表明，FDI与贸易的相互关系既可能是替代的，也可能是互补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对于5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95年的截面数据所做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虽然整体的回归数据表明FDI与制成品出口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中等技术含量产品的检验中显著性水平较低
[6]

 。可见，从整体而言，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相关的代表性研究还有：赛德·塔里克·艾尼瓦尔（Syed Tariq Anwar）从FDI制度、投资屏蔽和制度架构的角度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全球商贸中不同表现的比较研究；Rudrani Bhattacharya，Ila Patnaik和Ajay Shah对出口和FDI在服务中的作用进行研究；Madanmohan Ghosh和Weimin Wang就加拿大和美国对中国和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进行分析；Ranjan Kumar Dash和Chandan Sharma对改革后印度的贸易、投资和增长动力进行研究；Lu Chia-Hui从研发角度对FDI和贸易关系的研究；杰弗里和皮特（Jeffrey H.Bergstrand和Peter Egger）通过建立一个“知识——有形资本模型”对国际贸易流动、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之间关系的研究等。

二、产品内贸易与投资的价值链模型


（一）价值链模型


1990年，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价值链”（value chain）的概念
[7]

 。1992年，中国台湾地区宏基公司董事长施振荣从研究个人电脑生产的各个工序的附加价值特征出发，提出了价值链的“微笑曲线”。2002年，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研究员关志雄又引入模块化理论，具体说明中国只有着眼于“微笑曲线”的两端，才能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这一理论也被用来说明中国不仅需要吸收外资研发中心，也应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自身在研发环节的投入，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二）产品内贸易与投资的价值链模型


一些学者从产品内贸易或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角度，对贸易与投资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Kemal Türkcan和Aysegul Ates对产业间垂直贸易和碎片化问题的研究；Olivier Cattaneo，Gray Gereffi和Cornelia Starlitz对危机后全球的价值链问题的研究；萨尔瓦多等（Salvatore Baldone，Fabio Sdogati和Lucia Tajoli）从比较优势、贸易流动和国民收入角度对国际生产分离的效应分析；胡迈斯等（David Hummels、Jun Ishii和Kei-Mu Yi）使用进口品用于出口的价值对出口额的比率对产品内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程度的定义；迪恩道夫（Alan Deardorff）通过建立一个两国模型对产品内分工状态下国际价格决定因素的分析；约翰斯和克尔兹柯夫斯基（Johns和Kierzkowski）沿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框架所提出的生产分离论（Theory of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等等。一些中国学者则从产品内全球价值链分工或产品内贸易效应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三）从产业或企业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


一些学者从产业或企业角度对贸易与投资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2008年，Sergio Salis以斯洛文尼亚为例对于外资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关系的研究；2007年，Richard Kneller和Mauro Pisu从产业关联和出口溢出角度对FDI经济效应的分析；Toshihiro Okubo从产业间贸易的角度对技术转移和FDI作用的研究；Eiichi Tomiura通过对于企业层面生产率的比较对外包、出口和FDI之间关系的研究等。

三、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国际收支效应


（一）FDI的国际收支效应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2002）关于FDI和中国贸易收支的研究表明，外资所产生的与贸易有关的收益是非常有限的，实际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8]

 。他们指出：“贸易自由化对国际收支的第一轮效应可能是负面的，尽管贸易自由化可能会引致更多的出口导向型FDI……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因贸易政策改革而不断提高的外向性，在正确的条件下也许最终能使FDI对国际收支产生有利的影响。这里所要求的政策条件是不损害当地生产的国际竞争力的汇率政策和能够促进形成国内后向联系、减少外国子公司进口的政策。当跨国公司适应了新的更加开放的贸易框架时，外国子公司的进口倾向暂时会上升，这对国际收支会产生负面的效应。”
[9]




（二）FDI影响国际收支的主要渠道


姚枝仲、何帆（2004）在《外国直接投资是否会带来国际收支危机？》一文中提出，FDI影响国际收支的渠道主要有9条：其中4条渠道会对国际收支产生正的效应，包括FDI流入、FDI利润再投资、FDI造成制成品出口、FDI制成品替代进口导致进口减少等；另外5条渠道会对国际收支产生负的效应，包括FDI项目完成后的资本回流或撤资、FDI收益汇回、FDI造成设备进口、FDI造成对外专有权利使用费或特许费支出、FDI造成原材料或零部件进口等
[10]

 。可见，FDI对东道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会产生重要影响。其中，由FDI所产生的正向和反向的资本流动、中间品或制成品的进出口以及投资利润转移、红利汇回等构成了FDI国际收支效应的主要环节。


（三）FDI、国际收支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山得锐等（Shandre M.Thangavelu等，2009）在《FDI，增长和亚洲金融危机：部分亚洲国家的经验》
[11]

 中通过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增长水平的下降要求地区经济结构的改变，这一结构改变可能来源于跨国公司将产业基地从受到危机影响的东南亚国家向要素投入更为廉价的其他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地转变，而这将引起受危机影响国家FDI流入的可持续性。这一结果表明，无论是受到危机影响的国家还是其他国家，在金融危机以后都面临来自本身外资政策、经济结构调整的转变，部分国家可能出现利用外资政策来调整经济结构，以实现产业升级战略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四）关于FDI国际收支效应的最新研究


相关的代表性研究还有：2002年，Zhaoyong Zhang和Kiyotaka Sato通过结构VAR分析对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贸易顺差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同年，Karolina Ekholm、Andreas Moxnes和Karen Helene对于制造业重构和真实性汇率冲击作用的分析；刘渝琳和周靖祥、黄志勇从实证角度对FDI贸易收支效应的分析；万解秋和徐涛关于FDI、贸易盈余和中国国际收支变动趋势的研究；朱廷王君对于FDI及其贸易效应对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考察；戴维·沃德华德（David Woodward）关于FDI利润汇回与金融危机之间关系的研究；安娜·瑞斯（Ana Balcao Reis）关于FDI“创造性破坏”使利润从东道国回流从而影响东道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分析；多里（Dooley）等人关于FDI波动性与跨国公司内部资金流出入的研究；等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的最新发展不仅关注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所没有关注的利益分配问题，还涉及了早期理论所没有涉及到的利益分配的形成机制问题以及资本流动问题。


思考题


1．关于贸易与投资的整合模型主要有哪几类?请分别阐述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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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金融、贸易和技术：影响FDI经济增长效应的三大因素

第一节　FDI经济增长效应

对于经济增长的分析，最初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时代，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放任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好办法。但是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却忽略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发生的技术变迁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直到20世纪40年代罗伊·哈罗德（Roy Forbes Harrod）和伊夫赛·多马（Evesey D.Domar）提出了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掀起了对于经济增长第一波系统分析的浪潮。该模型认为，由投资所创造的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有鉴于此，一些经济学家得出外资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储蓄不足的结论，外国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W·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钱纳里（Hollis Burley Chenery）、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等经济学家先后提出了经济增长理论、“两缺口”模型、“中心—外围”理论等外资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问题进行分析，并逐渐形成了发展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依附论等理论派别。其中，发展主义依托“哈罗德—多马”模型和“两缺口”模型，认为外国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经济民族主义基于海默（Stephen．H．Hymer）、查理斯·P．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理查德·E．凯夫斯（Richard E.Caves）等人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协调性，主张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过程中维护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在受到外资影响较深的拉美国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费尔南多·卡多佐（Fernade Cardoso）和恩佐·法勒托（Enzo Faletto）等从依附式发展的角度，普雷维什、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等从“中心—外围”或“宗主—卫星”等角度，分别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在吸收外资过程中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日益扩大的深层次原因。

但是，发展经济学理论并没有从动态的角度建立外资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总体框架，对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经济增长第二波系统分析的浪潮中，技术变迁才被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重视。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投资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逐渐从国际贸易学和国际金融学的研究中转化出来，更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从国际投资学的角度对外资、外贸和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相对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从而使学术界关于金融、贸易和技术在FDI经济增长效应中的作用产生了分歧。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究竟是作为资本的FDI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是FDI携带的技术要素促进了经济增长？第二，究竟是技术转移促进了FDI的经济增长效应，还是贸易自由化促进了FDI的经济增长效应？第三，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效率在FDI的经济增长效应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围绕以上争论，不仅各学术流派之间，而且各学术流派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观点分歧。

第二节　金融、贸易、技术与FDI经济增长效应的相关性

虽然从早期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到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新经济增长理论都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受到要素（资本、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制度和制度创新应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提出，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制度因素的影响，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贸易自由化程度和金融市场效率都会对FDI的经济增长效应产生影响。其中，对外贸易和货币金融还会通过FDI的流入影响国内资本的形成。

一、金融要素的国际流动与FDI的经济增长效应

2001年，阿萨夫·拉辛和埃夫拉伊姆·沙卡（Assaf Razin和Efraim Sadka）通过建立以信息为基础的外国直接投资模型来解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过量外国直接投资。他们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可能给东道国带来的风险在于：“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可能对福利产生两种矛盾的影响。第一种影响是，使外国资源加入到支持国内投资的可使用资源之中。从传统意义上讲，这种影响会增加福利……第二种影响是，通过解决自给自足经济中的‘柠檬’问题，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帮助疏通国内储蓄转为国内投资的渠道……但这里同样存在一种降低影响，这种影响是由于造成市场失灵的信息不对称性。因此我们同样不能确定这种影响是否一定会增加福利，它也可能降低福利。”在此基础上，他们得出以下结论：“当国内资本的边际产量高于机会收益（世界利率水平）时，传统观点认为，与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动一样，外国直接投资流动会增加输入国的福利。对这种观点我们提出了两点缺陷。第一，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在国内进行高杠杆融资，也可能将部分企业再出售给国内储蓄者。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净资本流入大幅低于最初在国际收支表中记录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量。第二，在‘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一般存在对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会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这种不对称性使持有大量资金的外国投资者可以变为企业的‘内部人’——从输入国的角度讲，这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不利一面。”
[1]

 在危机期间，通过利润汇回或减少下属机构对母公司的负债等方式，外国直接投资者会造成资本的流出。拉辛和沙卡建立的以信息为基础的外国直接投资模型揭示了利率在FDI、储蓄和投资机制中的作用，首次将利率的宏观经济传导与FDI联系起来，对于FDI、国内资本、金融要素与经济增长（福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2004年，阿尔法罗等（Laura Alfaro等，2004）在《FDI和经济增长：本地金融市场的作用》一文中指出，金融市场效率会对FDI的经济增长效应产生影响。阿尔法罗等首先通过构建一个基本回归模型对71个国家四组金融信贷控制变量（私人部门信贷、银行信贷、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资产比率以及流动性）
[2]

 以及49个国家两组证券市场控制变量（证券市场流动性和证券市场资本化率）
[3]

 的实证数据进行检验和比较，然后构建了一个扩展的回归模型，引入一系列制度性控制变量如黑市溢价、制度质量、通货膨胀率、贸易量等，将上述6组金融信贷和证券市场的控制变量依次代入进行实证检验（仍然分71个国家和49个国家两组样本进行比较），最后得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东道国国内金融市场的效率有助于促进FDI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结论
[4]

 。

2009年，阿尔法罗等（L.Alfaro等，2009）在《FDI，生产率和金融发展》一文中对FDI经济增长效应究竟是来自资本积累还是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再次证明了上述观点，即FDI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主要来源于效率，特别是金融市场效率的增强而非资本积累
[5]

 。由此可见，金融市场效率的高低将对FDI的经济增长效应产生重要影响。

二、贸易自由化、工资刚性与出口引致的经济增长效应

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FDI将带动东道国的工资上涨和就业扩张。其中，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和汇率是影响FDI宏观经济效应形成的主要环节。1984年，爱德华·巴菲（Edward F.Buffie，1984）在《贸易自由化的宏观经济学》一文中建立了一个宏观经济模型来分析贸易自由化的产出和就业效果，对贸易自由化、工资刚性与就业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说明。

巴菲建立了一个经济分析框架，考虑：一个经济，生产贸易和非贸易品，使用三种生产要素即资本、劳动和一种中间投入品，该投入品不是由国内生产的。为了简化起见，他假设资本存量是部门独有的，而且是固定的；进口投入没有关税，而且其国内价格等于名义汇率；贸易品的国际价格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固定的。由于函数求解非常复杂，巴菲重点分析了固定工资和灵活工资两种情况。

在第一种情况下：“假设只有贸易部门使用进口投入。贸易自由化被模拟为在降低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的同时实施名义汇率贬值。假设在改革政策的设计上，关税的降低小于名义汇率的贬值速度，这也就意味着贸易品国内价格的上升和进口投入品国内价格的上升。如果名义工资是固定的，贸易改革计划对贸易品部门就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净贬值导致产品工资的下降，从而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又导致进口投入相对价格的上升。净效果究竟是正还是负取决于不同要素的替代模式及其对总产出的影响。”在第二种情况下：“假设工资会随着价格的变化自由调整，而且只有贸易品部门使用进口中间品投入。那么，当存在名义工资刚性时，贸易自由化的效果会变得更加不确定。贸易品部门的产品工资可能会上升，从而进一步降低了该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在非贸易品部门，只要贸易品部门较低，就业所带来的负面收入效应和产品工资的可能上升能够补偿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支出转移效应，就业也可能会下降。因此，在这个两部门的分析框架中，实际消费者工资的总体下降，也就是名义工资除以消费价格指标的下降，可能会带来经济中失业的下降。”
[6]



巴菲的宏观经济模型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贸易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方向，但他从理论上证明了贸易对就业和工资的确存在显著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通过贸易自由化和汇率这两个主要环节来传递的。

1996年，巴拉舒伯拉曼雅姆等（V.N.Balasubramanyam，et.al，1996）提出贸易自由化是FDI经济增长效应形成的关键
[7]

 。2005年，傅小兰和巴拉舒伯拉曼雅姆（Xiaolan Fu和Balasubramanyam，2005）通过对中国1978—2000年数据的实证研究，提出在劳动力剩余情况下由FDI所引致的出口为剩余生产能力和劳动力找到了出路，由此产生的出口增长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以及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化，从而产生了一定的经济增长效应
[8]

 。

三、技术转移在FDI经济增长效应形成中的重要性：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9]



早在20世纪40年代，由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索洛—斯旺模型所引发的第一波经济增长研究浪潮已经注意到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但尚未形成系统的关于技术变迁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同时，相关研究虽然发现了技术与FDI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也并没有从动态的角度建立相关的理论分析框架。直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们才开始真正重视技术变迁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而形成了第二波经济增长研究的浪潮。在第二波经济增长研究浪潮中，技术被重新分类，从而诞生了把技术和要素积累视作外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结构主义经济学的逐渐淡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学的逐渐盛行，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兴起了第三波经济增长研究的浪潮。这一时期研究特别是其中关于FDI经济增长效应中技术因素的研究，与之前的经济增长研究完全不同。之前的两波研究虽然也关注技术变迁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但仍属于“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范畴，或者说属于旧结构经济学的范畴。由于旧结构经济学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建立在“中心—外围”基础上的，其关于FDI经济增长效应形成中技术因素的研究也是如此（在第二波经济增长研究浪潮中，由于理论本身在不断演变，处于一种交替和渐变的过程中，研究的界限处于逐渐模糊的状态之中）。旧结构经济学认为，世界是以中心—外围关系为特征的，外资是工业化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用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工具；新结构经济学则建立了对于发展问题的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框架不仅认为引进外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且提出，从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带来技术、管理、市场网络等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可以获得逆向的技术溢出，因此，当今频频发生并且迅速扩展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也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

第三节　三大因素的重要性之争

进入21世纪以后，国外对FDI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日益深化和细化。特别是关于贸易、金融和技术在FDI经济增长效应形成中的作用，出现了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成果，其中颇具争议性的观点及其代表性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争论焦点之一：金融发展与技术转移谁更重要

2002年，卡科维奇等（M.Carkovic和R.Levine，2002）创造性地对FDI通过东道国企业产生技术溢出进而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的间接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将之同宏观分析结合起来，对FDI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进行对比，尝试性地对国际上已有的关于FDI宏观经济影响和微观经济影响研究所产生的大量分歧做出解释。

经过实证检验，卡科维奇等人发现，过去一直被很多专家和学者所认同的较发达的金融系统会推动资本的有效配置进而促进FDI的经济增长效应、贸易开放会促进FDI的经济增长效应等结论并不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事实上，恰恰是因为FDI所形成的资本流动促进了技术转移才加速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上述论断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技术转移在FDI经济增长效应中的作用，同时也质疑了包括巴拉舒伯拉曼雅姆等在内的一部分学者的观点，因为后者认为对外贸易和货币金融会严重影响FDI的经济增长效应。

但是，由于卡科维奇等是通过对72个国家1960—1995年的数据进行的跨国分析，显然无法将该研究与国际上已有的大量关于某个特定国家的实证研究加以比较；而要将72个国家的东道国企业与该国家的宏观基本面结合起来研究，又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
[10]

 。

二、争论焦点之二：对外贸易与技术转移谁更重要

究竟是技术转移促进了FDI的经济增长效应，还是贸易自由化促进了FDI的经济增长效应？针对这个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如格罗斯曼（Gene M.Grossman）、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泰勒（John Taylor）、芬斯特（Robert C.Feenstra）、巴罗（Robert Barro）等均认为，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通过技术转移的渠道影响经济增长；二是通过对外贸易扩大了市场，使厂商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使生产活动更为活跃，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一小部分经济学家则提出，并不是贸易促进了经济增长，而是贸易便利化所带来的技术转移促进了经济增长。没有技术转移，贸易根本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没有贸易，技术转移却照样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上述争议的关键就在于技术转移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贸易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取决于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的格局。叶诺克彦等（Karine Yenokyan，et.al.，2014）通过建立一个李嘉图模型分析了生产要素的产生和贸易，发现即使在缺乏技术转移、国际投资、研发的情况下，贸易仍然能够通过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增长。研究表明，在没有规模效应、技术转移、研发和国际投资的情况下，商品贸易可以通过比较优势促进贸易伙伴双方的经济增长。贸易要素具有技术转移的部分经济增长效应，在特殊情况下贸易要素具有和技术转移同样的经济增长效应。

叶诺克彦等人得出的三项重要结论，包括：（1）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2）贸易不需要增加某一特定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需要引致经济增长的收敛。（3）贸易可能引致与技术转移同样的经济增长的结果。上述结论意味着用封闭经济模型来分析跨国数据有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同时，不作为生产要素的商品贸易是不会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贸易是否会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进口商品的类型
[11]

 。

三、争论焦点之三：究竟是FDI本身还是FDI携带的技术促进了经济增长

关于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已有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分析FDI作为一种资本或者投资形式本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主，主要研究FDI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如小泽辉智（Terutomo Ozawa）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二是以分析FDI对国内资本形成的作用为主，通过对FDI挤入挤出效应的研究来分析FDI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如联合国贸发会关于FDI挤入挤出效应的实证检验。三是以分析FDI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为主，通过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来研究FDI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这一类研究的争议最大。其中，第一类研究比较偏重宏观层面，第二类、第三类研究更多地涉及中观和微观层面，但它们通过间接渠道对东道国的宏观经济仍然是有影响的。

1992年，小泽辉智在邓宁（John Harry Dunning）投资发展周期论、波特（Michael E.Porter）国际竞争发展论以及小岛清（Kiyoshi Kojima）边际产业转移模型的基础上，将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外国直接投资结合到一起，从动态的角度提出一个综合性投资阶段发展理论——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应尽可能地将对跨国投资模式的选择与自身的经济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的等级结构，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以增强本国的比较优势；鉴于跨国公司在吸收发达国家技术转移以及在推动东道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应着力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尽快实现经济转型，以推动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
[12]

 。

1999年，针对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关于FDI挤入挤出效应的争议，联合国贸发会通过基于严格统计检验的系统分析，对39个国家从1970—1996年的数据进行了经济计量研究，最后得出的有关FDI对单个国家投资影响的结果表明，中性影响占主要地位的共有19个国家，而挤入和挤出一样，各有10个国家。就地区格局而言，在检验中包括的12个拉丁美洲国家都没有出现挤入效应，而12个亚洲国家都没有出现挤出效应，也就是说在亚洲中性效应和挤入效应很普遍，而在拉丁美洲中性效应和挤出效应很普遍。在非洲国家这三种效应都有
[13]

 。

2013年，纳宾等（Munirul Nabin，et.al.，2013）建立了一个研发投入和生产区位的垄断模型，验证了外资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过程中将会携带先进的生产诀窍和专门技术，而这些是东道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要素投入。由FDI所产生的技术转移将会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从而促进其经济增长
[14]

 。2014年，波特巴伏（Botirjan Baltabaev，2014）通过对49个国家1974—2008年的实证研究，同样得出FDI是技术转移的重要因素，从而对东道国的全要素增长率起到了促进作用
[15]

 。此外，大量研究还表明，知识可以通过本地企业模仿跨国公司的技术生产过程来转移；技术的获得可以通过劳动力从跨国公司到本地企业的流动来获得；跨国公司产生的竞争效应也可以帮助提高本地企业的生产效率；等等。可见，无论是FDI本身还是FDI携带的技术都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再次佐证了以下论断：即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三种渠道是同时存在的。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的第三波系统分析使得对FDI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更为深入和细致。国际投资学从国际贸易学和国际金融学中分离出来以后，关于金融、贸易在FDI经济增长效应中作用的研究显著增多。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表明，在开放经济模型中，金融、贸易和技术无疑是影响FDI经济增长效应的重要因素。同时，虽然对于贸易和金融的促进作用在大多数研究中得到了肯定，但是，与技术因素的作用相比，金融和贸易因素的影响程度显然要小得多。技术转移在FDI经济增长效应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几乎从各个渠道都得到了印证。此外，作为资本形式的FDI，不仅从资金量上，而且从促进国内资本形成两种途径推动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第四节　国内关于OFDI影响母国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Overse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是产生了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国内研究莫衷一是。围绕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国际收支效应、贸易效应和就业效应，部分经济学家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其中，部分学者认为中国OFDI能够促进国内的经济增长效应，代表性研究主要有：（1）赵伟等（2006）、白洁（2009）、毛其淋和许家云（2014）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促进国内技术进步；（2）付海燕（2014）通过实证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的机理与实际进行测算，发现国际收支净效应初期为负，后期逐步为正；（3）项本武（2007）、唐心智（2009）的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产生比较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胡虎子（2011）发现由OFDI引致的出口会促进经济增长；蒋冠宏、蒋殿春（2014）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出口，但“出口效应”先上升后下降，呈倒“U”形；（4）张海波（2010）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香港、新加坡的就业具有补充效应；郑磊等（2009）、刘明霞（2010）、霍杰（2011）、李梅（2012）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等等。

与此相反，部分学者认为OFDI的国内增长效应不确定，甚至可能为负，代表性研究主要有：（1）刘伟全（2010）认为OFDI对国内技术进步没有显著影响。（2）王元龙（2003）、余永定（2004，2003，1997）、国家外汇管理局课题组（2005）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就跨国公司利润汇回对东道国和母国国际收支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江小涓（2008，2007）、王志乐（2012）等认为FDI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OFDI在最初具有资本流出效应。（3）杨大楷（2006）、宋弘威、李平（2008）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并不显著的结论；陈漓高、邹玉娟等（2008）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对于国内全要素增长率没有显著影响；等等。

此外，部分学者对相关问题展开了综合性研究，代表性研究主要有：黄益平、何帆和张永生等（2013）、何帆和姚枝仲（2013）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经济效应的多渠道、多领域分析；葛顺奇、罗伟（2013）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竞争优势分析；马相东、王跃生（2014）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双重效应的研究；等等。


思考题


1．影响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因素主要有哪些？请分别阐述主要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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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全球化下的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





第十二章　马克思信用理论与金融危机


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扩散到欧洲和全球，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使世界经济遭受了近10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大幅度震荡，实体经济也陷入严重衰退。世界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纷纷出台解救金融机构、注入巨额资金等措施来应对危机，虽然全球避免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但是世界经济的复苏时至今日仍然乏力，全球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调整期。在金融危机似乎离我们渐渐远去的今日，回溯20世纪初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的金融危机历史，或许更能够看清金融危机的本质，对未来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方向以及世界经济的走势可能会有更加准确的把握。


第一节　金融危机的简单历史回顾

一、金融危机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差异只是危机的烈度以及损害程度不同

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就一直伴随着经济周期的轮转而有规律地爆发，其早期的典型表现是在衰退收缩期会有一批银行信用锁链断裂发生资金周转不灵，甚至不得不倒闭。正是这种银行不断周期性倒闭的金融危机，催生了现代中央银行的产生，而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就是统一银行券的发行，并作为最后的贷款人为商业银行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贷款。因此，现代中央银行诞生后，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下降，金融机构倒闭的数量减少。但是，金融危机并没有消失，它只是降低了对经济的冲击力度。被政府反周期政策和中央银行注资所缓和的周期性调整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最终还是会以一次较大的危机爆发来克服经济内部的失衡和矛盾。1929—1933年的大萧条就是这样的一次调整。

当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来临前，美国还沉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繁荣中。美国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开足马力，全面扩张，一跃而升为世界的头号经济强国。接下来的20年代被认为是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美国GDP在1925—1929年增长了50%。在人们普遍的乐观预期下，投资消费不断增长，贷款增加，仅分期付款的消费信贷就从1924年的20亿美元增加到1929年的35亿美元，增加了50%。乐观的预期使得证券都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证券公司会贷款给投资者，利息虽然高，但投资者预期可以赚更多的钱也愿意承担。因此，货币供应量不断扩张，1929年比1921年增长了61.8%。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联储为了抑制投机和过热，不断提高利率，最高达到30%。终于在抑制了投机的同时引发了1929年10月24日著名的“黑色星期二”危机，股市出现了暴跌，一个星期之内跌掉了40%。随后，美国经济出现了长达4年的调整，经济全面下降，1930—1933年美国GDP每年分别下降了8.6%，6.4%，13%和1.3%。美国经济大萧条使得美国的股市1933年的市值只有1929年20%都不到，失业率高达25%，25000家银行中倒闭了11000家，制造业产值下跌了54%，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经济大萧条。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穷人连每天填饱肚皮都困难，而另一方面，企业因为消费骤减，又不得不销毁很多过剩的商品。上了年纪的人可能还会记得一些具体的描写，比如饥肠辘辘的美国女孩问母亲，为什么他们饿肚子，但资本家却将牛奶倒进海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在这次危机中得到了极致的展现。

美国经济大萧条导致了1932年罗斯福政府的上台和1933年开始的“新政”，其核心内容就是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增加就业并为国民提供基本保障。在金融领域内则开始了储蓄存款保险，并对商业银行增强了监管，限制其从事高风险的证券业务。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得美国经济在1934年开始恢复，当年美国增长了10.8%，而美国金融体系经过改革和重建后也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美国资本市场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长阶段。

二、政府干预和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使金融危机的表现发生变化

在大萧条以后的年代里，金融危机其实并没销声匿迹，只是主要表现形式不再是以银行倒闭为标志而已。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因哈特和罗高夫对金融危机史的研究标准看，他们将连续的违约作为金融危机的内涵，则货币贬值、汇率体制崩溃和通货膨胀都是金融危机的表现形式。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金融危机都是以通货膨胀和汇率制度的解体为标志的。

这个期间，由于西方各国政府普遍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对经济加强干预，几乎都采取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试图填补凯恩斯论证的“有效需求”不足。刺激经济的结果，就是使通货膨胀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各国货币对内都在不断贬值，只是幅度因国别而异。政府刺激经济本身会造成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当金融机构在发生困境时，政府也积极出手解救，最后金融危机也演化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其间，由于世界最主要的货币美元不断贬值，致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美元贬值为标志的美元危机就成了国际金融领域内金融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当然，在一些国家内部，传统的由银行信用扩张过度而引发的银行倒闭的金融危机也在这个时期发生过，比如1977年西班牙的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银行危机。当时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以及金融体系对外开放后面临外资银行的竞争，西班牙银行的资产质量下降，不少中小银行陷入资金周转困难的局面，有些不得不宣布破产。西班牙中央银行通过成立银行管理公司，收购有问题的银行股权来为他们提供资金，并对被接管的银行实施业务指导。经过3年时间的努力，西班牙银行危机被平息和消化。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北欧的丹麦、挪威和芬兰都出现过类似西班牙的银行危机。由于这些国家规模较小，经济基础也比较好，虽然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造成了重创，但是这些金融危机在全球造成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

三、拉美债务危机和美国储贷机构危机

进入80年代，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当属拉美的债务危机和美国的储贷机构危机。

拉美危机的导火索是1982年墨西哥财政部长通知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暂停偿付外债的本息。这一举动引起了外部市场的恐慌，导致外资大规模撤出拉美国家。拉美国家在没有新的借款来帮助其偿还旧债的情况下，纷纷陷入无法偿债的债务危机的泥潭，最后只好请求IMF和发达国家政府提供援助。在这样的背景下，拉美经济也陷入停滞局面，整个80年代都在债务的泥潭中挣扎。追究拉美债务危机的根源，还需从70年代中后期拉美各国的经济增长政策失误说起。当时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多数拉美国家都采取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支持本国的进口替代产业，同时还放宽了资本流动限制，大力吸引外资来为本国宏大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资金。但是，这种发展战略并没有辅之以正确的投资决策和效率的评估，却造成了进口的急剧增加，于是国际收支也出现了连年逆差。严重的通货膨胀加上国际收支逆差，使得这些国家货币不断贬值，对外债务的负担越来越重。加上1982年以后，美国提高利率，国际金融市场利率也急剧飙升，最终使得这些国家纷纷陷入无法偿还外债的困境。后来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联合出台了“贝克计划”、“债券换债务计划”和“布雷迪计划”，总算暂时缓解了拉美国家债务危机，但是拉美国家因此丧失了整整10年的经济发展机会。1980—1990年拉美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1.2%，10年内拉美净流出资金2000多亿美元，地区外债余额却由1980年的2415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4390亿美元。1990年，拉美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48.3%，创历史最高记录。

美国80年代的储蓄贷款机构危机是80年代中期发生的又一次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储贷机构主要是指储蓄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它们的主要职能是吸收存款，发放消费和住房抵押信贷。在80年代以前，由于长期低利率货币政策使得这些机构实施的住房抵押贷款基本上都是固定利率贷款。但是在里根政府上台之后，为了应对滞胀采取了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结合的新经济政策，其货币政策就是紧缩，于是利率不断提高，美联储基金利率一度曾经达到16%以上。利率不断升高之后使得储贷机构的存贷利率出现了严重的利率倒挂，原先以固定利率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变成了不良资产，储蓄贷款机构大面积倒闭。最后美国政府出面关闭、收购和重组2900多家储贷机构以及出问题的商业银行，花了近5000亿美元的代价，用了近10年的时间才将危机的后果消化。正是这次危机促使了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全面发展，为后来的美国次贷危机又种下了祸根。不过这已是后话。

四、90年代的欧洲汇率危机和东亚金融危机

欧洲汇率危机和东亚金融危机是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两次震动国际金融体系的危机。

欧洲的汇率危机还需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欧洲共同体为了自身的利益实行了内部固定汇率，而在外部对美元实行了共同浮动的所谓“蛇形浮动”体制说起。后来随着欧共体的不断扩大，欧共体在1979年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这种共同浮动的制度被该体系沿袭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由于各国货币政策宽松不一，经济增长速度和周期也不一样，各国货币的实际币值变化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反映在外部就是汇率升降的要求也就各不相同，但是制度性安排又要求各国必须维持上下只有2.25%的窄小波动幅度。这种内在的差异与制度安排的刚性也给外部投机者的投机冲击提供了机会。于是在1992—1994年，索罗斯一类的对冲基金利用了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市场上先后冲击英镑、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以及西班牙比塞塔和葡萄牙埃库斯多等货币，使这些货币的市场汇率下跌超出了欧洲货币体系限定的幅度，这些国家政府不得不宣布退出欧洲汇率机制，后来还迫使欧洲汇率机制不得不放宽上下波动幅度至15%，使欧洲汇率机制名存实亡。这也是欧盟后来决定提前启动欧洲货币联盟，推出单一货币欧元的一个重要因素。

东亚金融危机（也称亚洲金融危机）离我们较近，也是自20世纪大萧条以来对全球金融产生最大影响的一次危机，人们对它的熟悉程度也较高。危机的始发点是泰国。1997年6月2日泰国铢在市场上暴跌，当天下跌幅度达到18%。外汇储备使用殆尽的泰国政府不得不宣布放弃泰铢的汇率干预。随后，危机扩展到泰国股市和银行体系，股价暴跌，银行大规模倒闭。泰国金融危机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不断扩散，东南亚国家和韩国都没能幸免，均出现了货币汇率暴跌、股市急剧下挫和银行倒闭的风潮。很多国家不得不紧急请求IMF提供资金援助。金融危机的爆发打乱了多数东南亚的经济增长的进程，1998年很多国家从1997年的高速增长陷入负增长的泥坑，不少经济发展成果也毁于一旦。但是深入探究金融危机爆发得根源，学者们发现多数危机爆发国家的实体经济原来已经存在严重的失衡，宽松的信贷使资源配置的效率下降，但是乐观的预期使投资和消费持续高涨，国际收支逆差在短期外资的大量流入背景下也丧失了促使经济调节的功能，经济过热和资产泡沫也就得到了不断的扩张。当外部的预期开始变化，尤其是国际金融大鳄们利用内部失衡开始冲击这些国家的货币和股市时，金融危机也就难以避免。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其连锁效应不断扩散，使得这个时期在经济上存在着与东南亚国家类似经济泡沫和国际收支逆差的国家都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和货币汇率大幅度下跌的危机。危机侵染的版图从俄罗斯一直延伸到拉美的墨西哥、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等。IMF和世界银行不得不重新审视原来的救助原则和计划，并酝酿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监管的改革和措施。

五、美国次贷危机点燃了新的全球金融危机

进入21世纪，当发展中国家在不断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努力构建金融危机防范体制时，世界最发达国家和曾经被认为金融体制最完备的美国却爆发了新的金融危机。危机的源头是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大面积不能偿还，这导致了次级贷款支持的证券化产品价格大跌，并引发了其他抵押贷款支持的金融产品跟随着下跌，信贷危机随后演化成了资本市场危机；同时，由于住房抵押贷款不能偿还致使房屋大量被抛出，房价也一路下跌，住房市场也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住房抵押贷款支持的债券价格的持续下跌，对该类金融产品有着巨额投资的美国投资银行的资产价值也因此大幅度缩水，并使得这些金融机构的股票价格暴跌；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恶化，需要计提坏账损失，这样一来现金流也跟着出问题。一旦资不抵债，资金又周转不灵，就只有指望通过与其他状况好的机构合并或被其收购来渡过难关。因此，当贝尔斯登除了被摩根大通收购后，人们原来料想的危机会逐渐缓和的局面并没有出现，更多的金融机构继续陷入困境，最后连雷曼兄弟公司和美林这样的投资银行巨头也相继宣布破产并被美洲银行收购。美国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承担担保的两家准官方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也因损失惨重而被美国政府接管。美国国会也不得不批准了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美联储也一改惯例无限制地为经济体系注资。

美国金融危机不仅使美国金融体系出现严重震荡，欧洲的金融机构因为投资于美国的金融资产也损失惨重，不少也陷入倒闭的边缘。英德法等国也不得不慌忙救市，欧元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不对美元升值，反而下跌了许多。现在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努力出台救市的措施，原有的市场原则被弃在一边，大家似乎只想维持现有的体系稳定，生怕全球金融体系崩溃而席卷所有的生灵。经济全球化在此时得到了最好的注解，在生产和流通全球化之外，金融危机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的努力也全球化了。

第二节　对金融危机的理论思考

此次金融危机与历史上的金融危机有什么差异？

纵观历史上出现的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尽管在表现形式上千差万别，但他们的共同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在本质上都是信用危机，是某一种金融资产或金融市场丧失了原有的信用，出现了价格大幅度下跌的危机。最严重的信用危机是对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丧失信用，人们不再相信该国金融体系能够继续维持原有的秩序和价值关系，从而抛弃该国所有的货币和金融资产，那么该国就只能走上彻底的货币替代道路，让外国货币充当该国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解释向来只是流于表层现象。

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的动物精神，用这一术语来概括人类经济决策的非理性，认为它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市场经济体系脆弱性的基础。海曼·明斯基在1975年出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书中也沿袭了凯恩斯主义的这一观点，并逐渐提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金融危机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危害就难以避免。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的经典著作《狂热、恐慌与崩溃》中的大量实例也见证了“动物精神”的作用。

许多的理论研究都认为资产和信贷市场景气与经济危机的产生有紧密联系，但是系统地解释资产价格泡沫和信贷泡沫还是非常挑战的一个难题。西方学者们从宏观经济和金融指标入手，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来研究经济、金融危机的表象和背后的原因。

泡沫经济，是指资产价值极度偏离实体经济情况，使其极易丧失持续发展能力的宏观经济状态（Garber 2000，p.4），泡沫经济经常由大量的投机活动所支撑。由于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因此其资产犹如泡沫一般容易破裂，因此经济学上称之为“泡沫经济”。

历史上著名的资产价格泡沫包括1634—1637年发生在荷兰的郁金香狂热；1719—1720年发生在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泡沫经济；1720年英国的南海泡沫；20世纪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1994年以墨西哥为主的中南美洲泡沫经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9—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经济（Kindleberger 1986; Garber 2000）。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许多国家的房地产价格也呈现倒U形，昭示着资产价格的泡沫。

第一类研究泡沫的模型可以追溯至Blanchard（1979），Blanchard和Watson（1982）提出的理性预期泡沫模型。该模型认为，为了进行对泡沫在未来破裂的风险补偿，市场中的代表性理性投资者会要求一个对应泡沫成分的超额收益，并且泡沫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以这个超额收益的速度增长。这一系列模型对解释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有非常好的效果。Pastor和Veronesi（2006）、Branch和Evans（2008）、Wang和Wen（2012）在第一代模型上又进行新的扩充和研究。

第二类模型着力于研究微观的扭曲和宏观因素对资产泡沫形成的影响。Allen和Gale（2007）认为机构问题中基金经理们在金融市场上升期的收入回报远远高于市场下降期，潜移默化中造成了泡沫的形成。Rajian（2005）指出企业、机构经理人和交易者在短期内都为了追求高回报率而甘愿冒更大的风险，这样一种追求实际回报率（alpha seeking）会推高资产价格，从而导致泡沫的产生。Harrison和Kreps（1978）最早从投资者行为的角度研究资产泡沫的形成，该理论指出投资者间信息不对称、卖空限制以及其他套利方面的限制是导致资产价格偏离实体经济的原因之一。Chen、Hong和Stein（2002），Scheinkman和Xiong（2003），Hong、Scheinkman和Xiong（2008）继续在投资者行为角度解释了资产泡沫的形成。

总的来说，传统西方学者认为，资产价格泡沫主要是通过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羊群效应、信息传染效应、市场情绪等的作用形成的。这一机制最早由Shleifer和Vishny用于解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Ofek和Richardson（2003），Lamont和Thaler（2003），Diether、Malloy和Scherbina（2002），Abren和Brunnermeier（2003），Gurkaynak（2008）等也均对这一机制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信贷膨胀和萎缩被广泛认为和资产价格泡沫一样是危机的前奏，随着杠杆比率的上升以及信贷的迅速膨胀，市场的所暴露的风险也逐步增大。

近代许多危机的发生之前都伴随着信贷的繁荣以及随后的萧条还有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如：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澳大利亚1880—1990年的信贷萧条，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北欧五国因房地产投资而迅速增长的信贷增长，最终导致银行系统的崩溃。

西方学者从实证研究中发现，生产力的改变、经济政策的变化和资本流的变化均可能导致信贷的膨胀（Mendoza和Terrones，2008，2012； Magud、Reinhart和Vesperoni 2012）。

Dell'Ariccia等发现滞后GDP增长率与信贷膨胀有正相关性，较高的实际GDP增长率5.1%领先于三年后的信贷膨胀期。

融通性的货币政策往往与信贷的扩张和超额风险有关。Stiglitz and Weiss在1981年的论文中就用模型分析了这一现象的运行机制。货币政策可以影响利率的波动，从而导致资产价格和借款方的财富变动，最终影响借贷市场情况。他们还指出当利率下降时，人们在投资上面更愿意冒风险；当利率上升时，人们偏爱安全投资转移。Maddaloni和Peydro（2010）的实证研究成果支持了Stiglitz和Weiss所揭示的机制。他们发现当政策利率降低时，信贷标准会被放宽。Hirata等（2012）就指出美国2001—2004年的低利率财政政策是导致房屋价格高企以及家庭杠杆率过高的元凶。从银行的角度来研究，Dell'Ariccia、Laeven和Marquez 2011发现，当政策利率位于较低水平时，资本金充足的银行往往会放松对贷款的监管，冒更大的风险。

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显著增长也可以放大信贷的扩张。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国内金融市场被国际市场情况深深影响着，初始于某国的资产价格泡沫很容易外溢到其他国家。其次，资本流动的加剧可以放大本土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当流入的国际资本量足以导致银行闲置资金的增长时，银行就会放宽对企业和私人的信贷限制（Classens et al.，2010）。

2007—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学者们对于信贷危机和资产泡沫破裂的代价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事实证明某些学者对信贷危机和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的盲目乐观是错误的（Roger W. Ferguson，2005； Kocherlakota，2009）。 Claessens、Kose、Laeven和Valencia（2014）指出资产价格和信贷可以通过两个机制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的打击。第一，银行借款中往往涉及抵押物，当抵押物这一资产的价格下跌后，会直接影响企业再融资的能力，同时金融机构新增信贷的能力也被削弱，从而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和发展起到负面作用。第二，对于资产价格大幅调整的预期，很可能会引发市场参与者甩卖情绪的蔓延，同时金融市场的动荡也将扭曲金融机构的投资决定，使金融市场机构更倾向于投资囤积现金。由此可见，资产价格的泡沫的背后往往是由杠杆支撑的，因此资产价格的快速高企时常伴随着信贷的膨胀，这种金融领域的脆弱性由资产价格而更快地传导到实体经济。这也是2007—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区别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的根本原因。因为当时的互联网泡沫仅仅发生在企业的融资部分，而此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则涉及居民的不动产借贷和金融衍生品领域。

Reinhart和Rogoff（2009）将金融危机分为两大种类。第一类是可被量化捕捉和定义的金融危机，细分为货币危机和突然中断型危机；第二类是目前被广为定性分析和研究的金融危机，又可细分为债务危机和银行业危机。

货币危机可以说是其中被研究得最彻底的一类危机。货币危机的表现形式在于：货币的冲击导致该货币大幅度贬值或冲击下迫使政府使用大量国际储备来防御，从而导致国际储备大幅下降的情况；抑或表现为冲击下，利率迅速高企或政府被迫使用资本管制的情况（Classens and Kose，2012）。

第一代货币危机的模型，即KFG模型由克鲁格曼（1979）、弗勒德和加伯（1984）所发展的模型为代表。该模型的雏形更可追溯到Salant和Henderson（1978）。KFG模型着力于研究货币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认为投机冲击和汇率崩溃是微观投资者在经济基本面和固定汇率制度间存在矛盾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也就是在投机者的外部冲击下，投资者理性预期中央银行扩张的国内信贷来弥补政府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从而愿意继续持有该国货币，但当投资者预计政府无力维持这样一个平衡时，投资者纷纷抛售货币，从而导致中央银行迅速失去资产流动性，该国货币汇率崩溃。

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则引入动态博弈过程，侧重讨论经济出现多重均衡的情况。该模型最早由Obstfeld和Rogoff在1986年提出，其中提到了危机自我实现现象存在的可能性，即一国经济基本面可能比较好，但是其中某些经济变量并不是很理想，由于种种原因，公众发生观点、理念、信心上的偏差，公众信心不足通过市场机制扩散，导致市场共振，危机自动实现。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较好地揭示了1992年发生在英国英镑危机中的博弈过程（Eichengreen、Rose和Wyplosz，1995）。

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发展是由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东南亚货币危机所引发的。该代模型认为国际收支平衡的快速恶化、资产价格和汇率的波动最终促发了危机的形成；同时，企业、金融机构过度贷款的脆弱性最终造成了1997年的东南亚货币危机（McKinnon和Pill，1996; Krugman，1998； Corsetti、Pesenti和Roubini，1998; Chang和Velasco，2000）。

突然中断型危机又称资本账户危机、收支平衡危机，具有下列特点：国外投资者的投资意愿显著下降，资本流入突然大量减少，经常项目赤字显著逆转，国内生产和私人支出大量萎缩，实际汇率、资产价格以及非贸易商品对于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都发生巨大下跌，国内企业和私人部门信贷萎缩甚至丧失，经济活动和资产价格激增，伴随着公开或者不公开的有管制的汇率体系。

解释突然中断危机的模型主要侧重于收支平衡表上的错配（Calvo、Izquierdo、Loo-Kung、2006），特别是国际因素如国际利率、国际风险资产的价差等所引起的资本流入急剧减少。为了使模型更高地拟合现实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后续的学者们将金融摩擦因素纳入模型，Bernanke等（1998）提出的金融加速器机制（financial accelerator mechanism），强调价格或工资粘性以及企业外部融资溢价因素的作用，后来Calvo和Reinhart（2000）沿袭Bernanke等的实证模型，指出企业必须实现借钱来支付员工的工资和外部融资溢价，信贷上的下滑将导致总体需求和总产出的下滑。Kiyotaki和Moore在1997年提出由抵押品约束所引发的费雪债务—通货紧缩机制（Fisherian Channels）（Fisher，1933），即当模型中的约束条件束紧时，在上述机制下，将一个正常情况下只会造成一般经济波动的冲击成倍扩大，最终发展成为突然中断型危机。另外，突然中断危机的模型更容易在可贸易部门较小并且外汇负债高的国家发生（Calvo、Izquierdo和Mejía，2008）。

债务危机又分外债危机（Intratemporal sactions model and Intertemporal sactions model）和内债危机（Ricardian equivalence）。有学者指出债务危机背后更深层的影响因素可能是金融一体化、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机构环境。Mckinnon和Pill（1996，1998）指出道德风险、监管疏漏和缺乏管制的资本流动可以导致危机的产生。

银行业危机是指银行业自身属性的脆弱性所导致的危机，是西方学界最无法清楚用一个模型来界定和囊括的一种金融危机。首先，这种脆弱性根植于银行与投资者、机构的协调问题中，银行因信用度下降、传闻破产等原因，大量的银行客户出于金融危机的恐慌或者相关影响同时到银行提取现金，这会使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Claessens、Kose、Laeven和Valencia，2014）。其次，对市场的监管往往无法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导致有些金融创新工具存在难以掌控的风险。另外，Barth、Caprio和Levine（2006）指出从政府获得的资助和补贴等有时会造成扭曲效应，如政府的担保会使银行愿意承担更大的贷款风险；Ranciere和Tornell（2011）也指出当银行机构意识到他们太大而不会倒闭时，对风险更不敏感，从而将加剧银行业整体的系统性风险。Laeven（2014）也尖锐地指出当宏观和微观政策的水平处于较宽松的状态时，就可能加剧银行业整体的脆弱性。

尽管资金和流动性问题是扣动银行业危机爆发的扳机，但这些银行业资金和流动性危机的背后原因往往是资产市场的问题。当银行贷款坏账数增多或者证券价值迅速下跌时，银行业危机就在发酵。这样的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的北欧五国银行危机中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发生，在2009年的欧洲上演。这些资产市场的问题可能在刚发生时往往不被关注，但由于这些资产与银行的存贷业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最后再以银行业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因此这样的银行业危机也最难预见和控制（Claessens、Kose、Laeven和Valencia，2014）。

有学者指出在发达国家中，银行恐慌更倾向于在经济周期的巅峰发生，因为此时人们开始忧虑贷款增长会出现疲软，经济进入下行的区间（Gorton 1988）。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恐慌则与外部环境的发展有较大的关系，比如资本大规模流动、国际市场利率变化、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变化都有可能导致呆滞贷款的增加，从而促使银行恐慌的爆发（Claessens、Kose、Laeven和Valencia，2014）。

除此之外，导致银行恐慌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政策。当一些银行产生问题而当局政府的干预态度不明确时，那么会增加市场的忧虑。比如1997年的东南亚危机中马来西亚政府的干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Honohan和Laeven，2007）。银行挤兑也有可能被政府措施所激发：当2001年阿根廷政府出台限制取款的行政命令后，银行的储户开始质疑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健性，从而激发了大规模的挤兑事件。Calomiris（2009）就指出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恶化的一部分原因也可以归咎于政府干预和政策缺乏连贯性。

许多文献（Lindgren、Garcia和Saal，1996; Barth、Caprio和Levine，2006； et al.）也指出结构性问题是导致银行业危机的原因之一。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问题：

（1）道德风险和滥用存款保险制度导致的市场约束力低下；

（2）银行业信息披露度低；

（3）银行业公司治理框架问题；

（4）既得利益方冲突导致的监管力度不够。

世界银行在2001年的报告中也指出其他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比如：大型国有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有限竞争、国外竞争者被限制准入、单一化的金融系统等。

政策扭曲（policy distortions）也是导致银行业危机萌芽的土壤之一。因为金融业时常会受到多种不同形式的公共补贴和政策支持，所以在政府背景下的金融企业更敢于冒风险而疏于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由于Fannie Mae和Freddie Mac这两家政府背景的房贷公司的风险管理出现问题而酿成大祸（Farchi and Tirole，2010）。

裙带借贷（Connected Lending）这一现象也被认为大幅增加了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一定数量的文献就具体研究了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裙带借贷对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La Porta et al.，2000; Haber，2005）。

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学者对这次的危机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发现此次的危机有以下4个新型特征：

（1）涉及大量的复杂的金融创新工具；

（2）以美国为核心的金融市场与全球其他地区的金融市场联系越发紧密；

（3）金融机构杠杆程度高；

（4）家庭部门的资产成为金融产品的标的资产。

Claessens、Kose、Laeven和Valencia（2014）指出以上四个新特征以及传统危机中资产价格泡沫、信贷迅速扩张导致债务负担过重、借贷投资（marginal loans）的规模较大、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对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滞后最终导致了2007—2009年这场继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第三节　马克思的信用危机理论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信用危机的根源在于信用扩张超出了实体经济的客观需求，独立于实体经济空运行，导致信用泡沫和金融资产价格的虚高。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3卷中就对资本主义信用的本质特征和作用进行过科学的论述，认为信用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但同时也孕育着更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因为信用能使扩大的再生产得以延续，但是一旦信用过分扩张，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要，就会使商品的价值失真，使资源配置扭曲，使失衡扩大，最终必然要通过周期性的金融危机爆发来调整。从这个意义看，所有的金融危机的始点都是信用的盲目扩张。当然，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和信用全球化的条件下，作为世界货币发行国的金融危机与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在对世界经济产生冲击和影响的程度上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金融危机会使全球遭殃，而其他危机则只会产生局部的不利影响的原因。因此，全球化条件下的信用呼唤着全球协调合作来共同管理信用在全球的扩张。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使得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迫。

一、欧洲危机进一步证明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

2009年12月三大评级机构下调希腊主权债务信用级别，随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并且在市场上发酵酝酿成葡萄牙、西班牙等“欧猪国家”的主权信用的危机，导致欧元资产价格普遍下跌，资金流出欧元区，并使欧元的汇率下跌至一年来的最低点。最后，欧盟不得不与IMF紧急磋商，出台了75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用以平息市场的忧虑。

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如果失去了市场信誉，实体经济也无法正常运行。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启动大规模财政救助计划并迅速扩张货币供应的主要原因。如果欧洲债务危机不能迅速平息，那么欧洲经济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冲击，不利于欧盟经济的复苏。更为重要的是，欧盟一改在救助希腊时的犹豫不决，迅速主动启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救助方案，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欧元的信用。

“欧猪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毫无疑问是这些国家长期寅吃卯粮，欠债过多而导致的信用危机。但是这同时也是欧元的“信任危机”，是欧元内部运行机制的危机。因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一个“双重危机”。

第一，从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背景看，美元信用与欧元信用博弈是不容忽略的。人们不应该忘记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法国总统萨科奇曾经呼吁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批评美国不负责任。虽然后来的改革并没有真正危及美元的国际地位，但是美国精英们不会掉以轻心。经过世界各国大规模的刺激后，世界经济开始复苏，美国和欧洲经济都开始增长。由于美国在危机中启动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总共动用的财政开支超过1万亿美元，加上美联储把利率降至历史的最低点，甚至直接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对经济体注入的流动性十分庞大。人们普遍预期随着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原来沉淀在经济体中的货币流动起来，货币供应量会迅速增加，这会导致美国通货膨胀的上升，进而会影响美元的汇率，并迫使美联储提高利率。但是美国虽然经济开始复苏，失业问题并没有随着得到改善，美国2010年第一季度的失业率仍然高达9.7%。这就会使美联储面临两难。如果不退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不利于稳定金融市场和美元的汇率，如果退出，则可能损害美国经济复苏。而最好的方法就是使与美元处于竞争地位的欧元出问题，那么美国就不用担心美元的汇率和信誉问题，美联储就可以一门心思维持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保障经济复苏。于是我们就见到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从希腊这个薄弱环节开始发酵，直至引发欧元的信用危机，避险资金重新流向美国，美元不仅没有下跌，反而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

第二，如果仅从负债率看，美国政府的负债率绝不比大多数欧洲国家低。美国联邦财政赤字2010年已经高达GDP的10%，到2010年底联邦债务总额将达到14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 95%。欧元区总的财政赤字只占GDP的6.3%，债务总规模也只有GDP 84.4%。除了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外，大多数欧盟国家的财政状况并不比美国差。如果投资银行首先不看好美元，评级机构下调美国的主权债务级别，那么，发生危机的可能是美国国债和美元。为什么是欧洲发生了主权债务危机呢？这其中的原因固然主要是希腊等“欧猪国家”负债率高，坏账的风险随着他们有大笔债务到期在不断增加，但是三大评级机构的主观评判的时机选择和披露方式也不能不说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三大评级机构有着自己的理由，他们会说尽管原来这些国家负债率也高，但是他们的融资能力也强，随时可以用低成本在市场上融到资金，所以评为AAA级；现在则是因为他们的融资能力受到市场的怀疑，无法再以低成本融到资金，所以要降级。其实，这种循环的论证本身就是一种诡辩，因为客观上是降低了级别后，这些国家融资成本才增加，融资能力才下降的。三大机构的评级如果以客观的标准评审的话，应该同时也降低美国的主权信用级别。所以，我们虽然无法证明美国三大评级机构与投资银行合谋在打压欧元，但是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客观上让美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第三，欧元的内部结构性和体制性缺陷使得欧洲国家债务无法通过发行欧元来缓解，也严重制约了欧元区国家的主权信用。美国的财政赤字增加可以通过美联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缓解，宽松的货币供应可以保证美国政府的债务成本不会随着债务负担的增加而上升。最严酷的时候，如此次金融危机高潮时期，美联储就直接购买美国的国债，直接向美国政府注资。只要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政府的信用就不会受到质疑。这也就是美国的主权债务评级始终是AAA级的原因。按理说，欧元也是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欧元区在理论上也可通过发行欧元来弥补财政赤字。但是欧元区的内部结构与美国不一样，欧洲中央银行不是一个国家的，某个成员国发生了债务负担增加的情况，不能通过增发货币来缓解，因为单个成员国已经不再拥有货币发行权；而且制度规定欧洲中央银行也不能直接借钱给成员国政府，成员国政府只有通过在金融市场上不断发债来筹措资金。一旦市场的风险预期改变，该国筹资的成本就要大幅度上升。这正是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面临的情况。因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仅无法利用欧元的发行来弥补，在客观上还直接削弱了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即欧元区任何成员国的信用问题都可能导致欧元的基础发生动摇。

第四，虽然欧元诞生时通过《稳定增长公约》规定了财政纪律，违者要罚款，但是由谁监管、谁来罚款，都不明确。那些有着扩张性财政政策历史的成员国为了合规就造假，通过金融衍生品来掩盖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欧元区所有成员国都无法严格遵守《稳定增长公约》规定的财政纪律，在客观上为一些成员国财政赤字的失控提供了借口。本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欧元的发行者欧洲中央银行应该根据情况扩张货币供应，不仅仅是降低利率，更重要的是需要在市场上购买成员国的国债，直接提供更多的流动性。但是又因为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单一，只负责欧元对内的币值稳定，而对成员国政府和经济体的要求给予了忽略。这就使得一些自律性差的国家债务负担不断攀升，最终引发了危机。因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是欧元区运行机制的危机。

第五，由于缺乏相应的邦联或联邦政府，各个成员国的主权债务有不同的级别，欧盟各个国家发行的国债在信誉、流动性、风险等各个方面根本无法与美国的国债竞争。这本身就是欧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陷，即使外部世界有增持欧元资产的需求，欧元区合格资产的供应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这不仅严重制约了欧元作为第二大国际货币的实力，也极其不利于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的管理和维护欧元的国际声誉。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更进一步暴露了欧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弱点，也暴露了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无法协调所导致的结构性矛盾而存在巨大的风险。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很多美国主流的学者不无幸灾乐观地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将可能使欧元走向崩溃，甚至使欧盟解体。如果事情真的如他们预见的那样，美元独霸国际货币的历史将被大幅延长，这对国际金融体系而言是一个灾难，对全球金融稳定也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国际社会最终认识到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仅仅是欧洲的事，也是世界各国的事，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来平息市场的担忧。

当然，问题最终的解决还需要“欧猪国家”痛下决心压缩财政赤字，改变长期以来寅吃卯粮的恶习。欧盟也应该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来推进其财政政策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改革其内部僵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结构性问题，否则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很有可能将会冲垮他们几十年来努力奋斗取得的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成果。

二、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的分析为什么至今仍具有重大的价值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们忽然发现马克思100多年前在《资本论》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仍具有十分强劲的生命力，以至于人们重新纷纷阅读《资本论》，德国甚至出现了《资本论》脱销的状况。一些学者对此作了各种解读，一部分人认为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出了问题，政府干预将重新获得理论和实践的支持。其实，这种解读是一种浅表层次上的分析，因为自从20世纪初以来，无论在什么样经济体制的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干预从来就没有停止和弱化过，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不同的只是在调控的方式和力度上存在不同见解而已。笔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是宣告了新自由主义调控方式的破产，而并不是简单的自由市场和政府调控之间的更替。美国金融危机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的是马克思关于信用和信用制度的分析，在我们高度信用化的现代经济时代，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我们认识信用本质，防范信用风险的重要理论指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专门论述了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了信用制度必然出现和具体的作用后，做了如下总结：“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者两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马克思100多年前高度总结的信用的双重作用至今仍然是我们认识信用作用的理论指导。

金融危机就其本质而言，就是马克思所论述的信用危机。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其典型表现是在经济衰退收缩期会有一批银行信用锁链断裂而发生资金周转不灵，甚至不得不倒闭。正是这种银行不断周期性倒闭的金融危机，催生了现代中央银行的产生，而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就是统一银行券的发行来控制信用的扩张，并作为最后的贷款人为商业银行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贷款。因此，现代中央银行诞生后，通过国家信用的支持，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下降，金融机构倒闭的数量减少。但是，金融危机并没有消失，它只是降低了对经济的冲击力度。被政府反周期政策和中央银行注资所缓和的周期性调整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最终还是会以一次较大的危机爆发来克服经济内部的失衡和矛盾。因为政府信用也必须遵循基本的规律，即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客观需要。政府要想避免金融危机的冲击，就必须在宏观上对信用的主要表现形式，即货币供应和银行体系的信贷进行调控。

现在回头看，人们一致认为是2001年以后美联储过低的利率所导致的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了问题，才酿成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并为后来的次贷危机种下了祸根。美联储调动信用工具为美国经济超过其物质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但也为后来“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孕育了条件。当然，经济全球化使得信用扩张出现了国际传导，使得美国信用扩张到危机的路径发生了变化。美国的信用膨胀不是先作用于国内的通货膨胀，而是先使资产价格膨胀和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逆差迅速扩大，然后通过美元贬值使资源性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逐渐传递至工业制成品，最后才传递至美国的通货膨胀。当美联储意识到利率太低，信用扩张已经过了头，于是迅速提高利率企图抑制通货膨胀。由于调控的力度过猛，连续17次提高利率，两年之内美联储基金利率从1%提升至5.25%。最终，引起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的硬着陆，使次贷危机爆发并不断延伸至整个金融市场，酿成了百年一遇的严重金融危机。因此，经济全球化让美国信用过度膨胀的扭曲程度加大，最后爆发的金融危机冲击力也就更强。

在我们发展信用和各类金融活动的同时，必须注意控制由信用另一个特性外在化地表现出来的“信用风险”。现代金融制度不断完善，的确也创设了各种机构和制度在微观层面上控制信用风险，这就是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和信用中介机构的风险评估和评价，尤其是信用评级机构对各种金融风险的揭示。如果微观层面的信用风险监管和评价客观有效，那么当宏观上的信用调控失调时，微观上的风险揭示信息可以给信用活动的主体和调控信用的主体中央银行以提示，让信用风险不会积累得太多，最后不至于会以严重危机的方式来释放这些风险。但是，由于美国在微观层面上的金融创新太多太滥，不仅使得原本就是为了逃避监管的金融创新避开了监管部门的监管，而且还使得信用评级机构的风险揭示功能丧失，导致微观层面上的信用风险估价失真和信用风险失控制。当次贷危机爆发以后，扭曲的信用风险就必须重新评估，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市场价值在新的风险估值下大幅度缩水也就不可避免，危机的延伸和扩散也就难以阻挡。

我们今天重温100多年前马克思关于信用制度的精辟论述，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信用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信用是我们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我们需要从美国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是：一旦信用过分扩张，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要，就会使商品的价值失真，使资源配置扭曲，使失衡扩大，最终必然要通过周期性的金融危机爆发来调整。要避免金融危机，就必须在宏观信用调控和微观信用风险的管理上掌握好度，构建起完善的信用调控和风险管理制度。

三、信用扭曲与信用危机

信用扭曲常常是导致信用危机的重要因素，而信用关系扭曲、信用信息失真往往又与贪婪的金融垄断寡头的市场操纵和投机直接相关。西方大银行涉嫌操纵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2012年8月英国第三大银行巴克莱银行涉嫌操纵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和欧元同业拆借利率（EURIBOR）遭到美国证券期货委员会和英国金融服务局的调查，董事长马库斯·阿吉厄斯、首席执行官鲍勃·戴蒙德和首席营运官杰里·德尔斯密耶相继辞职。丑闻爆出后全世界为之震惊。后来陆续发现不仅巴克莱银行，其他著名大银行都涉案其中，共同操纵LIBOR，这是以大银行为代表的西方金融垄断集团贪婪掠夺社会财富罪行的又一例证。


（一）巨头操纵LIBOR巧取豪夺


伦敦同业拆借利率被看做是国际金融市场资金供应状况的指示器、全球金融资产定价的基准。全球有高达800万亿美元的投资产品与LIBOR挂钩，其中包括面值高达350万亿美元的利率互换产品和10万亿美元的贷款。不难想象，谁操纵了LIBOR谁就可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当然，仅巴克莱一家银行无法真正操纵LIBOR，它必须有同伙。现在其他大银行，包括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银行、劳埃德银行、美国银行、瑞士银行以及皇家苏格兰银行等西方世界最著名的垄断巨头都在被调查，他们涉嫌共同参与了LIBOR的操纵，因为他们都是决定LIBOR的16家银行的成员。

LIBOR每天都可能会有变动。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伦敦的16家大银行将各自测算的平均借款利率报告给汤森路透公司，后者代表伦敦银行协会收集信息并公布LIBOR。汤森路透公司将最低和最高报价的25%，即最低4家报价和最高4家报价去掉，剩余的50%报价，即8家报价的平均算术值便成为当天的LIBOR。11：30汤森露透公司对外正式公布。这些参与报价的大银行每天都从事着巨额的利率互换和与利率相关的各种金融衍生品交易及投资，他们持有头寸的多寡对于利率变动的趋势本身就有着偏好，因为即使一个基点的变化，即0.01%的变动，涉及的资产损益都可能是百万元和千万元级的。因此，当监管失控时，这些大银行就有动机虚报各自的借贷利率。如果几家联手，更是可以操纵LIBOR的波动方向和幅度，为自己从事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或者其他投资牟利。


（二）寡头垄断导致金融市场变质


经典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一直把市场看成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的途径，而金融市场更是居于所有市场之巅，在资源配置中居于更重要的支配地位。因此，利率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浮动对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可缺少的。伦敦由于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由16家大银行之间形成的拆借利率一直被看成是国际金融市场资金供求的一个基准。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利率水平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市场水平，而是被这些大的金融垄断寡头操纵控制的价格水平，是为他们巧取豪夺服务的利率水平。

随着金融资本的垄断程度不断提高，一些金融垄断寡头日益不满足仅仅获得一般的超额垄断利润。其实，超额垄断利润已经远远超出了马克思所指出的在正常竞争条件下的平均社会利润水平。金融垄断集团利用其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迫使产业资本家让渡更多的利润，从而使得金融业成为最赚钱的行业，导致更多资源向金融业积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正是这种垄断催生了金融泡沫，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爆发。因此，金融垄断资本已经走到了资本主义的反面，需要对其进行控制和规范。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已经不仅仅金融垄断导致资源配置扭曲这个层面的问题，贪婪的金融垄断资本不仅不断地创设出各种金融衍生品从中获取各种手续费和利润，更是走到了连资本主义法律都无法容忍的欺诈和操纵市场的地步。这种行为直接破坏了整个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基本市场原则，威胁着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存，因为它将使其他市场主体丧失对金融市场的信任。信用不在，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便无法正常运转。因此美国和英国政府监管部门联手实施了对这些大垄断机构的调查，目的就是要维持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


（三）加强监管遏制垄断任重道远


但是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美国和英国监管当局的调查只是浅尝辄止，巴克莱银行可能只要交纳4.53亿美元罚款就可能了结美国证券期货委员会的调查，英国法律由于存在空白，对于操纵LIBOR可能难以惩处。虽然英国当局以另外一项逃税的罪名对巴克莱银行进行调查，估计最后也就是罚款了事。工党主席米利德班要求对涉案人员进行刑事调查，巴克莱银行涉案的三巨头也只是辞职消灾，估计他们不会因此锒铛入狱。从本质上而言，这些金融巨头在政府和议会里有足够的利益代理人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我们已经看到在金融危机的紧急关头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帮助他们渡过危机，避免倒闭，危机过后政府又允许他们继续给高管发天文数字的高薪和奖金。虽然此举引发了发达国家全面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加强对金融寡头的监管在社会各阶层的压力下也有所进展，此次对于他们操纵LIBOR的调查也属于加强监管的举措之一，但是金融寡头与欧美政府利益共生的性质决定了金融垄断寡头的根本利益是不会被真正触动和削弱的。

由于被金融寡头损害的利益主体是国际性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多种金融产品都以LIBOR为基准制定，理论上世界各国的投融资主体都可能成为他们操纵利率的受害者。因此，对他们的监管就不能仅仅依靠美国和英国国内的监管当局，国际监管组织、G20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对跨国金融垄断机构的监管问题，制定相应的国际规范和法律，对这些具有国际性影响的金融犯罪行为进行惩罚。这是全球金融治理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思考题


1．马克思关于信用危机的论述为什么至今仍然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

2．如何正确理解信用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

3．信用扩张过度在不同金融活动下的表现形式是什么？为什么危机常常突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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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

第一节　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人民币离岸市场是指在人民币国际化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海外人民币交易市场，其特点是人民币流出海外，在海外的金融市场上沉淀，被用于作为金融资产的载体在金融市场交易。其形态从最初的与贸易结算相联系的人民币存贷款，不断发展成包括人民币债券发行交易，到人民币各种理财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在内的全面的人民币产品的交易。

人民币离岸市场是在人民币发行所在地即中国内地之外以人民币为载体的金融市场，从其所具有的基本特性这一点看，它与美元和欧洲其他货币的离岸市场相类似。但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的原因和在国际市场所起的作用，两者有很大的差异。美元和欧洲货币离岸市场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发生危机的背景下，巨额美元资金流出美国境外同时又试图规避美国国内的监管逐渐发展起来的，美国曾经试图抑制海外美元市场的发展。而人民币海外离岸市场的发展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币资产在国际上越来越有吸引力，以及中国的金融市场没有完全开放、获得人民币资产的途径受到限制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政府为了避免国内经济主体遭受美元汇率变动的冲击和损失，在2009年开始推动人民币贸易结算，人民币资金才开始大规模流出境外，人民币海外离岸市场获得了迅速发展。中国政府对于海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持积极支持态度，为这个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清算和结算的便利，并且和所在地中央银行合作，通过货币互换等方式为海外离岸市场发展构建了稳定机制。因此，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过程，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源头和发展概况

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源头是香港。由于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关系紧密，即使在人民币尚未实现经常账户自由兑换的1996年以前，香港也存在着一定范围的人民币交易，一部分商店也在较高贴水率基础上接受人民币支付，逐渐使香港有了人民币的沉淀资金。随着内地经济开放程度不断能提高，与香港经济关系不断密切，尤其是内地开放了香港旅游后，内地居民在香港旅游消费的规模日增，人民币通过旅游消费流向香港。香港的商户和银行为了扩大业务，不仅接受人民币支付，而且还开辟了人民币存款业务。当人民币在香港集聚到了一定的规模，被香港的银行通过人民币的贷款又提供给需要人民币的企业后，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就在香港形成了。为了配合这部分滞留在香港的人民币回流，国家开发银行于2007年在香港发行了首笔人民币债券，随后人民币债券市场就成为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人民币与港币的兑换所形成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在性质上不一样，前者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滥觞，而后者是香港外汇市场的组成部分。

不过，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在2009年中国内地推动国际贸易人民币跨境结算之前规模并不大。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资料，截至2008年底，香港银行人民币的存款规模为561亿元，当年发行的债券规模120亿元人民币。

2009年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的关键年份。当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颁布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随即迅速扩大，2010年全国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规模增加至5063亿元，比2009年增长了58倍；2011年达到2.08万亿元；2012年增加至2.94万亿元；2013年更是跃升至4.63万亿元；2014年上半年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更是达到3.27万亿元，比2013年同期增长了59.5%。

跨境贸易结算主要是通过香港进行的，这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动力。2009年，香港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额合计为19亿元人民币，占中国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的53%。2010年，香港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额合计3692亿元人民币，占中国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的比率上升至73%。2011年上半年，香港人民币贸易结算交易的金额达到8000亿元人民币，已经超过2010年全年的2倍，占全国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的比例亦上升至80%以上，香港成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主要平台。与此同时，香港的人民币存款也不断上升，2009年底香港的人民币存款上升至627亿元，2010年底则增长至3149亿元。进入2011年后，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和香港人民币存款规模持续快速增长（见表13-1）。



表13-1　香港人民币资金和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情况
 　单位：亿元



	年　份
	人民币跨境结算
	人民币存款
	人民币债券发行



	2008
	—
	561
	120



	2009
	19
	627
	160



	2010
	3692
	3149
	410



	2011
	19145
	5885
	1050



	2012
	26325
	6030
	1287



	2013
	38589
	8605
	1128



	2014年1—8月
	39298
	9368
	1636




资料来源：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相关报告整理。



在人民币贸易结算不断扩大、香港人民币流动性不断充裕的背景下，香港的人民币其他业务也快速发展，人民币贷款和债券发行的数量不断增加。2009年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只有160亿元，而到了2013年，香港人民币债券的发行规模跃升至1128亿元。仅2014年前9个月，发行规模就超过了2013年全年的发行额，达到了1636亿元元。

随着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其他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也将拓展人民币交易作为市场发展的重要抓手，试图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获得其中的市场发展红利。

二、其他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概况


（一）新加坡


新加坡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发展要晚于香港地区，是在中国官方推动人民币贸易结算后逐渐发展的。目前新加坡是仅次于香港和伦敦的海外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人民币外汇交易规模占除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外地区的9%。

新加坡人民币存款从2011年1月份开始有了明显的增长，汇丰银行（新加坡）、大华银行、华侨银行、新展银行等陆续开始吸收人民币存款，到2012年7月份，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王宗智表示，新加坡的人民币存款已经达到600亿元。随后，到2012年底增长为2350亿元，2013年底人民币存款更是迅速增长至4000亿元，比2012年底增加了70%。

与此相应的是人民币贸易结算额也大幅度增加，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数据，在2013年3月—2014年3月，新加坡人民币结算的规模增长了375%，是除中国内地与香港之外贸易结算额最大的市场。


（二）伦敦


伦敦是快速发展的离岸人民币市场，2011年伦敦开始推出人民币离岸业务，不过不像香港，人民币资金供应并不充裕，开始时伦敦业务重点是在人民币的外汇交易上，近两年的每年以50%以上的速度增长。2013年，人民币日交易量达到了253亿美元。但是考虑到伦敦的外汇日交易量超过2万亿美元，253亿美元的规模只占1%多一点。当然，人民币外汇交易主要与贸易和实体经济活动相联系，而其他货币的交易中99%属于远期、期货、期权和其他金融性的对冲业务，与实体经济联系并不直接联系，简单的比较不一定准确。不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资本账户存在比较多的管制措施，对于海外离岸市场人民币交易规模的快速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如果要让人民币成为第五大交易货币，使人民币在伦敦的日交易规模上升至20%以上，人民币日交易额就需要达到6000亿美元（约为3.7万元亿人民币）的规模，也即需要增长24倍，如果没有大量的金融性交易支持是无法达到的，而这与货币发行国基础性的金融市场开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人民币的金融资产的主要提供方是货币发行国的经济主体。

人民币在伦敦的存款规模增长速度不快，主要是英国与中国的贸易规模不大，人民币的来源不足。2013年中英贸易规模700亿美元，如果10%用人民币结算，也只有70亿美元（430亿元人民币），但伦敦2013年的人民币存款只有145亿元（约合23亿美元）。

伦敦金融城在人民币资金来源上并不担忧，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有需要，伦敦与香港的资金是连为一体的，资金可以很容易调剂过来。所以，他们的重点是放在扩大业务交易上。2013年，伦敦市场上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只有20亿元，与香港存在巨大的差别。不过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决定了未来人民币业务的增长潜力是巨大的。2014年10月，英国政府发行了首笔外国主权政府的人民币债券30亿元，目的是为了刺激伦敦市场人民币的交易规模。未来伦敦人民币离岸业务有望获得快速的发展。


（三）欧洲大陆（巴黎、法兰克福、卢森堡）


欧洲大陆的几个国际金融中心最近也在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巴黎目前是欧洲人民币清算规模比较大的中心，中法贸易额的约20%是通过人民币结算的，这使得巴黎的人民币支付额在欧洲大陆的几个中心中走在了前面。

欧洲的人民币存贷款主要集中在卢森堡，目前人民币存款额已经达到了672亿元，截至2014年6月，人民币贷款额达到了730亿元。

法兰克福的人民币业务主要是人民币的清算和人民币债券的发行。欧洲大陆的人民币外汇交易也主要在法兰克福市场上。从人民币存贷款和贸易结算的规模看，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与其他几个市场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不过欧洲中央银行与德国中央银行现在都积极支持法兰克福的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加上中国与德国的贸易规模巨大，未来人民币离岸业务发展的潜力巨大。

法兰克福也是欧洲人民币债券的主要发行地，德国国有银行复兴信贷银行于2014年4月29日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发行了两年期的人民币债券，发行总量10亿元人民币。在此前在2014年3月份，中国建设银行也在法兰克福发行了40亿元人民币债券。


（四）首尔


首尔的人民币离岸业务发展得相对较晚，但是近两年增速很快。根据韩国央行的数据，2012年底韩国的人民币存款规模只有1.7亿美元；2013年7月上升至5.05亿美元；2014年2月猛增至76.2亿美元，到6月底，韩国人民币的存款价值119.7亿美元（约合742亿元），连续12个月快速增长。

韩国人民币的业务主要是接待中国游客旅游消费收付人民币以及人民币兑换业务。人民币的存款也随着中国游客携带人民币的支付不断增加，韩国银行纷纷开展了3个月、6个月和一年期的人民币存款业务。但是，中韩贸易以人民币计值结算的比重并不高，以2013年为例，中韩贸易规模达到了2288亿美元，但是人民币结算的比重只有1.2%。2014年中韩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规模虽然快速增长，但比重大约也只有5%左右。如果按照20%的目标计算，中韩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规模将会增长至2750亿元人民币，首尔的人民币存款和其他业务将会有极大的增长。

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定以及指定交通银行作为韩国人民币的清算银行后，首尔试图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目标也变得清晰起来，韩国不仅想将中韩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比重提高至20%，而且还想成为东北亚人民币交易的一个枢纽。

三、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业务

目前，人民币离岸业务主要是与贸易结算相关的人民币收付、货币兑换、存款、贷款等。随着各个市场上人民币资金数量的不断增加，人民币债券发行、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发行也会不断增加。在香港市场上，人民币的业务还进一步拓展至人民币远期交易、期权交易以及人民币投资基金等。


（一）贸易结算


人民币的贸易结算规模从2009年以来截至2014年6月底累计已经超过13万亿元人民币。根据SWIFT的数据，至2014年6月，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在全球货币中已经上升至第7名，比重达到1.47%。人民币贸易结算方式与美元或者欧元的贸易结算方式大致相仿，是由中国国内商业银行为国内外进出口商通过海外的分支机构或者代理行完成人民币收付的。在海外则由海外的客商指定参与人民币结算和清算的离岸市场上商业银行代为收付人民币货款。与此相联系的业务主要是跨境人民币信用证的开立、议付、人民币货款的托收、人民币货款的保理业务等。


（二）人民币汇兑


随着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规模不断增加，由此为基础的人民币与所在市场货币的直接汇兑业务也必然成为离岸市场上的重要业务，因此人民币的外汇交易规模不断上升。目前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市场上的交易已经从2010年4月的第19位上升为2013年4月的第9位的交易货币，日交易额从全球的0.9%上升至2.2%。

中国人民银行与几个重要金融市场所在国的中央银行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并且签署了与所在国货币直接交换的协议，使得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交易的前景被看好，人民币作为重要外汇交易货币的增长潜力是巨大的。


（三）存贷款


随着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规模不断扩大，海外人民币资金的规模不断积累，因为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进出口规模是不平衡的，2010—2012年，进口人民币贸易结算的比重在80%左右，出口人民币结算比重只有20%。近两年进口人民币结算年比重略有下降，据央行的数据，在人民币贸易结算，进口结算的比重已经下降至60%左右，人民币结算的收付比已经大到1∶1.5。尽管如此，由于这一结构上的不平衡，人民币在海外的积累规模就不断增加，这是海外人民币市场上人民币存款不断增加的主要资金来源。

随着人民币海外离岸市场的存款不断增加，人民币的贷款业务也逐渐发展。离岸市场上人民币资金的举借者主要是有支付人民币需求的贸易商、投资者或者其他需要人民币资金的主体。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统计资料，这里只能根据存款与贷款之间的相互关系，大致判断人民币贷款的规模应该是与存款同比例增长的。


（四）存款证（CD）


这是在香港市场发行数量比较多的一种债务凭证，也在伦敦市场上获得了青睐。它是介于短期债券与存款之间的一种证券，主要由银行发行。一般情况下CD不被统计在债券发行总额之内，它属于存款的一种。但是由于它可以流通，具有债券的特点。


（五）人民币债券发行与交易


随着人民币在海外离岸市场上不断积累，人民币回流到国内在岸主体市场的通道需要不断拓宽，否则资金不能流动，海外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也就缺乏活力，无法不断扩张。国内企业到海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就成为资金回流的一个重要渠道。开始时，国内机构主要是在香港市场上发行人民币债券，发行主体也主要是财政部、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后来一些大型企业也赴港发行债券。随着离岸市场上人民币债券市场活跃程度不断能提高，其他离岸市场人民币债券的发行也陆续增加，发行机构也扩展至海外非居民机构和国外官方机构，甚至外国主权政府也加入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行列，如英国政府就于2014年10月在伦敦市场上发行了30亿元人民币债券。后一种发行者筹措资金并不一定是为了支付的需要，多数是为了资本运作或者是资金调度等金融性的需求。

人民币债券的发行规模这几年一直在快速增长，海外人民币债券的发行主要是在香港。据万德数据显示，2014年1—11月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达到1510亿元人民币。2013年以后其他市场上人民币债券发行也开始陆续登场，伦敦、新加坡及中国台湾地区纷纷开始发行人民币债券。全球2013年发行规模达到2800亿元；2014年上半年离岸人民币债券共发行了611笔，总规模达到了2770亿元人民币，几乎接近了2013年全年的发行额。

人民币债券的种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香港市场的所谓“点心债券”，即以人民币发行并且以人民币结算的债券。之所以被称为“点心债券”是因为开始时它在香港发行的债券中规模很小，就像主餐之外的点心。不过现在已经是人民币债券的统称。另一种是“合成型债券”，即以人民币发行，以美元或其他货币结算的债券。人民币债券还由于在不同市场发行有不同称谓，比如在台湾地区发行的称为“宝岛债”、在新加坡发行的称为“狮城债”，在法兰克福发行的称为“歌德债”，这主要是区分发行的地点。

人民币债券的发行与其他货币的债券发行大致相似，通常由承销商负责承销，由国际化的评级机构提供信用评级，由金融机构或者企业认购。人民币债券的二级市场主要在证券交易所，如香港联交所、欧洲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和伦敦交易所，除了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之外，也有在银行间交易市场交易的。


（六）人民币远期交易


人民币的远期合约交易主要是人民币NDF（无本金交割）合约，最早于1996年6月在新加坡推出，后来香港地区、日本都有人民币远期交易。这类交易主要是客户与银行之间的就人民币汇率进行套期保值而从事的远期交易，属于场外柜台交易。现在伦敦也开始人民币NDF的交易。离岸市场上的人民币NDF交易对于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有一定的影响，常常成为市场预测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在NDF之外，香港银行也在柜台交易中提供有本金交割的人民币远期交易，客户可以与银行签署人民币远期合约，在约定的时间内按照合约约定的价格买卖合约约定数量的人民币。这主要是针对贸易和投资者有实际买卖人民币需求而提供的业务，与NDF远期合约相比，后者主要目的是套期保值或者套汇。


（七）人民币期货交易


2006年8月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推出了人民币的无本金期货交易和期权交易，开了交易所人民币期货交易的先河。随着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香港联交所也于2012年9月推出了人民币期货合约，2014年10月新加坡交易所也开始推出人民币与美元交易的期货合约。香港联交所人民币期货合约每份面额为10万美元，新加坡交易所的每份合约的面额是10万美元或50万元人民币，芝加哥的人民币期货合约面值为100万元人民币。人民币期货与无本金远期合约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属银行的柜台交易，是客户与银行之间的直接交易；而后者是在交易所里交易的，是客户（投资者）与交易所的直接交易。


（八）人民币理财和投资产品


从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角度而言的，各类与利率、汇率、股票、黄金等金融资产价格挂钩的结构性人民币存款、人民币投资基金、人民币交易所买卖基金（例如在港交所上市的RQFIIA股ETF和人民币黄金ETF）等都属于人民币理财产品。这是香港市场上原来就有的理财产品的延伸，只是变成有人民币计值而已。如果从投资者角度看，除了这些理财产品外，各种人民币计值的存款证、债券、期货、期权以及股票、保险产品都属人民币投资产品，因此范围非常广泛。



表13-2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上的金融产品一览





	人民币离岸业务类别
	人民币离岸产品



	1．跨境贸易结算
	

	开设人民币贸易结算账户

	开立人民币跟单信用证、托收、通知、议付

	网上贸易服务

	人民币贸易融资安排

	人民币备用信用证/SBLC

	担保

	偿付融资







	2．支付和现金管理
	

	人民币储蓄与兑换

	汇款

	付款

	支票、银行本票

	票据支付

	支票托收

	定期存款、存款证

	流动性管理

	在线支付







	3．投资
	

	存款证

	人民币债券

	与外汇挂钩的结构性存款

	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存款

	与股票挂钩的结构性存款/票据

	与黄金及大宗商品挂钩的结构性存款

	人民币投资基金（包括投资于海外人民币产品的基金和投资于离岸固定收益和股权的RQFII基金）

	人民币交易所买卖基金（联交所上市人民币RQFII和ETF）

	人民币股票/网上股票（包括双币上市）

	人民币储蓄保险计划

	人民币衍生品







	4．兑换服务和融资管理
	

	人民币寿险产品

	即期外汇买卖

	本金交割远期

	本金交割外汇掉期

	本金交割外汇期权

	本金交割跨货币掉期

	无本金交割远期

	无本金交割外汇掉期

	无本金交割外汇期权

	无本金交割跨货币掉期







	5．借款和融资
	

	人民币贸易融资安排

	离岸市场人民币债券的一级市场发行和人民币债券指数

	人民币回购协议








资料来源：汇丰银行．人民币国际化指引［R］.2013年3月.



第二节　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一、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的基本判断与预测

人民币离岸市场在中国对外贸易人民币结算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有了快速发展，尽管如此，2013年人民币在我国贸易结算中的比重也只有18%左右；2014年上半年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规模快速增长，上升至中国进出口额的26%。据笔者的预测，人民币贸易结算的比重还会继续上升，未来两年内上升至35%左右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说每年人民币结算的规模可以达到8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在这样的基础上，海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业务规模将会有相应的扩大，尤其是后来迅速发展的欧洲离岸人民币市场，其主要的人民币业务（人民币贸易结算、人民币存款、人民币债券发行）将快速增加，逐渐缩小与香港的差距。

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种途径，在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实力随中国总体经济实力提升的一个必然要求和结果。由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面临种种障碍，以美元为核心的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短期内也不会发生重大的变革，因此现存货币体系缺陷短期内也无法得到有效的克服，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趋势也不会改变，并且将继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崛起也将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要求。国际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也是整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种间接途径。

离岸市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在岸市场的规则和开放程度的影响和制约。完全开放的在岸市场使离岸市场的发展动力不足，发展空间有限。这是因为离岸市场更加自由化的环境与在岸市场相比没有优势，无法集聚资源和机构在离岸市场规避在岸市场的管制。而严格管制和不开放的在岸市场也将限制在岸市场的发展规模，这是因为资金的流出和回流受到限制，离岸市场无法不断扩容。美元和其他货币的离岸市场发展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人民币国际化和离岸市场的发展是在人民币资本账户尚未开放和人民币尚未完全自由兑换时启动的，这就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人民币国际化的特殊性看，历史上的国际货币都对基本是在资本账户实现了自由兑换和管制措施大幅度放松后担当国际货币职能的；而人民币国际化则不同，中国的金融市场没有完全开放，资本账户的货币自由汇兑也没有实现，中国首先通过贸易账户的人民币结算使人民币走出了国门，并通过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增强了国际信用，使人民币获得广泛的认可。而从离岸市场的发展看，美元和其他货币的离岸市场是在这些货币已经成为国际货币的背景下由于一些特殊监管原因导致货币回流不畅而滞留海外形成的离岸市场；而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则不同，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是人民币本身成为国际化的载体，并不是人民币已经成为国际货币后再发展起来的独特市场。这种特殊性是由中国独特的国情和国际地位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当前金融体制所决定的。这使得人民币国际化经历一个以离岸市场首先发展的特殊阶段。未来中国内地的金融市场虽然会不断开放，但步伐不会太快，也不会采取休克式一下子在某个时点全部开放的模式。因此，人民币离岸市场在未来5—6年内仍然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渠道，人民币离岸市场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政府也充分考虑中国金融体制的特点，对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采取了与当年美国限制美元离岸市场发展完全不同的政策，鼓励和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主动与离岸市场所在国的中央银行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指定某家国内重要商业银行扮演所在地人民币清算行的角色。这些措施也会有力地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我们预测人民币离岸市场业务规模在未来5年可能翻一番。

二、人民币回流与离岸市场的发展

这个问题有很多学者讨论过，但是对于跨境人民币交易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都没有将其核心的问题分析清楚。回流机制顺畅是一个货币国际化的基本要求，也是该货币能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之一（顺便说一句，另外一个重要竞争力就是货币价值稳定），因为它决定了一种货币的交易成本和持有该货币的潜在收益。但是顺畅的回流机制对于该货币的发行当局货币政策的操作带来潜在的不确定性和冲击。因此，人民币回流机制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它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整体开放的进展相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准。

当前中国在人民币回流的渠道主要是出口、直接投资、国内企业和政府机构到海外发行人民币债券、海外贸易商获得的贸易项下的人民币对国内银行间金融市场产品的投资以及RQFII渠道。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没有完全开放，海外人民币持有者无法自由将人民币资金投资到国内的金融资产上，因此人民币回流的渠道不能说很顺畅。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为了让人民币回流机制更加健全，我国监管部门在保证不让外资金冲击国内市场的同时，不断拓展人民币回流的渠道，放松国内企业到海外人民币离岸市场上发行债券的管理，同时鼓励海外政府发行人民币债券，将筹措的人民币资金投资于中国政府的国债。这不仅有利于人民币资金的回流，还提高了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人民币合格海外机构投资者（RQFII）是为了配合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资金回流的一个新渠道，海外机构投资者获得这一资格和相应的额度后可以将海外筹措到的人民币资金投资到境内的人民币资产（包括A股市场）上。

就当前看，人民币的回流主渠道仍然是出口。数据统计，在2011年之前，贸易结算中大约有80%进口是人民币结算，只有20%左右的出口使用人民币结算。但是近几年，这一比例已经变成1.4∶1，即60%左右是进口结算，40%是出口人民币结算。以2013年人民币结算总额4.63万亿元的40%计算，大约1.85万亿元通过出口回流到了国内。

第二大回流渠道是海外贸易商通过贸易获得人民币对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投资，这部分资金的规模目前没有统计，承担人民币贸易结算等行业银行应该有相应的数据。不过据估计，自2009年我国政府开始推动人民币贸易结算到2013年底，累计的人民币结算额已经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加上2014年上半年的贸易结算额3.27万亿元，累计人民币结算额已经达到14万亿元。如果按照估计的20%尚未能够通过出口收回人民币回流到国内，那么就大约有2.8万亿元人民币沉淀在海外离岸人民币市场上。如果其中有40%—50%被投资到了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上，那么其规模就大约是1.2万亿—1.4万亿元人民币。

第三大回流渠道是人民币债券的发行。无论是国内政府机构、银行还是企业到海外发行人民币债券，还是国外政府机构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所获得人民币都会被用于投资国内的资产，回流至国内。2011年以后，海外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每年都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尤其是2014年前三个季度，海外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已经超过1700亿元人民币。

2013年9月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上海自贸区）成立，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出台了51条（30+8+5+8）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金融改革开放措施，对人民币回流至自由贸易试验区给予了放开的特殊待遇。通过自贸区企业开立的自由贸易账户，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可以自由回流至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改革开放措施，对于海外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利好动力。

但是自贸区的开放措施并不意味着海外人民币资金可以完全自由不受限制地回流至国内在岸市场，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还是有一定的隔离，海外人民币资金回流至在岸市场上仍然需要有实体经济活动作为基础，纯粹金融性的资金流动仍然需要受到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措施的限制。这对于国内金融市场而言是一种保护，而对于海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综合影响也是积极的，因为它令离岸市场与国内市场既有联系，又有一定的隔离，使离岸市场所具有的比国内在岸市场更加自由化、更加市场化化的特点得以保留，与其他货币自由兑换的特点得以保留，这是离岸市场的活力所在。

这种既有联系、又有隔离的状态，对于我国银行开展离岸市场上人民币业务也是有利的。因为离岸市场上人民币业务的中介和产品提供者主要是商业银行，国内商业银行是主体。无论是前述的主要人民币业务和产品，包括贸易结算、支付和现金管理、投资、兑换服务和融资、借款等，基本上都是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从人民币资金的回流角度看，绝大多数资金也是从银行体系回流的。未来在海外离岸市场上发行人民币债券的主角也应该逐渐由国内商业银行为主，这在海外人民币资金成本相对比较低、利率比国内低的背景下，到海外发行债券是有利可图的资金运作，如果任由其他主体，尤其是海外机构利用发债将人民币资金回流至国内市场，中间的利差就成了他人的利益。我国政府机构和商业银行应该主动将这些利益揽到自己口袋里。

三、人民币产品海外定价与国内定价差异及套利问题

人民币离岸市场只要存在，只要离岸市场的运行机制与国内市场存在差距，离岸市场人民币产品的价格就一定会与国内有差异。在当前，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海外人民币资金成本低，导致资金流向国内的套利动机比较强。只要这种套利的资金流动规模不是很大，并且能够在监督之下，就不会酿成大的风险。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措施为境内外人民币资金流动开辟一个特殊的区域和桥梁。随着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开放不断推进，尤其是中国金融结构性的失衡问题逐渐改善后，境内外人民币资金的成本将逐渐一致，金融产品的差价也会逐渐缩小。

但是在此之前，只要中国内地的金融体制改革没有完成，海外人民币定价与内地人民币定价的差异就不会消失，套利活动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存在；而反过来套利活动本身也在不断地缩小海内外人民币定价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套利也是离岸市场发展的动力之一。

从监管者的角度看，控制套利活动，避免套利活动对境内金融市场的冲击，不让套利扰乱境内市场的秩序是抑制离岸人民币市场负面作用最主要的内容。但如前所述，如果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完全隔离，离岸市场的发展也会受到抑制。因此，金融监管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相互协调和配合。

国内金融机构，尤其是从商业银行的角度看，他们是参与海内两个市场人民币交易主体，从其本身的利益和业务开拓看，也是两个市场开展业务的套利者。如果商业银行利用自己的中介和交易主体地位在监管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从事两个市场的套利活动，应该没有多大的负面影响。比如，通过在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将筹措的资金调回境内使用，就是合法的套利交易之一。但是如果在没有实体经济活动作为基础的情况下，通过银行间的拆借，将海外人民币资金调入境内，并且没有分账、不报告监管机构，这就会对境内市场造成冲击。因此，商业银行应该尽量在现有的法规允许范围之内开展离岸市场上的人民币业务，在推动离岸市场人民币业务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通过有限的渗透，间接促进在岸市场的改革，配合监管机构逐渐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

四、央行人民币互换与人民币国际化及离岸市场发展


（一）货币互换的历史与作用简述


所谓货币互换是一个双方给予对方提供备用信贷的协议，通常规定一定的条件，当甲方需要乙方提供货币援助时，乙方就根据事先约定的条件，将资金提供给甲方，而甲方则用本国货币换取乙方提供的外汇或者乙方的货币。

货币互换的滥觞可以追溯到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由IMF主导于1962年签订的借款总安排。当时IMF为了筹措足够的资金来解救美元危机，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加拿大、瑞典10国签署了一个协定，在IMF需要时可以向这些国家借款，额度初期定为60亿美元，后来该额度不断提高，到1983年达到170亿特别提款权。由于这是备用信贷协定，故又称为“借款总协定”。当然，在形式上与今天国与国之间签订的货币互换协定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当时IMF并不用其所拥有的其他货币向被借款国换货币，但本质同样是备用信贷，是为了市场干预或应对危机而准备的信贷安排。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成为经常的现象，金融危机也频繁爆发。当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个国家货币当局最缺的就是外汇资金，因为稳定市场，应对投机者市场炒作和操纵，都需要货币当局在市场上动用巨额的外汇储备资金来干预。储备资金不足，就需要有外部资金的帮助。IMF虽然在职能上有义务提供信贷并帮助成员稳定市场，但是在现实过程中，IMF资金到位的速度非常缓慢，常常要经过非常繁杂的谈判和程序。于是，在IMF资金之外，一些国家就通过双边的、或者多变的途径签订了货币互换的协定，以便在需要时可以立即获得对方的救助资金，从而达到稳定金融市场的目的。东盟国家原来就存在这样的货币互换协定，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该协定扩展成由中日韩参加的10+3《清迈协定》，在《清迈协定》下签署了一系列双边的货币互换子协定，互换的额度也大幅增加。目前该协定已经从原有的双边基础发展成多变的协定，并进而发展成了共同的储备库，资金规模也已经决定从1200亿美元扩大至2400亿美元。


（二）货币互换从美元扩展至本国货币


大多数货币互换都是本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互换，因为美元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是各国货币当局干预市场时使用的主要货币。但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价值出现了大幅度波动，这给很多国家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持有美元的成本在不断上升。为了分散货币集中的风险，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趋势出现了新的动力。

但是，由于欧元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也成为一个不稳定的货币，这给原来期望欧元分担美元价值不稳定风险的人们以重要打击，于是一些非主流的货币，尤其发展中大国的货币也成为各国央行愿意持有的资产。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就开始签订本国货币作为直接交换对象的互换货币协定。这是美元为核心的国际储备体系向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对于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着重要意义。


（三）人民币货币互换协定与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由于其价值稳定，而且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景，加上中国政府开始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使得人民币逐渐成为一些企业甚至国家政府愿意持有的资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也开始积极与一些国家签署人民币与这些国家本币交换的货币互换协定。2008年12月中国与韩国签订了1800亿元人民币/38万亿韩元的本币货币互换协定，开启了人民币作为货币互换对价的先河（2011年该协定续签，并且额度增加至3600亿元人民币）。2009年中国政府开始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后，与之签署人民币本币互换的国家不断增加，至今已经与33国家和地区签署了人民币货币互换协定，互换总额达到3.3万亿元，具体见表13-3。



表13-3　与中国签署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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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尚未完全自由兑换的人民币能够被其他国家青睐，愿意成为一些国家潜在的储备货币，主要得益于人民币价值稳定，并且有升值潜力。另外，中国金融资产的实际回报率较高，比如中国国债的投资回报比较稳定，高于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券回报率，且风险很小，这是一些国家愿意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重要原因。当人民币逐渐在跨国贸易和金融交易中成为计值手段和交易媒介后，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持有人民币的意愿会进一步增强。

由于人民币尚未完全自由兑换，要获得人民币的途径是比较狭窄的，目前主要是通过与中国的贸易途径可以获得人民币资金。因此，愿意获得人民币资产的国家中央银行要想获得人民币资金，除了在香港金融市场上购买中国发行的债券外，别无他路。于是，通过货币换协定，直接从中国央行手中得到人民币就成为一种选择。不过由于大多数本币互换协议都是为了应对金融动荡而设立的备用信贷，并不是实际执行的资金融通协定，通过人民币货币互换真正使人民币流出去，在国际上成为流通的货币，实际作用在目前是有限的。因此，人民币货币互换对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目前还主要是象征性的、潜在的，并不如很多人设想的那样，可以直接使人民币成为国际交易的媒介货币，推动中国的贸易发展，也很难直接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四）人民币货币互换协定与离岸人民币交易


不过我们不应该忽视中国央行与其他国家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定的意义，因为这会极大地推进这些国家企业和个人使用人民币的积极性，并且在观念上将人民币作为可接受的交易货币。通常情况下，签署了双边互换协定的国家之间将会有必要进一步签署在各自金融市场上交易和兑换对方货币的附属协定，这对于人民币而言就意味着定向地逐步开放了人民币自由兑换，意味着定向地开放了中国的金融市场。比如，中国就在与澳大利亚签订货币互换之前允许在银行间交易市场上进行澳元与人民币的直接兑换，因为随着人民币被用于与澳大利亚的贸易结算，人民币贸易账户的资金可以投资于银行间金融产品，而这些产品在需要时是允许直接兑换成澳元的。

本币货币互换官方协定的签署，隐含着官方乐见双边货币直接兑换的交易不断发展，隐含着鼓励以本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人民币被用作与该国贸易结算货币的可能性就大幅增加。从这意义上而言，中国政府不断推动与贸易伙伴国签署本币互换协定，其着眼点就不仅仅是为了建立备用信贷，以防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更多地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在海外被接受程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民币货币互换是中国在人民币尚未完全自由兑换的基础上拓展海外交易规模的重要手段之一，将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

五、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拓展和互动

在人民币国际化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离岸市场的范围将会不断扩大，除了目前为大家所关注的香港地区、新加坡、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卢森堡之外，台湾地区、纽约也正在成为重要的人民币离岸市场。随着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合作进一步拓展，在拉美和非洲也会涌现出新的人民币离岸中心。


（一）台湾地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


台湾地区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很快，目前台湾地区是紧随新加坡之后人民币存款和贷款业务发展的重要地区。据人民银行的数据，截至2014年7月底，台湾的人民币存款达到2927亿元。另据建设银行台北分行行长2014年11月4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台北的人民币存款资金目前已经达到3000亿元，台北获得的RQFII额度有1000亿元人民币
[1]

 。这些都是台北人民币业务发展的基础。随着两岸贸易规模继续增长，人民币在两岸贸易结算的比例也在上升，据估计人民币在两岸贸易结算中的比重已经从2013年的5%左右上升至8%左右，大陆与台湾贸易规模2013年达到1972.8亿美元，如果人民币结算规模扩大至20%，人民币的交易规模就将扩大一倍以上。当前海峡两岸之间的人民币汇款中约有2／3是非贸易结算款项往来，主要是旅游和其他服务贸易的资金往来，这一点也说明了的台湾人民币市场业务的潜力非常大。

2013年1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行台北分行签订的《关于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指定中国银行台北分行作为台湾人民币的清算银行；而台湾则指定台湾银行上海分行作为新台币的清算行，这些都为台湾人民币业务的开展提供了便利
[2]

 。目前台湾金融当局和大陆中央银行正在积极合作，为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


（二）纽约人民币市场是否会后来居上


在各金融中心都争相开设人民币业务的同时，纽约的人民币交易也悄声启动。从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角度看，中美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规模仍然很小，因为美国本土企业贸易结算仍然倾向使用美元，但是也有一些企业看到人民币资产价格的潜力，愿意通过贸易途径获得人民币来投资人民币的资产。通过与其他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交易，一部分人民币也流到了纽约的金融机构账户上。中国游客访美人数的不断增加，携带的人民币在纽约或者其他美国城市的兑换也导致一部分人民币在纽约沉淀。因此，纽约的人民币交易也已经初具规模。据SWIFT发布数据显示，2014年1月份通过美国的加权平均人民币计价跨境支付大幅增加422%。与此同时，对于与亚洲或欧洲没有直接合作或者没有地区或环球财务中心（没有SWIFT码）的美国企业，纽约担当了提供人民币服务的主要角色
[3]

 。

中国和美国的贸易规模2013年达到5210亿美元，如果未来有20%的中美贸易用人民币结算，就将达到1000亿美元（6000亿元人民币）。在贸易结算的引领下，纽约的人民币金融业务也将获得快速发展。另外，中国与拉丁美洲间的贸易也在快速增长，年贸易规模超过2500亿美元。由于拉美贸易常常走纽约结算的通道，所以中国与拉美的贸易以人民币结算也将增强纽约的人民币交易规模。从长远看，纽约的人民币离岸交易可能后来居上。


（三）海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内在联系与一体化


海外人民币市场从属于不同的国家和城市本身具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各个市场上的金融交易具有各自的特点，并且受所在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制约。但是从其人民币交易的性质而言，不管是在那个金融中心从事人民币交易，他们都是一个整体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一部分，具有内在的联系。构架其内在联系的桥梁是各个离岸中心银行所提供的代理行服务网络以及在这个网络上的人民币自由流动。银行可以很便捷地将某个点的人民币资金调至另一个点来完成一笔交易。就目前看，香港是所有海外离岸业务的枢纽，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中心，大多数海外从事人民币业务的金融机构都与香港的银行有人民币的收付，并在香港得到清算。本来人民币的最终清算应该在中国内地，在上海的银行清算体系中完成，就像美元交易最终要在纽约完成清算。但是由于海外人民币资金的回流有一定的限制，因此会有一部分人民币资金暂时只能假借香港的银行账户完成清算，人民银行的最终清算需要在海内外市场的隔离完全拆除后才会发挥完全的功能。这就使得海外人民币离岸市场之间的一体化程度要高于与内地市场一体化程度。而中资商业银行将承担将海外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境内市场一体化的桥梁，这需通过改革和开放的新措施来实现。

第三节　中资商业银行在人民币离岸市场上的机遇与挑战

一、中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的优势

尽管离岸市场在海外，主要由所在地的银行参与交易，但是人民币的清算网络却主要以中资银行为基础的，人民币从国内流出境外和从海外回流主要渠道也是在中资银行。因此，中资银行将在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中获得业务拓展的机会。

首先，人民币贸易结算的主渠道是国内的商业银行。海外银行在贸易结算上的业务大多数是国内银行委托和派生的，主要是信用证的通知、议付、代收。中资银行与海外银行之间的账户委托关系在这类业务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资银行承担着清算结算主渠道的职能。

其次，人民币通过贸易结算渠道流出海外后，在离岸市场上商业银行也是人民币交易的主要中介机构。无论是各类存款、贷款融资还是支付，都必须经过商业银行的账户和代理行的划汇路线来实现。而涉及汇率风险管理的人民币远期（包括有本金和无本金交割）的合约和掉期等衍生产品也主要是由商业银行提供的。至于发行人民币债券，商业银行不仅是认购主体，而且也可以作为承销商参与初级市场的发行。

再次，人民币的回流和大循环也是以中国商业银行为主体的资金循环。如前所述，人民币主要通过国际贸易结算流到海外，需要有一定的渠道回流到国内市场上，最终形成对中国金融资产的持有。就当前看，我们的金融市场没有全面开放，资金的回流有一定的限制，但是仍然会有大部分通过一定的渠道形成对中国企业债、国债以及国内其他金融资产的持有。在这样的循环中，中国的商业银行是主渠道，在各个环节中都承担着提供服务和产品的职能。

最后，人民币的定价权在中资银行的手中。人民币的产品定价尽管由于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的供求关系不一样，存在着一定的隔离而出现定价机制和价格水平的差异，但是在两个市场人民币产品的定价，中国的商业银行均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商业银行既是海内外市场上人民币资金的主要提供者，也是人民币资金的主要需求者，并且承担着最终的资金供需平衡和清算的职能。

所有上述因素使得中资商业银行具有在离岸市场上拓展人民币离岸业务的最大优势。

二、目前存在的机遇：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和开放

由于国内市场仍存在外汇管制和资本流动限制，对于外资银行而言，它们尚无法与中资银行展开全面的竞争。人民币离岸业务与国内的市场客观上存在着各种联系，比如贸易结算账户的人民币资金可以投资银行间产品，这就为中资银行提供了很多特殊的业务空间，它们可以推出一些产品将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衔接在一起。

在海外的离岸市场上，人民币存款资金主要集中在中资商业银行，是人民币业务的主要中介。虽然外资银行积极进取，试图在人民币业务的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机会，但是由于他们不是人民币资金清算的主渠道，目前也没有积累更多的人民币资金。他们的优势是具有广泛的客户资源，对人民币资产具有很多需求，这导致他们与中资银行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总体看，这种优势在中资银行的业务拓展中也可以化为本身业务开展的优势。

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和开放措施，为中资银行拓展离岸人民币业务提供了全新的机遇。上海自贸区挂牌运行后，在国务院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30条，银监会、保监会各8条，证监会5条共51条措施，推进自贸区金融改革和开放。这些措施涉及不同的层面，与人民币国际化和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相关的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分账管理模式，开放了自贸区与海外市场的资金自由流通渠道。自贸区的企业（内资、外资）可以开立自由贸易账户，账户里的人民币和外汇资金可以自由进出入自贸区与海外，但是资金从自贸区进入国内则需按跨境资金流动管理。目前已有10国内家银行首先获准开立人民币自由贸易账户的资格，已经有超过300多家企业开立了6000个人民币自由贸易账户，未来将有更多的企业被允许开立自由贸易账户，并且将会被允许外汇进入该账户与人民币自由兑换。

第二，放宽了自贸区企业和个人投融资的外汇兑换自由度。自贸区的企业对外投资不再需要外汇管理局事前审批。自贸区就业的个人（居民和非居民）则可以通过开立个人自由贸易账户自由投资于海外（国内）的金融资产。

第三，鼓励跨境使用人民币。区内企业使用人民币跨境结算和支付做了比区外企业相对比较宽松的规定，允许外资和内资的跨国公司建立人民币双向资金池进行跨境人民币的支付。

在上述三个方面，实际上都为中资商业银行提供了开拓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机会，而且由于自贸区企业在资金上与海外离岸市场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而提供流动渠道的目前主要是中资商业银行。因此，中资商业银行应该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区金融改革开放的试验，在推动人民币跨境业务的同时开拓在海外离岸市场上的业务。

三、中资商业开展人民币业务面临的挑战

首先，中资银行的效率和竞争力需要提高。中资银行虽然存在着承担清算主要渠道的功能，但是海外的人民币资金和业务不一定必然会汇聚在中资银行。如果承担清算业务的中资银行不能够提供客户和其他往来银行所需要的便捷、顺畅、低成本的服务，从事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可以继续沿着资金向香港集聚，再通过香港清算和结算的途径走。在电子划汇时代，资金的流动最后只是一个电子符号，转几圈的成本是非常低廉的。而相关内部管理和操作规则是最主要的竞争环节。在这方面，中资银行面临的挑战要大得多。现在中国银行（被指定为法兰克福、台湾地区的人民币清算行），建设银行（被指定为伦敦的人民币清算行）和交通银行（被指定为首尔的清算银行），但是这些银行要成为离岸中心人民币业务真正的中心，承担起清算行的职能，提升服务质量和降低代理行的成本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中资银行的国际业务网络覆盖面不够宽。中资银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网络和代理行的网络有待于进一步拓展。这是中资银行扩大业务规模和范围的重要基础。目前，这些银行在海外的代理行网络可能还不够宽泛，与海外各个金融中心非中资银行的关系可能还不够密切，这需要花大力气去拓展，以满足为海外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要求。可能在初期相应的投入和成本并不会产生很大效益，但从长远看，这是必需的投入。

再次，中资银行面临着比较严格的监管要求。人民币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在中资银行内部存在着管理壁垒和特殊的管理要求，从监管者控制风险角度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中资银行开展离岸人民币业务就构成挑战。因为中资银行在处理内外部人民币资金的收付时，会面临本身效率提高和遵循相关监管规则的冲突，处理不好就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另外，改革的过程是动态的，而且在自由贸易区和一些特定的区域，对人民币资金的管理措施也存在差异，而作为商业银行本身，其内部的资金转移和运作常常具有一体化内在要求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对于从事离岸人民币金融的商业银行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最后，中资银行缺乏相关的经验。比起跨国的外资银行，他们在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从事离岸业务已经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他们而言，人民币离岸业务只是多了一种货币的离岸交易而已。而对于中资银行，很多业务和交易是比较新的，而且还要处理好与在岸业务隔离的监管要求。这需要有一个学习和积累经验的过程，这在与海外银行的竞争中是一种不利的因素。

四、对策建议

第一，与海外银行建立广泛的人民币代理行关系，保证清算的便捷和顺畅。前面已经讨论过，中资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数量和网络短期无法迅速扩大，必须借助于与代理行的网络来推动人民币业务。因此，中资银行需要加大与海外银行的代理网络规模，不仅与人民币离岸中心的银行建立广泛的代理关系，也要尽量与周边离岸中心周边国家的银行建立代理关系，将人民币的清算路线拉直并缩短。

第二，在资本账户管理措施尚未取消的情况下，需要研究如何既遵守管理规定又能够灵活满足客户人民币跨境交易需求的业务拓展模式。目前在上海自贸区的人民币业务开放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将来随着自由贸易区的拓展，人民币资金跨境交易在自由贸易区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差异将会进一步显现。中资银行需要充分利用自贸区的资本账户管理较松、汇兑管制比较少的特点，创造出人民币跨境业务发展的新机遇，积累经验，将服务延伸至人民币离岸市场上。

第三，注重金融业务和产品创新。在海外人民币离岸市场上除了要占据资金收付的主渠道外，对客户的竞争重点需要放在金融业务和产品的创新上，因为各类客户人民币资金的供需目的以及人民币资产运作的要求都可能不一样，只有能够通过创新为客户提供所需要的服务和产品，才能在竞争中胜出。中资银行由于在国内市场上受到比较多的监管措施限制，在业务和产品创新上的意识和能力相对较弱，因此需要积极在离岸市场上学习国际金融创新经验，并将其移植至主要的离岸市场上进行大胆的金融创新，将一些成熟的符合国内监管规则和客户需要的产品推出来，并且在积累经验后将其引进自贸区并推广至国内市场。

第四，充分挖掘国内客户走出去的需求，以及国内客户、海外贸易伙伴和客户资源。人民币交易绝大多数是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间进行交易，其主体是贸易结算。国内的贸易商基本上都是中资银行的客户，这是中资银行进行跨境人民币交易的基础。要充分挖掘国内客户的资源，为其走出和跨境收付人民币提供服务，并同时将其海外的交易对手发展成自己的人民币业务客户，为其提供人民币汇兑、贷款、发债、理财等综合性的服务，将金融服务从单一离岸市场或者在岸市场服务，拓展成跨境的连续性双向金融服务。


思考题


1．人民币离岸市场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

2．人民币离岸市场对在岸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陆资银行．台湾建设人民币离岸中心有优势［EB/OL］.［2014-11-04］.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1/04/c_1113115384.htm.


[2]
 　康子冉．人民币清算行走进台湾［EB/OL］.［2014-11-8］.http://forex.cnfol.com/130128/134,1381,14287666,00.shtml.


[3]
 　张华君．纽约悄然进场离岸人民币市场全时区启动［N］．第一财经日报，2014-3-17.





第十四章　“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提出了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和东盟总部时又提出了重建“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这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的国际战略决策，是下一轮中国对外开放、周边外交、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大战略。



2014年11月4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专门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习近平强调，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近睦远交，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
[1]

 。可见，这是中国在未来开展经济外交的最重要的抓手。“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简单的对外合作的一个项目，它是中国对外战略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集中体现。那么究竟应该从哪几个层面来正确理解习近平主席上述的战略思想？笔者认为搞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我们能否将我国下一阶段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外交战略于一体的思想化为正确的措施，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一节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对外开放、周边外交以及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一带一路”与中国更高层次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总体上是以引进资本和技术，开放本国的市场和产业，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基本经济特征的。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互动，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从1979—2013年的34年中，中国GDP平价每年递增9.8%，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自2009年起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也不断提高，中国的贸易由1980年排名世界第23位成长为世界第1位，2013年的对外贸易规模达到4.1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更是达到2.21万亿美元。中国每年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资一直稳定在全球第2位，从2011年以来一直稳定在1000亿美元以上。从这些基本的数据看，中国经济外向型的经济格局非常明显，对外开放的程度已经很高。但是，这样一种开放经济形态具有明显的赶超型经济体的特征，与发达经济体的开放特征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结构不够均衡，主要表现在资源内敛型，对外发散的程度不高。中国的出口有超过50%仍然是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出口，是由跨国公司将全球资源汇聚到中国与中国的优势要素相结合，然后将加工的产成品再销售到世界，因此决定了中国的贸易长期顺差。在资本流向上，基本上是外部资金流向中国，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只是在近几年才方兴未艾。第二，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不够均衡，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和东亚邻国的开放，对于中亚、西亚、中东欧、南亚相对开放度不高，经贸关系不够密切，对于拉美和非洲也有待于进一步拓展。而从中国自身的对外开放区域格局看，东部沿海开放程度高，内陆和西部对外开放程度低。第三，中国的开放基本上是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安排，鼓励资源在中国集聚来提升中国的竞争力和生产力，开放型经济所需要的制度体系尚不完善。很多开放性的政策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内部规章、规则，与国际惯例、制度存在差距，稳定性不够。第四，中国经济的开放领域有很强的选择性，宽度和深度尚有待提高。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重点主要是在制造业和商品贸易领域，由此中国的制造业和商品贸易在经历了艰难的调整后，增强了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有了自己的地位，尽管尚需要进一步调整往更高的价值链转移，然而在服务业上，中国还有很多领域未开放，有很多领域仍然有比较多的政府保护，需要在新一轮开放中扩大和提升开放程度。

从全球看，由美欧主导的新一轮更高层次的开放也逐渐成为一个无法改变的趋势，其开放的核心内容不仅仅是商品市场的开放和国际规范，而且包括服务业开放以及与整个贸易相关的国内制度体系的开放与国际规范。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谈判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缩影，而在WTO框架里服务贸易协定谈判（TISA）也反映了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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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中国不仅需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新压力，更重要的是要将中国过去30年来改革开放形成的中国竞争力和优势化为下一个阶段增长的新动力和新资源，主动地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的制定和博弈，实现中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过渡。

在这个新的开放阶段上，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投资，将中国的金融资源变成海外的硬资产；中国的贸易要更加平衡地发展，不仅是出口与进口更加平衡，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也要更加平衡地发展；贸易的区位也要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更加平衡地发展，而国内更是要形成全方位的开放，让内陆河西部省份走到开放前沿；在金融领域中国的金融市场要更加开放，人民币要走出国门，而不再仅仅是不断地吸纳美元资金，要从资源内敛转向资源对外溢出与发散相平衡；在对外开放的制度层面，我们需要构建与国际惯例相衔接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和保持中国特色相平衡。

这个更高层次的开放需要若干个抓手，中央所规划的抓手就是“一带一路”建设、亚太自贸区、人民币国际化、中美和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在这些抓手中，“一带一路”建设又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因为“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互动的战略。中国对外开放目前的特点是沿海和面向太平洋为重点的对外开放，西部省份和内陆地区开放度相对偏低，而面向西面中亚、西亚和中东欧开放广度偏低；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国家的合作相对紧密，而与南亚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合作相对疏松。“一带一路”建设正是着眼于改变这种开放和对外合作的失衡，实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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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建设还与人民币国际化、改变中国资源内敛为向外溢出和辐射直接相关。中国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集聚了超过4万亿美元的外汇盈余资金，无论是从更好地让这些资金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还是从分散风险的角度出发，都需要将这些资金从目前主要以流动性外汇储备资产为主转变成更有价值的以有形硬资产和优质资源的所有权为主的形态转变。“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提供最佳的这类的机会，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论在金融资源还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置建设都正好与中国所需要的对外投资相契合。而中国进出口平衡发展也将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更多的商品出口到中国的机会。

二、“一带一路”与睦邻、友邻、惠邻的周边外交战略

中国和平崛起需要周边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中国和平崛起又会给周边国家提供更多的利益和发展机会。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强调近睦远交。而惠邻、睦邻、友邻最重要的内容是在经济上让中国的周边国家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中国经济30多年快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互利合作关系不断拓展，中国经济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的发展机遇也不断扩大。但是在中国周边国家中仍然存在一些疑虑，担心中国的崛起将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中国的周边外交需要将重心放在实实在在的国际经济发展战略上，为更多的国家提供经济发展的机遇。这是务实外交的重要体现。

另外，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看，东亚国家由于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比较密切，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机会相对较多，互利互惠的关系比较明显。而中国与中亚、西亚以及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不够紧密，互利互惠关系发展的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一带一路”建设正是从进一步拓展这一互惠互利的关系，让中亚、西亚、南亚和中东欧更多国家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更多和更实在的经济发展机会角度做出的战略决策。从“一带一路”所能够带来的具体经济利益分析，起码将给沿线国家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利益。

第一，将加强亚洲与欧洲、太平洋与印度洋互通互连，更好地实现沿线国家的各自的比较利益。“丝绸之路”传统上是连接亚洲与欧洲的通道，是亚洲与欧洲两个大陆进行贸易通道，两个大陆在古代正是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的传统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正是通过“一带一路”使东亚与中西亚和欧洲、太平洋与印度洋相连，加强了文明的对话和沟通，也进行了互通有无的贸易，将各自的商品销售给对方，不仅提高了各自的生活质量，而且也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发展。现在，在现代意义上重建“一带一路”，将大幅提高双方的互通互联效率，为贸易投资提供更好的基础条件。随着与沿线国家的互通互连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物流、资金流、人流效率的提高，与沿线国家建设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区就有了基础，这将使两个大陆和两大洋沿线国家的经济能够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从贸易创造和相互投资中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

第二，将极大改善亚欧两个大陆、太平洋与印度洋两个大洋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构建现代化意义上的“一带一路”需要全面提升现有的基础设施，从铁路、公路到港口都需要改造和重建，这会带来巨额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沿路和沿带的国家都将在一个新的高度上规划和建设这些基础设施。“一带一路”建设虽然不仅仅是加强亚欧大陆以及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互通互联，但却是这两个大陆与两个大洋之间增强经济联系和全面合作的基础与重要内容，而加强互通互连的核心或者基础条件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就是铁路、公路、桥梁、港口以及相关配套设施等建设，因此，这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也就成为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内容。这些投资本身不仅会造福于这些国家的人们，而且还会带动一系列的其他经济活动，大幅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活力和实力。

第三，加强东亚和西欧这两个经济活力的最强的区域在物理上联系，并利用他们各自的优势向中东欧和中亚西亚辐射，带动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这是“一带一路”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中国具有资金和巨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优势，而西欧则有发达的技术基础，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两者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就会极大地带动相对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为他们的提供经济发展机会，而同时东亚和西欧也将获得新的经济发展空间。

而往南，中国与东盟直至印度洋的联系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得到更紧密的联系，使中国这个亚洲和太平洋的经济巨人的影响直接辐射印度洋；而印度作为南亚主要国家和经济增长潜力巨大的经济体，也将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经济腾飞所需要的资源和机会。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建设很好地体现了中国睦邻、友邻、惠邻的周边外交战略，不仅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为沿线国家提供经济发展机遇，更重要的是可以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合作，为中国获得本身发展所需要的有利环境。

三、“一带一路”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中国经济正进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发展正进入一个新常态。在这个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从高速和超高速降至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将成为主要的特征。伴随着这种转型的是中国具有优势的传统产业和生产能力过剩的消化和转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的提出正是在后一层意义上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提供的一种最有力的支持。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一方面有着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在国内变得越来越饱和过剩。“一带一路”建设正是把中国周边国家最需要、最薄弱的环节与中国的相对过剩资源相组合，不仅可以为沿线国家提供经济发展机遇，也为中国在经济转型中转移过剩产能提供了最佳机会。

“一带一路”打破原有点状、块状的区域发展模式。无论是早期的经济特区、还是不久成立的自贸区，都是以单一区域为发展突破口。“一带一路”彻底改变之前点状、块状的发展格局，横向看，贯穿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纵向看，连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并且不断向东盟和印度洋延伸。这将改变中国区域发展版图，使更多省份走到对外开放前沿，参与国际产业承接与转移，有利于我国的对外开放，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也与中央提出国内重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京津冀经济带、长江流域经济带）有着紧密的联系。根据我们的理解，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是对外“一带一路”的战略支撑点，而对外战略是中国国内经济向外的延伸。“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京津冀经济带和长江流域经济带提供市场和动力，而国内经济建设的推进，也会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和后方。也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战略启动后，国内各个省份和部委都在研究如何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处于“一路一带”的沿线的大多数国家也对“一带一路”建设寄予厚望，并且也积极与中国合作。现在土耳其铁路、泰国铁路、匈塞铁路都在启动。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峰会上宣布建立丝路基金400亿美元，此前在2011年中国就已经建立了3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东盟国家海上合作基金。这些基金一方面为沿线国家提供了继续的建设融资，同时也是中国的出口和投资能够利用的种子资金，为未来中国的出口和企业海外投资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

“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也存在紧密关联。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改变制造业大国、金融弱国不对称地位的重要举措，也是为了改变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不利地位的战略措施，更是中国分散我国巨额外汇储备风险、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抓手。“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目标是相重合的。目标的相同性决定了“一带一路”建设对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重要意义。

第一，“一带一路”建设所推动的中国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的活动将为人民币走出去提供动力。当然，中国企业走出去并不一定直接导致人民币走出去，因为在沿线国家投资可能使用美元或者欧元计值。但是，如果投资的项目是由中国金融机构提供融资，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的设备和商品是通过中国金融机构提供的出口信贷购买，那么就可以使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更多地进入沿线国家，从而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

第二，即便“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未必都由中国企业承建，但是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相对落后，资金相对缺乏，他们需要巨额的外部融资，这就为人民币资金进入沿线国家提供了机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的区域，无论是中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与东北亚相比都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这些地区缺乏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网络，缺少现代化的港口等设施，也缺乏相应的发达电子通信网络和金融网络等软设施。而要构建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这方面的缺口巨大，成为建设“一带一路”的最大的瓶颈。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算，2010—2020年，亚洲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所需要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8万亿美元，其中东南亚就需要6万亿美元，资金的缺口将相当大。中国政府和商业性的金融机构在基础设施融资上将成为重要资金提供者。

第三，“一带一路”地区金融基础设施也相对欠发达，沿线国家金融机构对于动员本区域内的资金缺乏有效的能力，为中国金融机构进入该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留出了空间。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总体并不缺乏资金，该地区储蓄率高、金融资源丰富，但是由于金融体系相对不发达，很多国家的储蓄资源未能通过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将储蓄资源导入实体经济建设中，很多资源被转移至国外，被西方的跨国银行所利用，成为他们在全球投资的资源。仅在2011年，亚洲的储蓄就有5.6万亿美元用于区外的投资。同时，多数亚洲国家银行的间接金融至今仍然是整个金融体系的主体，直接融资市场不发达，债券市场就更微不足道，银行对于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因为基础设施融资通常期限长、资金规模大，提供这类融资通常会使银行的资金流动性水平下降、银行的风险水平上升；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为了应对风险，银行所要求的风险资本比率提高，《巴塞尔协议III》提出了增加风险资本比例的要求正在逐渐被很多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接受。基础设施融资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了不利的影响。据路透社一份关于东南亚基础设施的研究报告，2012年私营部门为东南亚基础设施提供的融资下降了6.3%，只有135亿美元。而据估计，仅印度尼西亚一个国家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就将达到15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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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需要中国企业走出去，也需要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本身以及沿线国家提供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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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金融机构在沿线国家提供的金融服务不断增加，人民币将不断走进这些地区。

第四，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央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这对人民币国际化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人民币由于其价值稳定，而且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景，使得人民币逐渐成为一些企业甚至国家愿意持有的资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也开始积极与一些国家签署本币交换的货币互换协定。至今已经与24国家和地区签署了人民币货币互换协定，互换总额达到2.79万亿元，基本上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人民币互换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有着积极的作用，因为官方的货币互换安排会极大地推进这些国家企业和个人使用人民币的积极性，并且在观念上将人民币作为可接受的交易货币。通常情况下，签署了双边互换协定的国家之间将会进一步签署在各自金融市场上交易和兑换对方货币的附属协定。这对于人民币而言，就意味着定向地逐步开放了人民币自由兑换，意味着定向地开放了中国的金融市场，利于这些国家获得人民币融资。

第三节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突破的瓶颈

一、“一带一路”睦邻、友邻、惠邻的战略意义尚需沿线国家形成共识

现在，“一带一路”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中国领导人提出这一战略设想，到令沿线国家认识到这是中国睦邻、友邻和惠邻的战略举措尚需时日。从当前看，沿线国家存在一些片面的认识是需要我们做工作并且以实际行动予以化解的，否则对于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成障碍。

一些国家将“一带一路”片面理解成中国向他们销售过剩基础设施生产能力和商品的战略
[6]

 ，国内学者也过分强调这一点。这就容易引起外部的误解。实际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尽管有开拓中国商品与劳务市场的动机，但这并非主要目标，而且并非为了短期向沿线国家推销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城池里和商品，因为中国要做的首先是大量的资源，包括金融资源和其他资源的投入。这是一个双赢的战略，而非单向开辟市场的战略。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所理解。

一些西方媒体仍然用冷战思维方式看待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战略。他们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认为这是中国试图重建亚洲核心地位的举措，为了获得新的战略通道，对俄罗斯欧亚战略和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
[7]

 。这些看法如果被过分地宣传也将不利“一带一路”建设。首先，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俄罗斯也是最大的利益受惠方，因为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使欧亚之间的互联互通更加便捷、紧密，处于丝绸之路中间地带的俄罗斯所能获得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再者，“一带一路”是一个经济发展战略，通过经济建设项目来推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地缘政治的抓手，更不是排他性的政治经济的联盟。中国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沿线国家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一带一路”是要加强这种关系，而不是相反。至于用“一带一路”战略来夺取美国在亚洲的领导权就更是牵强，因为这与现实不符。中国已经明确表示承认美国在亚洲的现存地位，而且中美双方在经贸上合作非常广泛，并正在谈判双边投资协定。中国对美国主导的TPP也持开放的心态，并且积极主动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启动。不能把没有美国加入而中国参与的经济合作计划都看成是零和式博弈和挑战。这思维本身就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上述这些片面或者错误的看法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副作用不可低估。因此，中国政府不仅要做沿线国家的工作，通过官方渠道正确解释中国的睦邻、友邻和惠邻战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形成共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媒体和学者要从更加全面的和更深入的视角来解读和解释“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意义，并通过未来的建设项目互惠互利的事实，化解上述偏见和错误观点。

二、以客观的态度评估“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特点和金融需求

目前“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互通互连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还是由中国政府在规划，并与相关国家协商，最后确定的。就当前看，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究竟有多大，需要多少融资规模，目前还无法估算。但从建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所需要的巨额成本而言，融资需求应该非常大。如果要修建从西安为起点到德国柏林的高速铁路线路，以每公里1000万美元的最保守价格估算，光这样的铁路线修建就需要650亿美元，还不包括与此相配套的其他项目所需要的融资。

另外，除了基础设施中的公路铁路和桥梁等项目外，不同的国家对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按顺序的考虑是不一样的，比如电站、供水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等，都属于基础设施的范畴。这些也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考虑的建设项目。因此，仅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资金规模就十分浩大。尽管中国政府发起了1000亿美元资本金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供了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这些资金只能作为启动资金，发挥种子作用。国际性金融机构和官方提供的资金是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全部融资规模的，而且全部由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融资也不符合“一带一路”的战略设想。“一带一路”建设的各类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必须在经济上有可持续性，通过融资建设后能够自我运行并产生经济效应。只有这样，才能令所在国和所在区域的经济与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最后由点到面形成经济增长带。否则，投入的资金将变成死钱，项目不可持续，经济的带动作用就无从谈起。正是从这一层意义上看，“一带一路”建设并非只是我国政府投资的项目，也不仅仅是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事，它需要变成开放的平台，让所在区域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都能够参与规划和融资。

当然，在初始阶段，由于很多建设项目达不到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条件，未来回报率不高，国际金融市场恐无人愿意参与，中国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需要从更长远的战略角度带头参与。国内银行以及有着丰富金融资源的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如各类基金，尤其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参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比如：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发起的银团贷款、购买亚投行发行的债券、购买“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主体发行的建设债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一些项目提供中长期贷款、为一些项目提供融资担保、参与国家开放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牵头的银团贷款、为“一带一路”项目下的设备采购提供出口信贷、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以及相关建设项目提供融资担保和信用保险，等等。但是，这种积极带头和参与不能忽视微观层面的风险，必须在微观层面上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市场化的风险评估，制定风险控制措置和准备；否则，投资将变成无偿的投入，没有投资回报也就意味着项目的自身可持续存在问题，也就无法实现滚动开发、以点带面的目标，最终“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目标就无法实现。正是这一点，在很多地方政府蜂拥而上的一些项目规划中经常被忽视。

三、中国金融机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微观制约因素分析

笔者初步认为，尽管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业务拓展的经验相对缺乏，但是“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国家战略，是中国集制造业、服务业和金融业以及我国制度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经济合作，这就与我们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到海外开拓商业性的业务有很大的不同。中国金融机构正好利用我国“一带一路”这个大战略，充分利用我国企业走出去投资所具有的资本输出优势，将金融服务扩展至中国资本进入的地区。

金融机构多种多样，从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一直到信用评级机构，都可以在未来的“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找到发挥作用的机会，既为中国国家大战略的实施做贡献，也为本身的业务拓展寻找机会。就当前看，国内金融机构主要是配合国内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服务，为相关的投资项目提供融资；国内金融机构还应积极开展为相关合作国家提供战略规划咨询、项目策划、投融资顾问、风险管理为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以银行“走出去”推动企业“走出去”。

但是，由于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程度不高，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布点相对有限，加上人民币还刚刚处于国际化的初级阶段，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提供融资和其他金融服务，就面临着情况环境陌生、风险评判和管理手段不适应、业务开展渠道比较狭窄、人员素质和配置不足等制约和瓶颈。

如果不在上述几个方面加快改革和完善，中国金融机构在缺乏政府层面协议保障的情况下贸然以大手笔涉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项目融资，就可能会有比较高的风险。从长远看，这也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负面影响。

第四节　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做好“一带一路”外交战略的宣传工作，在沿线国家中形成中国睦邻、友邻、惠邻的共识。学者也需要在深层次揭示“一带一路”建设互利共赢的实质，淡化简单地赞颂该战略对我国可能带来好处的片面宣传。

第二，加快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建设步伐，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为龙头，与所在国家协商合作，率先筛选一批经济回报率较高、前景比较明朗的项目进行投资，待效益显现后再让国内金融机构参与融资。

第三，加快与沿线国家政府合作和磋商，签订多层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或者小区域的自由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为中国企业投资和拓展贸易提供制度保障，也通过进一步对这些国家开放我国市场令其感受到我国的惠邻政策。

第四，建议中国的金融机构需要与企业抱团进行国际化的业务拓展，同时金融机构也需要充分利用当地的金融人才和金融机构，与其开展多层次合作；迅速了解当地的金融监管和市场特点，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金融服务，同时将金融服务延伸至当地企业与居民。

第五，建立有效的风险评估体系，鼓励有条件的研究机构和信用评估机构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提供信用风险评估，降低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的风险，并逐步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用评估话语权掌握在中国机构手中。


思考题


1．“一带一路”建设对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哪些机遇？

2．“一带一路”建设在金融上面临着哪些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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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进程及发展前景


2009年，我国政府正式推出人民币国际化政策。从那时以来，已经过去了6年。在这6年中，人民币跨境交易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在岸到离岸、从经常项下向资本项下发展的历程。本章将重点从政策和现实两个方面，展开对各项跨境人民币交易和离岸人民币业务的讨论。其主要讨论内容包括：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非居民人民币金融资产投资、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和离岸人民币业务，而离岸人民币业务又包括离岸人民币存款、离岸人民币债券和离岸人民币贷款业务。


第一节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

人民币国际化起步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而该业务又起步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的出台。2009年4月，我国政府正式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推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同年7月1日，央行等6部委共同发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7月3日，央行发布实施细则。7月6日，上海市率先启动试点工作，7月7日，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开始进行试点。7月14日人民银行会同五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对试点企业名单的同意函，批准365家企业参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试点工作。由此，人民币国际化正式拉开序幕。

表15-1汇总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相关政策，从中可以看到，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试点范围最早限定于沿海地区5个城市和365家企业，境外试点区域限定于港澳地区和东盟。此后，随着试点的顺利进行，试点范围迅速扩展。2010年6月，境内试点范围扩大到北京、天津等20个省份，境外企业取消区域限制，将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国家和地区。2011年8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取消境内区域限制；2012年6月取消对企业的限制，允许所有进出口企业选择以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和收付。由此，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开始从试点阶段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表15-1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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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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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发布的信息整理。

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的内容来看，这些政策的实施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从2009—2010年的起步阶段。我国政府在这一阶段主要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传统做法，即实施了由点到面的试点政策。表15-2概括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的扩展路径。与这一扩展路径的变化相对应，政府频繁出台了一系列的调整政策。这些政策集中出现在2010年，其内容主要涉及试点范围的扩大。这一阶段，由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基数较低，因此，其发展呈现规模较小、发展速度较快的特点。



表15-2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的扩展路径






	范　围
	初始阶段
	扩展路径



	业务范围
	跨境贸易结算
	第一步：在货物贸易项下开始试点

第二步：从货物贸易扩大到所有经常项目

第三步：扩大到一部分资本项目



	企业范围
	上海和广东的400家企业
	第一步：在上海和广东增加试点企业

第二步：在上海和广东之外增加试点企业

第三步：所有企业可参与人民币结算



	区域范围
	香港及一部分东盟国家
	第一步：将试点范围扩大到东亚地区

第二步：将试点范围扩大到东亚以外地区

第三步：取消区域限制



	银行范围
	境内：国内主要国有银行境外：中银香港分行
	第一步：国内所有银行，包括外资银行

第二步：扩大参与人民币结算的国外银行

第三步：取消金融机构限制






第二，从2011—2013年的稳步发展阶段。在这三年中，政府出台的政策有所减少，政策调整的幅度有所减弱。新的政策主要聚焦于纠正偏差、完善和细化相关措施。这一阶段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基数明显增大，而且在基数扩大的情况下仍旧维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尽管这一阶段的增速较快，但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出现了结构失衡问题，表现为进口人民币结算的规模明显大于出口人民币结算，这一状况助长了人民币升值。鉴于结构失衡的负面影响，在这一阶段，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的重要落脚点之一是纠正结构失衡。


表15-3　2014年我国加速在境外建立人民币清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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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发布的信息整理。

第三，从2014—2015年的强化阶段。到2014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快速发展为我国政府进一步深化相关业务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政府在2014年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强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政策是在境外加速建立人民币清算银行。如表15-3所示，仅在2014年一年中，我国相继决定在德国、英国、法国、卢森堡、韩国、卡塔尔、加拿大、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泰国建立清算银行。截至2015年1月，我国共与15个境外央行签署了清算协议，仅2014年一年就签署了其中的12个清算协议。

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

如前所述，在过去的6年中，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表15-4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发展情况。表15-4的第一栏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总量数据，反映了过去6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总体发展状况。如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为36亿元，仅占进出口>额的0.1%。2010年增加到5063亿元，增速为1400%，其占进出口的比重上升到2.2%。2011年激增到20800亿元人民币，增加幅度高达310%，其规模是2010年的4倍，占进出口比重迅速上升到6.6%。进入2012年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继续维持上升趋势，其金额上升到29400亿元，增幅超过40%，占进出口的比重上升到8.4%。2013年和2014年，其金额分别为46300亿元和65500亿元，增速分别为57%和41%，占进出口的比重分别为11.7%和18.5%。


表15-4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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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数据库。“—”为无数据。

表15-4第二栏记录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收支情况。境内企业以人民币进行出口结算获得人民币收入，从而形成人民币跨境流入；而境内企业用人民币进行进口结算，向境外企业支付人民币货款，从而形成人民币跨境流出。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收支的变动情况来看，2014年实收为2.73万亿元，占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比重为42%，实付为3.82万亿元，占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比重为58%，收付比为1∶1.4。贸易项下的人民币流出大于人民币流入，形成1.09万亿元的人民币净流出。由此可见，贸易项下的人民币结算收支为逆差，与贸易收支顺差呈反向变化。

从过去5年的情况来看，人民币收支失衡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这是因为进口人民币结算大于出口人民币结算会助长人民币升值压力。出口用美元结算意味着美元流入增加，而进口结算用人民币代替美元意味着美元流出减少，两者都会诱发外汇储备的增加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正因为如此，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实施的最初阶段，鉴于其收支失衡的负面影响，一些学者对该政策的合理性持怀疑态度。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主要出现在2010年，当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收付比一度达到1∶5.5，85%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用于进口，只有15%用于出口。但是，此后该失衡局面开始得到改善，2011年收付比下降到1∶1.7，2012—2014年大体维持在1∶1.5左右，基本上处于合理水平。人民币进口结算额在一定程度上大于出口结算，即出现一定规模的逆差有助于向境外输出人民币，因而有助于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形成。

表15-4的第三栏反映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构成。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包括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和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数据显示，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主要出现在货物贸易项下，这是因为货物贸易的规模要远远大于服务贸易。一般而言，货物贸易占贸易项目的比重在70%—80%，因此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通常会远远大于服务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2011—2013年，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占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比重平均为70%左右，2014年该比重上升到90%。

以上是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发展的基本概况。总体上看，该业务在总量方面维持了高速增长；在结构方面，其早期存在的收付比失衡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

三、人民币跻身主要国际支付货币行列

2014年，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突破之一是人民币已经跻身于全球主要货币的行列。我国政府正式推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是在2009年7月，从那时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经历了快速发展的历程。从占全球跨境支付交易的比重来看，2014年12月人民币已经步入世界前五大货币的行列，由此基本上确立了人民币作为重要国际货币的地位。

从图15-1的数据中可以看到，2011年以来，人民币国际支付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一直呈上升趋势。该份额2011年为0.3%左右，2012年年末上升到0.6%，在全球的排名为第13位；2013年末超过1%，排名上升到第8位；2014年12月为2.17%，在全球的排名上升到第5位。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年中以后人民币的占比有加速上升的迹象。这是因为随着政府开放力度的提高和网络外部性的改善，人民币国际化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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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人民币国际支付：全球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图15-2是2014年末全球主要国际支付货币的排名（数据来自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统计）。从该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元和欧元的占比分别为44.64%和28.3%，名列第1和第2，英镑和日元的占比分别为7.92%和2.69%，名列第3和第4，人民币以2.17%的比重紧追其后，排名第5。这一数据表明，人民币已经正式步入全球主要国际支付货币的行列。人民币占全球支付货币的比重与日元比较接近，鉴于人民币迅速崛起的态势，今后数年，人民币有可能赶超日元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但是，作为国际支付货币，人民币与美元和欧元之间仍存在巨大的差距，要缩小这一差距还需要相当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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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2　2014年末全球主要国际支付货币的排名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第二节　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

一、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的政策

从2011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亮点之一是人民币直接投资获得了明显的进展。这主要得益于政策的支持。表15-5汇总了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相关的政策法规。从该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早在2009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中就已经涉及以人民币进行对外投资的内容。进入2011年后，主管部门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实施细则。2011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允许境内公司使用人民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011年6月人民银行在《关于明确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关问题的通知》中，正式公布了境外企业对内进行人民币直接投资的试点办法；10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出台了《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2014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发布通知，公布了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操作细则。

从以上管理办法出台的内容来看，人民币直接投资涉及两部分内容：一是国内企业对外人民币直接投资；二是外资企业对内人民币直接投资。从时间顺序来看，前者政策的出台时间要早于后者，这是因为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期阶段，输出人民币要先于回流人民币的时间，因此输出人民币措施的出台也会早于回流人民币的措施。



表15-5　有关人民币直接投资的政策法规





	时　　　间
	内　　　　　容



	2009年5月18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首次提出境内机构以人民币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管理办法



	2011年1月6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允许境内公司使用人民币在境外进行投资



	2011年6月21日
	人民币银行公布《关于明确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关问题的通知》，正式明确了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的试点办法，成为推进人民币跨境流动的又一重大举措



	2011年10月12日
	商务部发布《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标志着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开放资本项目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2011年10月13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制定了外商对内人民币投资的管理方法



	2014年10月30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明确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操作细则的通知》




资料来源：根据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发布的信息整理。



但是，从这两个业务的进展情况来看，外资企业对内人民币直接投资的规模要远远大于国内企业对外人民币直接投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外商对内直接投资的规模要远远大于境内企业对外投资，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前者使用人民币结算的绝对值会大于后者。另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一方面，人民币在境外流通的区域主要集中于香港地区，而香港地区又是外商对内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这一状况为香港对内人民币直接投资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主要以获得资源为主要目的，主要分布在香港以外的地区，这些地区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相对较低，基本上还没有具备接受人民币投资的条件。受此影响，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期阶段，对外人民币投资的数量相对有限。

二、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的进展

从过去4年的发展情况来看，人民币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并不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逊色。我国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业务的起步要晚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如前所述，2011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允许境内公司使用人民币在境外进行投资。同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制定了外商对内人民币直接投资的管理方法。从此，人民币直接投资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

从表15-6可知，2011年当年人民币直接投资就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此后三年维持了年均接近100%的增长。2012年和2013年，人民币直接投资的金额分别为2840.2亿元和5337.4亿元，年度增速分别为156%和88%。2014年全年的金额为1.05万亿元，同比几乎增加了一倍。人民币直接投资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实现了10倍的增长。


表15-6　人民币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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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人民币直接投资包括对内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过去4年中，对内人民币直接投资的金额一直延续了大于对外人民币直接投资的状态。从2011—2014年，对内人民币直接投资分别为907.2亿元、2535.8亿元、4481.3亿元和8620.2亿元，其占比分别为82%、89%、84%和82%。对外人民币直接投资分别为201.5亿元、304.4亿元、856.1亿元和1865.6亿元，其占比分别为18%、11%、16%和18%。从2011—2014年，人民币直接投资收付比分别为4.5∶1、8.3∶1、5.2∶1和4.6∶1。

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相比，我们不难发现，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一个显著的差异，即前者发挥了输出人民币的作用，而后者起到了回流人民币的作用。对外人民币直接投资引起人民币流出境外，而对内人民币直接投资会引起境外人民币回流境内。从表15-6中可以看到：过去4年，我国对内人民币直接投资的规模要远远大于对外人民币直接投资，前者占人民币直接投资的比重超过80%，后者不足20%，其收付比大约为5∶1，收入远远大于支出。这一状况意味着直接投资项下的人民币收支一直延续了顺差格局，即总体上发挥回流人民币的作用。

第三节　非居民人民币金融资产投资

非居民对人民币金融资产投资的开放要早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如表15-7所示，早在2002年年底，我国就已经通过推出QFII机制，开通了非居民投资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渠道，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出现在7年后的2009年。我们通常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视为人民币国际化政策的起点，这一判断意味着我们并没有把非居民人民币金融资产投资视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但是，通常，在一国货币国际化程度的评价中，非居民对该国货币金融资产的投资比重一直是检验其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比如非居民占股市投资的余额、非居民持有该国债券比重以及外国政府持有该国货币资产的外汇储备比重都属于这类指标。当外国央行购买该国金融资产时，该投资属于外汇储备投资。鉴于以上情况，非居民对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投资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表15-7　QFII制度的变革





	时　　　间
	内　　　　　　容



	2002年年底
	2002年11月5日，我国相关部门正式公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确立了QFII的制度框架。2002年12月1日正式实施



	2003年年中
	2003年5月瑞士银行、野村证券首批拿到QFII牌照。2003年7月9日第一笔交易正式成交



	2005年7月
	中国证监会宣布在40亿美元QFII额度的基础上，再增加60亿美元的QFII额度，QFII总额度将增加到100亿美元



	2007年12月9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为进一步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QFII投资额度扩大到300亿美元



	2009年9月4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单家QFII机构申请投资额度的上限由8亿美元增至10亿美元



	2012年4月3日
	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新增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投资额度500亿美元，总投资额度达到800亿美元



	2012年12月14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2012年度2号公告称，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进行修改，规定主权基金、央行及货币当局等机构投资额度上限可超过等值10亿美元



	2013年1月24日
	批准QFII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于2013年1月25日正式起步，但仅限从事套期保值




资料来源：根据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发布的信息整理。



在我国成功推出QFII机制以后，顺应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2011年年底，我国政府又推出了RQFII机制，即人民币QFII，表15-8汇总了与RQFII相关的政策。由于境外离岸人民币资金主要集中于香港地区，因此这一措施为香港居民开辟了投资内地金融市场的渠道。RQFII的初始资金额度为200亿元人民币，2012年4月该额度增加到700亿元人民币，2012年11月又进一步扩大到2700亿元人民币。另外，2013年1月29日，证监会宣布将增加1000亿元人民币额度专门用于台湾地区RQFII试点。进入2014年后，RQFII的使用区域出现了向欧洲扩展的趋势。



表15-8　RQFII的制度发展





	时　　　间
	内　　　　　　容



	2011年8月7日
	2011年8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香港宣布将推出以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为内容的RQFII机制，起步金额为200亿元人民币



	2011年12月16日
	证监会、央行、外管局联合发布《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基金公司、证券公司香港子公司作为试点机构开展RQFII业务。额度为200亿元人民币，投资于股票及股票类基金的资金不超过募集规模的20%



	2012年3月31日
	公布《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



	2012年4月3日
	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增加500亿元人民币RQFII投资额度，允许试点机构用于发行人民币A股ETF产品，投资于A股指数成分股并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2012年11月13日
	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增加20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简称RQFII）投资额度，总额度增加到2700亿元人民币



	2013年1月29日
	证监会宣布将增加1000亿元人民币额度专门用于台湾地区RQFII试点。同时，允许台湾地区金融机构在大陆设立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时可持股50%以上



	2013年5月2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实施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



	2013年10月10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机构人民币结算有关事项的通知》



	2014年3月26日
	中法联合声明宣布给予法国8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



	2014年7月3日
	宣布给予韩国8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



	2014年7月7日
	7日，在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华访问期间，李克强总理宣布给予德国8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



	2014年10月22日
	新加坡获得500亿元人民币的RQFII额度



	2014年10月30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实施〈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



	2014年11月8日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地区扩大到加拿大，加拿大的初期投资额度为500亿元人民币



	2014年11月17日
	中澳两国央行同意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ɪɪ）试点地区扩大到澳大利亚，初期投资额度为500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根据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发布的信息整理。



表15-9汇总了RQFII额度的分配情况和使用情况。截至2014年年末，RQFII的授予额度和批准额度分别为8900亿元和2997亿元人民币，批准额度大约为授予额度的1／3。接受RQFII的国家和经济体包括：香港地区、新加坡、英国、法国、韩国、台湾地区、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士。



表15-9　RQFII的分配额度


单位：亿元





	国家／地区
	授予额度
	批准额度



	香港地区
	2700
	2700



	新加坡
	500
	98



	英　国
	800
	109



	法　国
	800
	60



	韩　国
	800
	30



	台湾地区
	1000
	



	德　国
	800
	



	加拿大
	500
	



	澳大利亚
	500
	



	瑞　士
	500
	



	合　计
	8900
	2997




资料来源：外管局数据库。该数据截至2014年年底。



尽管QFII和RQFII都属于非居民投资境内金融市场的渠道，但是两者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差异。QFII不涉及跨境人民币流动，而RQFII涉及跨境人民币流动，RQFII机制可以发挥回流人民币的作用。另外，QFII进入中国境内时，将会产生将外币转化为人民币的外汇交易，这一交易会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而RQFII不存在外币与本币交换的问题，因此不会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相反，如果RQFII有替代QFII的作用，那么RQFII可以降低外币对内投资，因而，可以发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作用。

第四节　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

自从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实施以来，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构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其性质而言，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人民币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人民币直接投资构成了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内容，而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从本质上看属于金融危机的预防性措施，即在不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该措施被启用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因此与日常经济活动的联系相对较低。

其二，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是不同国家央行和央行之间签署的协议。因此，交易主体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人民币直接投资有着明显的差异，后者的交易主体是个人和企业。

第三，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的启动需要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跨境人民币投资的存在为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如果人民币不能进行跨境贸易和投资结算，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反过来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跨境人民币投资相对独立于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前者的发展并不依赖于后者的存在。

表15-10显示，自2008年12月以来，人民银行与28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签署了31182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在以上协议中，与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签署的557亿元协议已经到期，因此有效协议金额为30625亿元人民币。


表15-10　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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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人民银行数据库。

从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发展的历程来看，该金融合作机制具有发展速度快，涉及国家范围广的特点。我国早期推出的货币互换协议以美元为计价货币。2008年12月，在我国人民银行与韩国央行签订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后，我国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从此从美元计价转化为人民币计价。从发展速度来看，2012年共新签和续签5项协议，金额达4400亿元人民币；2013年新签和续签8项协议，金额达11555亿元人民币；2014年新签和续签13项协议，金额高达15020亿元人民币。从以上进度来看，在过去三年中，不论项目数量还是金额，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都延续了加速增长的态势。

尽管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获得较快的发展，但是，就存在的问题而言，该协议存在功能定位不明确的缺陷。在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起步的早期阶段，人民银行一直强调该协议主要用于应对金融危机的发生。但是媒体的读解有所不同，认为该协议的出台主要是为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事实，即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和人民币国际化政策都同时出现在2008年年底，由此推测，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的推出主要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鉴于以上两种不同的说法，我们需要借鉴其他国家货币互换协议的实施情况，重新思考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的职能和定位。为此我们需要考虑和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是否可以成为干预汇率的工具？从发达国家的货币互换协议来看，其基本职能之一是维持汇率稳定。比如说，一个国家需要通过外币供给维持本币汇率稳定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货币互换协议获得干预外汇市场的外汇资金。但是，只有全球性金融交易货币才能发挥这一职能，而人民币现在还不是全球性金融交易货币，所以还无法发挥这一作用。现在我国央行可以在境内外汇市场干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但是美国央行反过来无法干预人民币汇率，因为美国不存在成熟的人民币交易市场。从实施汇率政策的角度来看，这一状况为我国调节汇率和控制汇率水平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未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人民币有可能成为全球性金融交易货币，届时，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将会发挥稳定汇率的作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央行单边调控汇率的能力将会明显下降。

第二，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是否发挥了应对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的职能？在人民银行推出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之初，主要强调了这一作用。这一作用与国际金融机构的金融救助机制存在一定的矛盾。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在援助金融危机国家的时候，设定了很高的金融救助条件，如果需要救助的发展中国家很容易从我国得到救助资金的话，这些国家可以摆脱对IMF的依赖，因此IMF的影响力会明显下降。从这一点来看，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有利于抗衡美国和IMF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另外，我国对陷入债务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人民币融资，可以避免这些国家对我国的债务违约，因此有助于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协议国动用人民币货币协议应对本国的金融危机。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即使在面临发生货币危机风险的情况下，也未启用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这一状况表明，在现阶段，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应对金融危机的实用价值还非常有限。

第三，是否可以利用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支持企业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跨境人民币投资？如前所述，在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出台的最初阶段，央行并未提及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只强调用于应对流动性困难。但是媒体更多强调了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不过，近两年央行的说法有所松动，开始提及该协议具有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比如，2014年央行曾指出，通过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的实施，我国出口企业可以在跨境贸易中获得以本国货币计价的货款，从而可以有效规避汇率风险并降低汇兑费用。

那么，在现实经济中，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呢？到目前为止，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出现过两笔交易：第一笔是2013年韩国央行宣布首次动用中韩央行货币互换协议，用于韩方企业支付我国的人民币货款。第二笔交易发生于2014年5月，中方宣布动用中韩央行货币互换协议中的韩方融资额度，为境内企业提供韩元融资。以上交易与人民币国际化是否存在联系呢？从理论上讲，毋庸置疑，发生了联系，韩国企业用人民币支付货款自然会引发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但是至今为止，这一业务的规模小到可以忽视的程度。因此，实际上，其作用非常有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成为汇率干预工具的条件还不成熟，其条件是人民币成为全球性金融交易货币，要实现这一条件至少需要5—10年。就预防金融危机而言，尽管这是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的基本职能，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启用过这一职能。如何将这一职能落实到实处是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现在已经动用了上述第三个职能，即用货币互换协议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人民币投资业务，但其规模非常有限。未来扩大这一业务的规模是提升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作用的重要路径之一。

最后，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是否有助于促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现在人民币成为储备资产有三个现实路径：一是我国央行和一些外国央行签署了购买人民币资产的协议，外国央行可以通过这些协议购入人民币资产；二是一些国家在离岸市场购买人民币债券作为外汇储备；三是外国央行通过QFII渠道间接投资人民币资产。尽管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与以上交易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的参与者是外国央行，而外国央行又构成了全球储备资产投资的主体，从这一联系来看，通过货币互换协议为外国央行开辟获取人民币资产的通道将有助于促进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资产。

第五节　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发展

自从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实施以来，离岸人民币市场延续了较快的发展趋势。离岸人民币业务主要包括离岸人民币存款业务、离岸人民币债券业务和离岸人民币贷款业务。在此，我们对这三项业务的发展现状展开具体分析。

一、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

图15-3展示了2014年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余额的月度变化情况。该年度人民币存款余额基本上维持了上升趋势。从年初到4月份，该存款从8000多亿元上升到9600亿元。5月和6月略有回落，从7月到10月维持了水平推移，11月和12月再次出现快速增长。12月达到10036亿元的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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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3　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月末余额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从离岸人民币存款业务的历史发展情况来看，该业务的起步要早于离岸人民币债券业务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2004年2月，中央政府正式决定在香港试办人民币存款业务，从此香港的人民币存量正式纳入银行系统。此后该业务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旅游现金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发展阶段，其时间从2004年延续到2009年。这一阶段，因为资金来源有限，人民币存款规模停留在几百亿元的规模。如图15-4所示，2004年为121亿元人民币，从2005—2009年逐步从226亿元人民币上升到627亿元人民币。第二阶段开始于2010年，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资金流入成为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的主要来源，受此影响，2010年以后，香港人民币存款大幅度增长。2010年该存款余额激增到3149亿元，2012年上升到6030亿元，两年实现了翻倍增长。2014年年末又一举突破了1万亿元的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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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4　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年末余额

资料来源：香港金管局数据库。

二、离岸人民币债券业务

通常以一种货币进行的跨境国际债券业务包括在岸国际债券业务和离岸国际债券业务。前者是非居民到货币发行国境内发行债券，我国对应于这一种类的人民币国际债券有熊猫债券；后者是非居民或居民在一国境外以该国货币发行的国际债券，我国对应于这一种类的人民币国际债券是香港“点心债券”。从人民币离岸国际债券的发展情况来看，尽管该债券起步于香港“点心债券”，但是并不局限于此。近几年在台湾地区已经出现以人民币发行的“宝岛券”，在新加坡有以人民币发行的“狮城债”，在英国伦敦有以人民币发行的“伦敦债”，以上债券都属于离岸人民币国际债券。

与其他离岸人民币债券相比，“点心债券”是最成熟的离岸人民币债券。我国境外香港“点心债券”的起步时间要晚于境内的“熊猫债券”，但是其发展速度要远远快于“熊猫债券”。“熊猫债券”最早发行于2005年，共有4次发行，发行金额合计40亿元人民币。熊猫债券的发行主体局限于国际金融公司（IFC）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国际金融机构，其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香港离岸人民币“点心债券”起步于2007年，其发行主体在2010年以前主要限定于国内金融机构，2010年以后开始向全球企业和机构开放。

从图15-5可以看到，2010年是“点心债券”发行的一个重要分水岭。2007年、2008年和2009年的发行额分别为158亿元、120亿元和164亿元。2010年上升到358亿元，2011年、2012年和2013年的发行额分别为1079亿元、1122亿元和1160亿元。2014年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发行速度明显所有加速，同年6月末发行量为1302亿元，9月末又进一步上升为1636亿元，与2013年全年相比，增加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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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5　香港离岸人民币点心债券的年度发行额

资料来源：香港金管局数据库，路透社数据。2014年为6月的数据。

从“点心债券”发行主体的区域结构来看，近8成的发行者来自境内的企业、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从机构结构来看，企业约占六成，金融机构约占两成，政府及其他机构约占两成。

三、离岸人民币贷款业务

离岸人民币贷款属于起步较晚、规模较小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从起步时间来看，离岸人民币存款业务开始于2004年，离岸人民币债券业务开始于2007年，而离岸人民币贷款业务开始于2010年左右。从规模来看，2014年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已经超过1万亿元规模，而香港离岸人民币贷款只有近2000亿元的规模，贷款对存款的比重不及18%，两者的差额基本上通过不同渠道回流境内金融市场。

尽管离岸人民币贷款业务起步较晚、规模相对较小，但是近几年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如图15-6所示，2012年、2013年和2014年，香港离岸人民币贷款的规模为790亿元、1156亿元和1880亿元，分别实现了156%、46%和63%的高速增长。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前景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来看，2015年，离岸人民币贷款业务有望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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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6　香港离岸人民币贷款业务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值得强调的是，与其他离岸金融业务相比，离岸人民币贷款业务属于生产性使用，即直接服务于境外的实体经济活动。境外企业直接使用人民币贷款可以降低与境内企业进行跨境贸易和跨境金融交易的汇率风险和汇兑成本，因而有助于加强境外企业与我国境内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和合作，有助于促进我国对外金融和贸易的发展。从以上视角来看，离岸人民币贷款可以起到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收益的正面作用。

就未来的发展前景而言，离岸人民币贷款业务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具体而言，以下因素有助于促进该业务的发展：

第一，全球人民币结算网络和交易网络的形成将会带动离岸人民币贷款的发展。对境外企业来说，上下游企业是否使用人民币结算是决定其是否愿意使用人民币贷款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因为上下游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可以降低其使用人民币贷款的成本和风险。鉴于以上理由，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离岸人民币贷款业务有望得到迅速发展。

第二，美元贷款利率的上升有助于离岸人民币贷款业务的增加。在我国政府推出人民币国际化政策以来，正值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美元贷款利率的下降降低了美元融资成本，这一状况有利于离岸美元贷款业务的发展，而不利于离岸人民币贷款业务的增长。未来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和人民币利率水平的下降，离岸人民币贷款有望获得新的增长动力。

第三，趋势性人民币升值的结束也有利于离岸人民币贷款业务的发展。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步入升值通道，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离岸人民币贷款的增长。这是因为如果境外企业接受人民币贷款，在偿还贷款时，需要将其他货币兑换成人民币进行还款，其结果将会遭受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损失，因此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是妨碍离岸人民币贷款业务发展的不利因素之一。未来随着趋势性人民币升值的结束，上述局面将会得到改善，离岸人民币贷款将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第四，新的人民币国际化业务的推出将有助于推动离岸人民币贷款业务的发展。2014年10月，我国推出了“沪港通”业务，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沪港通渠道投资境内A股。由于境外投资者只能以人民币投资A股，因此这一措施的出台有助于增加非居民对人民币资金的需求。非居民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渠道获得人民币资金：其一，以外币购买人民币；其二，从金融机构借入人民币。后者将会引起离岸人民币贷款业务的增加。另外，“沪港通”已经开通了融资业务，该业务构成了离岸人民币贷款业务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六节　发展前景展望

从2009年我国政府推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越了人们的预期。通常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应该对应于其经济实力。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当前，尽管人民币国际化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排名却远远落后于我国经济实力的排名，这一状况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在过去几年中，受基数较低因素的影响，人民币跨境交易实现了超常规的快速增长，但是未来随着人民币跨境交易基数的扩大，各种跨境人民币交易的增长速度会有所回落，这种基数效应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会有所减弱。从总体上看，人民币跨境交易的增长速度会远远快于英镑和日元跨境交易的增长速度，这一变化将会引起人民币在全球交易中的占比呈现上升趋势，从而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并最终使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超越英镑和日元。这一追赶过程有可能在5—10年内完成。

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可能出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会继续维持快速增长的势头，但是其结构有可能出现明显的变化。与其他主要国际货币相比，人民币占我国对外贸易结算的比重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该业务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是，未来几年，受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结构有可能发生显著变化。长期以来，受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影响，人民币进口结算的规模要远远大于出口结算，从而形成了贸易项下人民币净流出的格局。未来，随着美元进入升值通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的贬值，这一变化会助长出口人民币结算和抑制进口人民币结算，从而使贸易项下的人民币流向出现逆转，即有可能形成人民币净流入的局面。

第二，受以上影响，我国政府有可能加速开放资本项下的人民币对外投资，从而实现资本项下的人民币净流出，使资本项目成为输出人民币的主要渠道。在过去几年中，我国对内人民币直接投资远远大于对外人民币直接投资，因此人民币直接投资发挥了回流人民币的作用。另外，“点心债券”也起到了回流人民币的作用，受此影响，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延续了净流入的格局。但是，一旦贸易项下出现人民币的净流入，那么为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通过资本项目输出人民币。从其他国际货币的发展历程来看，经常收支顺差国通常会形成资本收支逆差，在这一国际收支结构的影响下，通常会形成资本项下本币的净流出和经常项下本币的净流入。我国是经常收支顺差国，未来出现同样的情况是大概率事件。

第三，未来，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比重有可能出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在过去几年中，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未能得到迅速提升，这是因为在存在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背景下，我国央行对非居民对内投资采取了限制政策。央行采取这一政策的原因是：非居民对内投资会助长人民币升值压力。未来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消失，央行有可能加大非居民对人民币资产投资的开放力度，这一政策也包括开放外国政府对我国国债等人民币资产的投资，这一政策调整会迅速提升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比重。提升储备货币职能是我国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是因为储备货币职能的强弱是检验货币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基于这一判断，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崛起不仅会给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带来质的飞跃，而且也会给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深远的影响。


思考题


1．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哪些进展?

2．离岸人民币业务包括哪些内容?

3．人民币国际化是否以资本项目的开放为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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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世界生产体系变革与全球化经济的产业格局





第十六章　国际生产体系的特征与发展趋势


国际生产体系是国际经济学领域的重要主题，是以中观和微观视角解读国际分工格局和相关分工参与方的分工收益的一个问题域。其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引领当代国际分工领域的发展，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理论支持。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命题伴随着现实中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国际化经营模式的新特点而呈现研究对象的切换与研究视角的变化。当前的研究视角是多方面的，除了从国际分工为视角的研究外，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国际生产体系研究日趋活跃；此外，跨国经营策略也是国际生产体系研究与国际商务研究的一个交叉点，相关的研究命题和方法成为国际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国际生产体系理论与经典的国际分工理论之间具有继承关系，同时融合了产业投入产出价值链理论和跨国公司跨国供应价值链与创新链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是一个多理论视角结合的研究主题。


第一节　产品内国际分工背景下的国际生产体系内涵

当代国际分工理论中提出产品内国际分工作为最新的分工形态是解读国际生产体系的出发点，产品内国际分工形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片段化生产”是产品内国际分工与国际价值链之间的纽带，对其的理论分析使我们认识国际价值链的核心理论假设是形态的国际分工格局。这个分工形态的动因分析是经典的国际分工理论的延续和扩展，相关研究成果指出，“片段化生产”的本质原因来自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规模经济、运输成本下降、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和关税等贸易壁垒下降，这也构成了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动因。

Jones和Kierzkowiski（1990）引入“生产模块”和“服务连接”两个概念，对“片断化生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企业产出水平的提高、规模报酬递增、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等因素是推动生产过程分散化的主因，同时运输、金融等服务活动对于片断化生产十分重要。Deardorff（1998b）通过H-O模型分析片断化生产开展的条件，认为取决于按各国要素价格比较优势生产带来的成本收益与额外资源使用带来的成本增加之间的权衡，关税与片断化生产之间存在负向关系。Krugman和Venables（1995）认为运输成本的下降使得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日益盛行，当运输成本降到一个临界值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将形成“中心—外围”形态的生产模式。

20世纪末前后，经济学家们的研究集中于以两国模型研究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因及影响因素，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建立在一系列假设条件基础上，相关模式分析的假设一般为两国和同一产业，生产只涉及单一要素。这个分析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论，是两国模型的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在产业层面上研究的延续与拓展。根据这一理论，分工能够引致更多的贸易利益，彼此双方都获得专业化生产的规模经济收益。这个研究结论与现实有较大差距，同时研究偏于静态，也未能将全球价值链形成中因素的动态变化纳入考虑范围，对国际生产实践中的微观企业组织和跨国经营决策对全球价值链形成及演变的影响尚未有足够的重视。

国内学者的研究在21世纪后开始，卢锋（2004）分析了产品内分工的特点、发生基础和决定因素，认为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是产品内分工的利益增长的源泉，当代产品内专业化分工的深度及对分工参与方当地经济的效应日趋加深。相关研究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两个视角对该专业化分工格局下国际生产体系中的发展中经济体带来的影响作了分析，尤其是对中国为代表的开放大国带来的效用予以高度关注，并对相关的贸易效应、收入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作了全面分析。王中华、赵曙东（2009）对中国工业产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表明，比较优势及比较优势差异度是影响中国工业产业参与国际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重要基础因素，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降低，使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

第二节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国际生产体系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国际生产体系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国际生产体系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的主题。Gereffi和Fernandez-Stark是该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他们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总结他们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成果，包括了四个维度的研究：（1）投入产出结构为维度的研究；（2）地理分布维度的研究；（3）治理和协调；（4）制度背景。在上述四个维度的研究中，基于投入产业分析和产业关联分析框架的研究是全球价值链研究领域内相对传统的研究理论，学界对此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已经非常成熟。

近年来全球价值链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全球价值链的构成形态和参与方所获的增长效应上。以此为分析思路，学者们从产业和产品的“双维度”层面研究了产品的跨国价值链构成，描述了价值链内部的生产环节（或阶段）的空间布局与组织方式，由此深入阐述国际分工下“世界制造”（Made in the world）的形态。这是对当代生产全球化发展动态的理论阐述。

来自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与经营实践的分工地区新格局与新模式要求相关的研究将跨国生产与国际贸易整合起来，被置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加以综合分析和讨论，相关的研究主题包括生产分割下的分工、贸易、竞争力及收益等。国内外的研究全面剖析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和动态演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代国际分工形态和跨国公司竞争战略，进而分析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及其利益分配格局。相关分析包括对一些高度全球化生产的产品制造过程和生产网络布局的分析，例如芭比娃娃和IPOD等典型的跨国生产产品（Tempest，1996； Feenstra，1998； Linden，2009； Dedrick，2010）。

近年来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则更加侧重于对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下特定生产环节的投入产出关系的测算（Fally，2012）。De Backer和Miroudot（2012）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长度的计算、Antràs等（2012）对产业上游的衡量和计算，均是利用投入产出方法研究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成果；Baldwin和Lopez-Gonzalez（2013）从供应链贸易及贸易增值角度对供应链、价值链动态演进进行了研究，其计算中也利用了投入产出方法，但这些研究并没有侧重国家间产业影响力的分析。相比早期的一国国内各产业之间的关联及其投入产出关系的研究，上述问题是在跨国情景下对两国或者多国模型的产业关联的研究。21世纪后，相关的国际或国家间产业关联的形态和投入产出计量分析开始兴起并日趋活跃。在以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为方法的研究中，Dietzenbacher和Romero（2007）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他们考察了6个欧洲国家的产业间关联并勾画了6国经济的主要生产链条。在他们的分析中，主要借助两个指标的考察：产业关联强度和产业间距离。利用这两项指标，WTO和IDE-JETRO（2011）联合分析了“亚—美”区域生产网络的演进，但该项研究是基于5个年份亚洲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数据的分析，仍是区域性的和非连续的。

第三节　制造业部门国际生产体系的特点与微观机制

以产业为对象的全球价值链研究具有经济学分析和管理学理论交叉研究的特征。

价值链理论最早由管理学研究者提出，1985年Porter从企业产品形成视角提出产品价值链的概念。“价值链”可以简述为企业进行包括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以及物流运输等的过程。可以说在价值链各个环节的资源分配中，企业只要能够找到比竞争对手更低成本地运作价值链的方法或者采取不同的非价格竞争的方法使得自己的产品优于其他产品，则能够在产品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客户。

Kogut（1985）的研究作为早期的国际价值链研究，从产业内部的垂直分工格局提出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方式，认为每个企业在完整的价值链中仅参与了其中的某一个或几个环节，整条价值链上的活动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多个企业共同完成的，相关企业基于各国的竞争优势完成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内部的垂直分工以及全球之间资源配置的微观基础。相关研究成果是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开端。在此基础上，Gereffi（2003）提出了“全球产业价值链”概念，解释了整个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价值、利润的分配。中国学者对此也有学理研究，相关成果对全球价值链的界定。李平和狄辉（2006）指出一个产业的价值链是由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各个价值单元组成的；曾铮和张亚斌（2005）认为价值的增值表现为参与各阶段生产的生产要素所得总和构成了产品的增值。

对于制造业国际生产体系发展的研究，除了理论分析之外，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各方的分工深度进行测算也是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的重要问题，其中对特定产业的增加值贸易的核算是当前测度价值链分工深度的最具代表性的分析视角，相关研究揭示了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的本质。

国际分工是国际生产体系研究中定量分析的核心内容。相关定量分析的出发点是垂直专业化分工理论中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深度。孙佳（2011）认为，以垂直专业化分工为角度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度测算是国际分工专业化深度分析的内核，这个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地就一国参与价值链的水平和分工程度进行检测。

而中国是国际分工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的典型国家案例，其背景在于中国是重要的“世界工厂”和“加工基地”，通过对全球价值链的勾画可以剖析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位置的演变，及同其他国家/地区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通过对于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格局和中国的分工定位的计量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的制造业中大多数行业的国际专业化分工深度上处在一个较高水平，说明中国的制造业出口中所含的国外进口附加值较高，中国本土企业对于中间产品和中间投入的进口依赖较大。总体来看，中国技术密集型行业垂直专业化水平较高，进口的产品中技术含量高，而留在本国的价值链大部分环节则属于低端与低技术的加工环节。本土制造部门内的高垂直专业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制造业现状是位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环节。

2013年至今，以OECD为代表的全球性经济发展与合作机构对增加值贸易“Tradein Value Added”这一新的贸易核算方法进行了界定并就测度方法达成了一致，相关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和部分产业在部分国家的贸易增加值的测算也予以公布。这种统计方法可以避免不同经济体的贸易平衡之间的误差估计。

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出口附加值纳入贸易统计。相关研究指出这个核算方式能够更好地解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核心内涵，同时也能够更准确地判断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增加值贸易核算出来的贸易增加值可以对一国出口产品增加值进行细致的分解，有助于正确认识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来源以及贸易对各国经济和就业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

第四节　跨国公司国际化经营视角的国际生产模式

一、同质性企业假设条件下的跨国生产分工模式

学者们首先在企业同质的假设下，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因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McLaren（2000）分析了市场厚度和国际开放对企业生产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认为国际开放度提高、市场厚度增加，使一体化程度低的企业从中获益，是全球化导致了外包的产生。Grossman和Helpman（2003）基于不完全契约和开放经济条件假设，探讨了不完全契约的程度、产业规模、相对工资率对企业生产组织方式选择的影响，认为产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外包，契约越完善，中间产品生产企业越多。中间产品出口国企业相对工资的上升会使中间产品生产企业减少，最终产品生产企业更难寻找到匹配的中间产品生产商。Puga & Trefler（2002）则从产品生产中一个零部件的创新，可能导致其他零部件不能与之匹配的现象，引出了委托人和代理人创新动力不一致的问题。在不完全契约、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为了解决阻碍创新的激励问题，可以采取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而这又取决于由哪一方创新知识及由谁掌握知识。Grossman和Helpman（2004）认识到激励问题在企业生产组织选择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认为企业的生产组织选择，受它与子公司或独立供应商之间合同的约束，企业选择一体化的生产方式能够有效监督工作任务的执行情况，而若选择外包则不能监督独立供应商的努力程度。从激励和委托代理角度对企业生产组织模式选择的分析，从本质上讲还是在产权理论框架内的探讨，强调中间产品生产权归属对企业努力程度及生产成本的影响，只是其更加强调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

此后一些学者，认识到企业内外的制度差别及技术进步等对企业生产组织模式选择及贸易的影响，使问题的研究更加贴近现实，提高了研究的价值。这方面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Levchenko（2004）、Grossman和Helpman（2005）及Nunn（2007）的研究，他们认为制度差别、契约环境和技术变化可能是南北国家间贸易比较优势的来源。Levchenko（2004）假定制度差别体现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同质与异质企业的划分，仅以生产率为标准，同质企业的生产率相同，异质企业的生产率存在差异。在Grossman-Hart-Moore契约不完全性框架下，将南北国家的制度差别引入贸易模型进行分析，认为制度差别使欠发达国家可能无法从贸易中获益，实证研究则表明制度差别是贸易流动的重要决定因素。Grossman和Helpman（2005）在寡头竞争、不完全契约的一般均衡框架内，通过对两国、两产业的分析探讨了外包地选择问题，认为全球外包的程度依赖于中间产品提供的市场厚度、搜寻市场匹配方的成本、技术水平以及各国的契约环境等。Nunn（2007）同样认为在契约外包的情况下，一国的契约环境可能是比较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两国之间契约环境差别越大，特定关系投资的重要性越明显，契约环境好的国家在产品生产中有比较优势。契约环境因素在解释国际贸易流向方面比传统的比较优势因素，如资本、熟练劳动更为有效。

国内学者吴福象（2005）分析了制造业垂直分离的动因，解析了垂直分离与贸易一体化两个重要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贸易一体化及其派生变量资本化指数、产业外向度对垂直分离具有较高的解释能力，能解释垂直分离的变量还有交易费用和产业特性等。相关研究的方法侧重于对跨国生产相关模式下的契约交易成本、生产边际成本分析，分析生产至贸易结果对产权分配的影响及其直接影响企业交易成本的市场厚度、产业特性和地域接近性等因素，这对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企业的生产组织模式选择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二、异质性企业假设条件下的跨国生产分工模式研究

学者们之前分析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企业组织方式的选择，都假定企业同质，学者们随后逐渐认识到企业的异质性对产品供应及中间产品生产组织方式选择存在影响。国际贸易领域的专家研究了企业异质性对产品市场供应的影响，认为低生产率的企业仅供应国内市场，高生产率的企业会供应国外市场。但他们此时的分析，并未考虑中间投入品的生产和供应（Helpman等，2004）。此后，Grossman和Helpman（2004）在南北两国假设下，通过激励理论探讨异质性企业对垂直一体化和外包权衡，指出最终品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会选择将生产外包。

国内外学者注意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分工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从而结合产业组织理论，从微观角度分析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动因及企业的生产组织模式选择。分析全面考虑了同质企业和异质企业的不同影响，更贴近现实，使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基础得到进一步的夯实。但此时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在国际贸易模型框架下，对一国或两国之间生产及贸易问题进行分析，与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分布的现实存在差距，并且没有充分考虑一些广泛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非主导企业的决策及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同时，没有考虑不同产业企业的生产组织模式选择和外包模式中控制力的差异。

第五节　国际外包模式下的全球生产价值链组织形态

以国际外包为载体的贸易和企业间的跨国生产深化了产业内的专业化分工，这个垂直分工的专业化是外包在国际生产层面上最突出的效应。外包作为产业内非股权形态的国际生产关联，对照FDI框架下的国际化生产，以外包为主要手段的跨国公司生产网络属于垂直非一体化模式的国际生产。国际外包已经成为国际生产网络的国际供应链最重要的纽带，是当代国际生产体系推进进程中最重要的微观商业模式。这个模式对国际生产体系和跨国公司价值链发展带来的效应是国际生产体系问题的重要命题。其相关论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成国际价值链的网络化形态

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经由外包策略实现其“归核化”战略，外包战略下的国际生产“嵌入”跨国公司国际价值链中，对企业价值链治理结构直接带来影响。实践表明，广泛应用外包为载体的产品价值链更趋网络化的形态，进而影响产业价值链内上下游的关系。研究表明，以外包为主要纽带的产业链中，中间产品的跨国流动更加顺畅而高效（Jones和Kierzkowski，1990）。从规模经济及组织成本理论出发，有学者指出北方国家效率高的企业在技术相对后进的南方国家采取国际外包的方式能获得最优配置格局，而效率低的企业则应当采取在国内外包的方式组织生产（Grossman，2006）。国际外包合作双方的关系相比纯粹的跨国市场交易更加紧密，彼此之间的信息和知识交流也更甚于一般的市场合作伙伴。以外包为模式的国际生产对于制造业而言，是在当代生产技术与要素流动环境下的选择，原先企业边界内的区段通过这一外部“筹供”的方式实现跨境转移，这个方式与跨国公司成本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转移生产（加工环节）在目的上有相似性，但是在风险共担、与本土企业的关联以及长期效应的延续上两者的差异是显著的（UNCTAD，2011）。

二、推动当代国际生产体系变革

从国际分工的理论层面看，外包是一种“准市场”纽带的产品内分工方式。应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理论要点，有研究分析了当代全球化经营的新形态，提出产品内分工是全球化经营内在机制的核心，由区域定位（Location Dimension）、所有权（Property ownership Dimension）、市场交易机制（Transactional Dimension）三个维度构成国际分工模型。从所有权维度对FDI战略与外包战略进行比较，跨国公司的FDI战略下跨国公司对于海外的投资机构是享有全部或者部分所有权，而跨国公司对于外包战略下的合作者之间没有股权关系，属于非所有权纽带的合作，在当代国际生产体系内专业化分工的微观机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FDI模式下的跨国生产共同构建跨国界生产价值链。

通过外包战略，产品价值链垂直方向的专业化细分有更大的空间，企业能更加便利地拓展海外生产网络，多层次的国际外包网络和引发的各类中间品贸易推动产业内生产的跨国转移在更广的空间和更深的中间品分工上得以实现（Vashistha，2006）。

外包特有的市场合作关系对于跨国生产价值链的影响不同于FDI方式的影响。外包合约形成的“契约式”生产关系，合作双方外包实现价值链的跨国“分解”，价值链内部分环节（工序）经由不同环节跨越国界的组织形态构成产业国际价值链内部“生产分离”，这是外包“重塑”价值链组织方式的一种表现。在此基础上，外包进一步推动价值链治理形态趋向于网络型的价值链治理结构。这个国际生产形态与以FDI为纽带的国际化生产相并行，共同构成当代国际产业转移的新格局（Kimura，2006）。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化战略的成熟，企业在生产与研发活动之间的可分性不断提高，跨国公司能够更加便利地在全球范围内谋求要素筹供，外包载体下的跨国生产相比直接投资纽带的国际生产具有更大的便利性与灵活性与低风险特征，是跨国企业在低技术密集生产活动上重要的国际战略选择。以外包为纽带的全球供应商、分包商与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企业以及非跨国公司系统内其他关联企业共同组合成跨国生产网络，企业内在不断寻找低成本供应者的动机导致发包企业扩大选择的地理范围，引发外包的环节和项目的增加，构成企业生产重组的微观动力。

三、改变产业价值链内上下游关系

离岸外包作为非股权式国际生产的纽带，使外包合作主体之间跨越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外包内容覆盖的价值链环节也不断增加，成为国际生产体系中与FDI并行的生产价值链跨国组织方式。在制造领域，跨国公司在其全球价值链布局中，与海外子公司所在地当地大量没有股权联系的零部件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关系也越来越类似于与子公司之间的紧密关系，与一般的供应商之间相比更加密切和更为长久（Nathan，2007）。跨国公司对承接其零部件生产外包的供应商给予技术转让、人员培训等技术支持，使原本自身价值链之外的合作者变成了“准系统”内的主体，对这些供应商而言通过离岸外包方式实现了生产的国际化。伴随着制造业专业化分工程度加深与制造技术的升级，流通服务、信息服务、会计服务等一系列生产性服务也逐步以跨国供应方式形成专门的服务外包供应商，相关的主体成为制造价值链中衍生的服务业务外部供应主体。当生产过程逐渐由分散在不同国家的生产区段合作进行时，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就会上升，大量专业化服务机构以外包方式提供专业服务，从而诱发生产性服务的大量国际贸易，这个格局将更快地让新兴市场融入现代服务业的国际分工格局中。

从这个意义上看，相比FDI方式，通过承接外包，发展中国家能在较短时期内融入产业跨国价值链。随着产业技术创新周期的缩短和模块化组织方式的广泛应用，新兴经济体承接外包从价值链中的加工制造环节，逐步向设计和研发活动发展。后者在整个外包市场上的发展潜力巨大。与直接投资渠道相比，外包促成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技术创新与高端制造环节之间更加紧密的专业化分工关系。在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的产业国际化格局中，新兴经济体已经呈现更加快速、更加灵活地参与产业技术与制造模式变革的发展态势（Ali-YrKK等，2011）。

第六节　国际生产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效应

一、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生产体系内获得的技术效应

学者们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论点存在较大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参与国际分工是发展中国家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部分学者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将因为“技术锁定”而遭受不利影响。

相关研究指出，通过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承接外包的企业能够获得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产生强烈的“干中学”效应（G.Gereffi和J.Humphrey，2005）。因此，通过承接外包，企业可能获取核心部件制造的关键技术，自主研发生产取代核心部件进口，逐步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进而实现产业升级（M.Desai等，2005； B.Ghodeswar等，2008）。跨国公司或国际购买者为了获得更大的互补优势，会鼓励带动下游供应商进行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产业升级遵循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工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的路径，从OEM、ODM向OBM升迁（J.Humpthrey等，2002）。

而持否定看法的学者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后由于被低端“锁定”而陷入“贫困增长”的陷阱。他们认为，承接外包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性、主要积累初级要素的产业发展战略，可能存在潜在危机。它意味着接包者始终处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环节，从而沦为一个“世界组装车间”。不仅如此，中间品的大规模进口有可能使得关键技术的研发活动变得无利可图，企业从而很可能被“锁定”在那些低端环节，形成新的重心—外围格局，并且会出现所谓“贫困增长”（刘志彪，2009）。最新的发展态势显示，跨国公司通过外包强化了对全球产业价值链控制（齐兰，2009），导致中国对外部技术供应的依赖性增加。

二、国际外包对承接外包经济体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

国际外包作为国际生产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参与价值链的主要模式，其对承接外包国家获得的效应是一个日益受到重视的问题，研究大多关注新兴经济体承接外包的中长期影响。大量研究从理论和经验上考察以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接包方企业在生产率和技术上获得的效应。大量研究成果提出，国际外包正在成为继传统的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和许可证等途径之后的又一新的技术扩散路径。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国际外包能够推动企业改进技术，提高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实现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从而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

国际生产条件下的技术扩散是解释外包接包方获得技术效应的重要视角，但由于外包内涵的市场契约特征，技术扩散效应的形态和条件区别于FDI的技术扩散效应。以国际价值链理论为分析视角的技术扩散论提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借助外包契约有机会进入产业内跨国界的模块化生产网络，承接外包不仅带来发展中国家所在行业获得各类外部优质资源集聚的机会，而且合作过程中的“干中学”是大量隐性知识和经验的重要来源，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管理模式以及拓宽出口渠道都带来好处。“干中学”背后的显性与隐性知识的组合，构成合作双方信息沟通和相互反馈的基础，为技术后进国家企业进入跨国企业的信息与知识库提供了机会（T.Kern，2000）。从长期来看，国际外包导致生产要素份额的改变，如使劳动由非技能型向高技能型转化，从而产生技术外溢效应（Ernst和Kim，2002）。

针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承接IT产品生产外包进行经验研究，考察中国ICT产业的出口导向型企业承接发达国家的加工组装外包获得的效应（A.Amighini，2005），认为承接外包不仅对中国出口的相对份额增加带来直接贡献，而且中国企业承接外包的模式也有阶梯式升级，从低技术密集的外围产品组装发展为独立生产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中间投入品，升级的动力主要来自经由加工贸易和“干中学”过程中的技术溢出机制，整体上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带来正面影响。

印度是全球承接软件服务和制造外包规模最大的国家，有关服务外包对新兴经济体的效应研究较多以印度为分析对象。一项针对印度承接离岸软件外包的研究，考察了印度承接美国离岸服务外包的宏观经济影响，指出承接外包引发产业就业扩大的效应，并提高产业增加值，当地的对于企业承接外包的倾斜性政策对于企业的高增值的服务出口能力有推动作用（Dossani，2005）。

外包具有部分市场契约的特点，市场竞争结构是影响技术转移效应发生的重要因素。由于接包方所在的发展中经济体行业市场自身尚在发育中，承接外包对行业的市场结构会带来冲击，发包方推进的技术扩散与承接外包企业的技术活动之间会相互作用，进而影响当地行业与发包方（跨国公司）之间的知识流动形态。Pack和Saggi通过建立一个引入接包商竞争者的模型，揭示了在人员流动的情况下，接包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会由完全垄断结构向垄断竞争及完全竞争市场结构转换，技术会通过人员流动、供给者增加的方式得到扩散。研究指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技术扩散、接包方技术努力和发包方主观的技术转移活动之间存在着反馈效应，而接包方企业的技术努力是激励发包方进行相对长期的技术转移的必要条件（H.Pack和K.Saggi，2001）。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作为技术后进方，在外包过程中获得技术扩散效应的强度受到发包方技术转移的意愿以及接包方技术努力的影响。

三、东亚地区的国际生产外包模式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效应

对20世纪东亚地区承接电子产品生产外包活动的经验研究证明，发展中经济体承接制造加工外包并出口，是企业沿着技术阶梯升级的重要推动力（Shahid Yusuf、M.Anjum Altaf、Kaoru Nabeshima，2005）。

关于外包接包方获得技术效应的机理问题，有研究表明，相关效应的程度与接包方的动态技术能力密切相关。以制成品产业为对象的实证研究指出，外包接包方的技术效率提高与外包管理能力与运营策略选择之间呈现互动关系，接包方企业对人力和技术的有效管理、IT专业人才水平，以及管理客户关系等都是影响因素，其中关键条件在于人力资本的高低（Leiponen，2005； Chadee和Pang，2007）。拥有高质量人才的接包方能更灵活地、更迅速地适应市场竞争，从长期看，更有条件在为发包方企业提供中间品的基础上向创新导向的战略合作发展。

针对中国企业承接跨国公司生产外包的案例研究指出，只要外包的发展规模和水平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发包方与接包方之间的能力不对称现象就会得到缓解或实现相对均衡，从而有利于接包方在承包关系中形成较强的议价能力，形成产业发展中的某种主动性，能推动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学习并在收益分配上获得相对高的主动性（刘志彪、张杰，2007）。有国内学者指出OEM生产对本地产业创新的不利作用，研究提出以承接制造业工序外包的代工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是我国制造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的主要手段，完全依赖国外市场的我国代工企业的创新活动显著受到负面作用的“俘获”和抑制。这就充分说明过度依赖承接外包代工与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会严重制约我国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与培育。学者的研究指出，外包不利于企业获得推动自主创新的要素和制度环境，而且由于跨国公司对外包合约定价逐年“压价”，导致外包模式下的加工出口在我国企业出口造成“规模大利润低”的形态（张幼文，2007）。

但是近年来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外包市场上综合竞争力的日趋提高，企业跨国外包战略咨询专业从成功的外包项目所需要素的角度提出双方高效的知识管理对于外包项目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E.Mahmoodzadeh、Sh. Jalalinia Tehran和N.F.Yazdi，2009）。中国开放部门的产业升级路径研究指出，中国承接外包企业的发展经历了由OEM向ODM的升级和ODM向OBM的升级两个阶段（张京红、王生辉，2010）。前者是加工贸易的“纯组装”（代工）模式向生产与设计的多工序制造模式的跨越，实现了生产流程的升级；而后者则是进一步升级为覆盖设计、生产到市场流通和推广的“全价值链”制造模式，是给予企业具备了自主品牌管理能力的升级，属于价值链升级模式中的功能升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需要充分利用知识溢出效应和动态学习效应来提升企业的技术能力。


思考题


1．简述国际外包的动因及模式。

2．简述国际外包对东亚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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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成因及理论启示：以日本为例


最近几年，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继出现制造业回流的现象。其中，日本自进入21世纪以来几次出现制造业回流现象（日本称国内回归）。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美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国内主张发展制造业、改变经济过分依赖金融业的呼声日益高涨，奥巴马政府则采取了一系列促使制造业回归美国的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政策。与美国相比，日本的制造业回流现象出现时间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反映出的现象也更明显。另外，近年经常有报道在华外资企业关闭、在华工厂撤离中国
[1]

 。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发达国家外资企业撤资与制造业回流是什么关系？以下以日本制造业为案例进行分析。


第一节　相关研究概述

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是指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制造业投资和生产从国外向国内转移的一种现象，它不仅包括从海外撤资，还包括在国内建设工厂，取代在海外建厂。

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是近年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但迄今为止对此现象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跨国公司海外撤资层面。早期人们对跨国公司海外撤资的研究是建立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基础的。例如，Boddewyn（1979）把Dunning（1977）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三个前提倒过来，提出如果跨国公司在海外不再拥有所有权优势（O）、区位优势（L）以及内部化优势（I），即OLI优势中任何一种优势，跨国公司就有可能撤资。

Hamilton and Chow（1993）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跨国公司海外撤资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三个：外部环境的影响，如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等；公司出现资本短缺；公司财务状况恶化，如投资回报率低等。他们认为，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投资回报率低。这说明，跨国公司海外撤资除了子公司经营不善或母公司整体战略需要这些主观因素以外，还有可能是东道国客观经济环境造成的。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日资企业撤资的研究是随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展开而进行的，而纺织行业是战后日本最早向海外实施直接投资的行业。作为战后研究海外日资企业撤资的开拓者，竹田志郎（1978）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20世纪70年代5家日本纺织行业企业的海外撤资行为做了研究。

洞口治夫（1992）利用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的《海外进出企业总览》的数据，对20世纪70—80年代海外日资企业的撤资做了系统分析，并将导致海外日资企业撤资归结为两大因素：产品没有销路和可行性调查不到位。洞口治夫的该研究成果也成为日本对海外日资企业撤资研究最全面的学术性著作。

近几年对海外日资企业撤资研究比较深入的有小山大介（2013）的论文。小山利用经济产业省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数据库，对2005年和2010年在华、在美日资企业的撤资分行业做了比较分析，并认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无论是投资流向还是撤资流量，都存在从美国向中国加速转移的现象。

目前，中国对海外日资企业撤资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少数研究成果如佟东（2011）对日本在华日资企业撤资对中国产业结构产生的影响做了定量分析，认为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撤离中国会造成中国生产产品的范围缩小，所生产产品的技术含量降低，最终使中国产业结构滑向产业链低端。可以看到，迄今为止，中国和日本对海外日资企业撤资的研究，并没有与这些企业的母公司在本国国内的投资行为相联系。

仅仅研究跨国公司海外撤资行为并不能解释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对发达国家自身、对新兴国家乃至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现象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因此对此现象也应运用其他理论从多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是国际分工细化的产物。当前的国际分工已经进化到价值链环节层次的分工，即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一分工模式的出现，改变了以往以产品为基本对象的国际分工模式，反映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模糊了国家和产业边界。在这种分工模式下，价值链出现分割或碎片化，对外投资的对象往往是产业中的一个产业链或一个工序而不是整个产业。同样，回流到发达国家的依然是产业中的一个产业链或一个工序。换言之，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不会颠覆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

其次，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还涉及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理论。传统的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理论认为，成本（主要是劳动力成本和运输成本）是决定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随着跨国公司投资的活跃，许多学者从新的角度如产业集聚、时差甚至气候等来研究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近年，日本有学者研究技术因素对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但只用于分析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的设立（如Hiroyuki，1996）。总的来说，人们从技术因素的角度来分析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尝试还刚刚起步。

2000年以来，日本开始有学者研究制造业回流的现象，但主要侧重于日本跨国公司在国内的投资行为，而并没有联系对于日资企业在海外撤资行为的分析。例如，井上隆一郎（2004）最早以案例的形式对日资企业的回流现象做了关注。

服部淳（2007）假设制造业人均附加值产出增加、对华直接投资减少、国内制造业事业所增加、国内工业用地价格下跌对制造业回流（即GDP中制造业占比上升）具有促进作用。服部淳作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所有正向显著性假设成立，并通过显著性检验。

百武仁志（2010）对300家制造业日资企业就本土回流做了问卷调查，并将当时的制造业回流归纳为三种类型，即“防止技术流失型”、“研究开发优先型”和“资本回归型”。

如上所述，过去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问题，一般只研究其中之一，或研究跨国公司海外撤资，或研究跨国公司在本国国内投资设厂，而本文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另外，过去的研究只研究日资企业在一国或在一个地区的撤资行为，并没有对该撤资行为作比较，因此也就不能准确地判断这种撤资行为的特征。本文运用日本企业在全球的投资和撤资的数据，试图对在华日资企业的撤资与日资企业在其他国家的撤资行为作比较。

应该指出的是，对跨国公司在本国国内投资设厂的统计比较容易，相关统计制度也比较成熟，但对在海外子公司的撤资、合并以及转产的统计比较困难，相关统计还不健全。本文有关海外日资企业撤资的数据取自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海外进出企业总览》国别编。根据该书的解释，进入该书的海外日资企业指日方出资比率大于10%的当地法人，撤资的日资企业不仅包括撤资的企业，还包括被兼并即股权被转让的企业。

第二节　在华日资企业的撤资及其成因

最近两年，有关在华日资企业撤资的新闻逐渐增多。2015年，在华日资企业关闭工厂的新闻更是引起中国国内的普遍关注，中国政府还为此出面澄清。

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在华日资企业撤资的形成

随着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稳步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再次出现一轮高潮。尽管如此，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每年的规模一直没有超过对美投资。

从存量数据来看，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计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占其整个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并不高。截至2013年年底，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余额共计11172.7亿美元，其中对华直接投资余额为981.3亿美元，占日本全部对外直接投资余额的8.8%。另外，根据海外日资企业数据，截至2013年年底，日本在海外现有日资企业共26060家，其中在华日资企业有6276家，占全部日资企业的24.1%。从国别占比来看，在华日资企业占比最高
[2]

 。这些数据表明，平均每家海外日资企业的投资规模为4287.3万美元，平均每家在华日资企业的投资规模为1563.6万美元，后者投资规模大幅小于前者，仅仅是前者的1／3多。

随着在华日资企业的逐年增多，企业因各种原因撤离中国市场的案例也时有发生。截至2013年年底，共有1478家在华日资企业撤资，其中422家企业撤资发生于2000年以前，约占全部撤资日资企业的28.6%，说明2000年以前虽然有日资企业撤离中国，但大部分撤资发生在最近10多年。

在2000年以前，海外日资企业中撤资较多发生在美、欧日资企业。2001—2005年，在华日资企业撤资开始增多，但撤资的企业数量依然明显少于在美、欧洲日资企业。2010年前后，在华日资企业每年撤资数量开始达到在美、欧洲日资企业每年撤资数量的水平，2013年则超过在其他国家日资企业的撤资水平。

二、在华日资企业撤资的比较


（一）撤资率比较


从撤资率（即每年撤资日资企业数与设立日资企业数之比）来讲，在华日资企业的撤资率并不高。表17-1表明，在华日资企业的撤资率在2013年前一直低于全球日资企业的撤资率，只有到2013年才超过了前者。


表17-1　在华日资企业的撤资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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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撤资率＝当地法人撤资数／当地法人设立数×100。

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版和2014年版［日］东洋经济新报社．海外进出企业总览国别编［M］．中原始数据计算所得，2013年数据为速报值。

在全部撤资的海外日资企业中，在华和在美日资企业的撤资数量约占50%，但两者有很大不同。从时间序列角度来讲，在美日资企业的撤资出现过两次高潮，分别是2002年前后和2009年前后。前者是美国经济刚刚渡过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又经历了“9.11”事件的打击，后者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另外，在美日资企业撤资率在大部分年份里的撤资率超过100，即一年中撤资企业数多于设立的企业数，在美日资企业总数处于持续减少的状态。

在华日资企业也有两次撤资率超过50%的所时期。一次是2009年，显然是因全球金融危机所致；另一次是2013年。但在华日资企业的撤资率在所有年份都大幅低于在美日资企业的撤资率。


（二）撤资行业比较


如前所述，日本学者小山大介（2013）利用经济产业省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数据库，对2010前在华与在美日资企业的撤资分行业做了比较。由于经济产业省后来关闭了这一数据库，本文遂采用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每年企业问卷调查数据，来分析2012年以来在华日资企业撤资的行业特点。

从表17-2可以看出两点：第一，2012年以来在华日资企业撤离中国的意愿逐渐增强；第二，涉及的行业面逐渐扩大，并且有逐渐向非制造业扩大的迹象。


表17-2　今后1年内计划撤资的在华日资企业数及行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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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包括回答的企业数量在3以下的行业。

资料来源：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IETRO）：2012年版、2013年版、2014年版《在アジア·オセアニア日系企業実態調査
 ——中国编》。

应该说小山大介采用的数据和表17-2的数据有很大差异，前者涵盖面大，后者涵盖面小；前者是实际发生数，后者是今后一年的计划数。尽管如此，两者反映出的行业结构现象应该还是有可比性的。

表17-2与小山大介的研究结果相比，2010年撤资的在美日资企业与2014在华日资企业的行业结构大不相同：前者非制造业大于制造业，后者制造业远远大于非制造业；前者制造业内部占比最大的两个行业是运输机械和信息通信机械，后者则是电器机械和化工医药；前者非制造业内部占比最大的两个行业是批发业和服务业
[3]

 ，但批发业数量远远大于服务业数量；后者则是批发零售、通信和软件，但数量差距不大。

三、在华日资企业撤资成因

2010年以后撤资的在华日资企业不仅数量增多，而且一些世界知名日企也开始加入撤资行列（如东芝、日立、松下、西铁城等）。这种现象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其中最大的因素是成本因素。

首先，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2008年中国开始实施《劳动合同法》，加强了对劳动者的保护，对外资企业提高劳动者工作待遇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这一年开始，各地最低工资标准逐年提高，增加了在华日资企业的劳动用工成本，造成企业经营成本居高不下。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以来除了个别年份，“劳动力成本等生产成本不再具有优势”一直是日资企业撤离中国市场的最大原因
[4]

 。另一方面，中国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提速，但劳动力成本低于中国。特别是由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结，2015年中国将与东盟10国实现绝大部分进出口商品零关税，这将大幅降低东盟国家的商品销往中国市场的成本。日本一些跨国公司从中发现商机，将在华企业迁至东盟，在东盟生产然后出口到中国等世界各地。

其次，日元贬值。第二届安倍内阁于2012年12月底成立后，实施了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其中主要政策之一就是促使日元贬值。日元名义汇率从当时1美元兑80日元降到2015年3月的1美元兑121日元，两年3个月贬值了约50%。而在同时，人民币依然保持相对强势。日元贬值和人民币的坚挺大幅缩小了原来存在于中日之间巨大的企业经营成本差距。一些日资企业因此关闭在华工厂撤回国内。

除了上述成本因素，中日关系恶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在华日资企业撤资行为。2012年9月，为抗议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中国一些地方爆发了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造成在华日资企业产品销路大减。上述问卷调查还显示，中日关系恶化造成的“国家风险”是日资企业撤离中国市场仅次于成本因素的第二大因素，而在2013年成为当年在华日资企业撤资的最大因素
[5]

 。

如上所述，在华日资企业平均每家的投资规模偏小，因此大多数是日本中小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对按日资企业的规模实施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中小企业在华撤资比率高于大企业，两者在华撤资比率分别为3.6%和2.4%
[6]

 。这些日资中小企业撤资的主要原因是“订单减少，销路难以保证”，其他原因依次是“产品质量难以保证”、“生产成本上升”、“日本总公司的公司战略发生变化”等
[7]

 。

其实，上述问卷调查反映的只是东道国的问题，这些在华日资企业撤资原因也只是导致撤资的直接原因，而不是全部原因，而日本国内作为投资母国具备吸引企业回流的条件才是在华日企撤资更深层次的原因。

四、在华日资企业撤资的今后趋势

近年在华日资企业撤离中国的意愿逐渐增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华日资企业将大规模撤离中国。相反，由于大多数在华日资企业对2014年盈利预期高于上一年度，因此，短期内（今后1—2年）46.5%的企业会继续扩大在华投资，46.0%的企业维持现有投资规模，6.5%的企业计划缩小投资规模，只有1.0的企业准备撤离中国
[8]

 。从中期（今后3年）来看，中国原来一直是日本企业最愿意投资的国家，2013年中国在日企海外中期投资地中的地位下滑到第4位，2014年又回升到第3位，但前3位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差距不大，得票率分别为45.9%、45.7%和43.7%。实际上24.2%的在华日资企业收益率高于其母公司在日本国内的收益率，这一比率远远高于在印度的日企，也高于在美日企的收益率。
[9]

 这说明，中国市场对日本而言仍然是极其重要的，日本企业不可能放弃中国这样一个大市场。

总之，虽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幅会下降，甚至会出现负增长，但多数日资企业仍然会继续在中国投资和从事生产活动，准备撤离中国的企业只占极小部分。

第三节　国内经济中制造业占比上升及其成因

制造业回流现象反映在国内就是跨国公司在本国国内投资建厂，在统计数据上体现为制造业占比上升。

一、国内经济中的制造业地位变化

制造业在一国经济中的比重下降是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规律性现象。日本经济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也遵循着这一规律，1950年GDP的制造业占比为41.7%
[10]

 ，而50年后的2000年已降为23.7%，但进入21世纪，日本制造业一反既往，出现了回流，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出现制造业占比上升的现象。

在图17-1中的三种数据中，“GDP的制造业占比”最能反映日本制造业的回流。从中可以看出，日本GDP的制造业占比自2000年虽然总体上是趋于下降的，但在2002—2007年出现上升。2007—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制造业在GPP中占比急速下滑，但2010年又强劲回升。最近几年这一占比上下波动，2012—2013年又有回升。“制造业事业所数量”虽然整体上呈现下滑趋势，但在2002—2003年、2004—2005年、2007—2008年、2010—2011年几度上升。“全产业雇佣人数中制造业占比”基本上也是处于持续下降的通道，但在两个时期即2005—2007年和2012—2013年出现略微上升。在三种数据中，后两种数据的下降趋势更明显，这似乎不能反映日本制造业回流，然而如果结合GDP中制造业占比上升的情况，则恰恰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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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　2000年以来日本制造业在国内地位

注：“事业所”指一个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场所，制造业领域的事业所主要有工厂、营业所、事务所等。本表“制造业事业所”指4人以上事业所。

资料来源：“制造业事业所数量”取自经济产业省“工业统计调查”，“GDP中制造业占比”根据内阁府“国民经济计算”原始数据计算得出，“全产业雇佣人数中制造业占比”根据总务省统计局“劳动力调查”原始数据计算得出。

根据上述三种数据，基本可以判断，最近10多年来，日本制造业确实存在着回流的现象。其他相关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点。例如，2014年11月经济产业省公布的最新“工厂立地动向调查”表明，2014年国内工厂用地件数同比增加53.7%，延续2011年以来的增长态势；国内工厂用地面积增加同比增加34.3%，为1980年以来第二高
[11]

 。这些数据还说明，制造业回流现象呈现两次：第一次是2002—2007年，对拉动国内经济效应比较明显；第二次是最近两三年，但由于国内提高消费税率因而效应还不显著。

二、两次制造业回流的成因比较

前后虽然出现了两次制造业回流现象，但两次现象的背景和形成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制造业企业在国内增加投资的意图也各有差异。


（一）两次制造业回流具有不同的国内背景


在出现第一次制造业回流的2002—2007年，日本企业吸取前期泡沫经济崩溃后的产业调整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教训，开始积极实施“选择与集中”战略，即集中优势资源发展核心业务，做大做强核心产品。典型的案例有：小松制作所将硅片制造部门出售给SUMCO（2006年）、三洋电机公司将手机制造部门出售给京瓷公司（2007年）等。据经济产业省的调查，日本制造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比率（主营业务销售额/总销售额）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为70%左右，但90年代后期以来这一比率迅速上升，到2006年这一比率已上升至86%
[12]

 。

当时国内经济状况好转为企业顺利实施“选择与集中”战略提供了有利环境。2002年2月—2009年3月，日本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经济增长周期（即第14循环期），时间长达86个月。许多企业因此业绩良好，资金宽裕，纷纷在国内建厂扩大生产。可以说，当时国内经济增长和企业资金面宽裕是第一次制造业回流最大的背景。

在第二次制造业回流时期，虽然前几年金融危机的阴影尚未消除，世界经济前景一直不明朗，企业产品销路并不顺畅，但日元汇率下跌使得企业产品的出口更具国际竞争力。现任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台以后，实施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由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致使日元汇率加速下跌。由于本币汇率下跌，以前企业在国内生产遇到的“高成本”问题得到缓解，一些企业纷纷调整原来一味扩大海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经营战略，用出口战略替代海外生产战略，即在国内生产后再对外出口。

促使第二次制造业回流还有一个重要的国内因素是，近年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劳动生产率还没有恢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但最近几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呈现缓慢回升。2011年制造业雇员人均年附加值为751万日元，2013年已上升到780万日元，大量新技术的运用和企业雇员的减少是生产率回升的主因
[13]

 。

2013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又出现加速的迹象，主要因素是日元贬值和国内经济的复苏。从制造业内部来看，绝大部分制造业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上升，其中电子元器件、生产用机械和电气机械是劳动生产率上升幅度最大的三个行业。进入2014年，日本制造业又面临新的发展环境。由于从2014年4月起消费税上调引起经济下滑，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出现了两极分化，以机械行业为主的大部分制造业行业依然保持较高的上升率，并超过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水平（如生产用机械、通用机械、商用机械等），但化工、橡胶、钢铁等一部分制造业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下降
[14]

 。

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企业看到，即使不向海外投资，即使不用海外廉价劳动力，而通过提高国内生产效率，同样可以获得国际竞争力。许多日本制造业企业意识到国内生产在许多方面生产效率高于海外生产。例如，国内的研发与生产形成一体化，因为在国内，研发与生产的空间距离更近，研发与生产可以共享信息；在国内有自己的母工厂，让母工厂承担企业内的技术支援功能、开发试制功能和技术储备功能，并以母工厂为基础，开展与海外子公司的差异化分工；在国内有门类齐全并具有强大开发能力的上下游配套企业，可以发挥这些企业的优势，大力开展企业间合作，产生国内产业集聚效应；在国内可以积极应用新技术（如采用高性能机器人、建立24小时不间断生产的无人工厂等）；在国内可以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如单元生产方式，Cell Manufacturing System）
[15]

 ；在国内生产可以使用更多的高端加工设备，而高端加工设备往往被限制出口到中国；在国内可以充分利用各地方政府为吸引制造业企业推出的优惠政策，例如夏普公司之所以在2005年在三重县龟山市投资兴建第8代液晶面板的工厂，主要原因就是当地政府承诺为工厂建设提供巨额补贴；在国内可以集中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在国内可以利用国内各种便利条件，及时应对处理研发和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缩短产品交货周期；等等。


（二）两次制造业回流具有不同的外部因素


第一次制造业回流的时候，企业主要是为了应对海外东道国两大问题而增加国内投资的。一个问题是日本企业海外投资以后在东道国面临当地企业的激烈竞争。以中国为例，自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本土企业迅速崛起，而许多日资企业不能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导致企业调整原先的经营战略。另一个问题是日本企业对华投资以后在中国遭遇知识产权侵权导致核心技术流失，许多企业因此把新产品的生产以及涉及核心技术和核心技能的工序放在日本国内。

在形成第二次制造业回流的外部因素中，中国因素开始凸显。在这一时期，原先制约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因素（基础设施不足、政策多变等）已退居次要，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投资风险上升、经济增长空间缩小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然而，面对新的投资风险，多数企业并不是收缩海外生产规模，而是在维持甚至扩大海外投资规模的同时，继续增加在国内的投资。企业这种投资行为也反映在经济数据上。一方面，制造业海外生产比率连年升高；另一方面，近年制造业企业国内投资规模也保持较高水平。例如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制造业大企业、中坚企业和中小企业的2014年国内设备投资额分别同比增长12.2%、19.6%和7.9%
[16]

 。

三、回流？还是全球化生产？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企业生产空间布局必然从国内扩散到海外。日本由于其国土狭小和劳动力成本高企，产业的海外转移意愿更强，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制造业对海外的投资步伐从未停止过。图17-2显示日本制造业海外生产比率除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而在个别年份出现下降以外，基本上是逐年向上的。

构成海外生产比率的基础是国内公司和海外子公司每年的设备投资额。目前，从绝对值来讲，前者远远大于后者。2001年以来有些年份因一些企业在国内投资设厂，国内法人设备投资额增长率较高，造成这些年份海外当地法人（即海外子公司）设备投资额占国内法人设备投资额比重下降，但总体上讲，这一比重是上升的。图17-2清楚地表明，尽管有企业在国内投资设厂，造成回流现象，但由于国内法人设备投资额年均增长率低于海外当地法人设备投资年均增长率，因此制造业海外生产比率最终还是上升的。今后，尽管有些企业还会增加在国内的投资，有些企业甚至还会撤离外国，但从总体上看，制造业回流不足以改变企业海外生产率比率继续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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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　2001年以来日本企业在海外与在国内的设备投资比较

注：海外生产比率=（海外产值）/（国内产值+海外产值）×100。

资料来源：各年度（日）经济产业省《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

其实，重要的不是企业是否在国内投资设厂，也不是企业是否提高了其海外生产比率，而是企业在海外、在国内设备投资的目的，归根到底也就是企业参与怎样的国际分工方式。

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国际分工日益深入和细化，已经发展到基于价值链层次的分工。这种分工要求企业基于价值链进行全球布局，它突破了过去以企业整体出发的局限，转而以价值链环节为对象，根据不同价值链环节的不同特性，在国内和国外寻找与其匹配的投资地、生产者或者合作者，从而将不同的增值活动配置到国内外最适合该价值链环节的区位，达到把国内外不同的区位优势转化为本企业特定价值链环节竞争优势的目的。

一般来讲，企业的价值链环节大致可以分为研发环节、生产环节、销售环节、售后服务环节。图17-3是在国内外设立研发基地和生产基地的企业在538家受访企业中的占比，它大致反映了日本企业在研发和生产两大价值链环节方面国际分工现状。该图显示，越是基础性的、技术含量大的价值链环节，在国内设立相关基地的日本企业就越多。同时它也显示，日本在中国设立企业所从事的价值链环节以生产环节和市场销售环节为主，而中国在日本企业研发环节以及技术含量高的生产环节中发挥的作用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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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3　在国内外设立相关基地的企业在538家受访企业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日]国际协力银行2014年度．海外直接投資アンケート結果
 （第26回）［M］.2014.

第四节　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给我们的启示

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是世界经济中的新现象，它加深了人们对跨国公司行为、国际分工方式乃至世界经济走势的理解。

一、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常态

制造业对于一国经济发展、提升创新能力乃至维护国家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制造业的发展有利于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并促进出口。另一方面，制造业对于提升一个国家的知识创造和创新能力至关重要。此外，制造业还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产业。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一些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制造业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

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内制造业在GDP中占比是逐渐下降的，国内制造业向海外产业转移也是逐渐扩大的。但是，这并不表明制造业对于发达国家重要性的下降。从发达国家近年相继推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各项举措来看，发达国家对于提升本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能力建设只会加强，而不可能削弱。

前面的分析表明，影响发达国家海外产业转移的决定因素正在发生变化，如：新兴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正在继续上升，发达国家制造业生产技术正在出现突破，发达国家一些产业或一些产业的某些工序的国内生产效率正在超过国外生产效率。因此，虽然发达国家制造业不会全面回流，但在产业链分工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制造业某些产业链的本土回流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常态。

二、跨国公司在推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起着主导作用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也是推动国际分工向价值链分工发展的推动者。在价值链分工的模式下，跨国公司总部把资源集中于知识密集的设计、研发、精加工、试制、战略管理、品牌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以及营销等高增值核心环节，将非核心的制造和服务业务外包出去，从而实现从控制货物到控制关键性服务工序和制造工序的转变。此外，跨国公司还着力对交易平台、销售渠道和交易工具进行掌控。

价值链分工为跨国公司实现生产成本的最小化提供了可能，但如果仅仅是分工而不注重管理就会增加交易成本，因此跨国公司主导的供应链管理便应运而生。在供应链管理的网络中，跨国公司通过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对每一价值链的生产和交易过程进行协调，从而实现生产和服务环节的规模经济，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在价值链分工的模式下，世界经济演变为金字塔形的分工格局。跨国公司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掌握着全球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更多的企业则处于下端或更下端，为其提供各种配套服务。

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各价值链环节之间的关系并非处于静态状态，价值链分工的主导者会根据所处的环境不断进行动态调整，而本文主题——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便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根据新情况对自身价值链分工作出的最新调整。

三、投资母国在跨国公司全球市场开拓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在司法界，有人认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化环境下已经可以脱离国籍归属，不依附于任何主权国家而独立存在。但在现实中，跨国公司与投资母国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公司需要自己的母国为自己开拓海外市场保驾护航。跨国公司也许会离开小国或弱国，但绝不会也离不开大国或强国。另一方面，母国有责任为注册在本国的跨国公司提供法律保护，并且也需要跨国公司为自己提供税收、技术、工作岗位等资源。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润，但这一逐利行为不能与其母国的核心利益形成冲突，典型的例子是跨国公司的活动不能危及母国的安全。

在价值链分工的模式下，跨国公司母国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例如，为了防范核心技术的扩散，跨国公司一般采用以母国为中心的运作模式，即海外研发机构虽然分布于众多东道国，但核心的技术创新能力始终保持在母国研发总部。

除了研发功能，母国往往还集中了跨国公司集团层次的各项总部管理功能。即使在制造环节，跨国公司也往往在母国建立采用尖端设备的母工厂，来进行生产工艺开发、新产品试制以及高技能人才的培养。

跨国公司总部管理功能在母国的集聚，使母国形成优于东道国的竞争优势。而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就是跨国公司重新认识母国竞争优势的结果。

四、技术创新在跨国公司区位决定因素中的地位上升

发达国家制造业出现回流，跨国公司在成本高企的本国国内投资设厂，还说明跨国公司在区位选择方面更重视本国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带来的效率提高。

如前所述，传统企业区位选择理论认为，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市场需求、资源禀赋因素、集聚因素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经济政策环境等其他因素。尽管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巨大，但传统企业区位理论很少考虑技术创新的因素。实际上，技术创新可能是影响企业区位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而其他因素都会因技术创新的出现而发生变化。例如，劳动力成本会因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如自动化和无人化技术）、高性能机器设备而出现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下降。虽然技术创新的同时也要求高素质的劳动力，这给企业增加了员工技能培训费用，但企业往往还是愿意选择专业人才和高技能员工丰富的地区，因为对企业而言，先进生产技术加上专业人才和高技能员会产生更高的生产效率。

总之，价值链分工模式强化了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而包括从东道国撤资在内的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是跨国公司在新的环境下为进一步增强自身竞争优势作出的战略调整，这一调整将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新常态，对此应有足够的准备。


思考题


1．当代跨国公司撤资行为与过去相比有何新变化？

2．请用国际分工理论分析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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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创新模式与创新理论：日本经验的借鉴


技术创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技术创新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为后进国家的发展和赶超提供了机遇，最终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的潮落潮起，经济强国的更迭沉浮，归根到底都与技术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在短短150年的历史进程中，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后进国家进入世界列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简称战后或二战后）从战败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在最近20多年以来日本经济又停滞不前，其中技术创新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汲取。


第一节　战后日本技术创新的主要模式及其变迁

一、创新模式与国家差异

技术创新模式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创新主体所采用的相对稳定的一般创新行为倾向和机制，技术创新模式是建立技术创新体系的基础。

一国创新模式，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从创新起伏程度角度来看，创新可以分为激进式创新（Radical Innovation）和渐进式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前者在过去多由个人完成，而在当今通常是研究人员在研究所或实验室中多次失败的结果；而后者是一个持续的创新活动，它通常是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其他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人员的发明和提出的改进意见的结果（干中学），或者是用户首创和建议的结果（用中学）。激进式创新往往带来技术突破、技术转换并诞生一个新产业；但技术的完善、产品性能的提高，一个产业的做大做强离不开渐进式创新。

创新又可分为产品创新（Product Innovation）和工艺创新（Process Innovation）。前者的结果是创造出全新的产品或产品的升级换代；而后者的结果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如果从创新所依赖的技术基础来看，创新又可分为引进技术创新和自主技术创新。在信息化、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背景下，一国的创新既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也不可能完全割裂与国外技术创新的关系。当今更多的创新现象是各国创新的相互影响，各种技术的相互融合以及对既有技术的继承与发展。从迄今为止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技术创新过程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模式，即美国模式：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工业化；西欧模式：既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工业化的过程，也有引进技术→改进技术→工业化的过程；日本模式：引进技术→模仿技术→掌握技术→工业化→改进技术→独创研究。从时间序列上来看，日本的这一创新模式在不同时期还是具有不同的特点。

二、不同时期的日本创新模式


（一）追赶时期的日本创新模式（50—70年代中期）


在这一时期，日本大量引进国外技术，国内企业也在战前
[1]

 技术积累的基础上逐年增加研发投入，在消化引进技术的同时展开自主创新。这种引进技术和国内研发的相互促进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技术支撑，为赶上欧美国家先进水平争取了时间。


1．渐进式引进＋渐进式改进


所谓渐进式引进＋渐进式改进，是指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都表现出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所谓低级，就是在对本国吸收和消化能力、原材料和动力供应能力以及运输条件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引进关键设备或成套设备，这种设备不一定是最先进的，但它适合日本的实际需要和技术吸收能力，引进之后能马上进行仿制并利用它来组织生产。所谓高级，就是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资料和图纸，再组织国内的科研和制造力量进行改进和发展。例如，战后初期日本的火力发电技术十分落后，只能生产低于1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比美国落后10—15年。1954年日本从美国引进7万千瓦的火力发电机组，这种设备在美国只是属于中上水平，但日本引进后很快掌握了生产技术，并进行了仿制。1956年日本又从美国购买当时最新最大的22万千瓦的大型发电机组的设计图纸，5年以后日本在这一领域赶上美国，生产出32.5万千瓦的机组。这种渐进式引进＋渐进式改进的创新模式满足了日本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很高时对技术的需求，为以后的技术积累打下了基础。


2．高起点引进＋局部改进


即引进正在开发的技术或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然后寻找其缺陷，再在该基础上作有针对性的研发。例如，东洋工业公司在1959年年底得到德国NSU公司在开放转子发动机获得成功但并未取得最终的成功，即想方设法与德国公司进行合作，终于在1961年得到德国转子发动机的专利和样品。日本公司随即分析出德国发动机的缺陷所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6年的再开发，终于在1967年研制成结构紧凑、重量轻、成本低但输出功率强劲的轿车发动机。以后，装在这种发动机的日本轿车行销世界80多个国家。日本的钢铁业的氧气顶吹转炉炼钢技术也是在引进奥地利纯氧转炉炼钢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而完成的。高起点引进＋局部改进创新方法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超越竞争对手
[2]

 。


3．多方引进＋技术重组


日本钢铁工业是集各国技术之长，将其重新组合，配套成龙而成的，如：改进高炉操作的高压炉顶技术是从美国和苏联引进的，能有效降低炼铁焦比的高炉喷吹重油技术是从法国引进的；奠定日本纯氧顶吹转炉（LD转炉）炼钢技术基础的纯氧转炉炼钢技术是从奥地利引进的；能提高炼钢质量的炉外精炼和真空升降脱氧技术是从联邦德国引进的；提高成材率的连铸技术是从瑞士引进的；能实现连续生产并提高轧制速度的冷热带钢连扎技术是从美国引进的。正因为日本善于对其他国家的技术进行优化重组，因而日本的钢铁工业素有“战后日本技术创新的缩影”之称
[3]

 。


4．收集国外信息＋独创


这种创新可以说是具有一定研发能力的日本企业最常见的创新模式。日本企业十分注重收集国外最新的技术发展动态，善于根据国外技术的变化轨迹来修正自己的研发方向，或者从国外研发得到某种启示。这种创新模式的好处是少走弯路，节省研发时间。索尼公司的单枪三束彩电显像管就是在比较了当时已有的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的摄像管式彩电、美国无线电公司的三枪荫罩管式彩电和通用电气公司的波尔塔彩电后，得到启发才研制出来的
[4]

 。


（二）石油危机后的创新模式（70年代中期—　）


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能源短缺和本币升值的双重压力下，日本从政府到企业危机感四起，纷纷增加科研投入，到70年代中期，日本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总额已超过了法国和英国。经过战后20多年的追赶，日本已掌握了欧美绝大部分技术，面临由“追赶型”向“超越型”的创新模式转移的新局面，自80年代起，日本正式提出“技术立国”的口号，加大发展基础性研究和独创性研究的力度。


1．技术融合型创新→大力发展合作研究


当今日本许多国际先进技术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技术融合而实现的，如：玻璃与电缆、电子技术相结合而产生的光导纤维技术；机械与电子相结合而产生的机电一体化技术；电子、液晶和光学相结合而产生的液晶显示技术等。

加快技术融合步伐的一个有效措施是合作研究。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虽然也有一些政府牵头的官产学联合研究，但发展势头并不快。7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倾向于官产学研究的态度更积极，发起了多项官产学研究项目，如：1976年起为期10年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联合研究开发计划，1982—1990年的超导联合技术研究，1982—1992年第5代计算机联合研究计划等。进入21世纪，日本政府除了通过官产学合作对纳米技术等日本传统优势领域进行研究外，还投入巨额资金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大强度质子加速器计划国际合作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为促进官产学合作制定了《研究交流促进法》，规定民间企业如果参与联合研发，可廉价使用政府研究机构和国立大学的科研设施，同时还修改了相关制度，如允许国立大学教师在民间企业兼职等。在政府的大力引导下，官产学合作项目有了明显增加（表18-1）。


表18-1　日本官产学联合研发的发展


[image: ]


资料来源：［日］部科学省各年度大学等における産学連携等実施状況について
 。


2．重视保护知识产权


日本早在1885年就模仿欧美国家建立了专利制度，到1902年日本生效的专利就已超过2000件，其中45%的专利集中在机械行业
[5]

 。这不仅为日本早期经济起飞和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也为战后大量引进技术提供了制度保障。在1980年以前，日本专利申请量增长率基本上与经济增长率相当，但1980年以后专利申请量增长率超过了经济增长率且一直持续至今。1976年以来陆续建立了微生物专利制度、动物专利、遗传因子专利以及商业模式专利等新型专利制度，扩大了专利范围，如将专利扩大为包括饮料配方、化学物质在内的“物质”，完善了软件专利制度。

进入21世纪，日本提出“知识产权立国”方针，推出许多计划并修改相关法律，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包括加快专利申请审查、加重对侵权的处罚、设置知识产权高级法院、强化处理纠纷的相关职能、加强反假冒产品及盗版的力度、设立法科研究生院、在大学加强知识产权教育、设立技术转移机构等。在其知识产权政策的指导下，企业明显加强了对日本市场中的海外产品侵权现象的打击力度。


3．通过自主研发获得专利，再与国外公司互换专利


随着日本企业自身研发能力的提高，其在国内外专利申请量逐年增加，并在欧美国家发明的核心专利周围形成专利群，或绕过欧美国家的专利形成自己的专利。发达国家在每种产品方面形成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专利的现象被称为“专利池”。这些国家发现，随着对一种产品开发的深入，很容易会涉及已有的专利，引起法律诉讼，但通过专利的互换，可以用低成本引进池子中各自所需的技术，这样的结果是双赢。例如，1973年东丽公司与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UCC）在碳纤维领域的专利互换。

第二节　战后日本技术创新的特色

一、技术模仿收效明显

日本虽然在战前有过一些自主创新的技术和产品，但总的来说其战后创新活动是建立在模仿欧美技术基础之上的。实践表明，走技术模仿的道路给日本带来了许多好处。第一，避免研发风险。研发是风险极大的事业，日本在战后对国外成熟技术实行拿来主义的做法，避免了无数的风险。第二，节约研发成本。据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的估计，在50—60年代，日本引进技术花费了大约60亿美元，吸收了世界半个世纪以来的绝大多数重要的技术，但如果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去研发大约则需1800亿—2000亿美元
[6]

 。第三，节约追赶的时间。通过战后大量引进国外技术，日本在20多年的时间里，除少数几个技术领域之外基本上消除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当然，日本对国外技术的模仿主要是在50—60年代，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自主创新的力度越来越大。

二、工艺创新远远多于产品创新

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创新的一大特色是其工艺创新远远多于产品创新。世界上许多有影响的产品和技术其基本原理或原始产品最先由欧美国家发明，日本引进后在原有基础上经过改进，发展成更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或更有应用价值的技术（见表18-2）。



表18-2　日本典型产品和技术的工艺创新




	产品或技术
	发明国
	商品化国



	半导体
	美国
	日本



	计算器
	美国
	日本



	传真机
	美国
	日本



	磁带录像机
	美国
	日本



	CD播发机
	欧洲
	日本



	半导体激光技术
	美国
	日本



	石英电子表
	欧洲
	日本



	自动对焦照相机
	美国
	日本



	数控机床
	美国
	日本



	机器人
	美国
	日本



	电视机
	美国
	日本



	模糊控制技术
	美国
	日本




资料来源：［日］三本尚利．日米技术霸权战争［M］．光文社，2003.



三、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形成互动

根据对各国研发和技术引进关系的研究，在许多国家技术引进与本国研发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替代的，即要么技术引进压抑了本国研发的力度，要么本国研发排斥了技术引进。尤其一些发展中国家出于对本国研发保护的考虑，对技术引进设置障碍，导致技术引进增长缓慢。然而，对日本的研究表明，技术引进与本国研发关系是互补或相互促进的，即随着经济的增长，国内研发金额增长率超过了技术引进额的增长，国内研发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对引进技术的消化。这样，先进技术的引进诱发并促进了日本本国研发活动，提高了日本的技术水平，使企业有实力引进并有能力吸收更先进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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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　日本战后技术引进额和技术输出额的变化

注：单位：1984年以前为100万美元，1985年以后为1亿日元。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

四、企业研发活动持续稳定

日本企业研发与美国企业研发相比，日本企业研发受企业自身经营状况好坏的影响较小，呈长期持续增长的态势，而美国企业研发容易受企业短期盈利状况的左右，变动较大而长期持续性较差。1990—2003年，日本制造业各行业的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率的变化不大，变化最大的是精密机械行业，变化率为1.3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的这一比率的变化比日本大得多，变化最大的是仪表仪器行业，变化率为4.8个百分点。变化率高于日本其他行业的有通信器材（4.1）、办公用品和计算机（3.9）、药品（2.9）、光学仪器和医疗器械（2.8）、电子元器件（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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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日本持续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增加研发投入，因此至80年代后期，日本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已超过美国。2002年日本的技术出口额又超过了技术引进额，“技术大国”的地位得以确立（图18-1）。

五、中小企业积极从事研发

日本企业创新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有一个非常厚实的中小企业队伍的存在，并成为大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近几年，中小企业走“只求第一”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许多产品市场占有率占国内第一乃至世界第一的“小巨人”。据日本商工中央金融公库的调查，制造业中小企业竞争力的前三大竞争力来源分别是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多品种小批量生产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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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企业在新技术上不断创新，中小企业则在一些比较具体的技术上精益求精。中小企业只有跟上大企业的创新步伐，才能拿到大企业的订单，维持其在大企业系列中的地位。制造业的这种创新分工，保证了日本企业整体技术的提高。

六、技术扩散速度快

日本企业之间的关系大多数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长期交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整机厂商与零部件厂商、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不仅有设备制造的发包与承包关系，双方甚至还经常展开联合研发，而这种设备制造的发包与承包以及联合研发有时并没有正式的合同来进行严格的约束。技术就在这种长期的企业间交易关系中通过设备制造的发包与承包，通过联合研发而迅速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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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另外，企业的竞争行为也会加快技术的扩散。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各大企业投资旺盛，纷纷开辟新的产业领域。一项产品问世会立即引来数家企业竞争，对一项国外技术会有几家企业同时引进（当然如果涉及重大技术，政府一般不予批准）。例如，1954年日本有20多家公司同时与美国RCA公司签订引进电视机专利的合同，1957年东芝、日立等18家公司同时与飞利浦公司签订购买专利的合同。同样的现象还出现在化纤防缩水技术和合成氨化肥技术的引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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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政府干预力度大

日本政府对国内技术创新的干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导国内企业的创新方向。日本政府对创新的引导主要是通过经济产业省（原通商产业省）一系列的产业政策而实施的。这些政策包括：（1）制定扶持政策，引导发展方向（这一政策有时也会出现失误），如：50年代扶持钢铁产业，60—70年代扶持汽车产业和石油化工产业，80年代扶持计算机产业和飞机制造产业。（2）研发经费的资助。（3）技术引进的审批，防止重复引进，节约外汇。（4）组织重大的联合科研攻关。（5）推动技术普及，如推广节能技术等。二是排除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创新的威胁。例如，1956年IBM在日本的子公司——日本IBM向通产省提出在日本生产电子计算机的申请，但通产省迟迟不予批准，目的是为国内厂家研发计算机争取时间，直至1960年通产省在IBM答应向日本厂家以低价出售计算机专利的情况下才批准其在日本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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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

现代经济学研究表明，一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即其发展道路不可避免地被打上历史的烙印。日本制造业的技术发展也不例外，当今日本制造业技术之所以走在世界的前列，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因素的。

一、明治时期在技术引进方面已积累经验

日本的技术引进并不是在二战后开始的，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做过尝试，其中既有早期失误的教训，又有以后成功的经验。1873年以后，日本从国外购买了成套先进机器设备，在国内旧幕府原军工厂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批官办重工业企业，并用高薪聘用许多外籍专家。由于当时日本与欧美技术差距太大又照搬国外经验，国内技术储备薄弱，因此造成产品销路不畅、企业亏损严重等问题。政府只好在1880年将大部分官办企业以低价出售给私人资本家。至此，以单纯全盘引进先进技术来实现现代化的尝试便以失败告终。以后，日本调整发展思路，在引进技术方面有选择地引进农业、手工业和轻纺工业的“适度技术”，并对早先引进的机器设备进行技术改造以适应日本的实际情况。经过大约10年的发展，日本成为世界上轻纺和造纸的出口大国。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发了战争横财，有实力重新开始引进大量先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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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争结束对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的作用

近代日本的制造业发展与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路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制造业技术最发达的大都是在军需产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财阀解体和大企业的改组，日本军需产业在美国占领军的干预下被肢解，大量研发人员进入民间企业，这为日本企业日后的研发打下了人力资源的基础。以照相机制造产业为例，当今照相机巨头尼康和佳能的前身分别是日本光学公司和精机光学研究所，当时它们均为日本海军生产舰船瞄准器等产品。战后日本的造船技术、电子显微镜技术的发展也直接与日本海军技术人员的参与研发有关。日本空军研究人员则对战后汽车产业大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战后美军占领当局对日本经济的指导

二战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日本接到大量订单，但日本制造业产品质量低下问题在朝鲜战争中也暴露无遗。为此，美国开始在经济上对日本提供指导。在制造业方面，美军占领军司令部（GHQ）的经济科学局（ESS）在日本举办有关专利、商标、标准、质量管理等讲座，为自30年代末期起与国外割断联系的日本制造业注入先进理念。GHQ的民用通讯局（CCS）还对日本电气公司（NEC）的电子真空管的生产进行质量管理的指导。应GHQ要求，美国政府还向日本派出由专家组成的统计使节团、造船业调查团、钢铁行业调查团，为日本经济的振兴出谋划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美国质量管理之父戴明（Deming）率领的统计使节团对日本制造业质量管理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四、战后选择性技术引进政策

战后初期，日本国内产业弱小，外汇极度紧张，政府实行外汇管制，对外资的进入和企业进口国内能够生产的产品（即竞争性产品）进行严格的限制。这些政策直至日本于1964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8条款后才开始逐渐放松。从今天来看，这一时期客观上为日本保护虚弱的国内产业，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此期间，国内制造业有了喘息的机会和增长的空间。当时日本廉价劳动力的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大量出口并获得大量外汇，而政府将这些外汇重点用于企业的技术引进。与战后日本限制外资进入相比，日本对引进技术的限制相对宽松，尽管如此，政府对国外技术仍是有选择地引进。这样，战后初期的限制外资进入和外汇管制形成了对劣势产业的保护→优势产业的出口→外汇收入增加→技术引进→技术改进→产业竞争力提高这一良性循环态势。

五、战后获得技术的低壁垒环境

首先，由于战后日本在东西方关系中的特殊地位，美国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希望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日本以牵制苏联，对日本采取了庇护和扶持政策，包括技术开放政策。同时，在美国的带动下，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对日本采取了类似的姿态，这为日本充分利用国际技术资源创造了条件。

其次，人们对技术保护的意识还未像现在这样强烈，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还未健全，发达国家企业对技术比较开放。例如，1950年丰田汽车公司曾经与福特汽车公司就成立合资公司进行过谈判。利用这一机会，丰田派出许多员工去福特的工厂进行考察。当时福特低估丰田的实力，对于丰田提出的问题，福特方面的人员往往用居高临下的心态洋洋得意地进行回答。通过考察，丰田还拿到了福特最新产品——全自动排档车的生产工艺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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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发达国家当时转让技术的意愿比较积极。贸易是各国最主要的跨国界商业活动，而跨国公司是现代管理技术与组织创新的产物。50—60年代，发达国家企业对于技术的国际转移多采用贸易方式，愿意以出售技术作为盈利手段，而利用其技术优势用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国外投资建厂还较少。

第四节　日本创新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重大创造发明不多

虽然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初基于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变化确立了“自主创新”的技术创新思想，但长期的“吸收型”创新获得的巨大成功，造成了日本依赖性强、惯于模仿、独创发明少、自主开发能力差等弊端。

二、基础研究投入较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基础研究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而日本则把绝大部分科研资源集中于应用开发研究上，并在工程领域的研究较多。这与日本对美国的追赶和技术立国发展战略密切相关。根据OECD的数据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世界基础科学的研究上，美国与欧洲大约分别占50%和40%，而日本只占10%左右。最近几年日本加强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但2010年日本研发经费中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为12%，低于其他发达国家。

三、研发的质量不高

（1）论文被引用度低。日本被收录进美国SCI的论文数量很多，一直仅次于美国，但反映论文质量的被引用度还不高。据主要国家高被引论文（被引用次数处于世界前1%的论文）数统计，2012年日本列第7位，位于美国、中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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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某些领域的技术贸易出现赤字。从2002年开始，日本技术贸易从总体上终于实现盈余，但在IT产业领域及通信和电子领域还持续出现赤字。

四、研发的整体效率较低

虽然日本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位居世界前列，技术水平也开始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但其研发的效率较低，即研发投入大而产出少。国际比较显示，日本的制造业增加值与制造业研发投入之比约13倍，而德国和美国则分别达到19倍和17倍。

五、风险资金投入较少

美国的经验表明，风险投资可以为一国创新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由于美日理念的不同，导致两国风险投资的发育相差甚大。日本的风险投资无论是增量还是存量，都大幅低于美国。2009年日本全年风险投资额占当年GDP比重在28个国家中仅列倒数第三，全年风险投资金额仅为美国的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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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五节　对日本创新模式的理论解释

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引起各国关注。一些经济学家试图从理论上解释日本的创新模式，并为此做了许多尝试。比较著名的有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Freeman）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日本本国经济学家藤本隆宏（Fujimoto Takahiro）的产品架构比较优势理论。

一、弗里曼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及评价


（一）弗里曼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英国萨赛克斯（Sussex）大学科学政策研究所（SPRU）创始人弗里曼在研究日本战后创新模式的基础上，于1987年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并确立相关理论。

弗里曼把技术创新分为四类：第一类，渐进式创新。这类创新往往源于工程师、生产活动的参与者或者产品使用者。这类创新对各种生产要素效率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大多数发明与该类创新有密切联系。第二类，突变式创新。它们是取代现有产品或工艺流程的“毁灭性创造”。这类创新往往来自公司内部、大学或政府研究机构实验室所进行的有目的的研发活动。这类创新案例数量远远少于渐进式创新。第三类，技术体系的变革。系指同时对若干经济部门产生影响，同时催生某些全新产业部门的意义深远的技术变革，例如材料创新、石油化工创新、磨具技术的创新等。第四类，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它其实是一种技术的扩散过程，包括多种技术、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复杂互动。

弗里曼通过对英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在上述四类创新中的实践进行研究，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成为工业化强国，根本原因是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较好地适应了信息技术的新范式。

弗里曼对四个因素特别关注：（1）通产省（现在的经济产业省）；（2）企业的研发；（3）教育和培训；（4）产业结构和企业集团。对日本国家创新体系的论述也是围绕着四个因素展开的。弗里曼认为，产业革命以来，技术领先国家从英国到德国和美国，再到日本，这种追赶和跨越的发展，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且也是相关制度和组织的创新，从而是国家创新系统演变的结果。换言之，在一国的经济发展和追赶过程中，仅仅依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不充分的，还需要一国政府提供公共品，需要从一个长远的、动态的视野出发，寻求一个资源的最佳配置，以推动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而通产省正是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

总之，国家创新体系是宏观层次的创新系统，着重分析技术创新与一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强调国家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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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对弗里曼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简要评价


弗里曼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深化，它从系统论的角度考察了创新的动态交互反馈过程，表明人们对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发生了新的变化。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认识到形成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注重技术与体制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配合，对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弗里曼创立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其理论又有若干不足。

第一，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不明确。弗里曼最大的贡献在于最早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以及分析一国技术创新模式的框架。由于弗里曼并没有对国家创新体系给出明确定义，也没有意识到这一概念的提出在国际上产生的巨大反响，因此此后世界上不同研究者和机构，如纳尔逊（Nelson）、佩特尔（Patel）、帕维蒂（Pavitt）、伦德瓦尔（Lundvall）、波特（Porter）以及OECD都对国家创新体系做出不同的诠释。

第二，忽视服务创新的作用。弗里曼涉及的创新是指技术创新，主要是针对制造业的。弗里曼在其著作中提到了服务创新的重要性，但没有将其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仅仅将服务创新看作是影响和促进技术创新的因素之一。实际上，制造业的发展以及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服务业的发展。弗里曼理论体系中虽然包含了政府部门，但没有论及政府服务效率的提高对制造业发展以及对企业研发的正面作用。而当今社会，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地位日益提高，政府部门以及服务业效率尤为重要。

二、藤本隆宏的产品架构比较优势理论及评价


（一）藤本隆宏的产品架构比较优势理论


最近20年日本制造业出现的一个现象是：一些原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如电脑产业）衰弱了，但另一些制造业仍具有强劲的竞争力。日本东京大学藤本隆宏教授从新的角度，运用产品架构（product architecture）理论对日本制造业这一两极分化的现象进行了研究。产品构架理论着眼于产品的设计思想，认为产品的设计思想决定了产品的竞争力。设计原本是一个工程学领域里的概念，长期以来经济学对此并不涉及，即使研究技术进步的技术经济学，也只是把设计作为一个既定的条件，而没有对设计的结构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在管理学领域，企业组织的设计是其研究对象之一，但并不涉及产品的设计。进入20世纪90年代，产品架构在产品国际竞争力中的重要性逐渐为人们所重视。电脑制造业在“开放性模块架构”（open module architecture）这一设计思想主导下，采用产品的模块化和零部件之间界面的标准化，带动了整个IT产业的持续发展。2000年，美国哈佛商学院的两位学者鲍德温和克拉克针对模块化生产方式的作用发表了他们的开创性的论文：《设计的规则：模块化的力量》，从此设计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17]

 。

东京大学教授藤本隆宏进一步发展了产品架构理论，并用这一理论解释日本制造业强盛的原因。首先，藤本隆宏从产品生产工艺、零部件之间界面的设计思想的角度出发，把产品分为整合型产品（integral architecture product）与模块型产品（modular architecture product）。整合型产品一般指零部件以及零部件之间的界面不采用标准化设计、零部件之间相互影响、零部件之间需经过反复调整后才能发挥整机性能的产品以及为客户专门设计生产的产品，其典型产品是轿车。生产一辆轿车需要较大的零部件就有几千个，如果再做细分，小的零部件可达2万—3万个。这些零部件大多数是厂商为了使轿车达到某种性能而专门设计的。一般做法是整车厂商进行整车设计和性能设计，更详细的设计则由汽车零部件厂商根据整车厂商的要求去完成。无疑，性能出众的轿车是经过整车厂商和零部件厂商的不断磨合协调之后才诞生的。

模块型产品指零部件以及零部件之间的界面采用标准化设计、零部件之间相互独立、零部件之间不需经过磨合协调后就能发挥整机性能的产品，其典型产品是电脑。现在电脑的零部件都已实现模块化，零部件之间的界面和通信方式则采用标准化，人们只要将现成的主板、硬盘、显示器等连接上，一台电脑就诞生了。

其次，藤本隆宏与经济产业省合作实施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日本70.7%的制造业上市公司认为本公司的主要产品属于整合型产品，只有14.6%的上市公司认为本公司的主要产品属于模块型产品，另有14.7%的上市公司认为难以用这种方法分类
[18]

 。该问卷调查还调查了日本制造业产品的产品整合度
[19]

 。根据调查结果，在所调查的256种制造业产品中，属于整合型产品的有148种，占57.8%，其中：整合度最高的有13种，包括核电站机组、特种机床、轴承、汽车零部件、合成纤维、碳素纤维、合成玻璃、合成橡胶等。整合度较高的其他产品有轿车、摩托车、特种钢、轿车用镀锌薄钢板、精密机械、照相机、电子零部件、胃镜、通信设备、化学试剂、高分子材料、应用软件、游戏软件等。属于模块组装度高的产品是家用电器、机械工具、电脑、空调等。这项调查还表明，现实中的产品很少有完全整合型产品或完全模块型产品，绝大多数产品都介于完全整合型与完全模块型之间。

整合型产品由于需要对零部件的专门设计，需要对客户的特殊服务，需要一个磨合协调过程，因此生产成本较大，而且产品大都不是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因此利润率并不是非常高。但总的来说，日本整合型产品的利润率和市场占有率要高于模块型产品。产品整合度与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相关分析则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即产品整合度越高，产品国际竞争力越强。

根据上述问卷调查的结果，藤本隆宏认为日本整合型产品之所以具有国际竞争力，关键在于日本的制造业是整合型的制造业（integration-based manufacturing），这种性质的制造业适合生产整合程度高的产品而不适合生产模块组装程度高的产品，而决定日本制造业具有整合性质的是日本企业的组织能力，其中关键是企业的协调推进能力和企业的现场解决能力
[20]

 。

在上述基础上，藤本隆宏阐述了其关于世界主要国家的比较优势观点：日本适合生产技术和技能密集的整合型产品，美国适合生产技术密集的模块型产品，中国适合生产劳动密集的模块型产品，韩国适合生产资本密集的模块型产品，东盟适合生产劳动密集的整合型产品，欧洲适合生产品牌效应强的整合型产品
[21]

 。


（二）对藤本隆宏的产品架构理论的简要评价


产品架构理论是微观层次的国际竞争理论，其分析视点是在产品的设计思想——产品架构层面，它并注重不同产品与不同产品架构、不同产品架构与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生产方式与其背后的不同企业制度的相容性。这一理论开拓了人们关于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视野，加深了人们对国际竞争力的认识。这一理论使人们认识到，可以根据不同特点的产品或者产品的不同工序，提出相应的产品架构，安排相应的生产方式，设计相应的企业制度，这样都有助于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在新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因为要生产能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原有的数量指向型竞争手段已越来越不能相适应，而越来越需要企业重视员工之间、工种之间、工序之间、企业之间的协调和整合。与数量指向型竞争不同，协调和整合追求的乃是超越产品价格竞争力的综合竞争优势。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综合竞争优势包括快速反应能力、品牌影响力、研发能力、服务能力、一揽子解决方案的提供能力等。与数量指向型竞争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后果不同，注重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协调和整合将会带来集约型和可持续的发展。

产品架构理论虽然能解释部分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原因，但依然有着其局限性。其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其分析方法是静态的，不能解释产业的动态发展。实际上制造业产品的模块化发展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市场潮流。最近10年来，除了电脑之外，更多的制造业产品（如手机）采用模块化生产，甚至原来属于整合型产品的轿车也出现了模块化生产的现象。另外，有些制造业产品（如民用飞机等）虽然也是属于整合型产品，但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却很弱，对此用产品架构理论难以解释。尽管该理论有一定局限，但它使人们认识到产品价格竞争力之外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因而仍有其价值。


思考题


1．阐述技术创新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一些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等）的技术贸易（技术引进和技术输出）赤字会逐渐减少，有的国家甚至实现技术输出金额大于技术引进金额，但中国的技术贸易为何长期处于巨额赤字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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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与亚太区域合作





第十九章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


亚太地区通常是指东亚与东南亚等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地区、大洋洲以及太平洋上的各岛屿。也就是说，不包括太平洋东岸的南北美洲。这种说法大量出现在欧美地区的出版物中，有时联合国的报告中也会使用这一概念。但广义上的亚太地区则是指环太平洋地区，主要有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东亚（中国、日本、韩国）、北美洲（如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和南美洲（如智利、秘鲁等）太平洋沿岸的一些国家。在APEC（亚太经合组织）中大致使用了这一概念。本文所说的亚太区域合作主要是指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



亚太地区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增长最快的地区，而区域经济合作则是支撑亚太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但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没有停滞且进一步加快，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特征，即：区内各国与地区的区域合作意识进一步强化，在成员间合作日益加深的同时，合作方式呈现出多边、双边、区内、区外的多样化发展态势；合作领域正从贸易和投资向金融和宏观经济管理等更深的层次发展；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亚太经济发展将告别高速增长而步入温和增长及经济改革进一步加快的新阶段；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作为区域各国共同努力的长远目标已成为成员国的共识，但目前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仍以TPP、RCEP以及中日韩三驾马车并行互动发展为主要特征；随着内外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处于自身政治、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俄罗斯战略重心东移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国作为区域经济大国，其在整个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地位与角色虽更为突出，但面临的挑战也更为严峻。应该承认的是，随着大国及国家集团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博弈的加剧，亚太未来的区域经济整合将出现诸多变数，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环境亦变得十分复杂。因此，正确判断与积极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对加强中国与区内各经济体的合作及实现共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特点

进入21世纪，以双边/多边FTA为主要形式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表现活跃，呈现多框架多路径并存、竞争性合作的发展态势。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区域内经济体的实力、地位发生一定的变化，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在原有基础上的利益博弈更趋复杂。但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但没有停滞，而且进一步加快，经济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大幅增强。2010年APEC峰会明确，借助“10＋3”、“10+6”、TPP等业已存在的合作机制，逐步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从而使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在新形势下呈现一些新的特点。

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态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全球获得快速发展。截至2013年1月15日，向GATT/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RTA）有546个，其中：534个已生效；按照GATT第24条、授权条款、GATS第5条通报的分别为390个、38个和118个；在已生效RTA中，FTA和PSA占到90%，关税同盟只有10%的份额。几乎所有的WTO成员都通报了1个或更多的RTA，许多成员是20个或更多RTA的缔约方。而1948—1994年GATT仅收到123个与货物贸易有关的RTA通报。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引擎，与全球RTA的发展大体一致，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采用的形式同样以FTA为主，至今尚未出现一个关税同盟；而且相当一部分FTA已扩展至服务贸易，与EIA并存。略有不同的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稍晚于全球：20世纪仅有8个RTA，21世纪方才进入快速通道，已形成复杂的双边/多边FTA体系，“意大利面碗”和“轮轴-辐条”的叠加效应日渐显现。而APEC成员相互之间RTA的不断增加，尤其东亚经济体缔结的RTA在其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截至2013年1月15日，APEC经济体向GATT/WTO通报的已实施RTA为121个，其中46个为APEC经济体相互之间的RTA（见表19-1）。


表19-1　截至2013年1月15日APEC经济体向GATT/WTO通报的已生效RTA


[image: ]


注：根据WTO网站http：//rtais.wto.org/UI/publicsummarytable.aspx提供的数据汇总而成。

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格局


（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多层次、多样化发展的基本格局


目前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多框架多路径并存、竞争性合作的复杂格局。从东亚出发，以太平洋为界，按照覆盖区域的不同，大体可分为3个层次的合作平台：第一个层次是跨区域的经济合作平台，包括已明确以FTAAP为长期目标、具有官方合作论坛性质的APEC和美国正着力推动、相对较小范围的制度化合作TPP。第二个层次为东亚区域内多边经济合作平台，包括中国所强调严格地理范畴的“10+3”、日本所力推泛东亚的“10+6”，东盟折中后以自愿为原则正着手展开的以“10+6”为基本目标及拓展基础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纳入美国、俄罗斯进一步扩容为“10+8”的东亚峰会。第三个层次为东亚次区域经济合作平台，以5个“10+1”和东北亚的“3”最具代表性。

总体而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依然以非机制化为主；但随着地域范围的缩小，合作的机制化也在加强。而且每一个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都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关系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未来走向的重要变化。

第一个层次的合作平台：2010年、2011年APEC峰会先后指出，FTAAP应通过推进已有的“10＋3”、“10+6”、TPP等区域贸易安排，缔结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来实现，“是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工具”；美国2011年声称TPP“有可能不仅为亚太地区，而且为未来的贸易协定树立典范”
[1]

 ，在其主导和积极推动下TPP的谈判进程加快，已于2011年11月就广泛纲领达成一致，谈判方也在2012年10月扩至11个APEC成员。

第二个层次的合作平台：东亚峰会2010年扩容为更具亚太属性的“10+8”； 2011年东盟峰会明确，由东盟主导、与FTA/CEP伙伴构建RCEP； 2012年11月，东盟与中、日、韩、印、澳、新领导人共同发布《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联合声明》于2013年初开始，预计2015年底结束。第三个层次的合作平台：中日韩FTA官产学联合研究2011年底结束；2012年5月，三国投资协定谈判历经10年正式签署协定文本；同年11月，中日韩FTA谈判宣布启动。东亚区域及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均迈出关键性一步。


（二）中日韩合作虽有突破，但仍阻力重重


中日韩三国人口占东亚74%、世界22%，经济总量占东亚90%、世界20%，贸易总量占东亚70%、世界20%。可见中日韩三国在整个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三国合作的进一步推进不仅有利于增强三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东亚合作的未来走向，进而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自2008年12月，中日韩领导人首次单独首脑峰会在日本福冈举行（“10+3”框架外）以来，中日韩合作机制化进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2年5月，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举行，三国同意年内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这是一个重大战略决定，它标志着中日韩合作机制化建设正式启动。

从理论上讲，中日韩的区域内经济合作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和潜在收益。中国拥有丰富而相对廉价的人力资源，日本和韩国在知识、技术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资源禀赋的差异有利于三国通过相互贸易和产业分工获得比较利益。事实上，过去10年中日韩双边经贸往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就三国的双边贸易而言，日本是中国仅次于美国、欧盟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同时也是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资国。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并保持着日本第三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的地位。2000—2008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保持了年均14%的增长率。2008年，两国贸易额达到2667.3亿美元，是2000年的2.73倍。在三国中，韩国的区域内贸易增长速度最快。2000—2004年，韩日双边贸易额基本稳定在500亿—600亿美元，其中2001年和2002年下滑至不足450亿美元。2005年以后，韩日双边贸易额稳步增长，但始终徘徊在700亿—900亿美元的水平上。与此相对，中韩双边贸易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2000年，两国贸易额仅为312.5亿美元。到了2003年，中韩双边贸易额达到570.2亿美元，并超过了同期的韩日贸易额。2005年，中韩双边贸易额突破千亿美元，并于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值1860.7亿美元。

然而时至今日，虽然身处当今世界经济与贸易最活跃的地区，中日韩之间的双边贸易也不断增加，但三者之间的经济合作为何仍处于较为松散的状态，到目前为止还未形成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历史问题以及领土、领海主权争议等问题，而导致缺乏地区认同感，政治互信度低。很显然，着重制度性安排的缺失与三国在全球和区域经济中的地位极不相称，也不利于三国未来经济合作的发展与深化。但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有效的缓解，中日韩区域合作的机制化进程必将阻力重重。


（三）美俄参与东亚峰会，正式介入东亚合作机制


2011年11月19日，美国和俄罗斯正式参与东亚峰会，标志着亚太区两个大国正式介入东亚合作机制建设，标志着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已成为域内外大国博弈的平台，从而使东亚区域合作的域界更加模糊、泛化，亦更趋复杂化。

作为亚太区两个重要的大国，美国与俄罗斯不仅与东亚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同时在东亚存在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对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飞速发展的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美国和俄罗斯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

地理上美国尽管不是东亚国家，但却是影响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事态发展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对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美国的基本态度是：只要（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及其进程不足以对美国利益，特别是美国与盟友的双边同盟和安全体系构成威胁，美国就选择观望态度；反之，美国就会强力干预这一进程。例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先后将马来西亚的“东亚经济圈”和日本的“东亚货币基金”倡议扼杀在摇篮之中。对于东亚国家主倡发起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美国也不是表露出轻慢的态度。尽管如此，美国从未明确宣布不参加任何形式的东亚合作进程或合作机制，这为以后美国做出相关战略调整留下了余地。

地缘上俄罗斯有2／3的国土在亚洲，其远东地区连接中国和朝鲜，邻近日本，1000余千米海岸线面向东方。因此，无论在地缘政治还是地缘经济意义上，俄罗斯与东亚均有关联。自21世纪初普京执政后，走上复兴之路的俄罗斯对参与东亚事务显现出浓厚的兴趣。尽管自2005年俄罗斯以观察员身份参与首届东亚峰会后长时间内被拒于东亚峰会的“大门”之外，俄罗斯始终未放弃加入东亚峰会的努力。

2010年7月，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16次东盟外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正式邀请美国和俄罗斯参加东亚峰会。东亚的权力版图至此似乎开始重新绘制。应该说，美、俄参加东亚峰会是地区经济、政治与安全形势发展和美、俄东亚战略调整的必然结果。美、俄的介入不仅将直接影响东亚的合作进程、地区安全形势，对于中国的崛起及未来的东亚区域治理也将产生影响。

当然，制衡中国，防范中国在东亚事务中确立支配地位也是美俄选择加入东亚峰会的重要动因之一，更是东盟国家希望看到的结果。可以预见，美国或俄罗斯在未来东亚峰会的制度设计和议程设置方面不会选择消极无为，这必然对中国在东亚峰会中的参与力、贡献力和影响力构成限制和冲击。

毫无疑问，在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化发展进程中，中国正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如果中国因美俄参与而选择“淡出”东亚峰会，只会削弱中国在东亚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保持对东亚峰会积极而又策略的参与，仍将是中国的最佳选择。


（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APEC自1994年提出旨在实现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茂物目标后，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便成为成员们的共同期待。但这条道路走得相当曲折而漫长，直到2004年加拿大工商界呼吁成立FTAAP，才揭开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序幕。2006年在美国的要求下，建立FTAAP被写入《河内宣言》。但此后几年FTAAP一直处于纸上谈兵状态，未见实质进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东亚成员推动的“10+3”、“10+6”机制发展迅速，并提出了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标，出现了东亚一体化进程领先亚太一体化进程的局面。然而由于中、日和东盟在东亚一体化的路径选择上发生了分歧，使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势头受到了影响。中国主张通过“10+3”机制实现东亚自由贸易区目标，而日本却主张用“10+6”来取代“10+3”，搞扩大版的“东亚自由贸易区”。之后，东盟的态度也发生变化，转而支持日本的立场，从而使“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迟迟未能启动，“东亚共同体”的倡议也因此被束之高阁，东亚对亚太一体化的推力则大为减弱。

在上述背景下，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在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推动下，亚太一体化进程出现突破，亚太自由贸易区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如2010年横滨《领导人宣言》强调采取具体措施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力图借助“10+3”、“10+6”、TPP等业已存在的合作机制，逐步建设FTAAP，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力。由此可见，FTAAP已不再仅仅是纸上谈兵的话题。当然鉴于APEC成员的多样性，就目前而言，整体过渡到FTAAP的难度较大，还只能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长期的不懈努力；但这一目标的确立，可在一定程度上重聚人心，推动茂物目标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实现。应“在不同层次不同范围、通过多种途径”循序渐进地推进FTAAP。

尽管美国是FTAAP的极力推动者，且试图通过推动TPP来实现FTAAP，从而成为亚太一体化进程的主导者。但应该指出的是，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依托，大约70%的对外贸易、70%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来自APEC成员；APEC所倡导的“平衡、包容、可持续、创新、安全”的增长战略，与中国“建设和谐亚太”的主张和正在进行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相通之处，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应积极参与到FTAAP的未来建构之中，主动把握其范围和进程。

第二节　亚太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的新趋势

自2009年美国重返亚太并将TPP作为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优选路径以来，亚太区域合作随即进入一个新的“框架重构”阶段
[2]

 。在中国崛起和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背景下，正在进行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或将成为改变地区发展前景、实现东亚/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议程。

一、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温和增长与改革步伐加快将趋常态化

尽管亚洲经济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且到目前为止仍无人能取代，但由于受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与自身结构调整的影响，特别是由于中国、印度、东盟与日本经济减速，亚洲经济已连续几年呈现增速放慢态势。人们由此得出亚洲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终结
[3]

 的基本判断（见表2），即亚洲经济的温和增长与经济改革将常态化。

2015年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前景面临两大外部因素：石油价格下跌与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受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与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制约，油价已经降至5年来的最低点。尽管油价继续下跌后有可能出现小幅反弹，但下跌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一方面，对于高度依赖石油进口的亚洲新兴经济体而言，这是一项重大利好，通胀压力减轻，经常账户也会因此而受惠
[4]

 。另一方面，鉴于美国经济复苏进程加快，2015年美联储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之后选择加息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在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同时，日本央行与欧洲央行仍将会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但都不足以抵消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所带来的冲击。如果说油价下跌对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较为确定的话，那么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冲击则难以做出确定性的评估。

从内部来看，亚洲新兴经济体短期内普遍面临消化国际金融危机后遗症的压力，即在经济增速放慢的同时，国内资产价格与通胀压力仍然存在。


表19-2　2014—2015年亚洲经济增长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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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3年为实际数，2014年、2015年为预测数。亚洲发达经济体：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东盟五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亚洲新兴经济体：东盟五国、中国、印度。

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Legacies，Clouds，and Uncertainties，October 2014，p.55.

面对高速增长阶段的终结，亚洲经济的出路在于结构调整与改革。过去两年间，以领导人更迭为契机，日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先后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

以“安倍经济学”为代表的日本经济改革在取得初步成效（通货紧缩得到初步遏制，投资者信心开始恢复，证券市场大幅回升，日元汇率贬值等）之后陷入了停滞阶段。在“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结构改革）迟迟未发的背景下，私人消费与投资因消费税的提升而受到巨大打击。2014年第二和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折合年率）连续下滑6.7%和1.9%，其中私人消费贡献度分别为-12%与0.8%，私人投资贡献度分别为1.2%和-3.2%
[5]

 。全年经济增速预计只有0.9%。为此，安倍政府已经决定推迟第二次提高消费税的时间。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安倍政府会放弃经济改革，未来经济改革还将继续
[6]

 。对日本而言，没有全方位的经济改革，要摆脱多年的停滞困境将是一句空话，安倍政府继续执政的基础也将会丧失。

在印度，莫迪当选后，新政府开启了新一轮的改革进程。其经济政策的核心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三是优先发展制造业。这三项目标是密切相关的。据估算，印度需要每个月新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才能适应不断增加的劳动力供给。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中，服务业固然重要，但未来发展的重点是振兴制造业。印度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有15%，远低于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大致在25%—35%）的水平。融入亚洲国际生产网络之中是印度振兴制造业的突破口。为此，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是关键
[7]

 。为实现上述目标，新政府需要在众多领域推进改革。第一，制定新的外资法，包括外资持股比例、额度审批、投资领域等。第二，制定新的土地征用法规。长期以来，印度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土地征用法规的严重制约，而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又成为吸引外资和发展制造业的瓶颈之一。第三，制定新的劳工法。现行的劳工法对企业雇佣和解聘工人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第四，制定新的公司税法。莫迪在竞选期间曾指责国大党在公司税方面是“税收恐怖主义”，导致印度成为对企业专制和敌视的国家。第五，粮食与能源价格补贴机制。粮食与能源价格补贴是印度财政赤字的重要来源，反过来，这又涉及低收入阶层的生活问题
[8]

 。第六，健全建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机制。印度实行联邦制，地方政府拥有诸多立法权。中央政府推行的政策能否有效得到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合作。比如，商品与服务税（GST）的改革就直接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
[9]

 。

印度尼西亚新总统佐科在竞选期间的一句口号——“印度尼西亚需要一场思想革命”，充分反映了民众对改革的期望。新政府提出了世界海洋轴心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开始制定新的经济发展规划，其中包括：扩大对外开放，保持贸易平衡；简化程序，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构建海上高速公路；建设工业园区，振兴制造业，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加强农业发展，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削减燃油补贴；等等。政府通过这些政策，既要实现经济增长，又要兼顾民生。

除此之外，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也在致力于改革和调整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菲律宾现政府为清除腐败、减少贫困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己经取得初步成效，近年来其经济增长率在东盟国家中是最高的。即便处于政治转型期的泰国和缅甸也都在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
[10]

 。

不同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内完成，甚至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成效。这就注定了未来一个时期内，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温和增长与经济改革并行成为一种新常态。

第三节　TPP对亚太区域经济与合作发展的潜在影响

东亚区域合作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自1997年底起，以“东盟加中日韩”机制为开端，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开始启动。以后，东亚各类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大量涌现，使东亚成为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三次浪潮的主角。但是，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并不是像人们所预料和期待的那样快，前景也不明朗。区域内外的大国都纷纷提出各种构想，展开政治经济利益博弈。比如东亚自由贸易区（10+3）、东亚共同体（10+6）、亚太共同体、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以及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协定等，东亚的区域合作方案越来越复杂。美国主导TPP的发展将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一、美国主导TPP将改变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

美国主导TPP的迅速扩容将对东亚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美国与东亚各国之间特殊的军事和经济关系上。就军事上而言，美国与东亚各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被许多东亚国家视为区域内防范军事冲突的安全保障。日本和韩国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最亲密的盟友，东盟内部的许多国家也都与美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军事合作。就经济上而言，东亚各国对美国市场具有强烈的依赖关系，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都是东亚各国最大的海外出口市场，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与美国市场之间具有直接的关系。这种军事上的联系和经济上的依赖必然会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战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从越南、马来西亚和日本积极加入TPP谈判，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表现出对TPP浓厚的兴趣，并有可能在未来直接加入TPP谈判的态度中，就能看出这种特殊的军事和经济关系对东亚各国经济战略的影响。一旦按照美国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有选择地与一些东亚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将把东亚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形成一种与其亚太军事同盟体系相类似的经济“辐轴体系”，东亚国家十几年来努力建构的东亚区域合作框架将失效，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将化为泡影，东亚将重新回到美国霸权主导下的亚太体制。所以，东亚国家如果不能理性而合理地处理好东亚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关系，东亚多年来苦心建构的东亚区域合作架构将会解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极具活力的东亚经济圈将会被来自域外的钢钎扎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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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TPP将对亚太地区的贸易态势产生重大影响

TPP刚成立时，只有新加坡、文莱、智利和新西兰4个成员国（P4）。2008年，TPP在扩容之前，P4的GDP总量分别为1928亿元、146亿元、1815亿元、1357亿美元，总计约为5246亿美元；而整个APEC框架下21个成员方（包括上述4国）的经济总量约为324081亿美元，TPP成员的GDP在APEC成员中所占的比例约1.62%。这种经济规模难以在亚太地区或者APEC框架内产生重要影响。

但是，2008年2月美国高调宣布加入TPP谈判，在美国的影响下，2010年10月TPP的成员国已增至9个。随着TPP的扩容，TPP成员国的经济规模和影响力也迅速增大，TPP 9个成员国的GDP总量已经占APEC成员总量的48.37%。如果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加入，那么，TPP的经济规模和影响力会进一步扩大，成为超越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可以预见，如果TPP就贸易自由化议题达成一致，那么，其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将非常显著，其内部的贸易量将非常可观，对整个亚太地区的贸易态势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三、TPP将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提供新的演变机制

从TPP初始的P4来看，其经济规模不大，而且相距遥远，相互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量以及经济依存度也不大，因此，协定自身的福利效应和影响力并不显著；但是，该协定具有一般流行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即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内容，P4的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并分别分布在东西半球和南北半球，地处亚洲、南美洲和大洋洲三大洲，而且，随着新成员的加入，该协定所涵盖的地域范围更广。因此，它已经脱离了当今典型的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反映更紧密的地区经济依赖和协作关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传统模式，而成为超越区域性的广域经济一体化新模式。

目前在亚太地区已有的175个自由贸易协定中，绝大多数为有地缘关系的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协定，多边协定则较少，尤其是像TPP这样涉及太平洋东西两岸，连接亚洲、大洋洲及南北美洲的多边自贸协定，则更是少见。如果TPP在美国主导下迅速扩容，将对APEC产生较大影响，或许APEC今后不再讨论如何走向FTAAP的问题，而以TPP为基础，实施APEC以往提出的“21－X”的战略，推进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
[12]

 。由此可见，TPP成员的地区分布结构将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提供新的演变机制。

四、继续引领制定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自由贸易的新标准

WTO的多哈回合从2001年启动谈判开始到现在，10年间未取得成果，整个谈判由于无法达成共识而陷入了僵局。对于美国而言，多哈回合的搁置不代表自由贸易的停滞，美国需要积极寻求其他方式作为多哈谈判的替代品。而TPP的前身P4则给美国提供了这一契机。P4在贸易的各个领域，包括农业领域实行完全自由贸易，实现零关税。这一点非常吸引美国。美国提出了建立“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协定的设想，将TPP发展目标确定为：一是将TPP建成一个全面高标准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从而达到消除、减少贸易壁垒以及提升美国贸易和投资机会的目的；二是让美国参与到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之中；三是让美国能在国际贸易方面建立新秩序，增加中小企业的贸易机会。

对于美国而言，TPP的高标准是树立贸易新秩序的基石。美国自身在许多领域都可以达到这样的高标准，对TPP成员和准成员起到示范作用。而且这样的高标准又是美国提出发起的，也就是说，从加入TPP起美国就已经成了TPP的领导者。随着TPP在亚太地区影响力和地位的不断扩大，美国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亚太区域贸易规则的主导者。一旦这样的高标准范本被推广，许多寻求贸易发展的国家将不得不加入这一阵营。不仅是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许多FTA都可能向着这样的新范本看齐。美国作为规则制定者，便可以加强其对全球贸易的掌控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积极加入引领TPP，并提出“高标准”贸易范本的原因。也就是说，“高标准”协议特点是美国领导贸易规则的重要说辞和“一面旗帜”。

五、将楔子打入东亚经济圈，阻碍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

美国反对任何将其排斥在外的东亚区域合作组织，不赞成任何削弱其全球经济影响力的经济集团。伯格斯坦指出：“东亚合作的系统性问题是一个由中国领导的亚洲和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西方在争夺全球经济领导权的一场潜在冲突。”他认为，只有通过建立跨越太平洋的自由贸易协定，才能“将东亚和美国共同嵌入到亚太地区中去，才能消除APEC分裂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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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美国一方面反对将其排斥在外的东亚区域合作方案，美国不仅反对马哈迪尔倡导的东亚经济集团构想，也对日本倡导的东亚货币基金和东亚共同体构想表示严重关切；另一方面又始终积极介入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2003年，美国率先与新加坡签订FTA协定，2007年美国又与韩国签订自贸协定，并与泰国展开FTA协定谈判，还将东盟整体纳入考虑范围。美国积极推动FTAAP建设，在FTAAP无法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宣布参加TPP，其战略意图是先与澳大利亚、秘鲁、马来西亚和越南达成协议，再逐步扩大到亚太地区，把美国和东亚地区法定地联系起来。

美国加速与东亚建立双边主义，进而推动跨太平洋的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就像打入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楔子，将阻碍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一方面会加大美国在东亚区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会削弱东亚地区的内部凝聚力，并最终增加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的难度。目前，东亚地区已经有新加坡、文莱等TPP成员，马来西亚、越南、日本已经加入TPP谈判。如果韩国等国将来加入TPP，无疑将进一步削弱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向心力。因此，当前东亚地区国家争相与域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做法，与东亚区域一体化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六、制衡中国在东亚地区逐步增强的影响力

美国反恐10年，放松了对亚太地区的控制，也给了中国10年时间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迅猛发展。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制约中国在东亚、亚太及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影响力。TPP作为美国重返亚洲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对这一目标也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我国人均GDP增量在1978—1990年不到100美元，20世纪90年代增长到600多美元，而在2001年后的10年间增长达到4000多美元。如今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我国在地区间、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大幅提升，军事实力有明显的提高。中国更是在这10年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

除美国外，TPP国家从中国的进口由2000年的6%上升到了2010年的15%；而对美国的进口则从16%下降到了11%。出口方面，除美国外，TPP国家对中国的出口由4%上升到15%，对美国的出口则由16%下降到8%。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对外贸易逐步扩大，有赶超美国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感到在亚太地区的贸易地位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近些年来，世界舆论也一直将中国看作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各种“中国威胁论”层出不穷。奥巴马在多次公开演讲中提到“绝对不当世界第二”。不仅美国担心中国会取代其世界霸主的地位，中国周边国家也对中国崛起有着不同程度的担心，恐惧未来中国会对东亚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因此，美国有强烈的意愿参与到亚太方方面面的事务中，而东亚各国家也对美国的参与持开放、默许甚至欢迎的态度。制衡中国成为美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一项共同利益，TPP则成为在经贸领域遏制中国的工具。

一方面，美国领导的TPP给东亚各个国家提供了在促进自由贸易上的另一个选择，东亚各个国家可通过加入TPP在促进自由贸易的同时借助美国平衡中国在亚太的权力。中国积极倡导“10+3”的合作模式。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心，东盟和其他国家并未给出明确的答复。美国可以利用TPP不断吸收亚太地区经济体而减少建立“10+3”的可能性，从而阻止和干扰由中国积极推动的东亚一体化进程。

另一方面，TPP使得中国的福利受到损失。根据GTAP模型分析，当P8成立后（未包括马来西亚），8个国家均受益，其中美国的GDP将增长0.05%，福利增加0.27亿美元，而中国GDP下降0.06%，福利减少1.43亿美元。当日本也加入TPP，并完全开放相关产业时，美国GDP将增长0.06%，福利增加18.77亿美元，而中国GDP将下降0.31%，福利将减少7.76亿美元。由于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在服装、电子产品等出口领域与中国有竞争关系，TPP可能引起贸易转移效应，其成员势必会减少从中国在相关领域的进口。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第四节　RCEP、TPP与中日韩自贸区的互动

作为东亚/亚太地区新的竞争性区域合作制度，RCEP与中日韩自贸区的顺利建成将会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完善、亚太地区统一架构的构建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欧盟和NAFTA的实践证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能够带来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符合经济学理论的推断。同样，东亚国家间经济差距的缩小、地区内部的平衡发展、国民福利的提高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够满足东亚各国共同发展并从地区一体化建设中获益的基本愿望。东亚“二元格局”的相对稳定和中美在传统、非传统领域的地区性国际合作，也会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和APEC亚太经济一体化目标提供新的动力、机遇和保障。

一、RCEP的最新进展

RCEP是由东盟（ASEAN）发起的，以“10+6”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合作安排。自2012年11月东亚峰会期间由东盟各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16国领导人共同启动以来，RCEP已于2013年5月—2014年6月，分别在文莱、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中国、新加坡举行了5轮谈判（见表19-3）。在过去的5轮谈判和2轮部长级会议中，16个成员除了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及协议框架等方面达成初步共识外，还就关税减让模式、服务和投资自由化模式、协定章节框架、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和经济技术合作等议题展开了实质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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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各方还未就“推进以撤销关税磋商为前提的谈判方式内容”达成一致，在“完全撤销关税时间上限等核心问题”上还存在一定分歧，但就谈判进程和谈判本身而言，RCEP达成协议只是一个时间和标准落实的问题。依据RCEP谈判指导原则与目标文件，RCEP将在2015年底结束谈判（最后一轮将在韩国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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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EP若能如期达成协议，将会成为一个以东盟为中心、拥有34亿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2）、GDP达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总量1/3）、贸易自由化率高达90%以上的区域贸易安排；同时也是中国目前参与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0.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9.1%，所占比例均高于中日韩自贸区和中国已经签署的12个自由贸易协定。

综合RCEP的指导原则、目标和最新进展情况，RCEP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渐进包容，二是框架宽泛。首先从谈判成员来看，RCEP坚持开放与包容的原则，允许东盟自贸伙伴国在谈判后续阶段或者其他非自贸伙伴国在现有16个成员谈判结束之后仍然可以加入协议。从谈判议题来看，除了政府采购、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TPP敏感议题外，RCEP几乎囊括了成员大部分商业关系，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TBT、SPS、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竞争政策、争端解决等方方面面。在所有议题中，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和竞争政策无疑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RCEP发达成员的重点关注，也构成了RCEP谈判最核心、最敏感的部分。



表19-3　RCEP谈判进程







	回　合
	时　间
	地　点
	主要议题及成果



	1
	2013年5月
	文　莱
	正式成立货物、服务贸易和投资3个工作组，并就货物、服务贸易和投资等议题展开磋商；16个成员一致同意努力推进谈判，以实现2015年结束谈判的目标



	第一轮

部长级会议
	2013年8月
	文　莱
	各方一致同意在2014年8月之前确定贸易自由化标准，同时同意制定统一关税，并决定于第二轮谈判起全面启动关税削减（取消）谈判



	2
	2013年9月
	澳大利亚
	除了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章节结构、要素问题展开讨论外，各方还就关税和贸易数据交换、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同时决定在货物贸易工作组下成立原产地规则和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两个分组



	3
	2014年1月
	马来西亚
	同意新设知识产权、竞争、经济技术合作、争端解决4个工作组，并就市场准入模式、协定章节框架和相关领域案文要素等展开磋商



	4
	2014年4月
	中　国
	在关税减让模式、服务和投资自由化模式、协定章节框架等问题上达成初步共识，并首次提及知识产权和经济技术合作领域的相关内容



	5
	2014年6月
	新加坡
	重点就货物（关税减让模式、贸易救济、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SPS、TBT）、服务贸易谈判模式和章节要素、投资模式和投资章节要素进行了深入磋商，并就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经济技术合作和法律问题等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第二轮

部长级会议
	2014年8月
	缅　甸
	未就推进以撤销关税磋商为前提的谈判方式及内容达成共识，在完全撤销关税时间上限等问题上各方仍存在较大差距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和各成员国官方公开资料整理。



从RCEP的经济收益来看，RCEP将为成员各方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效应。关于RCEP的经济收益，已有学者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进行过量化分析，虽然模拟结果略有差异，但结论基本一致，即RCEP将是一个各方共赢的区域贸易安排：（1）到2025年，RCEP将为全球创造6640亿美元的经济收益（相当于全球GDP总量的0.6%）
[16]

 ；（2）RCEP将使地区成员共同获益，其中，中日韩三国的GDP将分别增加1.4%、1.8%和3.9%，印度和澳大利亚将分别增加1.7%和1.4%
[17]

 ；（3）中国的加入将使RCEP成员获益最大，尤以日本、韩国和东盟成员的福利改善最为明显。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提升和地区价值链的延伸可以带来潜在的收益
[18]

 ；（4）RCEP的福利效应将更多地来自非关税壁垒的削减、交易成本的降低、原产地规则的统一、服务贸易和投资的增加以及区域生产网络的拓展
[19]

 。

二、TPP、RCEP与中日韩自贸区的互动

长期以来，亚太区域合作一直存在路径和模式之争。由TPP和中日韩自贸区所引发的亚太区域合作格局的变化势必会对东盟构建RCEP造成一定的压力。同时，TPP的不断扩容和谈判的深化也会对RCEP的合作模式、成员的向心力和一体化标准形成严峻挑战，而RCEP中TPP发达成员对新标准和新规则制定的关切同样也会加大RCEP优化、整合5个“10+1”FTA的难度。如何平衡、处理好RCEP与TPP和中日韩自贸区之间的关系，对于东亚国家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维护自身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主体地位至关重要。

TPP是由美国主导的，以原亚太地区4国（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亦称P4）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的高标准、综合性的区域贸易安排。美国有意将TPP打造成一个“21世纪的自贸区标准”或“2.0版的WTO”
[20]

 。截至目前，TPP已经进行了20轮谈判，谈判成员从最初的8个增加到现在的12个（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秘鲁、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加拿大、墨西哥、日本）。12个成员已就29个章节的框架结构基本达成一致，许多关键问题也在美国的大力推进下取得明显进展。除刚加入的日本之外，现有11个成员间（亦称P11）的谈判几近完成。尽管各方还在就农产品市场准入（如澳大利亚的蔗糖、新西兰的乳制品以及日本的大米等）、原产地规则的适用、劳工、环保、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国有企业、政府采购、ISDS等具体敏感条款（也是美国利益集中领域）中各自的利益关注点进行最后的博弈和磋商，但TPP达成协议只是一个时间和最终标准的落实问题
[21]

 。

总体而言，目前TPP已经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自第19轮起，TPP谈判开始真正进入“深水区”，美国的关切议题如环境保护、劳工标准以及知识产权等下一代贸易议题逐渐成为TPP谈判最核心、最敏感的部分
[22]

 。值得一提的是，从第18轮日本加入TPP谈判以后，日美有关农产品关税和汽车非关税壁垒削减谈判随即成为TPP市场准入谈判的最大焦点问题。在2014年10月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TPP部长级会议中，尽管各方已就TPP未决议题（包括市场准入、投资规则、国有企业和知识产权）达成一定的共识，但未能就日美农产品和汽车市场准入等关键问题达成一致。日美在农产品和汽车关税协议问题上的分歧
[23]

 ，严重拖累了TPP整体谈判进程。考虑到日美两国的经济规模及其在亚太区域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日美间TPP并行谈判或将成为TPP能否顺利前行并达成协议的关键。

作为一个高水平、排他性的自由贸易协定，TPP在改变亚太区域合作格局的同时，对中日韩自贸区和RCEP谈判也会产生全方位的影响。美国的分化和东盟成员的内部分歧对传统的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一体化和渐进性区域一体化原则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贸易自由化标准和议题的设置上也会对中日韩自贸区和RCEP形成潜在冲击。由TPP、TTIP和TISA所引领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新趋势必然会反映到RCEP及其他区域贸易谈判中。美国重返亚太并将TPP作为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最佳标准、最新范式和最优路径，势必会影响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经济整合和以中日韩为主体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甚至会恶化发展中国家在东亚“区域治理”中的不利地位。

不过，TPP能否成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选路径，还将取决于谈判各方如何处理TPP成员间、TPP协议与既有FTA的冲突和分歧。TPP只有建立在地区共识和谈判同等话语权的基础上，才能使亚太地区所有成员共同获益
[24]

 。客观而言，TPP的确起到了加速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作用。TPP的高标准、宽覆盖与RCEP的包容性、渐进性在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新的轨道和模式的同时，也为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新的动力。尽管如此，面对TPP的挑战，要想把RCEP作为实现东亚一体化的主要路径还需要中日韩三国共同推动和支持东盟进行协调与推进。如果中日韩自贸区能把TPP的高标准、宽覆盖与RCEP的渐进性和包容性结合起来，不仅会对RCEP形成助推作用，也会为东亚一体化进程和东亚地区碎片化的治理提供内在动力和坚实基础
[25]

 。从长远来看，TPP与RCEP、中日韩自贸区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竞争问题，跨太平洋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许会殊途同归，并最终实现APEC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

三、俄罗斯战略重心东移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多年来，俄罗斯重视亚太战略基本上停留在口头之上。2012年APEC峰会在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为此，俄罗斯政府曾一度承诺加大对远东地区的投资，并制定发展远东的中长期规划。然而实际结果显示，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口号。俄罗斯以欧洲作为战略重心的格局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2014年初的乌克兰危机改变了俄罗斯长期以来的战略导向。过去一年间，因乌克兰危机西方国家不断加大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制裁，加上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俄罗斯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外资流出，卢布贬值，财政压力加大，经济增速放慢。据俄罗斯央行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仅为0.6%。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发酵，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还有可能继续升级。俄罗斯把这种行为称为西方试图在俄周边打造新铁幕。

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损害将是持久的。俄罗斯与欧洲国家最重要的经济联系是能源合作。乌克兰危机之后，欧洲国家已经开始讨论从美国进口天然气，以改变对俄罗斯油气的依赖格局。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考虑扩大与亚太国家的能源经济合作。正如普京总统在不久前的国情咨文中所提到的，“俄罗斯作为一个亚太地区大国，会全面地利用这一巨大的潜能”。除了经济领域的合作之外，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合作的理念也在发生变化。俄罗斯著名学者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认为，在有关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破裂的讨论中，克里米亚入俄、乌克兰的未来以及对俄制裁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并非最重要的，问题的根源在于莫斯科决心改变西方在过去25年中强加给它的规则，俄罗斯不能也不愿受制于西方模式，因此不再寻求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26]

 。

当然，俄罗斯战略重心的东移绝不意味着它会放弃与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合作。同时，作为一个大国，俄罗斯在战略重心东移过程中也不会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除了中国之外，未来俄罗斯会加强与其传统盟友的合作关系，如印度、越南、蒙古、朝鲜等。为了适应战略重心的东移，俄罗斯还将在本地区拓展新的合作伙伴，如日本。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安全领域，俄罗斯战略重心的东移对亚太地区格局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四、以“亲诚惠容”为理念的中国周边战略逐渐成形

以2013年召开的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为标志，以“亲诚惠容”为理念的新时期中国周边战略开始成型，同时周边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2014年围绕“亲诚惠容”理念，中国周边战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

第一，以举办亚信峰会为契机，中国所倡导的亚洲新安全观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是中国对地区安全做出的新诠释。“共同”安全观理念体现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方向；“综合”安全观理念适应了当今非传统安全日趋重要的发展趋势；“合作”安全观理念改变了一部分国家结盟对抗另一部分国家的冷战思维；“可持续”安全观理念明晰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在当今亚洲，促进经济领域的合作已经获得了基本的共识，但区域外大国经常打着维护地区安全、提供安全保障的旗号挑起区域内的争端。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与地区安全合作出现了脱节现象。在“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背景下，一些亚洲国家甚至明确奉行“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政策。实际上，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的脱节已经损害到了经济合作。因而，倡导并践行符合亚洲发展实际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是亚洲国家的普遍诉求。

第二，以APEC北京峰会为平台，中国所倡导的亚太自贸区（FTAAP）为APEC注入了新的活力。APEC已经走过了25年的发展历程，它所达成的《茂物宣言》曾经对区域内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近年来，由于美国把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重心转向了TPP，APEC已经逐渐沦落为一个“清淡俱乐部”。作为2014年APEC峰会的东道主，中国积极倡导建立亚太自贸区，获得了各成员方的支持。亚太自贸区并不是一个新方案，在APEC成立的早期阶段，美国曾是这一方案的倡导者。后来美国把TPP与它结合起来，宣称以TPP为基础，逐渐扩大新成员，最终实现亚太自贸区。但这一路径有可能引发一个巨大的风险：APEC本身被架空。其原因是，在亚太自贸区实现之前，率先加入TPP的成员会把重心放在TPP建设之上，而没有加入TPP的成员则可能被边缘化。中国所倡导的亚太自贸区方案强调，亚太自贸区的建设应以所有APEC成员参与为前提。尽管构建亚太自贸区的具体路径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中国所倡导的理念无疑将会给APEC未来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目前，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呈现“三驾马车”并存的局面：前景尚不明朗的中日韩自贸区，不包括中国的TPP和不包括美国的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显然，要摆脱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目前的困境，亚太自贸区是一个理想的出路。这对于中国全面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适应区域主义的发展趋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自贸区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进入21世纪以来，大国对待多边主义与区域主义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几乎所有的大国都从多边主义转向了区域主义。为适应这种发展趋势，中国在积极推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在加快与周边国家的双边自贸区谈判。2014年中国先后完成了中韩、中澳自贸区实质性谈判。此前，中国达成的双边自贸区协定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东盟国家、巴基斯坦、秘鲁等）及经济规模较小的发达国家（新西兰、瑞士、冰岛等）。中韩与中澳自贸区所涉及的都是发达国家，并且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因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巨大的。此外，中韩自贸区的达成还会对未来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产生间接的影响。这标志着中国的自贸区战略正在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四，“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亚洲提供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选择。自2013年底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该倡议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一带一路”对外适应了亚洲发展的多元性特征，中国并不寻求建立一个统一的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经济共同体等）。“一带一路”对内有两个基本定位：其一，它应该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项重大举措。过去30余年的对外开放进程一定程度上限于沿海地区，广大的内陆地区开放步伐明显滞后，而“一带一路”将把内陆地区纳入进来，实现全方位的开放。其二，它应该是中国新时期经济外交的主要平台。伴随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作为一个大国，单纯强调外交为经济服务显然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要，构建能够体现“亲诚惠容”理念的经济外交是一项必然要求。当然，“一带一路”还有助于服务于新时期的周边战略、服务于海洋强国战略等。

基于对“一带一路”的上述定位，我们可以把它界定为：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合作安排
[27]

 。与以自贸区为代表的现有区域合作机制不同，“一带一路”将会以开放多元的特征推进区域合作的进程，并有可能成为最终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一个新途径。

总之，构建中国周边战略的基本理念已经形成，并已经进入实质性构建阶段。

第五节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取向

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格局进入新的调整时期，东亚经济同样加快了结构及增长方式的转型步伐，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经历着关系未来的重要变化。而中国的崛起是此次危机导致的国际经济、政治领域的最大变化。扩大内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显著提高，使中国“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28]

 ，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也因此被赋予更多的内涵和责任。为此，中国FTA战略的深入实施必须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

一、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FTA战略的发展进程

自由贸易协定已被视为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加速国内改革的新平台、融入全球经济和加强与其他经济体经济合作的有效方法，尤其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补充。截至目前，中国正与五大洲的34个国家/地区建设10个、商签7个FTA，初步形成立足周边、辐射全球的FTA网络
[29]

 。

随着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愈加明显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针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壁垒不断增加，贸易摩擦的政治化倾向愈加突出。自2008年以来中国遭遇的贸易保护措施累计超过600项，且日渐指向高新技术企业和产业政策等体制层面
[30]

 。来自墨西哥、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涉华贸易救济案件不断增加，阿根廷工业部长曾公开建议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建立限制中国产品进口的集体对外贸易壁垒
[31]

 。通过构建双边/多边FTA，中国营造了一个有别于整体的相对公平的区域贸易投资环境。以秘鲁对华反倾销调查为例，2001—2006年平均每年2起，且全部采取了反倾销措施；而自2007年启动FTA谈判以来仅发起1起，且最终未采取措施
[32]

 。


表19-4　危机后主要FTA伙伴对华货物贸易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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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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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中国商务部、UN Comtrade和WTO网站提供的FTA伙伴官方统计资料汇总整理并计算而成。括号内数字为同期该国/地区对外贸易同比增长情况。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对FTA伙伴的出口贸易好于总体表现。据中国海关统计，2009年对8个、6个FTA伙伴
[33]

 的出口同比减少11.1%、8.3%，低于同期16%的总体降幅。2010年，与10个FTA伙伴的双边贸易额超过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4；与除港澳台地区外其他7个FTA伙伴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34.9%；对10个FTA伙伴和除港澳台地区外其他7个FTA伙伴的出口同比增长32.4%、31.9%，高于同期31.3%的总体增幅；对智利、秘鲁的出口增速更是高出总体平均增速1倍以上。2011年，与东盟的双边贸易再创新高（3629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东盟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对台湾地区出口同比上升18%。有关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FTA伙伴的对华贸易，2009年的降幅、2010年的增幅大都好于同期其对外贸易的总体表现；新西兰、智利、秘鲁和巴基斯坦的对华出口甚至逆势上扬。2009年，智利对华贸易顺差同比增长110.8%；新加坡对华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2010年同比增长651.4%。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智利、秘鲁的第一大贸易伙伴。FTA稳定外需、促进出口、拓宽经济空间的作用初步显现，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相应增强。

二、中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面临的复杂外部环境

亚太既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潜力最大以及发展前景最好的地区，也是大国博弈争夺最激烈的地区。危机后，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特别是美国“重返亚洲”的阵阵脚步声，我们可以想像，未来围绕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主导权的竞争将进一步激化；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也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担忧”。正因为如此，使得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


（一）金融危机加快了国际格局的演化，参与区域合作的环境更加复杂


毋庸置疑，金融危机使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受到重创，至今难以恢复，而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受到影响，但恢复较快，并保持了较高增长。根据各国公布的统计数据，2009年全年，美国GDP下降2.4%，欧盟下降4.2%，日本下降6%；相反，中国增长8.7%，印度增长6.1%。

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遭到质疑，其霸权形象和软实力也不同程度地受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危机中受到的影响较小，复苏较快；再加上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其国际地位和形象快速上升。

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巨大的商机和发展前景，让更多的人相信中国的发展会给世界带来机遇，并期望中国在引领世界走出危机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让很多国家感受到“威胁”。于是出现了机遇论和威胁论针锋相对的现象，尤其在邻国之间。这为中国开展周边外交和推动区域合作，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


（二）中国崛起引发了某些大国心态的失衡


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对周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我们也看到，一方面2009年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目前，GDP的规模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另一方面，面对中国的崛起，某些大国作为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失衡心态加剧，对中国的防范意识加强。这种失衡心态、防范意识与国内党派利益之争、国内利益集团之争相结合，通过挑动民族主义情绪客观上加大了中国的安全风险。在中印边境争端、中日东海化解争端、围绕力拓间谍案的中澳争端中都可以看到这类因素的影响。此外，某些大国插手中国周边事务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存在的周边安全风险。


（三）周边部分小国对中国崛起的误解强化了他们的担忧意识


规模的差异注定了小国对大国存在内在担忧。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炒作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从“利益相关者”到G2在一定程度上有加剧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猜疑和担忧。

2009年G2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炒作热点。这不仅高估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而且也误判了中国不称霸对外政策的基本导向。更重要的是，这导致一些周边国家试图推动区域内大国或引入区域外大国来平衡与制衡中国。2009年底新加坡前总理呼吁美国进入亚洲制衡中国的言论就反映了这样的心态。在南中国海争端中，我们也能看到相关国家类似的企图。


（四）非传统安全的偶发性冲击逐渐成为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重要风险来源


在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的背景下，非传统安全的影响凸显，某一国家和地区的偶发事件都可能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周边国家的政治体制、民族构成、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来源众多。2009年朝核问题的突变、力拓间谍案的风波、缅甸政府与北部果敢地区少数民族冲突引发的跨境难民问题，以及新疆分裂主义分子与海外恐怖主义势力勾结酿成的“七五事件”等，在这些看似偶发的外部冲击背后我们还经常可以看到对中国怀有敌意势力的参与和操纵。

亚太地区既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又是我国的周边。因而，无论是该地区积极的变化还是风险的集聚和释放都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同时对中国也有越来越大的影响。

三、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快FTA建设的战略选择

中国FTA战略的深入实施，既要积极落实已签订的FTA协定，促进现有FTA的深化与拓展，又要切实加快正在进行的FTA谈判进程，争取现有FTA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更要选择有战略意义的经贸合作伙伴尽快启动新的FTA谈判，在错综复杂中继续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形成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良性互动。“周边是首要”、东亚为依托，双边、多边、区域及次区域齐头并进
[34]

 ，逐步形成以中国经济一体化为核心、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支点”
[35]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扩展的“轮轴”辐射状全球性区域经济合作网络，牢牢把握住开放战略升级的主动权。


（一）制定整体战略规划，完善战略布局，尽可能规避“意大利面碗效应”


作为实现国家安全和经贸利益的重要战略工具，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具有相对清晰的整体性目标和长远规划、相对完善合理的战略布局和运筹协调的专门机构，这是FTA战略得以有效实施的前提和基础。日本早在2002年就发布《自由贸易协定战略》，随后几年又相继推出《加强经济伙伴关系的政策》《关于今后推进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基本方针》《关于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时间表》；外务省和经济产业省还设置了“FTA推进本部”，经济司内也有“FTA及经济伙伴关系处”。韩国2003年9月就已形成FTA路线图，并制定《自由贸易协定缔结程序规定》（总统训令）；外交通商部设有“自由贸易协定局”，2008年发布《韩国的FTA政策》。而中国尽管已明确实施FTA战略，也在商务部网站设有“自由贸易区服务网”，还是相对缺乏或尚未公布目标、步骤、措施清晰的战略规划和负责协调管理的专门机构，既不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自身战略意图的疑虑，也不利于主动推进合作，最大限度地获取战略利益。

随着FTA网络的扩展，原产地规则日渐复杂且互不相同、彼此交织，产生了“意大利面碗效应”；不但使原产地的确定更加困难，影响优惠政策的企业利用率，而且增加了FTA的运行成本。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各种标准、规则的制定及执行。有必要对FTA的相关条款进行相应的规范化处理，尽量形成统一的FTA原产地规则和标准。APEC就已制定15条FTA示范条款，对贸易便利化、争端解决、透明度、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原产地规则等作出详细的说明和建议。


（二）积极推进CEPA、ECFA的深入实施，逐步形成中国FTA战略的核心圈层


随着ECFA的正式生效，以市场为基础、制度化安排和机制化规范为保障的“大中华经济圈”的基本架构初步形成。除了进一步深化CEPA，还应借鉴其服务贸易及投资便利化的先行经验，加快ECFA后续协议的协商，形成有利于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贸易投资及政策环境；并可随着CEPA、ECFA的不断展开，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探讨人民币的区域整合，适时推动与港澳台地区之间的制度性经济一体化；尤其应抓住危机所带来的全球产业调整的历史机遇，深化两岸四地的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合作，通过更广领域的双向投资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尤其CAFTA是“大中华经济圈”构建的现实背景和推动力量，还应积极探讨CEPA、ECFA同现有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相衔接的可行途径
[36]

 。


（三）深化CAFTA建设，加快与东盟成员国FTA的构建，夯实中国FTA战略的关键依托


CAFTA的深化与拓展具有极为现实的必要性和更为深远的战略意义，既是避免边缘化、切实融入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中国FTA战略的必然选择，也是增加向心力、通过“10＋1”有效推进“10+3”实质性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需要。尽管已形成相对完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制度框架，CAFTA建设还需逐步完善FTA的运行机制，尤其是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规范体系，切实提高协议的利用效率和执行效果。CAFTA优惠政策企业利用率不到30%
[37]

 ；近60%的企业认为，缺乏相关信息、取得原产地证书太慢、费用过高、非关税障碍太多等因素制约了出口的扩大
[38]

 。应加大对CAFTA及其条款的宣传和解释力度，加强操作层面的对接，增进民间中小企业的了解和利用，充分发挥既有协议的积极作用。中国与东盟的双向投资已累计超过900亿美元，中国对东盟的累计投资也已突破200亿美元
[39]

 。CAFTA的企业合作正呈上升态势。如何协调彼此利益、深化分工效应成为CAFTA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通过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和加强产业、贸易、投资政策的协调与配套，进一步加大对东盟的直接投资，积极主动地实现行业对接和产业合作。另一方面，进一步向东盟开放市场，尽快单方或临时性减免部分特有产品的关税，促进FTA的整体福利增长和均衡分配，逐步减少甚至摆脱对域外市场的依赖
[40]

 。

东盟的政治经济状况是影响CAFTA建设的重要因素。中国发起设立了总规模达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并已承诺在东盟国家各建立一个经贸合作区。应尊重东盟关于能源安全、环境保护的正当关切，大力拓展科技、环保、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加快落实《中国—东盟交通合作战略规划》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特别是海上互联互通；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社会人文交流，使民众成为CAFTA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继续对东盟落后国家减债，并通过早期收获等创新方式扩大优惠的广度和深度，适当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促使“走出去”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巩固CAFTA深入发展所必须依赖的和谐环境。

加大与东盟成员国FTA的构建，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崛起，使东盟在享受CAFTA积极成果的同时，也产生甚至增加了对中国的疑虑和担心。除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东盟国家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分歧明显。加之随着CAFTA的深入发展，东盟各成员获益不一，进一步影响到各自的关注点和参与意愿。可从东盟内部选择合适的对象单独进行双边FTA的磋商，在CAFTA基础上进一步加快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拓展经贸合作的深度与广度。通过区别对待和两手对两手，扩大中国在东盟的政策选择空间和灵活性，获取相应的战略利益。


（四）以功能性合作为现实切入，加快中日韩FTA的构建和“10+3”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危机使东亚区域市场和区域内贸易的重要性凸显；随着中国“大市场效应”和“世界市场”潜力的不断释放，中日韩之间的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2010年，中国是日本、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11年底，三国FTA官产学联合研究结束。无论“10+3”经济一体化还是中日韩FTA的构建，均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尤为重要的是，中日韩FTA的构建，不但能够尽可能规避以美国为主导的TPP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而且可以在美国重返亚太后继续保持自身FTA战略的主动性，积极推进“10+3”经济一体化。

欧盟从“欧洲煤钢共同体”个别产业领域的共同市场起步不断拓展的经验表明，选择具有较多共同经济利益而冲突又相对较小的非敏感领域优先进行区域合作，不失为一条通过加强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逐步走向制度化安排的相对便捷且易于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现实途径。较之于相对稳定的区域内贸易，中日韩之间的投资比重不仅低还波动大，签署投资协定也成为日韩同意展开FTA谈判的条件之一。历经5年，中日韩投资协定谈判终于在2012年3月完成，并于5月正式签署协定文本。东亚经济加速转型推动了能源、环境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节能和清洁技术等优先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共同的能源安全、环境保护意识和行为取向，为能源、环境合作制度化的形成奠定了广泛基础，与能源、环境密切相关的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制度化安排自然也相对容易实施，从而能够进一步推动各自的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增强FTA的内部驱动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还可从特定平台入手。就目前而言，可充分发挥沿边地缘优势，通过“图们江经济合作区”、“环黄渤海经济圈”和“环日本海经济圈”的次区域合作，增强相互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和战略互信，促进中日韩FTA的构建。在具体路径选择上，可通过建立双边FTA推动多边FTA的形成。福田康夫于2012年4月提议，在开展中日韩FTA谈判的同时，进行中日、中韩、日韩经济合作协定（EPA）的商讨
[41]

 。中韩FTA谈判已于2012年5月宣布启动，可以相对较多的精力投入中韩FTA的构建，并以示范效应推动中日及中日韩FTA的构建。


（五）以周边国家为主扩大南南型FTA，承担适当的区域治理责任，保障战略性资源供应


危机的爆发与持续凸显并放大了中国的崛起。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周边国家两面下注，中国的周边环境动荡不安。作为“睦邻、安邻、富邻”的具体贯彻和集中体现，中国FTA战略的实施，必须兼顾东亚以外的其他周边国家，既可以真正与之共享自身经济增长的利益与空间，又能够让其真切了解自身的战略意图，增进相互间的友好关系，进而对各种矛盾、冲突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

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整体利益必然存在一定的分配不均。与周边国家FTA的构建，除采取早期收获等灵活性措施，还应尊重并顾及伙伴国的正当关切和经济利益，加强人力资源、科学技术合作和基础设施、中小企业能力建设，通过让渡自身从FTA中获得的部分利益，适当提供公共产品，支持伙伴国加速实现发展目标。深入推进中国—巴基斯坦FTA建设，谨慎处理利益分配问题，与《亚太贸易协定》框架下对孟加拉、斯里兰卡的特别优惠待遇一起发挥积极的示范效应，带动并促进与南亚国家FTA的构建。从重点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入手，继续探讨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

与资源丰富的国家建立紧密的制度化经济贸易合作安排，以更低的成本充分利用国外资源，以更稳定的渠道保障战略性资源的供应，形成更为广阔而稳定的经济腹地，是中国实施FTA战略的必然选择。与上海合作组织及其成员构建FTA，不但能够较好地缓解战略性资源的供应紧张，有助于能源、资源安全，而且可以拓展中亚和俄罗斯市场，有利于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就目前而言，同样需要从重点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入手逐步推动。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西亚、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和南美的阿根廷、巴西，尤其应加快与海合会FTA的谈判进程。


（六）有选择性地扩大南北型FTA，通过适度超前开放，倒逼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


通常来说，缔结南北型FTA，不但更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向外界发出自身开放型政策及其连续性的明确信号，更好地提高国际信誉，有效规避贸易摩擦，而且可以更为便利地进入发达经济体市场，更好地释放投资效应，也更有益于自身的研发密集型产业获取先进的知识和技术。逐步扩大南北型FTA，是中国实施FTA战略不可忽视的有机组成部分。

南北型FTA的内容更为全面，要求也更为严格。为尽可能地获取综合收益，应立足本国实际由易到难选择适当的FTA伙伴。可延续目前策略，优先与规模较小的发达经济体构建FTA；待积累一定的相关经验、适应能力相应提高后，再逐步拓展至规模稍大或竞争性更强的发达经济体。在具体FTA的构建中也应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开放：尽可能在相对较长的过渡期内有效保护某些重大战略性产业和敏感产品；通过早期收获等灵活性措施使自身的优势产业尽快受益；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处于劣势的某些领域则可适当超前开放，通过促进竞争倒逼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


（七）抱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多路径推动并形成东亚及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良性互动


尽管口头上一直表示支持“10+3”，日本行动上却坚持不懈要求建立以“10+6”为基础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其还巧妙利用TPP获取谈判筹码和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10+6”。2011年8月，中国同其一起提出加快“东亚自由贸易区”（10+3）和“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10+6）的联合提案。东盟成立4个工作组，研究“10+3”FTA和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42]

 ；2011年11月东盟峰会决定，2013年后成立由“10+6”成员共同参与的广域自由贸易区
[43]

 。虽然整合较之“10+3”更为不易，但仅就经济而言，研究已经表明“10＋6”能够使所有域内经济体获取更大的收益；而且中国与新西兰的自由贸易协定业已实施且进展良好，与澳大利亚也已展开10多轮FTA谈判，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联合研究早在2007年就已完成。应保持开放态度，密切关注其进展情况，并给予适当的理解；在有所坚持的前提下顺势而为，不拘泥于顺序的先后，力争在充满变数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不丧失先机，获取尽可能的收益。

尽管APEC峰会已明确，借助“10＋3”、“10+6”、TPP等合作机制，逐步建设FTAAP；美国还是将满腔的热情倾注于TPP，视其为构建FTAAP的唯一途径甚至取而代之。就目前而言，全面的市场开放、过高的进入门槛、严格的快速推进时间表，特别是在美国主导下更多关注非贸易领域和制度层面，环境和劳工标准、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等条款，中国还需假以时日方能适应，短期内加入TPP的可能性较小；TPP谈判在2011年取得快速进展，已就广泛纲领达成一致，2012年4月又密集安排了8次针对具体领域的工作会议
[44]

 ，拟于2012年形成最终协议，中国作为首批成员参与规则制定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

特别需要强调的，牵制东亚区域经济的制度性一体化是美国重返亚洲的目的之一。日前参与TPP谈判的有4个东盟成员，加上后续可能跟进的将会超过一半，东盟的分化不容忽视。支持东盟的经济一体化建设，增加东盟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顺利推进十分重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易慕龙强调，东盟应继续作为驱动力量决定地区议程
[45]

 。坚持“10+3”的主渠道作用、“10+8”领导人引领的战略性论坛性质，积极倡导包容性发展，强调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弱小经济体的灵活安排，尽可能避免东盟成员的摇摆不定。


（八）积极参与和推动RCEP发展，继续发挥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协调与推进作用


目前，在中国的对外贸易投资战略中，正在进行的有中韩、中日韩、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海合会和RCEP等区域合作安排，同时进行的还有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地缘优势，不管是TPP还是RCEP，亚太地区任何缺乏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都无法实现福利效应的最大化。换言之，如果没有中国的深度参与，TPP能否成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选路径、RCEP能否形成统一的地区架构，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由于中国已经成为大部分RCEP成员的最大出口市场
[46]

 ，未来中国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开放程度将会成为决定RCEP成员从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安排中获益的关键；反之亦然。着眼于TPP、TTIP和TISA，如果中国能够在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TPP或TISA成员的自贸区谈判中就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先于RCEP达成某种共识的话，或许会在随后的RCEP谈判和东亚/亚太一体化新规则与标准的制定中获取战略主动，为下一步中国参与更深层次、更大规模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提供坚实基础。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内生增长机制的建设和海外权益的日益增长，中国区域合作战略的目标应是与美国、欧盟、印度等WTO关键成员或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47]

 。在中国的自由贸易政策选项中，除了通过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与欧美直接进行规则对接之外，作为新兴和发展中大国，中国理应在全球和区域层面积极参与和引领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通过参与使国际规则的构建更多地反映中国的利益
[48]

 。

应该指出的是，在未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统一市场的构建过程中，东盟参与合作的意愿依然非常重要。客观而言，在当前东亚/亚太地区治理机制碎片化的背景下，东盟发挥功能性中心作用的地区国际关系条件并未丧失
[49]

 。中国因此有必要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和主体经济地位，继续支持并发挥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协调与推进者的作用，全力推动RCEP建设，为未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新型区域合作模式的构建赋予新的内涵，奠定新的基础。


思考题


1．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呈现怎样的新特点、新趋势？

2．中国参与及加快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在战略取向上应该做怎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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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东亚区域经济整合对两岸经济合作的影响：选择与路径


两岸经济合作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逐步形成的，以要素自由流动为内涵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两岸经贸交往的动力。正是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两岸经济合作从分散、零星到密切、热络，并形成密不可分的经济互动。需要指出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对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力急剧增强，不仅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参与者与积极推动者，而且也成为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力量之一，进而改变了东亚地区传统的经济发展格局。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这种深刻变化极大地影响着两岸经济合作的走向。


第一节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格局调整及对两岸经济合作的影响

一、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及对两岸经济的影响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分析，东亚经济现有制度性一体化框架，基本上属于FTA的性质，但实际合作领域却明显超越了传统FTA的范畴，除推进货物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外，已经将合作的领域延伸到服务贸易、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显示合作的各成员方均更注重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从而实现在更高层次上的经济整合
[1]

 。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明显加快，而且呈现显著的深度化趋势。2012年11月18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21届东盟峰会上，东盟领导人决定将2015年12月31日确定为建立东盟共同体的最后期限。由此，有关RCEP（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将加快启动，从而形成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新的发展格局。东亚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诸多因素，特别是中、日之间缺乏必要的政治互信，再加上区域外势力的干预，导致东盟始终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核心力量。但伍贻康明确指出，就东亚一体化这一复杂而艰巨的历史进程来考察，从长远和根本上说东盟难以承担起东亚一体化的主导和核心力量这副重担
[2]

 。由此也显示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制还不够成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动力、目标、路径等需要进一步明确，但一体化的趋势不会改变。


表20-1　一体化组织形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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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表20-2　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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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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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编制。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格局的变化对两岸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陆因素对台湾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日趋凸显；二是台湾需要以合适的方式尽快参与到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之中。尽管从经济交往层面看，台湾与大陆的投资和贸易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通过民间交流的形式已经构建起相互依存、密切互动的关系，大陆已取代美、日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且是台湾第一大贸易对象、最大的出口市场、第四大进口市场和最大的顺差来源地，两岸之间已经形成机制化合作的基本形态。但是，长期以来，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两岸经贸交往始终处于“民间、单向、间接”的不正常状态，如台湾对大陆产品输往台湾仍实行歧视性的限制，有2200多种大陆产品
[3]

 不能进入台湾，且禁止大陆企业进入台湾投资或从事经贸活动，两岸缺乏经济合作制度安排，等等。即使在两岸完成签署ECFA的情况下，大陆产品输台及赴台投资也面临着一系列不对等的限制，从而影响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化与发展，以及台湾经济转型升级的进程。另外，在目前各种形式的东亚区域合作中，除APEC外（泛经济合作论坛），受制于两岸关系的不正常状况，台湾均未能参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台湾经济的发展。

二、面对东亚经济区域化及一体化趋势，台湾的忧患意识

面对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化及一体化进程发展态势，台湾表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主张台湾不应自外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在这一问题上，台湾相关经济主管官员在不同场合均强调台湾参与东亚经济整合中的重要性，指出台湾是亚洲重要的投资者与贸易体，其发展经验、经济实力及地理区位使台湾可以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积极与建设性角色，不应被排除在制度化的区域经济整合之外。以贸易关系分析，东亚主要经济体占台湾总出口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37.1%，逐年上升至2000年的50%
[4]

 ，201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54.4%。显然，东亚各经济体已成为台湾最主要的贸易对象，台湾与东亚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关系已愈来愈紧密。其中，大陆地区已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外贸总额的23%），最大的出口市场（比重超过30%）。台湾与东亚主要经济体之间双边贸易快速而稳定的成长，显示台湾与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生产分工体系已逐步建立。在实证研究上，一般都是采用产业内贸易指数来衡量贸易伙伴之间的产业分工特质
[5]

 ，该指数值愈高，表示贸易双方产业内垂直或水平整合程度愈高。根据高长与吴瑟致的研究，东亚主要经济体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在1990年约为45%，到1995年时已上升至48.5%，自2000年以来则多维持在50%左右（2007年为50.4%）
[6]

 ，显示彼此产业分工与贸易整合程度已愈来愈紧密，其中以电子电机制品、运输设备制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最高（超过70%），表示台湾与东亚各经济体此类产业的分工关系相当紧密，也凸显出台湾与东亚各经济体之间需要建构起制度化的合作机制，从而为台湾经济的持续与稳定增长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但长期以来，囿于两岸关系的僵局，东亚各经济体在与台湾协商合作机制化的问题上始终持审慎态度。以东盟为例，东盟对台政策的核心价值在于，把台海局势纳入其亚太整体安全战略格局中加以考虑，认为台海安全不仅仅涉及中国的国家“统一”，而且事关亚太的整体安全格局，强调台海局势应保持安全、和平、稳定。长期以来，面对大陆的“一中”立场以及两岸政治上的僵局，东盟对台湾争取国际空间以及加入东盟区域存在顾虑。但是，面对两岸关系已经明显改善以及台湾积参与区域合作的积极态度，东盟在其“中立与平衡”
[7]

 的原则下，考虑到与台湾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逐步倾向于在不影响与大陆关系的前提下，以弹性、适当的方式支持台湾尽快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这为台湾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相应的空间。

二是担心“边缘化”对台湾经济的冲击。在这一问题上，台湾主要经济研究机构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分析“10+1”及研拟中的“10+3”对台湾经济增长的影响。Shujiro Ureta等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拟测算了东亚自由贸易区对台湾经济指标的影响，结果显示，如果台湾加入东亚自由贸易区，其GDP产值将增加1.51%，社会福利将增加55亿美元，除采矿业外，其他行业的出口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提升
[8]

 。类似的研究分析来自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吴荣义与副研究员洪财隆的测算，结果显示，如果台湾不能加入“10+1”中，台湾的GDP将因此减少0.05%，折合1997年的美元币值约1.49亿美元，如果不能分享“10+3”的自由贸易成果，则对台湾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大，预计GDP将减少0.23%，台湾与韩国的产品群在第三地的竞争更加剧烈，对台湾产业及贸易的影响不容低估
[9]

 。而且，从统计数据上看，随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加快，尤其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建立，贸易转移的效应已经有所显现，这令台湾企业界人士深感不安。目前，台湾当局仅与巴拿马（2003年8月）、危地马拉（2005年7月）、尼加拉瓜（2006年6月）、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2007年5月）等5个经济体签署了4份自由贸易协议（FTA）。而台湾与这些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有限。截至2008年，这些经济体与台湾的贸易总额仅占台湾对外贸易总额的0.167%
[10]

 ，难于发挥实际经济效益。因此，台湾对于“被边缘化”的担心始终存在。


表20-3　2000—2008年台湾地区、韩国、东盟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占有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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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商务部统计资料整理：http：//tga.mofcom.gov.cn/。


表20-4　中国大陆自台湾地区与东盟进口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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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商务部统计资料整理：http：//tga.mofcom.gov.cn/.

第二节　参与东亚区域经济整合对中国台湾经济安全的影响

相关研究表明，现阶段的自由贸易区协议（FTA）更强调合作的深化与发展。FTA的实践显示，经济合作多会外溢到政治层面，因此，成为自由贸易区的成员方也将因政经关系的强化而加强彼此之间相互支持的力度，从而进一步巩固台湾的经济安全
[11]

 。台湾地区可能面临的困境是，如果不能尽快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的进程中，台湾就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安全
[12]

 ；而加快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提则是两岸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与两岸互信的增强，但岛内朝野对立的格局使之短期内难以取得大的进展。在两岸依旧存在较大政治分歧的情况下，台湾一方面面临着两岸经济上日益融合和亟待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需求；另一方面这也将导致岛内的实际利益与政治取向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进而导致台湾政治与社会经济的割裂。这在一段程度上可能是对台湾发展需求与安全顾虑最严酷的考验
[13]

 。

由于对被“边缘化”的焦虑与不安，使得尽快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以避免“被边缘化”成为台湾产、官、学各界精英所关注的热点。对于严重依赖出口且调整空间有限的台湾经济而言，如果无法尽快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则发展前景与路径的选择将充满曲折和不确定性。这主要与台湾经济发展的基本历程密切相关。早期台湾经济的起飞及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借助了国际市场带动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即借助美、日的资本与技术转移以及在安全上的保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导致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出现重大调整，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后，大陆已经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就使得台湾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台湾精英阶层认识到大陆经济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性
[14]

 ；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当局不断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15]

 ，致使两岸关系长期处于紧张对立状态，其结果必然导致两岸政治关系的僵持与互信的缺乏。在这种情况下，为遏制“台独”，维护“一中”格局，大陆必然全力运用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避免在国际上出现“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情况，从而使得台湾在现行的国际框架下难以加入东亚区域多边或双边的经济合作进程中去。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大陆并非要把作为一个单独关税区（在WTO框架下，台湾是作为“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身份参与而非是以主权国家身份参与国际多边经济合作框架中的）的台湾排挤在东亚经济区域合作进程之外，而是不能允许一个宣称不属于中国的台湾以所谓“独立国家”的身份参与东亚经济合作进程。因此，在当前两岸关系逐步缓和、政治互信逐步增强的情势下，有关台湾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两岸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表20-5　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美、日贸易依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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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格计算所用的原始数据，日本和美国的数据来自“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2009”（中国台湾地区“经建会”编印），中国大陆部分数据来自商务部台港澳司的统计。


表20-6　历年两岸贸易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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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image: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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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04年以前，资料来源为海关总署统计；2004年后为商务部台港澳司统计数据，http：//tga.mofcom.gov.cn/aarticle/jingmaotomgji/zongzhi/20100506924293.html.


表20-7　台商投资大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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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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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商务部统计数据，http：//tga.mofcom.gov.cn/aarticle/jingmaotomgji/zongzhi/20140506924410.html.

第三节　台湾地区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与途径

上述分析显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变化的主要内涵如前所述，一是东亚区域经济发展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动力来源已逐渐由以日本为主导转变为中国的积极推动，尽管面对美国所主导的TPP的冲击，但这一趋势仍在日益加快，随着中日韩贸易区协商的加快，这一趋势将更加明显。二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区域内各经济体均力图通过各种方式与途径参与这一进程，如果现阶段无法参与这一进程之中的话，则难免会在区域经济整合的大潮中被“边缘化”，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进而使自身的经济安全更易受到外界的冲击。上述调整与变化对台湾经济提出了发展路径的转换问题，在当前的情势下，台湾要顺利地参与东亚经济合作进程之中，分享经济区域化的利益与成果，必须尽快在“九二共识”的前提下，实现两岸关系正常化，进一步增强两岸政治互信，通过与大陆经济合作的有效深化乃至形成全面的机制化合作形态，为全面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奠定基础。

胡锦涛主席于2008年12月31日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针对两岸经济合作与台湾参与区域合作问题指出：“建立更紧密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有利于台湾经济提升竞争力和扩大发展空间，有利于两岸经济共同发展，有利于探讨两岸经济共同发展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相衔接的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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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为两岸经济合作以及台湾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指明了方向。只有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政治互信，两岸经济合作才能得以有效地深化与发展，而两岸经济一体化建设的有序推进更有助于台湾顺利地参与到东亚经济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简言之，两岸经济机制化合作是台湾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台湾经济实现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必经之路和必然的战略选择。需要指出的是，在区域经济整合不断加快的态势中，如果能够实现两岸ECFA及中国内地与港澳CEPA的有机整合，则有助于有效提升参与区域经济的影响力，从而实现“双赢”。

随着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署，两岸互信也将在ECFA相关协议的深化与后续协商过程中得以巩固与深化。同时，ECFA生效后，台湾当局为与其他经济体成功签订类似FTA的协定以进一步凸显政绩，会选择有较大意愿与台湾签订类似协议的经济体进行协商，特别是传统上与台湾有着密切经贸联系的经济体，如新加坡、新西兰、菲律宾、越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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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求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成果。当然，台湾与这些经济体签订类似FTA的协定，并非单纯基于经济利益，其中也包含着相应的政治考量，例如扩大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和领域，进而参与区域安全合作等。从目前两岸关系整体态势看，台湾的这些政策考量会力求在不打破“一中架构”的基础和以经济取向为主的前提下进行，以避免出现相反的结果与效应。

由此分析，当前台湾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特点与路径，其内涵应当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通过建构两岸机制化的经济合作模式，在深化两岸互信的基础上，取得更有利的竞争条件和区域合作地位，并在实现两岸经济机制化合作之后逐步参与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之中；二是在不违背“一中原则”的前提下，经过两岸沟通以取得大陆方面的理解与默认，寻求同经济上有着密切联系的传统贸易对象以灵活方式协商签署类似FTA的协议，从而取得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突破，为全面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奠定基础。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后者将成为台湾主要的战略选项，而这一经济发展战略能否顺利实施，关键在于两岸政治互信的深化。在这一过程中，两岸经济合作的机制化建设的进展则是重要基础。从现阶段经济合作的进展分析，两岸经济机制化的合作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因此，有效推动全面经济合作既是两岸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发展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也是两岸经济合作的必然走向。

正是在这样的周边环境下，两岸经济机制化合作的趋势与参与区域合作的双层结构成为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与发展的基础。

第四节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对两岸经济合作的影响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从地理区域上看，这可以说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走廊，涵盖了中国，并包括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向东连接着亚太经济圈，向西则与欧洲经济圈相连，沿线涉及近60个国家、90多个重要城市，区域内拥有世界总人口的大约70%、GDP总值的55%左右和全球已探明能源资源的75%左右，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也蕴含着巨大的商机与发展机遇。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两岸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如果能够实现优势互补与资源整合，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两岸的经济发展，而且也有助于有效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推进台湾合情合理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

一、“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是中国针对国际国内情势的发展变化所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中重大的调整和变化，其动向也必然影响到两岸经济合作的走向。自2013年9—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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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19]

 （简称“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很快引起全球范围的关注与热议，并得到不少区域内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回应，有关“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意义、发展重点、领域范围、合作方式、推进阶段等问题也随之成为相关研究机构和政府规划部门的研究重大课题之一。2014年11月4日，中国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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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使“一带一路”战略进入具体的实施阶段，明确提出陆上要依托国际大通道，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若干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要依托重点港口城市，共同打造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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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福建等31个省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已针对“一带一路”的建设进行研究，并结合各地区自身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具体的规划。

“一带一路”的提出，不仅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大趋势，而且也得到了相关国家与地区的积极响应，反映出这一战略的现实可行性与影响力。从区域合作的角度分析，这一战略的实质就是通过中国和周边国家或地区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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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构建区域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最终复兴古老的丝绸之路。对两岸而言，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有助于在这一进程中有效深化彼此间的机制化合作，而且其中所蕴藏着发展的机遇和潜力也有助于推动自身经济的快速成长。

二、“一带一路”建设对两岸经济合作的影响

长期以来，两岸要素结构的互补性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是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基础，也是两岸产业合作的重要驱动力。随着大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两岸经济合作方式的调整，原有的合作方式出现显著的调整与变化。在空间上，经济合作由以单向流动及以大陆为主，扩展到涵盖两岸，陆资企业在台湾的投资与经营，直接参与到台湾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台湾相关产业产生竞争。这在岛内引发一系列的争议，两岸服务贸易签署过程中所引起的社会反应证明了这一点；在心理层面上，台湾民众对两岸经济合作的看法开始出现分歧，尤其是随着陆资进入岛内，两岸经济合作日益要求两岸市场的全面相互开放，这就使得两岸经济合作面临更加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由此面临更大的阻力，对两岸合作的深化提出也更大的挑战。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随着两岸要素价格的变化，两岸间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明显调整。从经济合作的动力机制分析，要素价格的差异所导致的要素禀赋的差异性是推进两岸经济关系和产业合作深化的重要动力。构成相应要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在劳动力价格方面的差异尤为凸显。从劳动力成本看，大陆沿海操作工人的工资达到4000—5000元／月，再加上相应的企业成本（主要是“五险一金”）总体成本约为1000美元／月，而近20年来台湾的薪资水平变化不大，这使得两岸劳动力成本几乎持平，在这种情况下大陆台商开始出现回流台湾或转至第三地投资的现象，投资大陆的动能下降，两岸产业合作的基本动力出现显著的变化，进而推动着两岸经济合作方式进入新的调整期。

其次，两岸产业结构逐步趋同，竞争性有所增强。从产业结构上看，台湾制造业集中在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化学材料三个产业，三大产业合计占台湾制造业的49.25%，几乎是“半壁江山”。而大陆的制造业相对更加均衡，并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从产业合作的角度看，台湾在相关的高端产业环节上具有技术优势和创新领先优势，缺陷在于缺乏下游产业配合和规模足够大的市场，而大陆的情况与此相反，由此形成两岸产业合作的强烈互补性，并带动两岸经济合作的全面深化。近30年来，大陆的整体产业水平呈现快速提升的态势，也因此在相关产业环节上与台湾形成竞争，这是两岸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面对新的情势与挑战，两岸必须寻找新的合作路径与动力。从区域发展和全球化的角度看，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中，两岸完全有条件结合各自优势，可以形成更有效的合作关系，真正实现“两岸合作赚世界的钱”，这是两岸经济合作发展方向。正基于此，“一带一路”建设将在很大程度上为两岸经济提供新的基础和动力。台湾《旺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台湾如通过积极参与大陆的“一带一路”战略，能够把更多商机扩展到东盟、南亚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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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的两岸经济合作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过程中，两岸不仅需要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加快推进协商，厚植合作的基础；更应着眼未来，共同规划，加快推进与深化两岸产业合作，提升两岸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优势，从而在参与“一带一路”的进程中更有效的发挥彼此优势，获得合作的效益。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首先，应实现优势互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在许多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台湾具有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创新能力，大陆有庞大的制造能力、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两岸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就能打造出国际领先的产业和国际知名的产品，从而更好地参与到“一路一带”的建设进程中。

其次，推动两岸产业形成合理分工与整合布局。两岸产业合作不能只是简单的一种投资项目与利益争取，而是要在“一带一路”区域内进行战略布局。未来两岸产业合作，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逐步改变过去以“台湾接单—大陆生产—海外销售”为主的产业交流方式，向“两岸合作、共同创造、全球销售”的新方式转变。同时，在各自产业发展策略上进行相互定位，彼此协调各自重点发展的优势产业与项目，避免重复建设与恶性竞争，在产业布局上将对方产业作为自己产业体系的重要延伸或组成，形成相互支撑、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总体格局。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推动行业和企业层次上进行产业链与价值链的深度整合，以共同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

再次，加速两岸合作对外投资规模与范畴，这是有效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从发展角度看，两岸应加快合作对外投资的进程，尤其是充分利用台商在“一带一路”中的既有产业网络，深化合作的规模，通过相互参股、相互持股与合作投资的方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园区发展之中，从而将两岸产业合作延伸到“一带一路”，实现合作效益的外溢，并为两岸间合作的深化提供新的动力。

第五节　小　　结

2008年下半年，从美国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退，终结了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增长态势，标志着全球经济新一轮大调整周期的开始。为应对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情势的变化，主要经济体均着力于对现行的经济结构进行大幅度调整，包括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也进一步加快，台湾自不例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减速及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将持续减少对台湾产品的需求，导致台湾经济的主要支撑力（净出口）不足。其次，随着中国大陆经济持续、稳定、高速的增长，带动了东亚经济板块的快速崛起，使东亚成为全球经济的热点地区，同时也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提速，东亚区域内贸易、投资、货币合作日益紧密。与此相应，台湾需要充分发挥自身在技术、管理、行销等方面的优势，利用大陆经济结构调整与两岸合作模式的变化，以“调结构（产业转型、产能转移、产品转向）、促民生（转向内需、重点发展服务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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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重点，顺大陆的“工业化（供给）、城市化（消费）”进程而为，从而实现“保增长”（保持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态势）的目标。因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台湾未来的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将与两岸经济合作息息相关。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趋势中，一方面，各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要素资源和商品服务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所带来的冲击，并被迫进行结构性调整以增强国际经济竞争力。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种结构性调整大多会导致经济的波动，从而反映在总体经济、对外贸易或产业发展的此消彼长上，且往往伴随着结构性失业的增加和贫富差距的扩大等。另一方面，各经济体也通过多边或双边的经济合作来扩大市场及经济规模，获得有利于发展的要素资源，通过外部因素的改变以克服或缓解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内部压力。台湾作为“半边陲经济体”，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始终承担着中介与承接者的角色，这就决定了台湾经济必然围绕“核心”体系才能够得以正常有序地运转。随着东亚经济结构的调整，传统的“核心（美日）—半边陲（亚洲“四小龙”）—边陲（东南亚）”体系已被打破，大陆作为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带动东亚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源，这种态势将重塑东亚经济的原有模式。台湾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通过调整经济发展路径，积极顺应两岸经济机制化合作的现实需求，以适应新的情势，维持自身的增长。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经历了从观望到适应、进而积极加以推动的发展阶段，从而使推动东亚经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理论中新的亮点与重要基石。当前，由于历史、地理、文化、国际环境、利益差异等复杂因素，使得长期以来东亚经济合作面临一系列的发展障碍，其核心就是缺乏动力源与轴心，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已经不可避免的承担起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在这一进程中，更需要两岸之间能求同存异、化解分歧、务实合作，有效推动合作的深化与发展，共创双赢，进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共同发挥更加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思考题


1．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格局调整对两岸经济合作的影响如何？

2．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背景下，台湾的担心与政策取向如何？

3．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对台湾地区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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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中日韩FTA的建构及其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


2012年5月，中日韩的政府首脑一致同意在年内启动自由贸易协议（FTA）谈判，中日韩FTA将是中国（除RCEP外）及日本（除TPP外）签署经济规模最大的FTA，韩国更会成为全球首个与美国、欧盟、中国及日本四大经济体完成FTA的经济体。从相关统计上看，中、日、韩均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合计达到12.344万亿美元，占当年全球GDP的19.6%。而根据中日韩FTA联合研究报告显示，中日韩FTA将是一个兼具深度与广度的高质量FTA，除了包括农业、工业及服务业市场开放外，也纳入一些世界贸易组织尚未涵盖的议题，例如能源安全、环保议题与产业合作等；再加上三方已经签署的投资协议，东北亚经济圈已俨然形成，这必将对台湾经济产生全面的影响
[1]

 。



表21-1　中日韩经济状况一览


[image: ]


注：贸易依存度为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其中的贸易额取2009—2011年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WTO数据库。


台湾地区属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经济体，2011年对中国大陆（含香港地区）、日本及韩国的出口占台湾总出口的51%，高居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首。换言之，台湾可能有半数以上的产品会受到中日韩FTA影响。特别是中国大陆均为台湾、日本及韩国首要的出口市场，再加上中国大陆工业产品平均关税将近10%
[2]

 ，FTA降税所产生的贸易移转效果相当明显。所以中日韩FTA若是先于ECFA完成，必然会对台湾经济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影响。


第一节　区域一体化的特点

中日韩FTA从构想到逐步形成共识再到进入实质性协商阶段，反映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快的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特定区域内的国家或地区通过达成经济合作的某种承诺或者组建一定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谋求区域内商品流通和要素流动的自由化以及生产分工的最优化，直至形成各国各地区经济政策和区域经济体制某种程度的统一
[3]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的和动力源于成员方的共同利益，即提升区域内各经济体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整体竞争力，获取更多的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利益。具体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有利于各经济体扩大经济规模，增强经济实力，提高成员方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二是有利于提高整体经济效益，促进区域内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三是在不同程度上消除区域内的贸易壁垒，有利于资源交流，扩大区域内的需求和市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
[4]

 。

从现阶段全球范围内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的实际进展和所取得的效果分析，已经逐步呈现两方面的特点：

首先，当前的区域内自由贸易区（FTA）协商基本上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以有效推动一体化的进程。相对于WTO“单一认诺”
[5]

 （Single undertaking）的谈判模式，区域内的FTA协商多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进，其阶段性安排主要包括以下顺序：第一步，先明确协商的原则与框架；第二步，逐步就协议的实质性内容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协商，同时针对协议中争议较少的部分先予以实施（即早期收获计划），以进一步增强成员方之间的互信；第三步，在前期成果逐步累积的基础上，最终达成全面性的合作协议。这种方式在以往的国际经济谈判中并非常态。从谈判学的角度看，由于区域内协商的参与方相对较少，也有助于协议的达成。需要指出的是，由于FTA协商可以在不同的对象之间同时进行，因此谈判方还可以根据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特点来选择谈判的内容和进程，以应对本身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需求，从而降低内部的阻力和反弹。与此相比，在WTO框架下的多边协商则要复杂得多。

其次，随着区域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区域各经济体之间产业分工与合作互动会更加明显，并呈现多样化的分工形态。这一趋势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与深化过程中得到验证。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各经济体之间，美国承担着核心角色，向区域内其他经济体提供资本、技术、管理与市场，而加拿大则以提供资本、原物料为主，墨西哥则是低廉劳动力的提供者；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较为接近，产业基本呈现水平式分工的状态，而美国与墨西哥则由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差异大而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工特点。而在中日韩FTA协商过程中，这一分工特征也非常明显。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结构并非固定不变，因此，如何在合作中切实保障各经济体自身的产业利益至关重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一直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热点，不仅在成长率、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长态势，而且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不断加快，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区域内贸易比重持续扩大。随着中日韩FTA协商的深化，其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将更受到全球瞩目。

第二节　中日韩FTA的建构及其发展趋势

1994年日本学者森岛通夫在其所著的《日本的选择》中，最早提出“中日韩经济合作体”的构想，但在当时仅是一种学术性思考，主要是因为其时东亚地区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差异以及历史纠纷、文化冲突、政治关系冷淡等方面的复杂情况，要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缺乏现实可行的基础。但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东亚区域经济整合这一议题迅速成为当时应对策略的焦点，也逐步成为官方政策考虑的重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也由此正式进入启动阶段：1998年10月，时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在访日时向当时任首相的小渊惠三最先提出了建立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议，两国在发表的共同宣言之一——《建立面向21世纪日韩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中，强调要加强双方的经济合作，以推动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但是，由于韩国国内普遍担心降低关税会给本国市场造成较大的冲击，因此，相关构想未能实施。

进入21世纪后，有关建构中日韩FTA的呼声逐步高涨。2002年11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峰会上，再次正式提出尽早启动针对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并得到日韩两国的积极响应。2003年11月，中日韩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后共同发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从此，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逐步由构想向现实推进。同年5月，中国商务部研究院亚非研究部完成《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指出创建这一自由贸易区的条件已经比较成熟。2004年，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与日本综合开发研究机构合作举办“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影响”国际研讨会，被认为是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战略设想开始逐步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2009年10月，中日韩三方举行会议，共同发表《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和《中日韩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提出建立中日韩经济团体合作交流机制、开展三国航空安全合作、开通中日韩合作网络秘书处等，以利于推进三方经济合作进程的具体措施，由此构建起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框架。

除政府间行为外，促进和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民间活动也十分活跃。例如，作为中日韩唯一的国家级非政府交流与合作平台的“中日韩商务论坛”，其宗旨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趋势日益加强的情况下，尽早启动投资谈判，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这一论坛对于促进中日韩企业界支持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具体的行动方面，中日韩三方在韩国首尔成立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协力办公室”，设置专职工作人员，具体负责相关政策研究、信息沟通、合作交流等事宜，从而使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具有了共同的合作平台，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从现阶段中日韩当局的反应分析，日本为了增加向中韩出口工业品，以摆脱外贸下滑的状态，非常重视建构中日韩FTA的问题，而中国为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美国主导的TPP，也希望通过中日韩FTA来吸引日本，以期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继续保持主导性。另一方面，韩国由于始终存在对日贸易逆差，担心这一趋势会进一步扩大，因此，对中日韩FTA的建构表示担忧，并曾表示不希望确定启动中日韩FTA的时间表，但面对态度积极的中国，韩国最终同意启动FTA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进展情况可能不会如预期那样顺利，而且其间还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因素，如政治、经济、地缘环境等。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证明，事先合作目标的关键在于经济体之间互信机制的建构。换言之，在中日韩FTA的进程中，中日之间的互信与合作至关重要，而这却正是现阶段影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核心障碍所在。值得欣慰的是，现阶段中日韩政府始终对FTA的协商给予高度关注，尽管近期以来三方领土争议持续激化甚至引发严重的外交冲突，但在经过2012年6月、8月、9月三轮预备性磋商后，就协商的原则、范围、结构、各领域的协商方针等达成协议，显示三方尽力克服障碍、推进协商深化的决心。同年11月20日，在东亚领导人会议期间，中日韩经贸部长在会晤后宣布正式启动FTA谈判，并力争于2014年底前达成协议
[6]

 。由于三方之间的敏感产业等问题，在谈判中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歧。商务部国际司副司长孙元江表示，在经济方面，中日韩三国经济水平差异性较大，产业分工不平衡；而且，三方贸易收支严重失衡且存在贸易壁垒，日韩对贸易赤字增减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自贸区的进程。此外，孙元江指出，三方对敏感产业的关注也会加大谈判的难度。其中，日本的敏感产业有农业、钢铁产业、能源产业、服务和纺织等加工工业、造船产业；韩国的敏感产业有农水产业、能源产业、服装和纺织等加工工业；中国的敏感产业则包括化工产业、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机械设备产业、金融业、零售业、中高端制造业和运输设备等
[7]

 。

但需要指出的是，谈判受阻的核心是受到政治与地缘因素的制约，尤其是日本试图先行加入TPP的考虑，导致中日韩FTA协商迟迟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但三方之间的协商始终没有停止。2015年1月16日，中日韩自贸区第六轮谈判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东京举行，三方就货物贸易降税模式、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方式及协定范围与领域等议题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8]

 。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仍处于进一步深化与发展阶段，且呈现多样化、多元化、多层次以至于相互竞争的合作态势，实现全面的制度性经济一体化仍需要克服相当多的困难与障碍。在这一进程中，产业分工与合作始终是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建设的主要动力。因此，发展水平、经济总量与产业分工程度更高的中日韩之间建构自由贸易区必然会对现有的东亚经济一体化产生直接的冲击，这也是美国、东盟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抱持高度疑虑的重要原因。当然，由于中日韩三方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地缘、历史以及领土等方面的争议，实质推进相关FTA难度较大，很可能会呈现出双边，如中韩优先推进的状况，但整合的趋势不会改变。

第三节　中韩自贸区的建构及其效应分析

在中日韩FTA协商进程未如预期的情况下，中韩FTA却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而呈现快速发展态势。这既有中韩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的因素，更有着进一步增强经济合作、实现合作双赢的考虑。从统计数据上看，2013年中韩贸易额达到2742亿美元，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最大进口来源国（首度超越日本）、最大海外投资对象国，韩国则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对象、第五大外资来源地。分析人士指出，在中韩自贸区达成后，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将进一步密切双边经贸关系，实现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3000亿美元的目标，且5年内贸易额有望突破4000亿美元
[9]

 。这一前景极大地推动着双方协商的意愿。

2014年7月3—4日，习近平主席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与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会谈中，双方均同意加快FTA协商，并争取在年底前达成协议
[10]

 ，这大幅加快了双方FTA的协商进程。同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与访华的韩国总统朴槿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会见后，共同见证双方签署包括“中韩两国政府关于结束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会议纪要”等在内的一系列文件
[11]

 ，标志着中韩FTA的实质性谈判结束。2015年3月25日，商务部宣布，中韩双方当天完成了中韩自贸协定全部文本的草签，并对协定内容进行了确认。至此，中韩自贸区谈判全部完成。双方商定上半年正式签署协定
[12]

 。中韩自贸协定是中国迄今为止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领域范围最为全面的自贸协定。

在历时2年6个月、历经14轮谈判达后，中韩完成了自贸区谈判，这一成果不仅反映了中韩两国的经济依存度持续提高的现状，更为双方的经济共赢奠定新基础，同时还为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新的示范。根据协定，中韩货物贸易自由化比例均将超过“税目90%、贸易额85%”，降低或取消关税门槛后，双方的出口竞争力都将大幅增加。从内容上看，协定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共17个领域，包含了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等“21世纪经贸议题”。同时，中韩双方承诺在协定签署后将以负面清单模式继续开展服务贸易谈判，并基于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开展投资谈判。据韩国统计，韩国产品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已经占据出口总规模的29%，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预测，自贸区协定生效5年内，韩国GDP有望因此最高提升1.25%。而中国GDP规模已达到了韩国的7倍，因此能够承受韩国商品的大规模进入，除中国消费者受益外，也为中国有竞争力的产品开辟了新市场。总体而言，中韩自贸区谈判实现了“利益大体平衡、全面、高水平”的目标
[13]

 。

从发展趋势分析，中韩自贸区将极大地促进中韩经济一体化；与此同时，其示范效应也将凸显，中韩自贸区谈判的经验，更将为其他自贸区的谈判提供示范和样板，从而加快其他自贸区谈判的步伐，比如中日韩自贸区等。在促进双方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中韩自贸区还将显著提升中韩两国在东北亚和环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的地位。韩国与和欧洲以及其他国家之间有自贸区，通过中韩自贸区，中国可以更好与韩国实现经济互补，拓展发展空间，促进经济增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韩自贸区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稳增长效应，有助于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支撑经济的中高速成长。另一方面，中韩自贸区也必然会对部分传统的、产能过剩的行业形成冲击，尤其是机械、化工、钢铁等，但这也将倒逼中国经济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落后产能的调整，实现提质增效。

第四节　中日韩FTA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

从发展趋势分析，中日韩FTA将是一个兼具深度与广度的高质量FTA，除农业、工业及服务业市场开放外，还将纳入一些世界贸易组织尚未涵盖的议题，例如能源安全、环保议题与产业合作等。2009年10月成立的中日韩三国官产学联合研究委员会（JSC）于2011年年底完成三国官产学联合研究。研究表明，中日韩自贸区（CJKFTA）除了能够推动三国间的贸易、投资以及经济增长等传统经济收益外，它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对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起着独特的推动作用，至少使中日韩通过自贸区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来减少对美国等市场需求的依赖
[14]

 。中日韩已宣布启动CJKFTA谈判，并将最终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将对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积极的影响，而东北亚经济圈的形成将对两岸经贸关系将会产生全面的影响。

理论上讲，贸易自由化会促进生产要素转向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这可以通过相关模型进行初步分析。其中，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广泛用于评估贸易自由化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影响和政策效果
[15]

 。对外经贸大学的扬立强、鲁淑依据GTAP模型模拟中日韩签署FTA的实际效果，具体情况如表21-2所示
[16]

 ：


表21-2　中日韩达成FTA的实际效果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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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分析推演，中日韩FTA的贸易转移与贸易创造效应将直接对台湾产生影响。从进出口情况看，在2012年台湾对中国大陆（含香港）、日本及韩国三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51%，这意味着将有50%以上的产品会受到中日韩FTA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自2002年以来，中国大陆一直是台湾、日本及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再加上中国大陆工业产品平均关税将近10%，完成FTA协商后由降税所产生的贸易移转效果相当明显。所以，一旦中日韩FTA完成，则必然会影响到台湾产品在中国大陆市场的竞争力。作为台湾主要竞争对手的韩国，其对大陆出口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压缩台湾的出口市场份额，尤其是在韩国先后完成对欧盟和美国FTA协商的情况下。韩国目前与其主要贸易对象签署FTA领先台湾甚多，倘若韩国再与中国大陆（含香港）、日本等国完成FTA协商，则比例高达72.73%，也为韩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创造良好的竞争条件。根据计算，台湾受美韩FTA影响的出口金额达3500亿元新台币（下同）；受韩欧FTA影响金额为1500亿元；若中韩完成签署FTA，对台湾产业的影响估计将达到1.8万亿元，GDP将因此下降0.5%。从市场占有率看，中国大陆是韩国和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最重要的投资地点。依据台湾“经建会”统计资料，以在大陆进口市场的占有率来看，2000年，台湾地区以11.3%小幅领先韩国的10.3%；至2005年，台湾占有率降为11.3%，韩国则升至11.6%，首度超越台湾；到了2011年，台湾占有率降至7.2%，韩国则以较小幅度降至9.3%；一旦中韩FTA生效，预计台湾对大陆出口将减少31.6亿—84.2亿美元。从出口产品的类型分析，目前，韩国产品是台湾产品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电机设备与零件、光学、照像仪器及其零附件、塑料及其制品、机器用具及其零件、有机化学产品、铜及其制品、钢铁、人造纤维丝、无机化学产品等，一旦韩国产品因为FTA的存在，能够享有额外5%—15%的关税优惠及降低非关税贸易障碍，韩国产品的竞争力无疑会大幅超越台湾产品。从地区分布看，由于中韩FTA对台湾的冲击初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因此台湾中南部所受到的冲击最大，且主要集中在台中、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等地，主体则以中小企业为主
[17]

 。除关税影响外，中韩FTA对“非关税措施之处理”，包括技术性贸易壁垒（TBT）、食品安全检疫及动植物防疫检疫措施（SPS）及海关程序等，也将有利于韩国产品进入大陆。而中日韩FTA的进展将使这一趋势朝向对台湾更加不利的情况发展，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ECFA的正面效应，从而进一步降低台湾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

而根据台湾地区“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如果中韩FTA完成洽签，而两岸ECFA后续协议尚未完成，则韩国输往大陆的产品率先降税，将使大陆台商转向韩国厂商采购相关零组件，也将扩大韩国产品在大陆的市占率，同时产生投资移转的效果。韩国与台湾地区在面板、机械、纺织与塑化等产品有高度的重叠性，首当其冲会受到冲击和影响。台湾要维持原有的优势，必须加快ECFA后续协议的谈判，还必须扩大ECFA的适用范围。台湾陈添枝则表示，“如果两岸ECFA后续协议之开放幅度小于中韩FTA，其所带来利益也会被抵消”
[18]

 。除对台湾出口有直接的冲击，中日韩FTA也会影响台湾的外来投资，进而产生福利效应的转移。从统计上看，2012年来日本对韩国投资有增加的趋势，除日币升值以及日本国内投资环境恶化外，借助韩国FTA网络扩大出口也是重要的原因。在具体做法上，日资企业已将以往通过出口方式供应韩国的关键零组件外移到韩国进行生产，不仅就地供应韩国内需市场，亦可透过FTA网络外销到其他海外市场。中日韩FTA的签署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强这一趋势，从而降低台湾利用ECFA争取外商来台投资的意愿。

现阶段，尽管中日韩FTA目前尚未订立明确的谈判时程与进度，但由于中韩已在先前宣布将在两年内完成双边FTA的谈判，日本国内要求加快与中国协商FTA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存在着政治分歧与领土纠纷等方面的干扰，但总体进度有可能会依照预期进行。两岸经济合作的推进有必要在这一情势下加速推进，以避免受到诸多不利的影响和冲击。

第五节　新形势下台湾应对之策及两岸经济合作趋势分析

针对中日韩启动三边FTA谈判的新形势，马英九当即指出必须加速台湾与其他经济体的经贸谈判，同时与大陆的ECFA后续协商也必须尽速完成，以免台湾因ECFA所带来的对韩竞争优势很快被抵消。由此可见这一情况对台湾的冲击和影响。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分析，为更好地因应中日韩FTA可能带来的冲击，台湾地区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应对，其核心就是进一步推动ECFA的后续协商、强化两岸经济合作，从发展走向看主要应包括以下方面的举措：

第一，加速ECFA的后续协商
[19]

 。随着两岸投保协议完成签署，服务贸易协议达成并等待双方最终落实（尚在台湾民意机构等待审议），货物贸易协议正在进行谈判，这些将直接涉及两岸产业利益和相关市场份额，协商的难度可想而知。但由于上述进展属于两岸经济一体化中的关键性环节，需要双方秉持“搁置争议、共创双赢”的原则，力争在中韩FTA具体项目生效之前达成共识，避免因相关分歧而导致协商延宕，从而影响两岸经济整合的进程。在这方面，两岸均有着相当的急迫性和现实需求。

第二，深化在服务业领域与大陆的合作。就当前的国际经济情势而言，台湾地区可能面临较长时期的出口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在服务贸易方面积极拓展大陆市场的重要性就日益凸显。首先，台湾快速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由超过70%
[20]

 ，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则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以内需服务为主、国际竞争力有限、传统服务业态比重高、新兴服务业的发展空间有限等；更重要的是，台湾服务业比重的迅速提升与制造业加速外移、海外生产比重高密切相关，再加上政策与功能的限制，缺乏延伸服务，制约了台湾服务业的规模经济的形成和竞争力的提升，因此服务业进入大陆的需求很大，有必要加速协商的进程，以降低市场进入门槛、扩大准入领域、抢占市场先机。其次，通过服务业市场的拓展，有助于台资企业的品牌和通路建设，从而可以加快推进台湾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进程。在这一问题上，两岸可以参照CEPA的经验，服务业的开放项目按照年度逐步进行协商和落实。

第三，有效推动两岸间的双向经济交流，建构更加合理两岸经济关系。以两岸直接双向经济往来所形成的新的经济交流交往格局为基础，进一步推进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化。具体的推进方式可以包括以下方面：（1）通过两岸实现相互投资的实践，加快解除对大陆企业赴台投资的限制，推动两岸要素资源更合理的配置；（2）在ECFA的后续协商过程中，加强在经贸法规方面的协调与对接，包括协商强化“两岸司法互助”体系，解决两岸在“劳工权益保障”、“避免双重征税”、“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衔接和“两岸民众往来便利化”等问题，推进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化；（3）将台湾的经济发展规划与大陆的“十三五”发展规划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从而有效提升合作的层次与效益。

第四，寻求建立更加合理的两岸产业合作模式。产业合作是两岸经济合作最主要的内容，深化两岸产业合作不仅有助于两岸经贸互动的深化，也是两岸提升在国际分工地位过程中体现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目前，两岸已经确立以电动汽车、LED照明、冷链物流和无线城市为合作重点，以整合资源，提升产业合作能级。以此为开端，两岸应在探索产业合作新模式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领域，向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大型运输工具等方向拓展，从而更好地应对全球产业发展新趋势的挑战。


表21-3　两岸产业合作的方向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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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参见陈添枝（2010）《后ECFA时代的两岸产业政策》、刘震涛（2010）《深化产业合作，扩大共同利基》，2010.9.24．两岸经济产业合作大趋势论坛。

第五，积极开展“区对区和点对点”合作以探索新的合作途径。近年台湾持续陷入“闷经济”之中。部分原因系受制于国际经济因素的制约，而未能与大陆实现全面有效的经济合作则是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在既有的合作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拓展区域试点之间的合作（“点对点”合作）将是深化合作的有效途径。这就需要以相对应的区际为载体，充分发挥两岸的优势，打造东亚区域创新产业合作平台，这也是台湾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随着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扩大，以及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规划的完成，两岸合作需要从新的角度探索新合作模式，通过开放区域的产业对接与功能合作，提升合作的层次与水平，以适应新的发展格局，迎接区域经济整合的冲击，寻求更加有效的应对途径。

总体而言，面对不断加快的区域经济整合趋势，尤其是中韩FTA协商的最新进展，台湾需要审慎面对这一情势，全力把握机遇，积极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加以应对，在进一步改善两岸关系、增强两岸互信的基础上，深化两岸的经济合作，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并以合情合理的方式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之中，从而为台湾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实现国际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思考题


1．中日韩FTA的形成与发展包括哪些阶段，其特点如何？

2．中日韩FTA的建构效应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3．简述在中日韩FTA背景下两岸经济合作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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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开放战略的升级与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





第二十二章　消除政策引致性扭曲建设开放型经济


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提高对外开放效益的主要手段已不再是强化政策的优惠力度，而是健全体制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消除市场中存在的政策引致性扭曲已成为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中的主题。


第一节　扭曲理论与开放效益的评估方法研究

近年来，关于对外开放效益的研究，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理论研究的主题。这些研究广泛涉及外资外贸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包括对中国经济增长、就业扩大、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等各方面作用。大量研究得出了积极的结论，证明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充分肯定外资外贸贡献的同时，一些研究也注意到中国在开放式发展中在环境破坏、资源消耗和社会不和谐等方面所付出的代价。这些研究运用计量分析方法，以实证分析证明了外资外贸与国内发展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也以事实证明了中国在利用外资和发展外贸的同时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某些数字令人震惊。显然，对提高开放效益的高度关注是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需要。

对外开放的成就是举世瞩目和史无前例的，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和人民生活的巨大提高有力证明了开放政策的效益。关于对外开放效益的研究体现了我们认识的深化。现在的问题是，影响开放效益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消除这些影响开放效益的不利因素？提高开放效益的关键在哪里？

一、现代国际经济学扭曲理论的意义

与国内广泛采用的计量经济学相关性分析方法不同，现代国际经济学的扭曲理论为评估开放效益提供另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扭曲理论证明了，由于经济中存在着的扭曲或政策不当引发了扭曲，会影响开放效益的充分实现，甚至扩大开放反而受损。因此，揭示中国当前开放中存在着的扭曲现象也就为提高开放效益提供了一个基本思路。扭曲理论证明，扭曲影响了开放经济的效益，因而扭曲的存在，也就说明了开放效益的受损。可见，即使以实证方法进行的相关性检验证明了开放的效益是显著的，消除扭曲仍然为进一步提高开放效益提供了依据和路径，具有现实的政策意义。

二、扭曲理论的形成及扭曲的分类

开放经济扭曲理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以后得到了较系统的发展，80年代以后广泛地被用以分析开放经济的效益问题，被认为是现代国际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成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开放中进行政策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

扭曲理论从帕累托最优的市场状态出发，即市场为：


DRT=FRT=DRS


[image: ]


其中，DRT
 为生产的国内边际转换率，FRT
 为国外的边际转换率，DRS
 为国内消费边际替代率。[image: ]
 分别为商品1和2中资本与劳动的边际替代率。

如果存在：

（1）FRT≠DRT=DRS
 ，则存在着对外扭曲；

（2）DRT≠FRT=DRS
 ，则存在着生产扭曲；

（3）DRS≠DRT=FRT
 ，则存在着消费扭曲；

（4）[image: ]
 ，则存在着要素扭曲。

这里尽管只是第一类称为对外扭曲，但事实上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后三类扭曲同样会导致开放效益的损失，即国内市场失灵原因或政策不当导致对外扭曲。扭曲导致效益损失的原因在于它使经济离开了最优生产点，或不能通过开放达到最优贸易点，甚至在生产可能性边界线之内生产，从而导致社会总效用水平的下降。以对外扭曲为例，关税扭曲了国内市场价格，使国内进口品的生产大于没有关税的情况，从而导致了效率的损失。扭曲可能产生于市场的失灵，即“内生性扭曲”；也可能产生于不当的政策干预，从而形成“政策引致性扭曲”。

在开放条件下，由于要素的大量流动和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特别是传统体制下价格的影响，可能出现各种类型的内生性扭曲。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地方政府具有强大的政策驱动发展职能的情况下，形成了巨大的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动能，导致了普遍的政策引致性扭曲。政策引致性扭曲是当代中国经济中存在着开放负效应的主要原因。

三、扭曲理论的实证价值与政策意义

扭曲理论具有显著的实证意义，因为它可以通过扭曲的存在及严重的程度判定开放经济是否达到了最佳状态和实现了最好的效益。

Jene K.Kwon和Hoon Paik（1995）运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计算了韩国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中扭曲导致的福利损失。论文对市场扭曲经济效益敏感性论断的一般性提出了质疑。他们的研究证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可提高基年的GDP水平将近1%，消除资本市场的扭曲可提高基年的GDP约3.2%，消除这两种扭曲可提高国民福利5.6%
[1]

 。

扭曲理论指出了扭曲对开放效益的影响，因此相应地得出消除扭曲是提高开放效益的原则。同时这一理论还指出，直接消除扭曲产生的原因是最优的政策选择，否则只会导致以一种扭曲取代另一种扭曲的次优选择。

第二节　中国开放经济中的扭曲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30多年。运用扭曲理论来看，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呈一种高度扭曲的状态，因为价格高度扭曲，资源配置由计划所决定从而背离最优状态，社会经济效用不可能达到最大化。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因素逐步引入，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是一种以双轨制价格为标志的“双重体系”，扭曲普遍存在，而由于经济已经走向开放，这种扭曲就导致了开放效益的下降。双重体系中的扭曲出现了一系列特殊现象
[2]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对外经济扭曲主要表现在外贸领域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随着全国各地大量利用外资，扭曲也就同时表现在外贸与外资两个领域，并且形式更多样化。

当今中国经济中广泛存在着内生性扭曲。但是，由于强大的政府职能，中国经济中更多存在着的是政策引致性扭曲，即由政府不适当干预而造成的扭曲。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这些政策引致性扭曲又根源于现行的经济体制，因而事实上是一种“体制引致性扭曲”。消除体制引致性扭曲是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的核心。

一、外部性、资源价格与生产扭曲

在微观经济学中，成本是指企业的个别成本或曰私人成本。在扭曲理论对国民经济效益分析中，成本是包括个别成本在内的社会总成本。企业生产的负外部性是生产扭曲的表现。

环境污染是负外部性的典型，也是社会成本大于企业成本的典型。在企业没有为环境污染支付必要补偿费用情况下，企业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企业以低价格获得国际市场竞争优势，而事实上国家和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并未计算在内。由于没有计算社会成本，一国的比较优势可能是夸大的，甚至是虚假的，因而由这种方式发展外贸或利用外资所产生的效益是不真实的。

在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中，环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004年，全国行业合计GDP为159878亿元，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4亿元，GDP污染扣减指数为1.8%，即虚拟治理成本占整个GDP的比例为1.8%。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角度核算，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约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10800亿元（不包括已经发生的投资），占当年GDP的6.8%。利用污染损失法核算的总环境污染退化成本为5118.2亿元，占地方合计GDP的3.05%。实际和虚拟治理总成本为3879.8亿元，实际治理成本只占总成本的26%，可见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存在巨大欠账
[3]

 。根据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统计，2005—2014年的10年间，中国环境污染的成本接近GDP的10%中国的环境成本远超世界平均水平。政府开始关注并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投入，2014年，全国环境治理投资为9576亿元。

环境退化成本较接近于本文运用扭曲理论分析的社会成本与企业个别成本之间的差，高达GDP总量3.05%的社会成本体现了生产的巨大外部性。其中开放度较高的东部地区这一数值为2.85%，可见其中相当一部分与外资外贸相关，表现为扭曲在开放中的损失。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要对当年的污染进行治理，那么所需的投资占当年GDP总量的6.8%，即使沿海地区的高增长这一代价也已占了增长成果的一半。

资源价格的扭曲从另一面导致了生产扭曲。长期以来，我国资源价格实行国家定价，并且定在低于国际价格的水平上。这种价格扭曲直接导致了经济效益的下降，特别是在开放条件下效益的下降。由于资源低价，资源消耗型产业必然大量引进，外资获得低成本生产和出口，中国资源日益紧缺，却仍在外资流入条件下形成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由此形成的高出口水平中事实上隐含着额外的资源成本。全面推进水价改革、积极推进电价改革、完善石油天然气定价机制、全面实现煤炭价格市场化、完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已成为我国价格改革的重点。重要的是要从政府定价转变为反映成本和供求关系的市场价格机制。

资源类价格国家定价不合理且偏低不仅导致价格扭曲，而且还导致寻租现象。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存在着价格双轨制，获得审批开采权的事实上只收取象征性的费用，这也就为获得巨额利润创造了条件，也为寻租留下了巨大的活动空间，向外资企业低价提供自然资源开采权的现象也就出现。与此同时，自然资源又存在着市场价格，部分企业是通过购买获得资源使用权的。地方政府事实上把自己作为当地资源的支配者，只是在中央政府政策控制的范围内才有所节制。于是，又出现了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的寻租活动，争取对本地资源更大的支配权。

二、土地、劳动力价格与中国的要素扭曲

对要素市场扭曲的研究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开放效益评估的重要内容，通过扭曲的存在以证明贸易福利的下降。以90年代后的几项研究为例，Papagergiou通过定量分析证明，贸易自由化本身并未导致生产结构上的显著改变和要素跨行业的再分配，严重的要素市场扭曲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其通过贸易自由化改善自身福利的效果
[4]

 。Rodrik通过测度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比较了东亚和东欧各国劳动市场的扭曲程度
[5]

 ；Lindbeck使用瑞典的案例，分析了其早期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要素市场存在的扭曲对经济的影响
[6]

 。Seddon和Wacziarg发现，贸易自由化在大多发展中国家引起的要素跨行业再分配效果是不显著的，同时又发现，在讨论劳动分配与贸易自由化关系的问题上行业分类越细，贸易自由化的要素分配效果就越显著
[7]

 。Curri和Harriso发现国有企业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对要素使用的市场调整远远低于私营企业，说明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的扭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度安排的影响
[8]

 。

要素扭曲是中国开放经济扭曲中最重要的一种现象。首先是土地价格扭曲。由于地方政府在争取更多外资项目中的指标导向和相互竞争，协议转让土地价格远远低于由招拍挂方式形成的市场价格，土地价格存在着显著的扭曲现象。


表22-1　我国土地出让价格的分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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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依据历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计算所得，其中2003年的土地出让总价款及均价由2005年3月29日《中国财经报》刊登的《对中国地产市场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之间地租分配问题的分析》的数据计算所得。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土地的比重在2002年极低，此后有所上升，但只占不到1／3。2004年与2005两年中，以招拍挂形式出让的土地每公亩平均价格为6.25万元和6.85万元，而以其余方式出让（主要是政府协议转让）的分别仅为2.09万元和1.50万元，只相当于市场价格的33.44%和21.9%。协议转让土地的低价使获得土地的企业以粗放方式使用土地，形成了在中国这一土地高度稀缺的国家对土地要素滥用，也形成了引进外资中企业成本的扭曲，可以说协议转让的土地大部分是为了吸收外资进入。土地要素价格的扭曲形成财富流失，影响了国民福利。以2005年为例，如果其余方式转让土地均采用市场形式，则每公亩将提高5.35万元，总价款为3060.2亿元，高达当时转让总价款的55.6%，相当于当年GDP 136515亿元的2.24%。而到了2014年，这种扭曲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以其余方式获得土地的价格与招拍挂相比差距有大幅缩小，但仍存在一定的扭曲。

劳动力价格扭曲是中国经济中的另一个重要扭曲。中国的低劳动力价格长期被认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因为这是中国产品低价格从而市场迅速增长的基础。但问题是，作为中国出口特别是加工贸易的主要劳动力来源的农民工，其工资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作为要素，劳动力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但是作为特殊的生产要素，劳动力价格不能只由供求决定，而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繁衍后代、接受教育和培训的需要；也包括社会进步因素，即劳动者的收入应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有相应的提高。然而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中国的社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提高却远远落后于此。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是过大的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导致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及沿海地区寻找工作，劳动力的过度供给使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而政府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上长期缺位。低工资扭曲现象降低了中国从外贸高速发展中的实际利益。

在要素价格扭曲的条件下，国内生产无法使本国通过贸易开放实现合理的国际分工，而可能出现分工不足或过度分工。对外开放的作用不仅在于引进本国稀缺要素，而且也在于引进市场机制使本国产品及要素价格合理化，从而更合理地资源配置。但是要素价格的扭曲就破坏了这一过程的实现。在比较优势得到最真实反映的情况下，要素的使用是最充分和合理的，也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但是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却会导致福利下降，因为劳动力过度供给的部门收入下降，而其他部门则就业减少。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力接受低工资就业，而城市劳动力却出现闲置，其中的福利损失很明显。中国劳动力不合理使用的状态部分地来自于国内的发展不均衡。由于中西部和农村发展的滞后，大量劳动力流向沿海地区，从而导致了沿海地区劳动力的过度供给。沿海地区劳动力结构性不平衡是与低端劳动力过度供给相关的。由于简单加工贸易只需要低端劳动力，城市的技术性工人就不能获得相应的岗位，城市工人不接受低端岗位不能归结为不服从就业需要，而正是就业市场结构性问题的反映。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出的原因也在于金融市场的扭曲，不能提供充足的农业投资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收入。

要素市场的扭曲还导致本国比较优势的失真，从而影响国家的长期发展。例如，劳动力市场扭曲使中国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将在长期中影响中国产业结构的进步。要使贸易发展与引进外资更有效地提高中国的经济福利，就是减少和消除经济中存在着的要素扭曲。

在高端人才市场上也存在着扭曲。外资企业可以用比国有企业高得多的工资待遇吸收优秀人才。除了其本身较高的效率之外，也由于其所享受的优惠政策有条件提供更高的人力成本。中资国有企业因内在制度原因不可能高薪聘用高端人才。这种工资差异反映了高端人才市场中的严重扭曲，其结果是人才流向外资企业，对国有企业发展和创新不利。

外资政策还产生了资本市场的要素扭曲。在所得税不同情况下，企业因为使用不同属性的资本而承担不同的税负，导致更多企业用外资而不是内资。经营税负条件的不同使合法的国内资本在同样的市场竞争力下不能得到有效使用，形成了资本市场配置的扭曲。一方面是国内银行沉淀了大量资金，另一方面却又大量外资流入。

对1998—2001年中国要素市场的扭曲研究证明，按照面板数据计算平均扭曲程度达到21.15%。各行业间扭曲程度差异较大。扭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行业特征（如垄断）引起的。扭曲程度最低的烟草加工业（1.50%）与扭曲程度最高的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63.52%）之间在要素使用效率上相差62.02%以上。要素市场扭曲严重的部门主要分布在公共服务业和一些初级产品加工行业，程度较低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的高附加价值行业中特别是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平均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在10%以下，基本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就行业分布而言，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较低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从地区结构角度讲，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地区分布主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越是经济不发达的西部地区，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就越高；相反，越是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的程度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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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汇率、出口激励与中国的对外扭曲

在存在着关税与配额的情况下，对外扭曲是明显的，国内外价格差异即是扭曲表现。这种现象在中国仍然存在，原油和成品油价格是一个例子，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往往导致国内市场的异常现象。

更值得关注的是汇率扭曲及其所导致的对外扭曲。中国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接受了大量国际产业转移，形成了世界生产制造基地的分工地位。由产业转移导致的外资净流入和由生产制造分工地位导致的出口高顺差，两者共同决定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快速增长。巨额外汇储备使人民币承受了巨大的升值压力，人民币低估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一大主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国必须继续完成大规模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在上述开放格局下，双顺差是必要的。如果通过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升值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在全球化中上述地位的消失，这将既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世界。因此，汇率的低估是必要的政策选择。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不应当通过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来实现，而应当通过积极的进口，特别是进口现代化装备和先进技术来实现。

汇率低估下的对外扭曲表现为，更低的出口成本和更高的进口价格，从而更高的出口能力和相对较低的进口能力。低汇率在鼓励出口的同时也抑制了进口。由于国内需求不足而对外产品价格相对较低，中国产品大量寻找国外市场。中国经济大量转移到出口部门。过度集中的出口生产导致了中国地区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削价竞争，这就是生产向贸易部门转移超越均衡点所必然带来福利下降的现实表现。特别是加工贸易部门，虽然进口中间产品和出口最终产品的价格都受汇率同一影响，但低汇率使劳动力等国内生产成本维持在很低水平。事实上外资加工贸易部门常常采用高价进低价出的方式获取更大利润，导致了另一种损失。由此可见，低汇率政策既是中国在全球分工地位和国内资本积累所要求，也相应地包含着对外扭曲致使效益损失。

出口退税政策是中国长期采用的鼓励出口方式。这一政策鼓励了企业更多出口，因为这使国外价格比国内价格更便宜。这就导致中国形成了一种出口偏向型的经济结构，各类生产要素更多转移到出口部门，出口产品生产过度竞争而价格下降。扭曲理论的经典研究证明，在某些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积累并不能导致福利的增加，因为贸易条件恶化从而实际国民收入下降，这就是所谓“不利的成长”。Bhagwati证明了大国在出口部门要素供给的增长会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经济成长反而带来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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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出口退税下政策引致性扭曲的福利损失。

四、地方政府寻租的福利损失

扭曲理论表明，寻租是导致扭曲的重要原因。因为寻租通过对直接非生产性利润（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DUP）的追求，影响了资源配置。克鲁格对租的存在作了仔细研究，她通过计算进口配额的价值得出所存在着的租的数量，使租得以量化，说明了寻租行为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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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获得这些租，人们会投入各种政治经济资源（在西方国家是院外活动），从而导致经济上的浪费甚至政治上的腐败。人们也可能为了获得某种特许和垄断经营权而展开寻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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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活动是非生产性的，一旦获得某种特权也就直接获得了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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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经济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地方政府寻租。在向开放型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寻租有着某种特殊的性质。一是寻租主体不同，不仅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和利益集团，而且还有地方政府。二是寻求的内容不同，产业部门寻求的是各种形式的垄断特权，而地方政府寻求的则是行使特殊政策的权利（例如创设开发区，从而由地方政府行使政策权），因而是一种租的创设和分配的权力。各地方政府都希望获得一种比其他地方领先一步的权力，从而在发展资源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事实上，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到全面开放，是一个中央政府将权力下放到地方的过程，也是地方政府获得租的过程。

寻租活动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福利和开放效益的损失。地方政府行使特殊政策必然导致资源的政策引导性流动，这种配置不是最优的。特别是在引进外资的竞争中，这些特殊权力直接导致了对外的竞争性过度让利和放松监管，从而导致开放福利的损失。

第三节　消除扭曲与开放型经济的体制建设

在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上，消除扭曲成为提高开放效益、提升国民福利水平的重要环节。深化体制改革，消除体制中导致扭曲的因素势必成为关键步骤。这就是“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主题的深刻内容。

一、消除开放经济中的要素价格扭曲

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征被称为“要素驱动”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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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的大量投入是中国发展初级阶段上的必然特征和必经阶段，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在极度贫困条件下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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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方面，作为发展战略，一个国家不能长期依靠低级要素的投入来发展
[16]

 ；另一方面，随着发展初期目标的突破和发展阶段的上升，要素稀缺性的提高，继续以降低要素价格的“要素驱动”政策和体制安排就会有更大的扭曲而使福利显著下降。劳动力对提高收入要求的上升，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稀缺度的上升，都使地方政府不能再靠降低要素价格来实现增长。

消除要素价格扭曲是消除扭曲的重点之一。我国现行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外资企业的产业结构，是由中国的要素价格决定的。消除要素价格扭曲将带来我国产业结构的重构。由廉价劳动力与土地、自然资源价格引进外资的发展格局，将被更能反映成本的价格所取代，中国的产业结构将得到新的升级。

劳动力价格的扭曲不仅导致了对外贸易效益的下降，而且损害了发展的利益由全民共享的民生目标。多年来中国劳动者工资上升有限，甚至在一些地方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其中的政策原因是各级政府仍然高度依赖地以廉价劳动力作为发展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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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从制度上提高劳动者福利待遇，是消除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正确方向。

人力资本的增长以创新驱动发展，将是新阶段的特点。消除低级要素价格偏低的扭曲既要通过消除产生这种扭曲的政策来解决，也要靠激励新要素的形成和使用新政策来取代，这将加快经济的转型。从扭曲理论上讲，这同样是消除扭曲的最优政策选择。“征税或补贴”（tax cum subsidy）原理表明，对要素1的征税与对要素2的补贴是等价的。一方面要对过度使用土地和自然资源严加限制，对劳动者工资要提升；另一方面也要对使用新要素即技术予以补贴，从而鼓励创新。

改革出口退税政策，依产业差别而不同，可以达到鼓励更多使用技术，消除技术要素得不到合理补偿的扭曲，促进一部分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出口；抑制高能耗、高资源消耗产品的出口，将会减少出口发展中的负外部性。

要素价格调整的政策选择事实上也回答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选择问题。国际社会对中国汇率施加了巨大的升值压力，强调中国的高额储备是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结果。如果说汇率扭曲确实是由汇率政策或政府对汇率的操控所致，那么根据扭曲理论的政策原理就确实应当调整汇率，消除扭曲。但前文分析表明，中国的汇率扭曲根源于要素价格扭曲，是过低的工资、土地和自然资源价格导致大量出口和大量外资流入，而且还由于这些要素价格低鼓励了企业大量使用，从而降低了进口高级设备和技术的需求，使出口高顺差不能通过进口技术和设备来平衡。因此，调整汇率不符合扭曲理论的政策直接针对性原理，不是中国当前的最优政策，而最多只能是次优政策，即不能达到最优政策时的选择。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迅速，因此应当提高劳动者的实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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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向开放型市场化的改革与政策引致性扭曲

扭曲理论是一种基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其假定市场是应当完善的，而与这种完善市场经济的背离即产生扭曲；而扭曲产生于市场失灵。同时，它又基于这种可能完善的市场认为，经济政策如果不是消除扭曲，那么它就是造成扭曲，从而产生政策引致性扭曲。

从扭曲理论来看，政策引致性扭曲并没有积极意义。但是，这对转型经济来说，却并非尽然。

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由于前一体制中存在着严重的扭曲，而市场性政策对计划性体制具有积极的瓦解作用，因而市场性政策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的开放进程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不同地方获得不同的政策权限，这种一一谈判过程是一个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寻租的过程，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基层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寻租是产生扭曲的重要原因。从市场机制角度看，这必然导致各地政策不对称从而产生政策引致性扭曲。同时，各级政府又不断地放松对企业的控制，赋予企业特别是民营和外资企业更多的权利，不同企业之间在获得社会经济资源上处于不同的竞争地位和经营条件，其中也必然带来扭曲。但是从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路径看，所有这些都是从中央集权式计划向地方分权、企业自主权方向的改革，是从高度的扭曲状态走向低度扭曲状态的过程，因而这些改革和政策既是政策引致性扭曲形成的原因，又是瓦解旧的高度扭曲体制性扭曲的改革。

然而也需要指出，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有着一种特殊的历史功能，即促进体制转型的开放型市场化改革的功能。它推进了非市场决策经济向市场决策经济的转型。虽然地方政府获得的特殊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非市场决策，但特殊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有利于建立和培育市场和推动开放的权力，是有益于向市场决策转型的权力再配置。

与西方市场经济的重要不同点在于，中国转型期经济中的寻租具有二重性：一是非生产性，二是生产性。内外资企业从地方政府获得租也就获得了非生产性利润，而地方政府获得的特殊权力却只有借助企业新的生产过程才能实现，从而生产与贸易过程被扩展。租的非生产性不具有这种功能，它只是对现有生产利润的再分配，租的获得者可得到的是“非生产性利润”。在市场经济中，租是“直接非生产性利润”。“直接”在于直接产生于权力而不是借助于生产过程；非生产性在于它不能扩大社会生产规模，甚至还会因垄断而缩小生产规模，所争夺的是现有的生产利润。与此不同，转型期经济中的租，既有生产性，又有非生产性，相应地有“间接生产性利润”和“间接非生产性利润”。其所以是间接的，在于从权力的获得到利润的获得间必须有一个生产过程，非生产性利润之所以也有间接的，是因为它常与生产性利润结合在一起，生产性寻租与非生产性寻租常常是同一过程。当然，由于市场的成长，转型期经济中同时还有对“直接非生产性利润”争夺的寻租行为。

对于地方政府寻租行为二重性的分析，客观地说明了分权式改革的效益来源与福利损失。其效益来自于生产的扩大，即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外移；其福利损失来自于企业的寻租和地方政府租的分配中资源配置的扭曲。

由于转型期经济中租的生产非生产二重性，简单地谈消除寻租行为是不正确的。应当消除非生产性租而保留生产性租。当转型平行推进，行政过程在权力分配中的作用降低到最小程度时，非生产性租接近消除，而生产性租仍然存在。这时生产性租不是通过行政渠道获得的，而是通过要素使用的优化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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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消除地方政府寻租行为损失的途径在于消除租的创设，即任何地方政府不具有比其他地方政府更多的政策权力。这种权力的统一化将消除开放与发展中的政策竞争，从而消除这种竞争中的福利损失。在许多情况下政府政策运用的成本为零，包括税收减免和土地转让，这必然导致政策竞争走向极限。

三、从政策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转变

当今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处于又一个关键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核心是从政策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转变。中国的开放是从经济特区建设开始的，给予特区以特殊政策是开放的最关键路径选择。随着开放的扩大，特殊政策普遍化，中国也从一个政策型开放转变为制度型开放。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一转变可以定在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的那一天。但是这一天并非开放型经济的建成，而是它的开始。中国对WTO作了各种市场开放承诺，包括国内体制改革的各种承诺，实质上都是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建设开放型市场的承诺。

加入WTO 5年过渡期结束后，中国履行承诺的情况得到了WTO成员的积极评价。但是从中国来说，并不意味着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成。“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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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新时期制度建设的主题。

从建设一个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来说，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是消除寻租，而消除寻租的关键在于消除特殊政策，建设一个内外统一的透明、规范的市场体系。近年来制定的一些新法规，如内外税收统一、反垄断等，都是开放型市场经济更加完善，使扭曲更少的体现。

地方政府以外资为主导的发展政策是这种政策引致性扭曲的根源。引资（包括外资与内资，事实上更多是外资）以实现地方经济的发展是各级政府的首要职责。为实现这一目标，地方政府必须发挥自身的优势，这就是政策让利、减免税收、提供优良投资环境（提供社会成本）与影响土地、劳动力价格（降低要素价格）的职能，由此形成对外资的引力。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巨大，各地发展需求强烈，这种引资需求又必然导致相互之间的政策竞争，从而使企业生产的社会成本更高，要素价格更加扭曲。因此，这些扭曲不是市场内生性扭曲，而是政策引致性扭曲，更确切地说正是体制性引致性扭曲。

至于导致地方政府外资主导型发展模式的，有广泛地根源于现行的体制与机制的各种原因。国内金融机制的不健全、企业制度的不完善、外部市场开辟的低水平，都要求地方政策借助于外资的发展。同时，政绩观和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作为把解决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地方政府来说，在缺乏其他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的时候，只能更多地偏重于引进外资，因为其能掌握的政策工具与土地资源价格使其有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然而正是这样导致了要素价格扭曲。

消除体制引致性扭曲的政策原理与消除政策引致性扭曲是一致的，那就是针对产生扭曲的原因，消除这些原因。因此，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的粗放使用，控制环境破坏与自然资源开发，是消除这些扭曲的必要政策。但是，最终有效消除体制引致性扭曲的，必然是形成一个适应于开放的内外协调的经济体制，这就要求以统筹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来进行体制建设。

要消除非经济目标的干扰以消除扭曲。扭曲理论指出，政府对一些非经济目标的追求会导致对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干预，形成扭曲从而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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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民族自豪感而维护某些产业的发展会影响经济效率。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导致形象工程是最极端的例子。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是，GDP指标和外资外贸数量指标。这些指标本质上都是经济指标，而不是非经济指标。但是，这些指标却并非总是与资源的有效配置相一致的。外资数量是开放度指标，而不是增长与发展指标。外贸数量可能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迅速提高，可能创造就业，但除此之外效益可能很低。两者都可能带来GDP的增长，于是GDP增长中的福利效应就是高估的，以这种方式实现的GDP增长就包含着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因为在促进外资外贸增长中包含着社会成本。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追求的指标中事实上部分地是非经济目标。

中国的政策引致性扭曲主要是来自于地方政府之间对发展的过度竞争，而发展又以具有非经济目标性质的指标所引导。因此，消除政策引致性扭曲的核心是消除发展中的过度竞争，本质上是一种体制问题，即消除体制引致性扭曲。将地方政府对非经济目标或曰包含着非经济目标因素的目标的追求转变为经济目标的追求，将改变由此产生的扭曲现象。这里关键之一，就是以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指标体系替代现行的一般意义上的各种规模性指标。

第四节　经济政策在高速发展中的作用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策起着关键的作用，其通过催生新的机制，引导资源配置，加快经济发展。政策可能引致扭曲，但这并非是拒绝一切政策的理由。在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下，产业政策和地区政策通过政策引致性的要素扭曲，造就了一个产业或地区特殊的发展条件，实现了发展战略。这就是政策引致性扭曲在发展特殊时期的积极作用。Jene K.Kwon和Hoon Paik的研究检验了资本市场扭曲的结果，认为扭曲会引导更快的资本形成和更高的资本存量的集中，而在韩国产业政策结构条件下，金融激励比财政激励会产生更多的扭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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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必须强调指出，在初级发展阶段上，特别是在市场尚未能完全承担起资源配置作用的条件下，政策对资源配置的动员和引导仍然是必要的。即使从完善的市场看，它是扭曲，但这种扭曲是可能由发展的成果补偿的。

必须正确处理好消除政策引致性扭曲与发挥中国体制优势间的关系。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发展导向型市场经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发展导向功能，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建设开放型的规范市场经济体系不应当消除这一体制优势。

在消除体制引致性扭曲的同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仍然需要继续发挥，强政府不应当简单否定，转变政府职能不等于在所有意义上消除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各级政府承担着巨大的发展责任，包括发展的规划、资本的组织、有效体制的建设、为实现发展目标的政策引导，以及发展社会目标的协调，等等。

这就使我们考虑一个新的理论问题，即政策引致性扭曲必然导致效率下降，但如果这种扭曲是由于为实现某个发展项目或目标而实施的，那么就可能以发展的收益补偿扭曲的损失。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在短期内实现艰巨的脱贫、发展与崛起的历史进步，没有政府的作用是不可能的。一个未发育的市场不能以发达市场的最优均衡状态的背离为标准来谈扭曲，因为中国还没有达到这种均衡，特别是还没有把潜在的生产要素组合到经济活动中来。中国政府承担着重大的职责，要把潜在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动员起来进入生产过程，争取更多的外部资金、技术等进入中国，这一切都需要政策激励。这种激励所带来的不是扭曲，而是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外移；而扭曲则发生在各地政府在履行这一职责中为非经济目标的政策竞争。

还必须指出的是，非经济目标也并非总是不可取的，因为它虽然没有经济价值，但却会有一定的社会价值，甚至很高的社会价值。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将提升，各种代表社会和谐目标的价值更加显现。这就说明，一项政策旨在实现某种非经济社会经济目标，会导致扭曲即经济的负效用，但是非经济目标在许多情况下却具有社会效用。


思考题


1．扭曲理论是如何证明经济效益的？

2．什么是政策引致性扭曲和体制引致性扭曲？

3．消除扭曲是否开放战略升级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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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开始以大求强的发展新阶段到来之际，中国（上海）自由试验区（简称上海自贸区或自贸区）的启动已成为国内外高度关注的中国发展新亮点。自贸区探索试验的核心在于以改革与开放的协同创新构建与经济全球化最新发展趋势相兼容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从而以发展的新超越实现经济强国的发展目标。协同性、兼容性与超越性体现了新阶段上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的道路、目标与意义。


第一节　以开放倒逼改革：体制改革与扩大开放的协同性

改革与开放作为中国迅猛发展的双引擎，在前30多年始终发挥着协同创新的基础与动力作用：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改革是开放的前提，开放是改革的动力。改革与开放如同双脚向前迈进，每一步都以前一步为条件，又成为下一步的前提。

对外开放起步于南方经济特区，这是从强大的集中型计划经济体制中杀出一条血路即改革的结果。特区开放引进了市场经济理念与规则，成为内地改革的榜样与动力。浦东开发开放是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最坚固的堡垒上海实现的，大胆的改革建成了中国最体现国际化水平的现代大都市。加入WTO的主要困难是传统体制下产业发展水平难以承受外来竞争压力，而加入后的体制改革与法规建设却营造了一个开放型发展模式。中国不但没有被市场开放冲垮，而且在融入全球化中奇迹般地崛起。国内大批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改革推进制度创新，普遍的发展特征是引进外资与国际市场导向；反过来，又正是这种开放型的发展不断营造着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动力。30多年来，中国不仅发展速度迅猛，而且市场化进程超常，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放，即外资企业的引入与国际竞争的增强。实践证明，外部市场与国际规则是市场化高效有益的催化剂。

由此可见，注重开放与改革的互动性、协同性，是中国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当开放面对压力的时候，只有改革才能找到突破口；当改革遇到阻力的时候，只有开放才能构筑新动力。

30多年来，中国形成了一个发展导向型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中，各级政府有着强大的发展功能，同时多种经济成分又形成了特殊的发展结构，其中不同所有制企业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举世无双的发展成就是这一体制优越性的最好证明。然而，面对新时期的发展任务，这一体制也显示出其缺陷，过于强大的政府职能扭曲和压抑了市场，甚至成为腐败的因素；发展指标导向实现了规模化增长，却难以推进结构性升级和对外投资。政府以税收和土地价格等超国民待遇引进外资，但外资却依然抱怨事难办等投资环境问题；政府以各种优惠发展制造出口，但带来的是高速增长下的低端收益。

以政府推动实现的高速发展，今天正面临同样根源于政府的新发展的体制障碍。正是政府的这种二重性规定了上海自贸区试验的本质要求。

一、战略取向：以开放倒逼改革而不是单纯扩大开放

上海自贸区以扩大开放为首要特征，然而其核心却并不仅限于开放，而是以对外开放倒逼和促进国内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自贸区的首要使命。这一定位决定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自贸区试验的核心。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的原则是按照国际化、法治化的要求，由注重事先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在这一原则下，我国经济体制中强大的审批制将要求作出根本性的改革，政府多部门分头管理的模式要改革为一口受理、综合审批和高效运作的服务模式。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审批制是目前中国引进外资中的常规模式，也是国内制度的核心。对审批制的改革是国内当前改革的重点，而借助提升开放水平推进这一改革正是一种科学的战略选择。与前30多年相比，扩大开放同样促进了国内市场化的进程和政府的转型，但自贸区以开放促改革的内容更新，要求更高，方向更明，重点更突出。

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战略选择的科学性在于改革进入深水区。对于一个以强政府为特征的体制来说改革缺乏内在动力。在市场发育初期政府在培育市场中起了积极作用，然而当市场需要再进一步向成熟化发展时，政府职能过强却阻碍了市场的发展。而正在这时，全球化新发展所要求的扩大市场准入正是减少政府干预。取消审批的改革在这里正好体现了改革与开放的高度一致性。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不只限于若干领域开放的扩大，而在于政府职能即体制意义上的开放。只有审批制的改革才能真正构造一个开放型的市场体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升级。

二、发展动力：重制度创新而不是靠特殊政策

以特殊政策尤其是税收上的特殊政策推动发展，是前30余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也是各级政府所熟悉的发展手段。特殊政策降低了企业成本和税负，形成了发展的动力。然而今天我们也看到，由特殊政策驱动的发展更多意义上是规模性的，因为其鼓励了低端生产要素的使用，鼓励以规模扩大获得更多税收利益。当国家探索进入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时，这类政策就难以发挥作用了。

创新驱动发展的本质是以制度创新推动各项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市场机制创新等。作为制造大国的中国，金融制度的相对落后已成为显著的短板。金融改革开放的滞后使中国缺乏有效的资源配置能力，货币不可兑换导致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承受着巨大的汇率风险和商务不确定和不利地位。自贸区把加快金融制度创新作为一大主题，探索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跨境使用，显示了金融制度创新的关键，具有引领制度创新的全局性意义。社会融资功能的提升将大幅激活市场和企业，人民币可兑换和跨境使用将大幅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这些都将比传统的税收优惠产生更积极的动力作用。

制度创新的另一方面是法制完善，形成与更高水平开放相对应的规则体系。暂停执行与外资相关的三部法律中的相关内容，制订自贸区管理规定，体现了法制创新。三年探索期的设计既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又体现了制度创新的全国性意义，因为探索的成功将成为全国范围制度创新的依据。

制度创新的目的是培育功能而不是提供优惠。制度创新就是要在维护现行税制公平、统一和规范的前提下培育和发展市场功能，通过市场功能的提升来实现效率，从而改变长期以来由政府偏向性政策激励引导发展的模式。事实上，特殊政策激励总是会在激励一方的同时形成对另一方的抵制，包含着市场扭曲的损失。

三、开放主题：推进投资自由化而不是单纯贸易自由化

自贸区就其名称而言，很容易使人望文生义把贸易自由化看作核心。然而，上海自贸区的重要创新之处就在于更注重推进投资自由化而不是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本来是国与国之间降低贸易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制度安排，现在又成为一些国家、地区在货物贸易上高度开放的内容。上海自贸区并不否定货物贸易自由化，由外高桥等四个已有的海关特别监管区所组成的自贸区本来就具有贸易自由化的基本功能，以境内关外保税方式监管模式为出口加工贸易等发展创造了成熟的条件。自贸区的建立将延续并发展这些功能，但更重要的是自贸区致力于创新投资功能。

投资自由化体现了自贸区对传统货物贸易自由化最重要的功能升级。无论是从新开放的领域来说还是从政府职能转变的目的上说，扩大投资领域，形成透明规范的投资服务体系都表明了投资而不是货物贸易是发展和创新的重点。金融、保险、租赁、电信、旅行社、人才中介、投资管理、工程设计、娱乐场所、教育培训和医疗服务，一批原未开放部门对外资的开放体现的正是外商投资的升级。

投资自由化更具体地体现在暂停或取消除银行业机构和信息通信服务外对投资者的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上。这些限制是目前一些国家对外资限制的普遍做法，暂停或取消体现的正是这种投资的自由化。注重投资的鼓励政策体现在对人才的股权激励上。在自贸区的税收政策上，对企业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的奖励，实行个人所得税分期纳税政策。这一政策反映了自贸区注重以投资创新推动技术创新的战略，将极大有利于促进企业活力与创新机制的培育。

四、体制定位：是试验园区而不是经济特区

在中国的对外开放发展史上，经济特区有着特殊的地位。特区既突破了旧体制的约束，又引进了市场经济的理念与机制。特区之特核心在于政策的特殊性与地域的相对隔离性。但是经济特区的本质特征是“特”，其长期体现出政策洼地与相对隔离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其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

自贸区定位的核心是“试验”，试验的意义就在于成功后全面推广。可推广、可复制是对自贸区试验的根本要求。这一定位决定了自贸区制度安排的一系列特点。

第一，自贸区不以税收政策洼地为优势，有限的几项税收政策完全不同于经济特区只针对企业的优惠，而是指向鼓励人才、鼓励创新和走出去等。

第二，自贸区试验主要体现在尚未开放领域的开放探索，以研究潜在风险问题，而这些领域都是国家正在规划要在全国逐步开放的。创造经验在全国推广是自贸区试验从一开始就明确的责任，这在经济特区是没有的。

第三，自贸区试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变，是体制创新，形成一个与国际高标准开放体制接轨的管理体制。这正是国家从整体上改革所需要完成的任务，其所谓“特”在于“先行先试”，而先行先试也意味着未来不会“特”。如对外资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试验期为三年，三年后成功则将在全国范围修改法律，普遍适用而不再具有试行的含义。由于对外资的审批制改革涉及广泛的事中、事后监管体制构建，因而是全面覆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这正是自贸区试验的最核心的问题。

第四，自贸区要完成的一系列探索都不是靠特殊政策来推进的。例如，要发展总部经济和新型贸易业态，主要靠自贸区及整个上海创造更适宜的经济环境，靠营造国际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自贸区要探索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模式，靠的是监管制度的创新和信息化。试验性也决定了自贸区的推进方式，其原则是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在改革与开放的互动中形成全国可复制的制度框架。

第二节　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国内制度与国际规范的兼容性

国内改革以对外开放倒逼，既决定了改革的动力，也决定了改革的指向。今天中国需要推进的改革，已经从当年有利于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上升到以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实现与高标准的全球化经济体制相兼容。

国内体制与对外开放兼容性的内涵伴随着开放度的提升而扩大。在开放的初期，这种兼容性表现在政策上，即对外资外贸的特殊政策。为了引进外资促进出口，开放采用了特殊政策的模式，即对外资外贸的优惠。这导致了国内长期存在的政策双轨制、双重性，但政策超国民待遇弥补了市场与体制缺陷，适应了外资外贸发展的要求，实现了兼容。这种体制性政策的选择既有利于发展，又隐含着普遍的经济扭曲与效益损失，并导致竞争的不公平和发展的结构性偏向。但这是在国内体制改革难以快速完成情况下的必要选择。这是政策性兼容而不是体制性兼容。

加入WTO使国内外的体制接轨。为履行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国内进行了广泛的改革，从政府改革到法律的修改、废止和制订，中国从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的要求上实现了制度转型，实现了与国际规则的兼容，为加入WTO后十余年在开放中奇迹般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体制兼容，即市场经济规则意义上的兼容。

今天中国又面临着新的意义上的体制兼容问题，即政府管理职能与国际规范的兼容性。中国政府的强大职能既创造了发展的优势与效率，也构造着市场成长的障碍，尤其是其不透明的、复杂的审批制和部门权力分割形成了各类企业，尤其是不熟悉潜规则的外资企业的玻璃门，阻碍了外资企业在中国的顺利发展，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国际规范。与政府职能相关的这种兼容性是一种新的意义上的制度兼容，即政府管理体制的兼容。

与政府职能相关的一国管理体制与国际规范的兼容性要求，来自于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经济全球化从贸易自由化开始，以企业国际化为其高级形式，而投资自由化正是企业国际化的前提。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部署产业链、价值链，投资是其基本手段，相应地产生了对国际投资市场准入、规则统一、行政透明、保障有效的要求。因此，在贸易便利化的同时，投资便利化日益成为跨国公司推动全球化的需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重点已经从消除国家边界上的壁垒深入到国内制度意义上的障碍。由此决定了新一轮开放的主题是投资而不是贸易，新一轮全球化的冲击是制度而不是市场——投资超越贸易的国际趋势要求制度转型。

一、开放模式：制订负面清单而不是扩大正面清单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中，跨国公司对外投资领域不断扩大，对各国市场准入要求日益提升，由此导致对各国市场开放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本质上是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市场准入上要享受与本国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在原先WTO体制下，成员方一般可就本国承诺的部门对外开放，其他部门可以设置各种限制措施乃至绝对禁止。换言之，只有在那些承诺市场准入的部门外资企业可以享受国民待遇，其他领域则不能享受，因此也被称为准入后国民待遇。然而全球化要求各国的开放安排作出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即除了明确若干不开放的部门外其他部门都开放，从而外资企业享有与本国企业同等的市场准入权，这就是所谓准入前国民待遇。相应产生了明确限制与禁止部门的反向罗列清单即负面清单。这种开放模式的变化对发展中国家和原先相对较为封闭的转型经济国家的开放部署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的开放部署因此面对着从此前加入WTO承诺时的正面清单下的外资国民待遇向未来负面清单下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转型重大变革的挑战。挑战的核心不是开放部门在数量上的扩展，而是市场准入控制方式、国内产业保护方式和外资企业监管方式等在制度上的变革，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机制安排上的挑战。

上海自贸区所要承担的就是这种以负面清单为特征的开放模式的探索任务。一方面自贸区方案提出了扩大服务业开放的部门，以正面清单的方式扩大了开放；另一方面又承担了为国家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研究制订负面清单的职责，继总体方案后推出的负面清单（2013）是中国的第一版负面清单。负面清单中的部门总趋势将不断减少，使开放度不断提高，而它的推出则是国家开放进入阶段性的标志。正是这种升级实现了中国开放与全球化新发展的兼容，自贸区的试验也可谓是这种升级版的试用版。

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的开放模式是美国版本的双边投资协议的核心要件，也代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因此，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推出是国家实现开放模式与国际体制兼容上的关键步骤。

二、政府转型：探索监管改革而不是管理弱化

负面清单模式下开放并不只是在开放领域罗列方式上与全球化的兼容，更重要的是要求东道国政府在管理体制上与全球化的兼容。在负面清单开放模式下，外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企业合同章程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都对监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由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政府不能再在外资进入时进行全面严格的审批，而需要像国内投资企业一样实行登记备案，这就大幅增加了对政府在外资企业进入后经营过程中和发生情况后的监管要求。

审批制是中国经济体制中的一大特征，集中体现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方式。审批制反映了政府对市场活动的控制，既可防范企业经营产生的各种弊端和风险，也可能因此抑制市场活力，特别是当政府不适当地运用审批权时或各部门难以有效合作时会产生对市场效率的严重损害。在外资的情况下就可能事实上构成开放度的降低，成为表面上承诺开放，事实上外资难以进入的状态。因此，对审批制的改革是国内体制改革的要求，也是开放在体制上真正与全球化体制相兼容的核心。

从事前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不是管理阶段上的差别，而是政府职能的根本性改革，即从控制市场转变为首先让市场活力充分发挥，然后致力于防范企业不当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乃至更好服务于企业。要以一口受理综合审批和部门协同管理来形成开放下的管理效率。因此，这种改革本质上要求的是政府管理能力的提高和强化，而不是减少或弱化。

要实现管理能力的提高和强化，就要更好地形成政府各部门的合作与协同，其中技术上的表现就是完善部门间的信息网络平台，以此形成对企业的信息跟踪和监管机制。自贸区要探索这种新型的监管方式，以发现和回答从事前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可能出现的问题。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的现有各部门监管职能，包括质量技术、卫生环境、食品药品、知识产权、工商税务等等，要形成联合执法体系，以实现高效监管。要探索购买社会服务强化市场监管的方式。在政府信息公开上要探索国际规则体现体制兼容。全球化的发展日益要求东道国政府对外资权益保护的规范有效，包括公平竞争、投资收益转移、纠纷调解和援助等，在许多方面可以说，国际标准限制了政府行为，也明确了政府改革的方向。

这些政府管理领域上的进步都是开放型经济体系对政府职能与运行所提出的要求，创造规范透明高效的投资环境，即与全球化体制相兼容成为其中的核心。体制兼容也就是要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政府及管理制度。

三、风险防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而不是单纯强调开放度

体制的对外兼容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制度接轨，而且要建立能够适应开放型竞争的管理体制，在高开放度条件下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开放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市场如同上网的电脑，需要建立防火墙，使用杀毒软件，消除系统漏洞，有效防范外部攻击。这一切归结为国家开放型经济的安全体系建设。

作为国家战略，自贸区试验本身就体现了对经济安全的重视与战略设计。把有一定敏感性的部门开放在一个时期内限定在试验区内，通过试验限制其影响范围，发现其可能的风险。在试验中找到未来适合全国范围全面开放的政策设计是开放的安全推进战略。

安全高效是自贸区体制设计的重要特点。在一线放开的情况下，二线安全高效管住是对试验区的关键要求。寻找“开放”与“安全”之间的结合点是探索的核心。自贸区试验从多个不同层次上进行了这种制度设计。第一类是把外资企业的市场限于区内，如文化市场；第二类是市场开放扩大到上海市，如工程设计与建筑项目；第三类是允许进入但有一定的限制，如教育培训开放但不包括学历教育，培训、医疗开放限于区内经营；第四类是对一旦开放难以控制区内外影响的设置安全前提，如金融创新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进；中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是在完善相关管理办法，加强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实施的；电信开放要“在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实施，并明确经营范围为“特定形式”的“部分”业务，且“如涉及突破行政法规，须国务院批准同意”；对文化市场的开放上要“通过文化主管部门内容审查”。

有效地把试验限定在区内而防止因失控而事实上成为全国性开放是对自贸区的必然要求。然而，试验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国高水平开放，因而逐步使区内的成功运行对区外进行辐射是必要的。自贸区方案中指出的“建立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体现了试验方向的这一要求。在制度设计上，除有专项规定要求办理相关手续的，试验区内企业原则上不受地域限制，可到区外再投资或开展业务，体现了试验致力于扩大对区外影响力的制度设计。

对国家经济安全探索更具有本质意义的是，自贸区也承担着安全审查试验的任务。自贸区要通过开展涉及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试点，探索如何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为整个国家构建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提供经验。这一任务是整个国家未来更高水平开放的需要。

负面清单制度本身就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安全。通过负面清单的精心设计可实现在一些部门中对外资的禁止或限制，并且不断修订负面清单平稳推进开放。

自贸区探索在负面清单条件下的监管模式，将为全国范围高水平开放提供经验。试验区注重推进企业运营信息与监管系统的对接，通过风险监控、第三方管理、保证金要求等方式实行有效监管，这种监管方式将具有普遍意义；同时试验区将高度注重市诚信体系建设，加快形成企业商务诚信管理和经营活动专属管辖制度，这将为全国未来的安全监管提供可操作的经验。如果说针对货物的监管体制更具有试验区特点的话，那末针对企业全面信息与基于诚信体系建设的探索则更具有未来全国性开放的普遍意义。

第三节　提升结构创新优势：发展战略对成功实践的超越性

随着中国经济由大求强发展阶段的到来，必然要求发展战略实现系统升级。尽管前30多年的发展实践证明了发展战略的正确性，但新阶段、新目标却要求实现战略升级，即对自己成功实践的再一次超越。经济结构的升级是目标升级的核心，而实现这一升级的途径是对传统优势的创新。作为中国的经济大都市，上海自贸区所承担的正是这一结构升级优势创新的责任。

结构升级优势创新是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与出口大国，然而一大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已经使国际市场传统产业竞争变得十分激烈，继续以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将难以维持，也会导致中国发展与其他国家的不相包容。中国迫切需要改变仅仅注重出口特别是传统产品制造出口的发展格局，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增长，也实现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包容性发展。以上海为依托的自贸区需要为这一发展转型探索道路，这就是要实现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超越。

自贸区试验的目标是实现“三新”：一是培育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即从劳动力优势扩展到知识及创新优势，从规模优势扩展到制度优势；二是构建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即开辟双边协议与区域诸边合作新平台；三是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即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拓展，从国内向国际扩展。“三新”是开放升级版的要义，也是实现对以往发展模式超越的核心。自贸区试验要探索的正是这些意义上的超越。

一、产业取向：注重现代服务业而不是扩大加工制造业

无论是从自贸区原海关特别监管区的功能而言，还是从一般自由贸易区通常的产业特征而言，货物及其制造都是其基本特点。但是，上海自贸区并不延续传统保税区的制造与货物贸易特征，而是以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为产业取向，这是对自贸区产业发展模式的一种创新，是发展第一种意义上的超越。

新开放部门广泛涉及了六个服务部门，包括金融、航运、商贸、专业、文化及社会服务。这些部门的开放有利于对制造业提供服务，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上海四个中心功能的提升，也有利于百姓的文化消费与医疗健康需求的提升。

金融服务功能的提升是对外开放的难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点，也是自贸区探索试验的一大亮点。金融服务业对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的全面开放是对外开放中跨出的一大步。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设立，外企参与商品期货交易，人民币跨境再保险业务的开展等，将改变中国的金融生态。区内设立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交易平台，鼓励金融市场的产品创新，股权交易托管机构建立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等，都将对提升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能级产生重要作用。

自贸区试验全面涵盖了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内容，体现了自贸区试验与国家对上海发展定位的一致性，为上海推进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创造了一个新平台，为现代服务业以开放促发展开辟了路径。

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是人才。自贸区试验在人才战略上放宽了外资人才中介机构的服比限制和注册资本金要求，有利于发挥人才服务功能，对经济发展产生全面积极作用。

自贸区试验注重提升航运服务功能，完善启运港退税试点政策，适时研究扩大启运地、承运企业和运输工具等试点范围。允许中资公司拥有非五星旗船，进出口集装箱在国内沿海捎带业务的先行先试，允许外资设立国际船舶管理公司等，都将促进航运中心功能。

二、发展主题：注重提升贸易功能而不是削减关税提升贸易量

自由贸易往往与零关税相联系，但是上海自贸区试验的核心却不是削减关税。现有的外高桥等四个海关特别监管区基本形成了在关税上的制度框架，推进自贸区试验的核心不是再降关税，而是通过监管方式的优化进一步提升监管水平。更重要的是，自贸区试验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平台，以此提升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这是发展的一大主题。

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是国家战略对上海的定位，自贸区建设是上海加快贸易中心功能建设的新平台。贸易中心功能建设要求实现贸易的转型升级，突破传统贸易方式，特别是转变基于加工贸易的发展模式和价值链分工低端的贸易量增长，通过新优势形成竞争力。自贸区的目标是培育新的贸易业态，形成商业经营意义上的贸易功能而不是增大基于制造的贸易规模，其中包括离岸贸易的发展、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建设。自贸区将通过整体营商环境的建设来加快跨国公司总部的建设，以此建立国际分工与贸易发展的营运中心，全面体现交易、物流与资金流的中心功能。以金融支撑贸易是功能建设的重要方面，自贸区将通过结算中心建设与融资功能的培育推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更广义地说，贸易中心建设要向经济中心建设延伸，其路径就是贸易功能从商品拓展到服务，发展服务外包，特别是信息、管理与数字服务。自贸区特别注重紧跟时代需要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并由此带动物流资金流和相应的各类服务，形成与网络化时代相适应的全新经济贸易功能体系。总之，自贸区是上海探索贸易中心模式转型、形态创新和功能升级的新平台。

自贸区税收政策的设计同样不在于刺激贸易量而在于提升贸易功能。对融资租赁企业或金融租赁项目子公司的出口退税等，将通过提升融资租赁功能推动贸易，支持实体经济。

三、双向开放：从单纯引进到引进与走出并举

从偏重出口和引进外资的单向开放向同时注重进出口和资本流出入的双向开放，是国家提升开放水平中的一大主题。自贸区试验设计体现了对这种双向开放的探索。

从走出去的意义上讲，自贸区不仅鼓励中资银行开办离岸业务，特别把构筑对外投资服务促进体系作为功能开发的一个重点，提出支持区内主体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鼓励境外股权投资、支持境外投资股权投资母基金、以备案制为主改革境外投资管理方式、提高对外投资便利化水平以及加强事后监管、信息化监测与服务等等，这些改革反映了中国在新阶段上对外投资的发展势头和需要，通过体制建设为全国范围推进进行了探索。

广义上的走出去，即发展中国本土跨国公司规划全球生产经营网络，是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上的要求。在前一阶段的发展上中国不仅积累了相当规模的国内资本，而且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对外投资不但是稳定资源供给的需要，更是在全球化分工中从被动转为主动，从低端走上高端的需要。签订中美双边投资协议是中国走上扩大对外投资战略阶段的一个关键步骤，由此将开辟更广泛的国际投资制度性空间。如果说自贸区注重外资流入的体制性开放是一种意义上的开放升级，那么构筑对外投资促进体系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开放升级，即从功能建设上实现国家推进与发达国家对等开放的战略。

发挥进口在经济结构进步中的积极作用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新课题。进口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规模的扩大而在于作用的提升。对生产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企业机器设备给予免税，是对进口功能的一种探索。更广义地看，上海贸易中心功能的建设将通过进口配合国家经济新发展。

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影响力的日益提高，中国的发展已经不再是中国自己的事，而日益成为世界经济乃至国际格局变化中的大事。一方面，中国需要从承担大国责任的意义上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公平合理的国际环境。

接受国际规则是提升开放水平的需要，同样也是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订的前提。迄今为止，中国一直只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而不是参与者，这与中国的大国经济地位是不相称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全球经济治理及其规则制订已经成为大国之间的主题，中国需要进入国际规则制订的核心圈。以太平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TPP）和双边投资协定（BIT）为代表的国际合作机制代表着国际规则的发展趋势。中国不但需要从内容上熟悉这些规则，而且需要从实践上缩小与这些规则的差距，从而在规则的制订参与中赢得主动。如果说实现兼容是适应引进来需要的话，那么熟悉规则就是更高意义上走出去的需要。

四、探索试验：从小区域实践为国家高水平开放寻找路径

必须清醒地看到，以28平方公里的地域完成国家战略的探索对自贸区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自贸区目前推出的方案不仅包括扩大开放操作实施的计划，而且提出了从政府转型、法规建设到金融贸易创新的目标，是一个探索任务的方案。自贸区的任务是试验，即对尚不确定的开放领域探索其可能的风险，研究其可行的道路。无论是在总体方案已明确的开放措施的影响上，还是在待扩大的开放领域的实施条件上，试验区均有着探索的责任，这是国家赋予的责任。尤其需要指出以下方面的探索：

一是金融创新。国家下一步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包括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金融机构资产价格市场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外债管理方式改革以及促进跨境融资等，这些目标难度高，涉及面广，风险大，其对国家的必要性是毋庸怀疑的。自贸区的责任在于回答如何有效控制风险，包括如何在区内逐步实施进而在全国推进时可能出现的风险。

二是负面清单。负面清单的制订、调整和在负面清单条件下的管理同样是国家意义上的探索。区域空间的有限性决定了问题和风险不会全面体现出来，同时自贸区又要通过试验发现问题，既要从国家全局出发制订负面清单，又要体现试验区试验的要求，要同时为两个问题找到答案。

三是一、二线关系。区内外的绝对隔离可能确保安全，但也可能达不到试验目的。如何在规范有效并符合国家推进战略的要求下处理好区内外的关系，划分清账户，掌控好阀门，把握好进程，控制住风险，是自贸区成功试验的关键。

四是管理体制。政府体制的改革是深刻的也是全面的，涉及各个相关部门的职能转变与机构重组。试验区体制与国家、上海现行体制的关系同样是有待回答的一个特殊新课题。

五是税收政策。可推广、可复制的原则决定了税收优惠不是自贸区的主要手段，所用的一些税收优惠不少也已在国内其他地区实施。自贸区需要以试验的综合条件推进税收鼓励效应。在鼓励对外投资上更有着新挑战。要在符合税制改革方向和国际惯例，且不导致利润转移和税基侵蚀的前提下，研究完善适应境外股权投资和离岸业务发展的税收政策。

六是国家安全。自贸区承担着安全审查试验的任务。要探索如何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开展涉及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为国家构建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提供经验。显然，自贸区的产业领域、空间局限与职能范围都可能对完成这一探索使命构成约束。安全审查不仅体现在负面清单的制订中，而且体现在不断扩大的开放新领域的制度设计与监管中。要在一个小区域的试验中发现全国性开放可能出现的风险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同样是这一系列挑战与难点，也正是上海自贸区试验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在这里，理论探索也将有新的使命，为实践探索作出有益的贡献。


思考题


1．体制改革与扩大开放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

2．全球化新趋势对我国体制提出了什么新要求？

3．中国开放型发展转型升级的内涵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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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今天的世界经济在世人面前呈现的是一个正在快速形成中的全球化经济。近年来世界经济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全球化经济的形成机制及其新特征而展开的。作为一个利用全球化历史机遇发展起来的中国，开放型发展战略中的各种主题已经与全球化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经济的理论问题往往也正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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